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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重塑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

斯拉沃热·齐泽克近年来最喜爱的参考文献之一，是阿兰·巴迪欧1997年出版的一本论吉尔·德勒兹的小册子（《德勒兹：喧嚣的存在》）。1 在该文本中，巴迪欧指出，阅读德勒兹著作时产生的典型第一印象，往往会强化一种对他的误解：将他在哲学上看作是在欢庆异质性多重性的繁荣，以及向一切可能方向混乱延伸的“游牧块茎”的疯狂舞蹈，没有任何指引性的发展轨迹来塑造这一哲学纲领或规约其描述性探究的对象。德勒兹常常被描述为欲望的理论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破坏政治经济与利比多经济内部有效运作的有组织结构的精神分裂式捣乱分子。简而言之，德勒兹的许多思想在解释学上都是透过他与菲利克斯·瓜塔里合作的“反俄狄浦斯”事业的透镜被过滤的。巴迪欧坚持认为，在德勒兹的全部著作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分裂：一方面是其表面风格，其巴洛克式华丽繁复的细节助长了一种观点，即认为这是一门爆炸性碎片化的哲学；另一方面则是其根本的底层内容，即其被反复重申的论题。在“块茎式”散文闪烁迷人的文体外表之下，德勒兹不知疲倦且单调地一再强调同一个核心要点：一切事物都仅存在于单一的本体论层面上；一切事物都必须置于同一个“内在性平面”上；因此，必须抵抗设定存在之分裂层级（例如柏拉图对可见界与可知界的划分，以及康德的本体-现象对立）的诱惑。表象的异质性掩盖了存在的同质性：“一旦我们引入‘欣欣向荣的多样性’，我们实际上断言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底层无处不在的‘同’”（Žižek 2002c, 73）。因此，在巴迪欧看来，德勒兹哲学中“多”的狂乱增殖，最终更好地揭示了绝对内在性本体论所包罗万象的“一”。2

对于齐泽克本人的著作也应当做出类似的观察。他狂热地积累着不断增加的文化范例，以及他向大众想象力蜿蜒隐秘角落的发起的著名进击，极易误导读者将他视为一个反体系的思想家（一个试图通过强行将哲学思想与当代日常文化的混乱领域进行共生融合，使其遭受辩证污染，从而损害哲学思想表面纯洁性的思想家）。面对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艺术、文学、电影和日常生活那些冗长详尽的插入语所展现出的“杂技”与“焰火”，读者极易被眩惑到眼花缭乱、刺激过度而不知所云的地步，就像那只在晃眼车灯强光照射下惊呆的猎物一样目瞪口呆。3 齐泽克的修辞才能及其方法论的诸多特征，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像当今大众媒体（依赖连续不断、快速闪过、博人眼球的简短原声摘要）那样不幸的受众，即极易心猿意马的消费者。如果牢记巴迪欧关于德勒兹的警告（即不要让异质性的文体分散注意力，从而遮蔽了同质性的内容），这种风险的程度就可以得到缓解，因为这一警告同样适用于齐泽克本人。当齐泽克宣布他使用流行文化等作为从属载体来（重新）部署晚期现代哲学时——齐泽克的“多”种范例最终服务于一个旨在通过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元心理学的中介来“重新现实化”（如齐泽克本人所言）康德与德国观念论思想的“一”的项目4——他是十分认真的。康德-谢林-黑格尔这一链条，以拉康本人作为该链条特权性的point de capiton（缝合点）紧密打结，正是维系整个齐泽克理论大厦的底层骨架结构。

然而，就像德勒兹（以及德里达）一样，齐泽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似乎都发出了至少以两种方式阅读其文本的邀请。一方面，他自称是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评者，呼吁在精神分析的启示下回归现代哲学。另一方面，他几乎近乎精神分裂般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在任何以及每一个学科领域和概念分析层面上令人眩晕的横冲直撞，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种与康德和黑格尔等严谨的体系构建者截然不同的进路。也许，齐泽克的文化研究读者这一假想出来的虚构形象，在美学上倾向于异质性而非同质性（并因此偏爱其著作中的后一种面向），忍不住要问他为什么诉诸如此之多的额外理论参考点：如果文化对象真的如他有时所坚称的那样，相对于它们据称被归入其名下的哲学上层建筑而言仅仅是门面装饰，他为什么要对这些文化对象耗费如此巨大的作者精力？当齐泽克淡化其著作的这一维度时，当他扮演一个堕落的哲学家、无法抗拒利用高深理论作为沉溺于美国大众文化的猥亵愚蠢并大讲下流粗俗笑话的合理化借口时，怀疑齐泽克有点不够真诚难道不是情有可原的吗？

所谓的“文化研究版的齐泽克”其实是一种讽刺漫画，它源于一种对齐泽克著作体系的介入，这种介入出于无论何种原因，选择放任自己享受被该著作体系的大量说明性范例所分心的廉价奢侈（而这些范例在其中被调动起来恰恰是为了强化相关的概念）。甚至有人提出，齐泽克本人并没有核心的理论要点，这种缺乏被掩盖在一阵阵引用风暴和对不同领域的多元涉猎背后。5 然而，为什么齐泽克所使用的过量范例，在其复数性中，不应该被解释为对其代表这些范例所汇集并作为证据加以组织的统一论题增添了更为强有力的证实力量？换言之，为什么与标准的“科学”视角（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全心拥护的视角）相反，人们竟得出结论认为，社会文化实例的倍增会削弱（而非增强）这些实例作为代表性例证所体现的概念构型的令人信服的连贯单一性？弗洛伊德（特别是拉康所青睐的弗洛伊德）确信，他所积累的大量经验说明——《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和《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以及其他文本）通过真正浩如烟海的数据反复强调弗洛伊德的核心分析论点——除了支撑其总体元心理学框架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更有甚者，在提出源于怀疑齐泽克对待文化对象不仅将其作为哲学与精神分析概念的暗示性例证（即怀疑他试图通过将理论引导穿过无关领域来将其碎片化）的问题时，后现代人文学科主流审美所兼容的齐泽克主义的文化研究支持者（如果存在这样的支持者的话），表现出未能忠实于其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导师们最根本且正确的洞见。德里达对哲学方法论的关键贡献之一，特别是在将文本阅读本身作为哲学历史进步之驱动力这一技巧方面，是他对传统解释学实践背后的基本假设所作出的决定性瓦解。德里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论证，阐明为什么诉诸“意指-意图”的作者权威是似是而非且完全不合法的；它们依赖于权宜的虚构神话，以弥补在文本本身背后或超越文本之处无法获得有意义的在场的不可挽回的缺失。6 福柯沿着类似的路线宣称了“作者之死”。有时人们以此仓促得出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即在通常被认为担保终极文本意义的意图性主体消亡之后，解释的无限制嬉戏便泛滥开来。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关于原初部落的神话告诫人们不要立刻把这种被迫选择的参数视为理所当然：在清除了压迫性的原初父亲（在此类似于被厌恶的作为意义主人的德里达/福柯式作者；Urvater阻止了女性的自由流通，正如作者阻止了意指的自由流通一样7）之后，兄弟同盟并没有毫无拘束地沉溺于酒神式的狂欢纵欲之中，而是立即颁布法令限制自己享受新获得的利比多自由。同样地，拉康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指出，“如果上帝死了，那么就什么都不被允许了”。8 伴随着旧权威的内爆，无政府状态并不会自动盛开。

在这一仓促的解构主义结论背后，潜藏着一个虚假的二难困境：要么通过诉诸作者意图性赋予文本/全集一种对象化的、超越性的意指，要么通过禁止诉诸作者意图性的虚构而将文本/全集炸裂为无法掌控的复数性意指。这一困境的虚假性在德里达本人的案例中很容易得到证明。尽管德里达的文本有时具有过度华丽和曲折蔓延的特质，而且他坚称自己不是体系哲学家，但他的著作集难道没有展现出惊人程度的一致性，即持续追求一种反向的康德批判工程，在其中勾勒出哲学永远无法获得自给自足闭合的自鸣得意满足的“不可能性的条件”？奇怪的是，经常通过将自己的论断自反性地应用于自身来强化这些论断的德里达（从而使这些论断成为不容任何例外的绝对普遍性），在否认自己拥有体系或方法方面，却克制着没有自我应用其对作者权威的悬置（或者，在一个更具体的层面上，存在着臭名昭著的事件：他在名为《海德格尔争论》的文集中发表的题为“哲学家的地狱”的访谈——他威胁要对该文集的编辑采取法律行动，如果他们不允许他撤下该文章以防止其出现在该书随后的版本中9）。如果人们将德里达对其一贯的体系性雄心的激烈否认括注起来（从而忠实地遵循德里达的阐释程序），那么将意指的作者意图与现存的文本主体脱钩的结果，恰恰与解构主义者自己通常设想的结果截然相反（这正说明了齐泽克所指称的当一个体系的规则被该体系的主体过于严格地遵守时所发生的情况——体系因而被颠覆，因为它默认依赖于其主体通过悄悄服从一套相伴随的地下非正式诫命，来与官方规则保持最低限度的距离10）。悬置作者的权威并没有向混乱繁杂的异质、播撒的意义开放阐释领域，至少在目前的案例中，其结果是浮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单义性结构。很有可能，“作者之死”必然伴随着（打个比方）千花齐放的假设，是以这样一种任意的偶然性为前提的：即被解构的文本显然怀有对体系性的渴望，具有掌控和支配自身意义的自负（比方说西方形而上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换句话说，关于独立于作者意图阅读文本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后果的解构假设，可能唯有在写作样本池被选择性地限制在那些由于被认为抗拒向多重视角开放而招致颠覆性阐释挑战的文本这一条件下，才能获得证实。从齐泽克的视角来看，在公开声明的帷幕遮蔽之下，德里达解构主义不成文的暗影法则包含着禁止解构那些已经试图解构自身的文本，禁止将解构应用于所谓的多义写作。在哲学经典名著中废除作者形象是否会导致破坏性的意义增殖，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此背景下，与德里达本人的例子相关的更紧迫问题摆在了面前：如果脱离作者意图管辖的文本/全集，至少在表面上是属于非/反体系的一类，情况会怎样？难道不会随之产生一种相反的序列，在其中将作者意图括注起来反而能使一套严谨、连贯的概念装置完全进入视野？

齐泽克在此正是一个绝佳的典型案例。乍看之下，他的绝大多数文本都是对形形色色大众文化现象杂乱无章、极度活跃的沉思。也许这种怀疑确实有几分道理，即这些反思不仅仅是服务于冰冷严苛理论的画蛇添足、可随意抛弃的例子。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值得指出的是，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当然都会使这种怀疑变得徒劳无益。根据解构主义的阐释公理，齐泽克关于这些例子的潜在作者意图（无论清晰明显还是微妙内隐），严格说来都是无关紧要的，应被永久搁置。而根据精神分析的阐释原则，即使能够以某种方式确凿地证明，齐泽克在暗中知情的情况下赋予其说明性文化对象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通常表露的程度，这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文化对象确实具有他在意识层面赋予它们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作者并不是“自己文本的主人”（因此，名为“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意图性主体所被推测的潜在意图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然而，这个难解的困结很容易被斩断——这类争论是徒增纷扰的附带闹剧——从而使齐泽克思想中理论与文化的关系浮现在清晰沉静的理解之光中。

在构成《享乐的转移》附录的自我访谈中，齐泽克将自己穿越大众文化隘口的经历描述为一项将理论概念翻译成一种“愚蠢”媒介的通俗易懂语言的工作，这项工作从而使人们能够更牢固地通达那些通常表现出难以捉摸的抽象性的真理（像黑格尔和拉康这样的思想家的观念通常被认为极其复杂空灵，以至于几乎无法应用于世俗日常生活的平庸细节——齐泽克无数次令人瞩目的分析成就永远打破了这种印象）。正如他坦言的，“我确信自己真正掌握了某种拉康概念，唯有当我能成功将其翻译进大众文化固有的愚钝中时”（Žižek 1994b, 175）。就指导其方法论的总体理论-文化关系而言，在此应当牢记齐泽克公开承认的对黑格尔“驻留于否定性中”这一力动的偏爱。在谈到发挥有效活力的Geist（精神）时（在《精神现象学》中出现“驻留于否定性中”这句话的同一段落中），黑格尔宣称“精神的生命……只有在彻底的分崩离析中找到自身时，才赢得其真理”（Hegel 1977c, 19 [§32]）。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齐泽克的理论装置的生命，唯有在被碎片化为看似悬殊的大众文化例子的大杂烩的彻底分崩离析中找到作为体系的自身时，才赢得其真理。或者，用巴迪欧解读德勒兹的语言来说，齐泽克工程的“一”正是包罗万象的地平线/框架，在其内部，他折衷收集的文化对象的“多”耗尽了自身，从而为理论本身的真理交出自己的贡献。11 这种可以被称为“驻留于大众文化之中”的做法，无异于在当代社会政治环境的肥沃土壤上，重新发明了弗洛伊德世纪之交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这一“心理病理学”不能留待仅通过参照1901年的“日常生活”来确保其真实性——精神分析的洞见必须不断对照当下即刻的既定事实进行检验）。

拉康在其1974年电视访谈出版版的题词中宣告：“审问我的人也懂得如何读我”，他并在别处称赞雅克-阿兰·米勒是“至少读懂了我的人”（Lacan 1990c, 135）。“至少读懂了齐泽克的人”同样需要是懂得在何处以及何时与这个迷人、几乎居高临下般占支配地位的智识保持适当批判距离的人。因此，在下文中，齐泽克的著作被毫无愧色且直言不讳地使用——正如齐泽克有时所坚称的，“朋友就是要被无情剥削的！”——作为发起对可称为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的初步阐释（勾勒或轮廓）的平台（该理论是通过对现代哲学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的深思熟虑的交织而阐明的）。无休止地流连于其著作体系的经验-文化维度，是对该著作体系本身所能施加的最深刻的不义暴力。事实上，对齐泽克唯一一种战斗性的忠诚（用巴迪欧的话说），恰恰包含着表面背叛的背信：忽视他那丰盛范例大餐中令人垂涎、激起食欲的小点心，拒绝被他那些文化揭秘的眼花缭乱所诱惑——相反，坚持一心一意地追求那条如同一条连续、一分为二的对角线般贯穿其全部著作的哲学轨迹（即对康德-谢林-黑格尔链条的逆向拉康式重构）。在此提供的是一种德勒兹式的对作者的“鸡奸”，一种产生全新、畸形后代的尝试。在齐泽克充满激情的智识对抗的热烈精神中——他经常要求：“必须见血！”——本项目深信，以正统的黑格尔辩证方式，真理从错误中浮现。批判齐泽克哲学关键特征的过程，正是释放这一哲学本身全部理论潜力的钥匙，是将齐泽克（有时与他一起，有时反对他）提升至其概念之哲学尊严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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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超验之物的内在发生

齐泽克最令人吃惊的主张之一，是他断言以“我思”（cogito）为代表的笛卡尔式主体性概念（尤其是经康德、谢林和黑格尔激进化之后的概念），与当下盛行的智识共识相反，绝非过时陈旧之物。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功地对那些认为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免于物质中介的主体的哲学理论提出了诸多严重的挑战与质疑。在现代主体的批评者与那些（如齐泽克）呼吁回归这种主体性概念的人之间，是否可能达成妥协？

从两个前提（主要源自精神分析的发现）出发，一种富有成效的妥协确实是可能的。其一，晚期现代（尤其是先验）哲学所描述的主体，相对于身体而言是突现的——换言之，这种“非物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超出物质的）主体性是从物质根据中内在性地生成的。其二，作为物质根据的这一身体，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各种对抗、冲突与张力——换言之，人类身体并非在内部与自身协调一致，而是预设了某种功能失调。这种身体的物理构成意味着，人们可以说，人类本性天然地倾向于后天教养对先天本性的主导。这种本性使自身“短路”，并在此过程中催生了去自然化的过程。婴儿长期处于未成熟的无助状态，加之其利比多经济与其知觉-记忆装置的相互作用方式，促使这种肉体存在走向非物质化、去身体化的主体性形式（这些主体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努力逃避或驯服不受规约的肉体性，即“肉体实在”[corpo-Real]所催化的防御性反向形成）。

简而言之，贯穿整个项目所倡导和捍卫的基本论题——一个使阐明可被称为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成为可能的论题——就是：在去身体化的主体或具身化的自我之间进行选择是一个虚假的二难困境。类我思的主体性在个体发生学上从作为其先行根据的原初肉体状态中突现出来，尽管这种主体性一旦生成，此后便不可还原为其物质来源。因此，就其对理论人文学科的总体贡献而言，本项目旨在开辟出能够让以下两方面进行富有成效合作的途径：一方面是对人类个体的肉体构成的大量探究（包括认知科学、神经学和现象学具身理论），另一方面是坚持超出肉体维度的身份认同叙述（特别是在某些哲学和精神分析传统中发现的叙述）。对人类身体本性的重新审视，与突现主体性的时间-发生学模型（该模型描绘了此后超出物质的超验之物所具有的内在物质发生）的结合，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关于身心关系的持续争论的话语格局。

本书围绕着受精神分析影响的、从康德经由谢林通向黑格尔的路径重履而组织起来，这一重履过程朝着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推进。在追求这一新的主体性理论的过程中，本书的三个部分详细探讨了齐泽克受拉康启发的对康德、谢林和黑格尔的理论挪用；齐泽克在这一穿越晚期现代德国哲学的拉康式回归旅程中发挥了指引作用。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于康德（并在较小程度上涉及康德的直接观念论继承者费希特）。更具体地说，这一部分涉及对主体在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的分裂的重新阐释，这种分裂是康德批判-先验框架的核心。这种重新阐释强调了具身性与死亡率这一相互关联的因素（这些通常被康德忽略）在主体分裂中的重要功能，这些因素以康德先验哲学所描述的方式使该主体成为有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不透明。第一部分的结论提出，对抗并抵制被同化为物质身体的主体性形式（即类我思的主体性形式），是从人类所具有的特定类型的物质身体中突现出来的。换言之，超出物质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肉体物质性（特别是精神分析所构想的这种物质性）在个体发生学上所制约的反向形成。

本书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结束的地方接续展开，无论是在历史上（从康德和费希特走向谢林）还是在概念上。第一部分论证了，康德观念论哲学的先验主体并非一个总是已经预先给定的先验（a priori）结构，而是发生学的，即通过一系列机制和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因此，第二部分试图通过持续介入谢林的后康德哲学思考，勾勒出先验的、类我思主体发生的个体发生学可能性条件（即支撑先验主体性的元先验层面）。物质存在作为对抗自身的实体的终极本体论地位——这种（用拉康的话说）“被划杠的实在”的本体论是通过分析齐泽克结合德国观念论与精神分析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被确认为先验主体性从内在性物质平面发生学地突现的关键前提条件。此外，正文的这一部分在将谢林哲学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并置的过程中，还重新审视了自主性与时间性的哲学主题/论题（后者在第三部分的后半部分得到了进一步的持续关注）。自由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精神分析通常（且错误地）被视为一种决定论的话语，阐述了将个体贬低为在自身控制之外运作的潜意识影响的纯粹木偶的叙事——在此被彻底重新构想。隔绝潜意识的压抑之幕不仅隐藏了隐秘决定性力量的他律性，而且隐藏了一个人处于防御性晦暗之中的自主性的真实范围，这种自由令人惊讶地常常让人们感到恐惧和不安。

本书的第三部分包含了整个项目的哲学高潮。多亏了拉康及其某些杰出的阐释者（首推齐泽克），黑格尔的思想被广泛视为晚期现代德国哲学中对精神分析最至关重要且与其最兼容的部分。第三部分首先展示了，如果不掌握黑格尔哲学是如何从康德及其直接继承者（特别是费希特和谢林）中成长出来并相对于他们定位自身的，就无法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及其与精神分析元心理学的潜在联系；大多数关于黑格尔-拉康关系的研究都未能充分考虑黑格尔在这一哲学史时代中的地位。这一历史分析带来了对一种受黑格尔启发的全新主体性理论的缜密阐述，该理论考虑并巩固了此前在与康德和谢林的对话中于前两部分所汇集的成分（在康德中辨识出并在谢林中触及的主体形成发生学维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更丰富的阐述——先验唯物主义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发生学先验论）。在此，主体被描绘为由几种不同形式的时间性的生成所产生的副产品——更具体地说，是彼此根本不相容的时间结构。在这些多速时间轨道之间的不和谐冲突变得清晰可闻的那些时刻，完备的主体性本身能够短暂地闪现于实存之中。

本书的结论兑现了本导论第二和第三段所作出的承诺：通过让欧洲哲学和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与英美心灵哲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展开对话，结论试图展示先验唯物主义对主体性的描绘所具有的解释力和理论优雅性。它突出了这一新范式的两个关键优点：这种对主体性的描绘如何允许对主体与其身体的关系进行非还原论的说明；以及它如何能够肯定主体的自主性，同时承认这种自由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到个体相对于决定性的生物学、历史和社会心理变量所处位置的损害。本书最后承认了这种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对齐泽克思想的深切欠负，这一思想体系构成了该理论最根本的可能性条件之一。

齐泽克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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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太初即虚空：精神分析元心理学与现代哲学遗产（康德—齐泽克）

（康德—齐泽克）




    齐泽克的本体论
    

    


1 失败在先：否定性与主体

今天致力于持续阐发康德哲学及其德国观念论变体的思想家们，往往将自己视为捍卫主体性概念的严阵以待的卫士，抵御后现代对任何主体观念发起的野蛮进攻。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平行于十九世纪德国与战后法国之间虚构边界的对抗性裂隙，似乎贯穿了被笼统归于“欧洲大陆哲学”标题下的大片智识领域。受康德及其直接继承者影响的人，常常指责解构主义者及其同道鼓吹一种不连贯且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对其唯一的真正解药就是回归现代主体及其伴随的一套启蒙原则。欧洲传统中这类学者偏爱的哲学方法是沉浸在细致的文本/历史解释中，从而刻意避免参与使用行话的、极其时髦的“时髦空话”的诱惑。另一方面，当代欧陆理论中各种“后”学派运动的代表人物，则指责这类传统主义者的偶像犯有从准法西斯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极权主义”到男权至上的“殖民主义”的一切罪名。尽管对当前理论界格局的这种描述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同时也是严重的过分简化——此外，当然，这些不同哲学立场的拥护者之间的相互误解也是司空见惯的——但在出于历史动机对现代主体性的检索与近来对同一种主体的怀疑和批判之间存在的张力，仍然是当下智识氛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

曼弗雷德·法兰克对雅克·拉康的批评，正是这种冲突的一个绝佳例证。在《什么是新结构主义？》一书中，法兰克对从胡塞尔到德里达的二十世纪欧洲哲学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指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表面上摒弃将主体性作为解释性参考的核心理论要点的分析模式的出现。这一趋势最清晰的例证显然是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经典结构主义，这一思想体系被保罗·利科恰当地描述为“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本人赞同这一描述）。1 正统结构主义没有像观念论那样设定某些主体性因素作为构成经验实在本身的必然可能性条件，而是断言一个跨个体的、社会-象征的表象、实践和制度矩阵完全超决定了个体的认知与身份认同。用拉康的术语来说，这就等于说主体不过是“大他者”的木偶，仅仅是象征秩序的奴隶；主体性实际上被遮蔽了，在被贬低为黑格尔术语中纯粹客观（且使对象化）的Geist（精神）的附带现象残留物时失去了光彩。

根据法兰克的观点，拉康是一个“新结构主义者”，换言之，是列维-斯特劳斯遗产的继承者（近来，朱迪斯·巴特勒也屈从于以这种方式解读拉康的诱惑）。2 从法兰克的角度来看，拉康对象征界的je（即作为能指和潜意识之主体的主体）与想象界的moi（即与有限的意识觉知相绑定的受反射的、镜像的自我）的区分，就像许多其他受结构主义启发的理论构想一样，是对德国观念论关于自我反思之“我”的概念的不充分且令人不满意的替代。法兰克的立场基于这样一些假设：反思性是主体性的本质特征，而且反思性纯粹是主体的属性而绝非其他任何东西的属性——如果它不是自我反思/反省的，那它就不是主体，反之亦然。因此，法兰克将拉康的“我”（je）解释为构成个体所嵌入的跨主体象征-语言网络一部分的各种功能的单纯排列。3 鉴于潜意识在经典拉康理论中的结构性、象征界地位（“潜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等等），对法兰克而言，“潜意识的主体”一词在词义上是自相矛盾的。跨主体秩序的一个特征本身也只能永远是跨主体的，而不是真正主体的。在法兰克眼中，拉康对moi（自我）的提及——这是作为涉及反思效果的心理时刻或过程的镜像阶段的产物——是否使他更接近于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主体性阐释呢？

法兰克认为，拉康的自我理论凸显了困扰拉康关于主体性的全部论述的循环性，并阻碍了几乎所有将主体视为仅由差异网络构成的非反思性结构体系的副产品或后效的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主体概念的可能变体（这是战后法国思想贯穿始终的主导动机）。根据法兰克的阐释，对镜像阶段的说明是试图解释“自我”（self）的突现、“我”（I）的发生。在由镜子反射表面所中介的镜像认同时刻，婴儿突然获得了其moi，作为持久的、有意识的自我同一性的根据4（当然，应当注意到，拉康对这一想法附加了大量的限定条件，例如规定这种“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误认”[méconnaissance]）。5 对法兰克而言，拉康陷入了必须暗中预设他正试图解释其生成的那个东西的预先存在——换言之，自我是不可能无中生有（ex nihilo）出现的。法兰克的论点是，在拉康的镜子神话中，除非个体已经事先将自身作为自我来结识，否则“认同的时刻”就不可能发生。为什么镜子所反射的身体形象会让孩子觉得是某种例外的、与其视野中一系列其他物体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东西？在缺乏一种对“自我性”（me-ness）的先验（a priori）感知的情况下，经验的特定碎片怎么可能被当作一个“我”（me）的代表而紧抓不放？法兰克坚持认为，拉康不仅在象征界的je上，而且在想象界的moi上，都完全忽视了这种循环性：

对于大他者（grand Autre）的领域……拉康赋予了存在自身（s’être）的神秘存在方式，却既没有解释，更没有证明在这一表述中使用反身代词的正当性。要么真正的主体是绝对无反思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把它当作主体来谈论；要么通过存在自身这一表述，它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成问题的对自身的熟知，而拉康对此却只字未提。（Frank 1989, 309–10）

在阐述这一哲学二难困境对拉康理论的后果时，法兰克明确断言：

所有试图从要素之间的无论何种关系（无论它是如何构成的）中推导出意识的尝试，在哲学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它们总是已经预设了意识……人们绝不可能先想消灭意识，仅仅是为了在后来重新引入它。对意识的摧毁可以导致许多结果，但它不能生成意识，就像无不能生有一样。然而，如果以一种循环的方式人们已经预设了意识，那么谈论对这一现象的推导就变得毫无意义。（Frank 1989, 313–14）

法兰克试图在两种立场之间强行做出选择：一种是认为意识与反思性自我意识都是无法进行任何推导的原初现象的主体理论；另一种则是对这种主体性的存在进行全盘否认。要么自我状态从缺乏自我的状态中根本没有发生学上的突现，要么根本就没有自我。在构建了这种非此即彼的局面之后，法兰克通过指出后一种立场的解释缺陷（在他看来，断然拒绝反思性主体性完全违背了认知生活的许多可观察事实），主张前一种立场（基本上是十九世纪早期德国观念论者的观念论）的可取性。而拉康的“第三条道路”，即涉及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元心理学的哲学激进化（而且与法兰克的强迫选择相反，可以说延续了一条在诸如谢林对康德的介入等不寻常来源中显露出来的思想路线），6 被法兰克裁定为无效：一种发生学的主体性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争论焦点在于：主体性究竟是否应当完全等同于意识的活动。

在《笛卡尔主体对抗笛卡尔剧场》一文的脚注中，齐泽克直接回应了法兰克关于拉康镜像阶段概念内部据称在起作用的循环性的批评。他坚持认为，这种批评能够显得言之成理的唯一途径，就是完全忽视拉康在moi与je之间的区分：

当……曼弗雷德·法兰克……反对拉康，论证人们不能将主体奠基于其与镜像的认同之中时（根据法兰克的说法，这样的说明使主体“对象化”，将其贬低为镜像认同的对象，因而根本错过了主体性的固有维度），人们只能对这种论证路线目瞪口呆：仿佛拉康的核心要点不是明确被拉康规定为奠基于镜像认同之对象的自我（moi）与能指的主体之间的区分。（Žižek 1998c, 271）

在对法兰克的这一斥责中，所涉及的是齐泽克总体哲学事业的一些最本质的特征。从真正的拉康派视角来看，所有的（自我）认同实例，任何及每一个正面的认同时刻，都是自我（ego）层面的误认。换句话说，每当人们面对被紧抓不放作为自我性或身份认同象征的各种决定性经验-现象内容时，人们所面对的都是自我的组织（因此鉴于拉康在moi与je-sujet之间设定的分裂，这并不是主体）。7 在《关于精神分析的对象对哲学系学生的回应》中，拉康告诫听众警惕“将主体贬低为自我（ego）的危险”（Lacan 1990b, 109）。在同一个文本中，拉康澄清说，主体绝不能被贬低为其的那个自我，是“一种想象的认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包裹着的此类认同”（Lacan 1990b, 110）。这一“包裹着的系列”唤起了洋葱这一熟悉的隐喻形象：自我就像一个洋葱，依靠一系列连续积淀的层级呈现其形状。但是如果人们一层又一层地剥下去会发生什么？最终，人们并没有到达洋葱核心处的某种坚硬中心，而是什么都没剩下。剥去最后的遮蔽层就等同于消灭了该对象本身。对法兰克而言，就主体性而言并非如此——一种原初的自我熟知、一种不可还原且直接的自身性（ipseity），是一个存留于不断变化的意识状态和中介身份认同表象背后的不可消解的内核。然而对齐泽克而言恰恰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别的，正是这种虚无本身，正是剥去自我那些世俗面相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无、缺乏或“空位”。

法兰克的立场直接暗示了，在开端处，自我性的失败（作为同一性或自我熟知的缺乏）是不可能的。它绝对必须从一开始就在场，因为它无法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被合法地推导出来。通过对拉康思想独特的哲学重塑，齐泽克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论题作为其自身理论体系的公理之一：就主体性而言，太初即失败。8 正如姆拉登·多拉尔机智表述的那样，“主体恰恰是成为主体的失败”（Dolar 1993, 77–78）。作为独立于自我性的标准视觉与语言中介之外的能动否定性，主体（sujet）永远无法通过某种充分且令人满意的反思对等性来获得对自身性的完美感知。根据拉康的主体性概念，任何形式的自我熟知都会使主体与自身异化，将这种空无偏转进自我及其具身化化身的饱满充实之中。由于拉康和齐泽克都将自我（self）这一具有沉重哲学意蕴的词与精神分析所称的自我（ego）联系在一起，因此自我（self）与主体（subject）被解释为两个对立的两极。齐泽克宣告，拉康的公式 （代表“被划杠的”或分裂的主体）标志着这种原初的失败，这种寻求自我性的“徒劳事业”。主体性本身最终是现象界的、由经验构成的自我与准本体界不可表象的<𝑒𝑚>存在之缺乏</𝑒𝑚>（𝑚𝑎𝑛𝑞𝑢𝑒−à−ê𝑡𝑟𝑒）之间的永久张力，每一个确定的身份认同构造物都是相对于后者的一种防御性的、幻想性的反应：“分裂的主体……永远无法完全‘成为他自己’，他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他自己”（Ž𝑖ž𝑒𝑘1992𝑎,181）。在别处，齐泽克将事情澄清如下：“<𝑒𝑚>主体</𝑒𝑚>与<𝑒𝑚>失败</𝑒𝑚>之间的亲密关联并不在于‘外在的’物质社会仪式和/或实践永远未能触及主体的最深内核、未能充分表象它……恰恰相反，在于‘主体’本身<𝑒𝑚>无非是</𝑒𝑚>象征化的失败，是其自身象征表象的失败”（Ž𝑖ž𝑒𝑘2000𝑏,119–20）。齐泽克版本的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性（作为 中的永久裂缝，自我同一性的原初匮乏、失败或缺席）与“主体化”（作为将 $ “缝合”到一系列特权客体-内容 [a] 上的内在徒劳且无休止重复的努力）9 之间的区分，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论题：打个比方，阻碍纯洁自我意识获得平静、自满闭合的障碍（“喉咙中的骨头”）是首要的。在一种悖论性的逻辑中，阻碍生成了它作为阻碍所针对的那个东西。

使这不仅仅是经典德国观念论对抗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问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齐泽克在追求主体同时作为自我自身性之原因与障碍这一总体构想时，在历史解释策略方面采取了一个有趣的举动。他声称，在弗洛伊德和拉康之前，康德和德国观念论者（脱胎于对笛卡尔的某种特定扭转）是将主体性视为裂变为不相容组成部分、视为破碎与自我异化的这一主题的最早思想家。因此，他使典型的呼吁“回归现代性”背后所依据的某些假设变得成问题，曼弗雷德·法兰克对“新结构主义”稻草人式漫画的攻击就是这种呼吁的典型代表。齐泽克在此有效地扭转了局势，展示出拉康将观念论哲学遗产的内涵推向了其逻辑结论，从而暗示了康德与德国观念论哲学的自封守护者们可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他们所青睐的权威人物，以至于使自己无法识别和释放他们自身传统中所包含的爆炸性潜能。




    齐泽克的本体论
    

    


2 在观念论中超出观念论自身：心理生活的外密物质内核

齐泽克基本理论立场也许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一个将他与绝大多数其他当代理论家区分开来的特征——是他坚信那些据称已经过时和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值得保留。事实上，齐泽克甚至走得更远，他不仅论证根植于现代哲学的各种智识进路（先验论、德国观念论、辩证唯物主义等）在当下仍然包含着值得挽救的有价值且合法的洞见，而且主张像笛卡尔、康德、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在当前的语境中，比那些倾向于将自己标榜为表面上后现代之当下的分析者的人更具现实意义。1 按照齐泽克的叙述，以笛卡尔“我思”的揭示为开端的现代性哲学革命，比起近来大量试图置换、消解或解构主体性的努力，能够更好地衡量人类存在的现状。

齐泽克著作的标志之一是他对“我思”的复兴。他在1999年的著作《棘手的主体》的开篇宣告（化用了《共产党宣言》著名的开篇词）：“一个幽灵，笛卡尔主体的幽灵，在西方学术界游荡……一切学术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Žižek 1999b, 1）。类似地，在1998年出版的关于《我思与潜意识》的论文集序言中，齐泽克赞扬拉康回归并重新找回了一种最初由笛卡尔阐述、继而由康德和德国观念论传统激进化了的主体性概念。2 针对当今学界各个派别的主导倾向，齐泽克运用笛卡尔的现代主体来对抗所有试图将主体性贬低为其源自其所处情境、世俗存在的特殊历史属性之总和的企图（即认为主体本质上是性别的、种族的、文化的等等）。事实上，齐泽克的一个经典手法是强调后现代身份认同理论核心处的一个悖论：人们越是坚持主体性是由不断变动和不稳定的身份认同构造物组成的散漫多元，人们就越是面临设定一个普遍的、空无的和无内容的框架——一个形式的虚空——作为“认同的疯狂舞蹈”在其中发生的背景的必要性。后现代克服现代哲学之笛卡尔主体的斗争，奇怪地仅仅成功地进一步凸显了这种主体性的轮廓。3

然而，人们在此不应受骗——严格说来，笛卡尔本人并不是齐泽克受拉康启发的将现代主体重新置入当代争论之中的真正出发点。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在确立了“我思”毋庸置疑的存在之后，提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还没有充分理解我究竟是什么——我，这个现在必然存在的东西”（Descartes 1993, 18）。在这一关头，笛卡尔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思想发生（包括“我并不存在”这一思想），作为思考者的“我”就必然存在。然而，这个“我”的性质，其肯定的特征，仍有待确定。笛卡尔接着规定，“我思”绝不能等同于它通过自身的思考活动所认知的任何内容：“因为如果我‘想象’自己是什么东西，我确实就是在虚构了，因为想象不过是对某个物体形状或形象的沉思”（Descartes 1993, 20）。换言之，作为动词或过程的思考活动，无法通过心理表象被想象性地捕捉或封装在由这同一种活动所生成的任何思考的内容层面的产物中（即所想象或知觉到的现象）。

在批评导致将笛卡尔思维实体（res cogitans）作为物化实体的标准概念的非法国度化（hypostatization）时，康德比笛卡尔本人更具笛卡尔主义色彩。他充分发挥了笛卡尔禁止将作为一切认知状态的积极可能性条件的“我思”（即康德的先验主体或拉康的对象）与作为被认同为“人格”或“灵魂”之象征的一组观念、形象、印记和符号的自我（即康德的经验心理自我或拉康的moi）相混淆的禁令的全部内涵。4 齐泽克推进了这种阐释，指出“笛卡尔式的主体……在康德那里‘被提升至其概念’”（Žižek 1998a, 3）。而根据齐泽克自己关于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历史发展的叙述，黑格尔所迈出的一步仅仅是将康德关于主体性的认识论描绘予以本体论化。也就是说，主体在其真实的存在中（而不是作为有限、受限的思想及其自我意识缺陷的问题）字面上“是”——无非是否定性的虚空，永远不可还原为任何及每一个确定的现象现实化实例。5 因此，在这种解读中，黑格尔“比康德本人更康德主义”，从而使康德成为两个促进齐泽克拉康式挪用现代哲学以构建主体性理论的核心人物（笛卡尔与黑格尔）之间的“消逝的中介”（用齐泽克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那里借来的语言）。6 正如齐泽克指出的：“黑格尔对康德的抨击超过了对任何其他哲学家的抨击……黑格尔之所以大发雷霆，恰恰是因为康德已经身处思辨原则之内，却根本未能认出自身行动的真正维度，并信奉了最恶劣的形而上学偏见”（Žižek 1994b, 187）。

齐泽克的工程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描述为一项将拉康提升至哲学传统之尊严的努力。7 此外，尽管黑格尔表面上被青睐为这一传统中拉康的特权对话者，齐泽克却坚决主张“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始于康德，始于他的先验转向”，并且“整个以往的哲学唯有从康德所开辟的立场‘时代错误地’阅读，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Žižek 2001c, 160）。康德作为哲学史关键枢纽的地位是齐泽克著作体系的核心信条。他不仅断言康德以来的所有哲学都必须在批判-先验转向的阴影下进行，而且断言以往各种哲学的序列直到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出现才成为真正的“大写哲学”。更具体地说，齐泽克在其著作的各个地方明确承认，是康德而非笛卡尔，才是将主体视为分裂的或对抗自身的主体概念的真正奠基人，这一概念后来通过拉康的“被划杠的S”（）而得以实现。<𝑠𝑢𝑝>8</𝑠𝑢𝑝>他显然意在将康德在本体主体性与现象主体性之间的区分（即作为不可知的<𝑒𝑚>自在</𝑒𝑚>［𝑎𝑛𝑠𝑖𝑐ℎ］内核的“我”与通过各种显象系列及其性质向自身显现的“我”之间的区分），与拉康将<𝑒𝑚>主体</𝑒𝑚>（𝑠𝑢𝑗𝑒𝑡）与<𝑒𝑚>自我</𝑒𝑚>（𝑚𝑜𝑖）的分离，精确地平行对应起来。更有甚者，在许多地方，齐泽克论证拉康深受康德的影响：拉康与其同时代的理论家相反，追求一项包含“纯粹欲望批判”的先验工程；<𝑠𝑢𝑝>9</𝑠𝑢𝑝>康德的主体与拉康的主体都是“空的”，无法被压回充实这个作为可怕、无面目虚空的 的确定经验-现象内容中；10 拉康在陈述主体与言说主体之间的区分最终是康德式的；11 拉康的潜意识主体不是别的，正是康德所指定的内省反思在建立任何形式的稳定、质性自我同一性时的必然失败12……等等。类似地，在总结自己关于主体性哲学理论的议程时，齐泽克对于自己重新部署康德遗产的意图十分明确：

我的工作依赖于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伟大德国观念论者所阐述的现代主体性概念的完全接纳：对我而言，这一传统构成了我们哲学经验不可逾越的地平线，而我全部工作的核心就是努力将拉康作为特权的智识工具来重新现实化德国观念论。（Žižek 1999c, ix）

当然，这并不是说通过拉康派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实现的晚期现代德国哲学的“重新现实化”，在穿过前者的透镜之后会让后者保持在纯粹、未经改变的状态（就此而言，前者也不会保持不变）。就像对看似悬殊的取向所进行的任何理论上精细且有价值的结合一样，齐泽克对康德与（avec）拉康之对抗的编排是一场改变了卷入其中的双方的相遇。尽管齐泽克极其强调康德与拉康之间诸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但他仍然谨慎地考量区分这两位思想家的重要差异。例如，康德的先验唯心论聚焦于“主观的客观”范畴（即通过认识论主体的综合活动所构成的外部现实的客观性），而拉康的精神分析关切则必然涉及处理该范畴的反向对应物，即“客观的主观”13（即潜意识的核心构型，特别是作为“在主体中超出主体自身”的幻想，沿着拉康关于“外密性”的概念，即栖居于心灵自身“内部空间”中的亲密却异己的结构）。14

齐泽克将两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归功于康德：第一，如前所述，康德首先将主体描绘为不可还原地分裂的，在其结构本身方面被一种构成性的、不可解决的对抗所撕裂；第二，康德使有限性概念在哲学思想中具有绝对的基础性地位，将其置于他关于“我”在所有各个维度上的说明的中心。齐泽克对康德的异端精神分析式重读——没有人能令人信服地争辩说齐泽克只是披着拉康外衣的康德主义者——基于他分离出康德先验装置及其主体性描绘内部不同含义的有限性的方式。康德思想中最熟悉的有限性类型是认识论性质的（主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明）：由于“可能经验的限制”，所有可获得的知识必然且不可挽回地是不完全的，因为超出显象觉知和意识认知范围的假定本体界充实领域永远从主体的反思把握中隐退。康德的先验-认识论有限性等同于在哲学上接受知识注定是（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非-全”（not all）的，是匮乏且不完全的（或者如拉康所说，象征秩序的大他者总是被划杠的）。齐泽克将康德的主体性在其认识论方面描绘为无休止地追逐一个穷尽完整的知识体系（康德声称这种徒劳的追求是不妥协地由“理性的兴趣”所规定的15），该体系无休止地逃避主体，作为不可接近却诱人的消失点始终处于其触及范围之外。16（此外，以这种方式，康德第一《批判》的主体在其知识汇聚活动中，是由严格拉康意义上的“欲望”力动所支配的。）由此，齐泽克滑向这样一个论断，关于康德的主体性，“看起来是对我们把握现实能力的认识论限制（即我们永远从我们有限的时间立场感知现实这一事实），乃是现实本身的积极本体论条件”（Žižek 1999b, 158）。在齐泽克的阐释中，康德关于有限主体的主题绝不仅仅局限于被剥夺了任何本体论份量的认识论的虚无缥缈的领域。他坚持认为，“康德哲学革命的内核”在于“将有限性构想为本体论上构成性的”（Žižek 2002a, 217）。此外，就在这个完全相同的文本节点上，齐泽克承认他版本的黑格尔是这样一种版本：其中黑格尔的“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ing）——黑格尔粗糙劣质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将“绝对认知”错误地称为“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17——不是别的，正是将康德对现实本身根本不完全性的洞见予以本体论化。18 一般而言，齐泽克的黑格尔是一个本体论化了的康德，这一本体论化本质上涉及将有限不完全性的“非-全”接受为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限制。19 齐泽克反复出现的主体作为本体论大厦地基中的“裂缝”这一母题（这一洞见最初由笛卡尔瞥见，并由黑格尔毫无保留地肯定），确实源自康德的先验转向。20 因此，照此看来，康德的批判哲学可以说既包含着认识论意义上的有限性，也包含着本体论意义上的有限性。

然而，正统康德主义者在对此类断言做出反应时无疑会大皱眉头。就康德的哲学而言，人们怎么能声称在认识论-先验有限性与本体论-物质有限性之间存在关联？康德批判姿态的全部要义不正是将认识论与本体论分离开来，否认前者在后者的层面上拥有任何设定权力吗（即禁止将规约性/理性观念进行非法的构成性运用的“实体化”）？更具体地说，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激进化——在其中康德通过坚持认为思考之“我”的活动绝不能被实体化为任何形式的“实体”（res），使笛卡尔的思维实体（res cogitans）非本体论化21——不正是朝着齐泽克想要引导的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吗？这些问题以及它们所要求的答案，揭示了激发并将迅速扩张的齐泽克著作体系中看似不相关的轨迹连接在一起的底层哲学议程：齐泽克的著作执着地追求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这一圣杯。尽管有时被指责为尽管有表面内容的多样性却单调地重复——例如，特里·伊格尔顿评论说，“他近乎滑稽的多元兴趣掩盖了对同一事物的强迫性重复”（Eagleton 2001, 40），并且“他著作的瞬息万变的光芒与其阴郁、机械循环的内容相抵触”（Eagleton 2001, 49）——但对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的这一追求展现出一种变动、演进的力动过程（从早期著作中的先验论倾向转向近期文本中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包括其间许多变体与过渡性发展）。因此，以齐泽克式的康德-拉康混合体为出发点，发现并描绘主体性在认识论与本体论层面之间的关系（或者也许是无-关系），在根据其可能（自我）知识的限制所定义的有限主体与根据（其）物质存在强加于其上的限制所定义的同一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将代表着在阐明这样一种先验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齐泽克对后康德人物的许多介入都表明了这种特定的哲学抱负。例如，人们甚至可以主张，他关于谢林的著作《不可分割的剩余》（1996）与《自由的深渊》（1997），在他早期宣告拉康应被理解为先验哲学家与他近来摒弃这一早期立场转而支持更多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分析模式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22（谢林著作的核心特征是他努力调和先验论与唯物主义等。）23 在数个场合，齐泽克提到了费希特的Anstoss（阻碍）概念，该词在英语中通常被翻译为“check”。然而，Anstoss传达了既作为“障碍”或“阻碍”，又作为“推动”、“动力”或“刺激”的双重含义。24 在1996年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在他刚刚出版的谢林研究之后是否会出一本关于费希特的书时，他回答说“也许吧”。25 尽管他尚未撰写这样一部文本，但齐泽克对费希特的简要、顺带提及对于他自身的理论工程而言是极具启示性的。

在整个后康德哲学语境中反复出现的副歌，源于F. H. 雅可比著名的评论，大意是：如果不预先假设自在之物的存在，人们就无法进入第一《批判》的领地；但正是通过对自在之物的这一预设，人们总是已经违反了康德哲学严格的认识论界限/限制。26 自在之物（Ding an sich）显然包含着一个悖论，一个无法维持的矛盾。因此，费希特在发展先验哲学时摒弃了自在之物，更倾向于一种极端形式的观念论，其中一切都奠基于“绝对我”的活动之上。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观念论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极端。27 费希特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提出了一个更为谦逊的主张：主体性的“我”与客观/外部现实的“非我”之间的奠基性区分，唯有通过主体“设定”自身的“行动”/“本原行动”（Tathandlung）才得以确立，从而揭示出“非我”依赖于“我”。不仅如康德所言，主体通过作为对现实本身进行认知不可避免的可能性条件来塑造全部现实——而且如费希特所言，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与作为该主体所认识内容的现实之异质性之间的区分，唯有伴随着该主体本身的出现才得以确立。28（黑格尔后来通过坚持认为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区分是思想本身内部的区分，抓住了这一费希特立场的精髓。）

尽管费希特坚持一种强健的观念论，其中“我”是现实本身的基础，但他仍然希望避免陷入站不住脚的唯我论——指责他是顽固的唯我论者是极诱人的——而Anstoss（阻碍）具体体现了在不彻底消除主体性与“某种他者”之间的张力的情况下推进激进观念论的尝试。先验观念论的“我”在其各种活动（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过程中，遭遇了对其认识论和意志企图的阻碍。“我”无限地努力将自身确立为绝对，但它不断撞击到挫败这一抱负的障碍上，将其抛回自身作为有限和受限的存在。29 没有“我”的活动，这种阻碍就不会显现为阻碍。Anstoss虽然与主体相对立，但鉴于其对费希特而言严格的消极意义，它仍然由能动的“我”所制约，若没有“我”就不能说具有任何独特的存在。30 然而，尽管Anstoss仅通过主体观念性的中介才被遭遇并在概念上/话语上被把握，但它通过对观念主体将自身设定为“全”的多重努力的否定与抵抗，标志着先验观念论主体性的唯我论自我闭合与完全非主体的实在界发生碰撞的那些点。31 因此，费希特能够同时提出两个看似矛盾的论题：一方面，观念论主体性的自我设定的“我”被断言为任何可行哲学体系的第一原则、公理性的绝对零点（这是费希特的观念论）；另一方面，尽管这个“我”制约着一切“非我”（而且这个“非我”作为“非我”，是在“我”的存在中并通过“我”的存在被带入实存的），但Anstoss相对于主体性的消极异他性指示了一个脱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神秘X32（这或许可以被称为费希特的“唯物主义”）。齐泽克将这种立场的奇特并置表述如下：

Anstoss（阻碍）的悖论在于它是“纯粹主观的”同时又不是由自我的活动所产生的。如果Anstoss不是“纯粹主观的”，如果它已经是客观性的一部分即非我，我们就会退回到“独断论”，也就是说，Anstoss实际上不过是康德自在之物（Ding an sich）的暗影残余，因而证明了费希特的不彻底性（对费希特的常见指责）；如果Anstoss纯粹是主观的，它就会呈现为主体与自身的空洞嬉戏，而我们将永远无法达到客观现实的层面；也就是说，费希特实际上就是一个唯我论者（对其哲学的另一个常见指责）。（Žižek 1997a, 45）

在齐泽克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中，他在拉康的实在界领域运用了一种完美映射了Anstoss概念所涉及的唯我论观念论与独断唯物主义/实在论之间张力的区分：作为“被设定的”实在界（即实在界是在象征界之中并通过象征界内在生成的，作为内部生成的幻象）相对作为“被预设的”实在界（即实在界相对于象征界而言作为先行根据是完全且彻底外在的）。33 后来，在《驻留于否定性中》（1993）中，他指出“在拉康那里，一种根本的歧义性属于实在界的概念：实在界指定了一个先于并抵抗符号化的充实坚硬内核，同时它又指定了由符号化本身所设定或‘产生’的剩余物”（Žižek 1993, 36）。由于拉康对费希特的草率谴责，将他仅仅视为像贝克莱那样最恶劣的唯我论观念论者，34 拉康在其围绕实在界的环行中未能利用费希特哲学的资源。

费希特式的唯物主义——齐泽克暗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东西——是面对激进先验唯心论内部的僵局而自我阐发的。照此看来，唯物主义唯有作为观念论的幽灵般反面在哲学上才是站得住脚的，作为观念论不可克服的不完全性所投下的阴影陪伴着它。用拉康的术语来说，象征界（作为不完全的“被划杠的大他者”）同时既是主体通达实在界的可能性条件，也是不可能性条件。作为被预设的实在界若不通过象征表象及其死结的中介就无法被把握或抓住，由此，打个比方，象征界弄脏的指纹总是已经将作为被预设的实在界转化为作为被设定的实在界。象征界在赋予通达实在界途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为实在界着色，使得在实践上将“被预设的”部分与“被设定的”部分剥离开来变得几乎不可能。因此，齐泽克将费希特的Anstoss等同于拉康的对象 a（objet petit a），因为后者代表着实在界内在栖居于（然而又不断逃离）由想象界与象征界所维系的表象矩阵的那些处所。此外，正如齐泽克所坚持的，象征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实在界的反应或对抗，是对实在界内部某种根本对抗的尝试性解决或回答。尽管象征界产生于实在界，但通达实在界的途径此后永远被它从自身中生成出来的东西所阻碍（齐泽克在阐明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这种关系时，再次严重依赖于晚期谢林，特别是1809年的《自由论文》和1811–15年的《世界时代》手稿）。35

齐泽克强调为康德先验主体特征的同一结构，在费希特的体系中也是可以辨识的。康德-费希特式主体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追求成为绝对的奋斗。关于这个主体唯一无限的东西，就是对无限的不休止追求（在康德那里受理性兴趣的推动朝着虚幻的认识论完整性前进，或在费希特那里受Anstoss的催化抑制强迫驱使）。没有这种先验主体性的中介，任何东西都无法在智识上或经验上被遭遇；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承认这种主体性是有限的、受限的并且是“非-全”的。未经中介之物总是以中介的方式被认识。也就是说，主体在自身之中并通过自身，在自身内部作为对一种无法还原为反思自我意识之透明性的完全异己限制的晦暗而强大的感觉，遭遇了非主体之物。齐泽克指出，拉康的外密性概念作为一种亲密的外在性（即位于主体性封闭内部的非主体外在性），完美地捕捉到了这种情况：“Anstoss并非来自外部，它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密的（ex-timate）：主体核心本身中无法被同化的外来异物”（Žižek 1997a, 45）。齐泽克对唯物主义的某种特定定义（数种定义中的一种定义）带来了一个有点反直觉的结论，即就观念论的“我”与其自身内部遭遇的阻碍之间充满冲突的关系而言，费希特与熟悉的表象相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真正的唯物主义并不在于将内在心灵体验简单还原为‘外部现实’中所发生过程之后果的操作——人们还应当做的是在‘心理生活’本身的核心处分离出一个‘物质的’创伤内核/剩余物”（Žižek 2000b, 118）。鉴于齐泽克将康德与德国观念论同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相结合，他在构想构成主体性内部核心时脑海中有着怎样特定类型的“物质性”？在看似非物质的主体结构内部存留的“硬核”的性质是什么，无论这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还是拉康的能指主体？齐泽克是否像费希特一样满足于将这一概念保留在相当抽象的状态，作为完全不确定的、神秘的不可言喻之物（je ne sais quoi），激发却拒绝任何形式的概念具体化？通过重新聚焦于齐泽克受拉康影响对康德的挪用，能够最好地回答这些疑问。




    齐泽克的本体论
    

    


3 我或他或它，那死去的……物：死亡与理性的安乐死

早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就运用精神分析精神病理学的语言来“诊断”康德批判-先验框架的缺陷。他一再指出康德的思想表现出与强迫性神经症所展现的模式完全相同的特征：“在康德的‘强迫症’经济中所涉及的，恰恰是对真理之创伤性相遇的规避……它宣告了一种不惜一切代价逃避与真理相遇的欲望”（Žižek 1989, 190）。在别处，他指出“康德就像一个标准的强迫症神经症患者……建立起可能经验的条件网络，以确保对实在的实际经验、与‘物’（Thing）的相遇永远不会发生，从而使主体实际遇到的一切都将是表象的已被绅士化-驯化的现实”（Žižek 1996b, 75）。但是，这种让康德如此恐惧、以至于促使他设计出一个极其精密的哲学体系作为抵御与其对峙的精心防御机制的可怕、恐怖的“真理”究竟是什么？据称康德倾尽其全部智识力量试图规避的“创伤性相遇”究竟是什么？按照齐泽克的说法，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区分“掩盖了一种预感，即也许这个‘物’本身无非是一种缺乏，一个空位”（Žižek 1989, 193）。沿着同样的思路，齐泽克谈到了“可怕的本体界之物”，一个威胁要吞噬未能与其保持适当距离的主体的深渊或真空。1

事实上，在涉及主体性作为否定性这一主题时，这种描述性语言经常被使用：齐泽克将笛卡尔的“我思”描绘为一个“怪物”，2 并且他一再引用青年黑格尔关于主体是一个黑暗而阴森的黑夜的可怕意象，在其中身体呈现为一种毛骨悚然的、屠宰般的碎片化状态。3 此外，应当注意到，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齐泽克摘取“驻留于否定性中”这一短语的段落中，黑格尔将这种否定性与死亡、与“毁灭”和“彻底的分崩离析”联系在一起。4 否定性的这种黑格尔式涵义，是否能成为阐明齐泽克对笛卡尔-康德式主体（以及引申而言的拉康派 $）原本奇怪且令人困惑的定性的钥匙——将其定性为可怕畸形的、幽灵般的“来自深渊的生物”，定性为创伤性的缺乏或骇人的空无，即“来自内部空间的物”？5 康德所绕开的虚空之所以令人不安，会不会是因为在哲学-认识论抽象的遮蔽层背后——康德没有将无法想象的自在主体谈论为比不可言说的、不可知的本体更为有形的东西——它是本体论有限性（特别是作为与个体的肉体状况密不可分的死亡率）的象征或化身？这是否就是认识论有限性与本体论有限性之间的隐秘关联，由齐泽克在精神分析上所指认的康德那可以说是为了规避虚空的“强迫性神经症”绝望所证实？这种可怕的虚无是否以某种方式与毁灭的缺席相关？在谈到黑格尔的“世界之夜”时，齐泽克声称死亡本身代表了这种“自我隐退，主体性的绝对收缩，其与‘现实’联系的切断”（Žižek 1999b, 154）。如果反过来（也）是真的呢？如果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主体性的否定性（作为怪物的我思、物的可怕虚空以及夜间肢解的骇人深渊）是一种症状性的观念性-作为-理想化，它源自并由偶然却先验的物质基础所制约（在精神分析中这会被指定为一种暴力的“反向形成”）呢？6 主体-作为-否定性是否是对其肉体根据（Grund）、对从自身内部内在生成自身之否定的原初混沌且不和谐的实在界的回应？齐泽克在此处原本令人费解的古怪形容词选择，是否指示了这样一种关联，指示了一条将现代主体的（伪）非物质性维系在一个通过强力否认/抛弃而被隐匿起来的黑暗基础上的隐蔽脐带？

在试图回答这些紧迫的问题之前，这里应当提出一些相关的观察。在其关键的元心理学论文《论自恋：导论》（1914）中，弗洛伊德在“自我力比多”（即自恋性投注的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即倚赖性投注的力比多）之间作出了区分，这两种力比多精力投注形式在零和平衡中彼此关联。7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阻碍从自我力比多走向客体力比多、从自恋性投注走向倚赖性投注的底层障碍——神经症患者不愿将一部分自我力比多让渡给外在的爱之客体，而精神病患者则将全部力比多从外部世界的现实中撤回并存放在自身内部——与人类的具身状况直接相关。（齐泽克同样将性倒错，即对以繁殖为导向的异性生殖器交媾的规避，描述为对以死亡与性这一对伴侣为代表的“人类有限性之实在界”的防御。8）更具体地说，个体在倚赖性性关系中所厌恶的，是对其自身有限性、对具身状况本身所固有的死亡率的模糊暗示。正如拉康所指出的，“性与死亡、性与个体之死之间的关联是根本性的”（SXI 150）。个体反抗被贬低为单纯的“链条中的一环”，反抗如弗洛伊德（追随奥古斯特·魏斯曼）所说的，成为“（可能）不朽实体的会死载体”（SE 14:78）。（当代生物学继续支持关于性与死亡之间这种关联的论断——会死的个体生物体并不是伴随着生命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而是在有性生殖的演化出现之后才得以生成。）9

拉康在羊膜薄片（lamella）的神话中通过对力比多的描绘推进了弗洛伊德的这一思路（齐泽克一再引用这一神话）。性被描绘为一种可怕的怪物寄生虫，它侵略性地嫁接在个体的存在之上，并驱使他或她走向死亡。10 在提及羊膜薄片的同一期讨论班（第十一期讨论班）中，拉康还勾勒出两个相交缺乏的逻辑：一个实在缺乏（由有性生殖的事实所引入）和一个象征缺乏（由主体通过其在能指大他者的狭道中受中介的地位而发生的异化所引入）。实在缺乏不是别的，正是个体由于作为受制于产生与毁灭循环之活物的性-物质本性而对不朽的“丧失”，尽管这是对某种除在原初自恋和/或无意识幻想中之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的丧失。象征缺乏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对实在界中这一更为根本的缺乏的防御性置换而发挥作用。11 精神分析的精神病理学不仅是与这两种缺乏的痛苦斗争，而且“正是这种双重缺乏决定了实在界与象征-想象界之间不断坚持的间隙，从而决定了主体的构成”（Verhaeghe 2000, 147）。神经症对具身状况这一基本特征的反抗的一种可能表现，是在面对所有肉体事物时产生的强烈厌恶感，面对一切其可感知的吸引力与切实却短暂的美丽带有唤起死亡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的短暂性事物时产生的厌恶感（弗洛伊德在其1916年的短文《论短暂性》中对此态度进行了评论）。12

人们怎能不被齐泽克反复表达的正正是这种恶心感所触动？他坦承：“我总是对蒙提·派森怀有深厚的共情，他们过度的幽默也标志着一种对生命的深刻厌恶的潜在立场”（Žižek 1999c, viii）。一次又一次，在一部又一部文本中，齐泽克总能找到机会流连于这些根深蒂固的强烈厌恶之感，这些情感支撑着一种贯穿其全部著作的美学：实在界（齐泽克压倒性关注的拉康领域）与一块原始的、颤动的烂泥这令人作呕的团块联系在一起。13 在现实平静、平庸的外表（作为覆盖在令人不安、动荡的物质性之上的抚慰、平整的理想化想象-象征涂层）背后，潜藏着作为“腐肉”、作为“令人厌恶的生命实质”14 以及享乐（jouissance）之“丑陋”的“实在界的恐怖”。15 唯有当主体相对于这一肉体实在界建立起“适当的距离”、一种“去认同”，即主体为了维持自身的本色而必须将身体保持在一臂之隔的距离时，人类的存在才是可以忍受的。16 过于深入地追求（性）快感，必然会通过黑格尔/莫比乌斯式的向反面扭转而导致焦虑的厌恶，快感因与客体过分亲近而变得极度令人不快，而该客体的诱人性唯有在安全距离处才能得以维系。17

如果齐泽克关于康德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强迫症神经症患者、强迫性地预先阻止与自在之物（Ding an sich）相对峙的看法是正确的——与一个很可能与主体自身作为其具身本体论有限性之具体表达的死亡率密切相关的“物”（Thing）相对峙——那么人们很容易说出那句老生常谈：“只有同类才能识得同类”。在许多情况下，齐泽克上演了他在他人身上所诊断出的“病理”，有效地映射了在相关材料中所辨识出的明确以及隐含的概念结构。在当前审视的案例中，他察觉到在康德极其抽象和华丽的哲学装置的表层组织内部起作用的“强迫症”力动痕迹（这种力动如此微妙以至于几乎难以察觉，然而一旦人们以恰当的方式“斜目而视”就会昭然若揭）的能力，或许正与他在自身理论产物中意识到这种强迫症倾向相联系。然而，这种解读齐泽克对康德的介入（以及对现代哲学主体性愿景的普遍介入）的策略，难道没有迅速退化为庸俗的心理传记式推测的危险，例如退化为一种粗糙的人身攻击论题，认为齐泽克是被对肉体有限性的强迫性神经症困扰所驱使才拥抱主体否定性的这种特定概念的？这里绝不涉及任何此类事情。

在齐泽克的修辞中，对化为肉身的会死实在界的病态迷恋之突出，所表明的绝不仅仅是某种个人的、特殊的执念。相反，这一母题在非人称的、哲学的层面上具有直接的启示性。齐泽克如此频繁谈及的这组情感（包括厌恶、恐怖和反感在内的一组情感，他将其归咎于康德等人），乃是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性有效存在的指标。拉康在关于焦虑的第十期讨论班（1962–63）中的核心主张之一是“焦虑并非没有其客体”——这与标准的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关于恐惧与焦虑的区分相反，按照后者的区分，焦虑缺乏明确的指涉依附点，而恐惧则与某种确定内容直接相关。18 关于主体性的一项类似主张值得提出：惊恐的厌恶并非没有其主体。也就是说，如果精神分析坚持认为主体在个体发生学上是通过一种否定性排斥的激进原初姿态而突现并构成自身的这一观点确实正确（无论这是弗洛伊德作为原初排除［Verwerfung］或否定［Verneinung］的原初/主要压抑，拉康象征阉割的“切割”，还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抛弃/鄙弃［abjection］），19 那么对会死身体的肉体基底的厌恶感，在本质上表明了一种抗拒被压回其物质基础的主体性形式的存在。

但是康德如何契合进这一切之中呢？在《实用人类学》开篇“论认知能力”一节中，康德指出，认知主体不能能动地取消或否定自身作为主体的存在。换言之，像“我不在”或“我并不存在”这样的陈述是显而易见的矛盾（在此康德仅仅阐明了笛卡尔核心洞见的进一步后果：即作为思维实体的“我”在从事怀疑活动的当下无法将自身的存在置于怀疑之中）。康德在讨论死亡的主题时提到了这种不可能性（这一讨论后来在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那里都得到了回响）。20 他将“生命”指认为经验本身必然的前提条件——这一指出对于批判-先验框架而言并非没有其内部颠覆性意义——他解释道：

没有人能够经验到他自己的死亡（因为经验需要生命）；他只能在他人身上观察到死亡。死亡是否痛苦不能从垂死者喉咙里的痰鸣或抽搐来判断，这似乎只是生命力量的单纯机械反应，也许这是一种逐渐从所有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温和感觉。因此，即使是最不幸的人，或最明智的人所怀有的对死亡的自然恐惧，并不是对濒死的恐惧，而是……对已经死去的恐惧（即对成为死者的恐惧）。这是死亡的受害者指望在死后怀有的想法，因为他把自己的尸体当作自己，尽管它已不再是他自己，而且他把尸体想象为躺在凄凉的坟墓中或其他地方。这种欺骗无法消除，因为这是思维作为对自己说话和谈论自己的一种方式的本性所固有的。“我不在”这个思想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我不在，那么我就不可能想到我不在。我确实可以说我身体不适等等，并否定自己的类似谓词（正如所有动词［verba］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在用第一人称说话时否定主体本身（从而毁灭其自身）是一个矛盾。（Kant 1978, 55–56）

众所周知，经验一词对康德而言具有精确的专门含义，这一含义在前批判时期的《人类学》中已经起作用（特别是在第一卷题为“论与知性相对的感性”一节中）。21 经验由两个“根干”组成，即感知（即“直观”）的被动、接受性能力与构想（即“知性”）的能动、组织性能力。22 因此，经验自身死亡的不可能性立即可以被赋予更大的明确性。在前面的引文中，康德断言否定第一人称思考者在场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显得有些草率。相反，尽管一个说话者可以宣告“我不在”——这可以表述为一个明确的判断，作为一个话语陈述——但这一陈述无法获得丝毫的经验意义，因为没有任何感性直观能够向陈述者提供这一特殊观念的具体、知觉对应物。简而言之，就知觉经验而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引导认知主体相信其自身不存在的可能性，相信通过取消其“在世存在”的毁灭性否定来消除其自身在场的似乎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主体性在直观的层面上被迫（无意识地）断言：“我是不朽的”（或“我是不会死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无意识中，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是不朽的”（SE 14:289）。同样，齐泽克提到了青年谢林的《论独断论与批判论的哲学书简》（1795），其中谢林强调主体之定在（Dasein）的不可还原性禁止了其与自身缺席的直接关系：“我们永远无法摆脱我们自身”（Schelling 1980, 181–82）。

然而，当然，人类个体以一种非常清醒的方式对自身的死亡率了然于心，对他们随时可能死去且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一事实心知肚明。针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对死亡一无所知的观念”，齐泽克发问：“如果在其最激进的层面上，‘意识’恰恰是对自身有限性与死亡率的觉知呢？”（Žižek 2000c, 256）。如果奠基于直观中的经验未能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我”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康德的直观能力通常可能被视为一种主要的有意识功能，但就终有一死的有限性而言，其内涵仍然处于明确认知主题化的阈限之下——主体便处于怀有对“被压抑物的理智接纳”的境地，处于“我很清楚我是会死的，然而……”的境地。23 弗洛伊德和拉康都参照教科书中基本的、刻板的三段论直接处理了这种现象：“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会死。”谈到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普遍前提时，弗洛德指出“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它”（SE 17:242）。拉康多次提到这个三段论。24 齐泽克同样断言，精神分析关于“普遍判断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所有人都会死’”有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要补充：

在其隐匿的利比多-象征经济中，这样的判断总是排除了我——也就是说话者作为陈述活动主体的绝对奇点。从观察者的安全距离很容易确定“每个人”都会死；然而，正是这一陈述包含了对其陈述活动主体的例外——正如拉康所言，在无意识中，没有人真正相信他会死；这种知识被否认（disavowed）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拜物教式的分裂：“我很清楚我是会死的，但是依然……”（Žižek 1994b, 164）

从拉康的视角来看，全称主张“所有人都会死”类似于奠定阳具-男性性化基础的命题，即“所有男性主体都被‘阉割’了”。对拉康而言，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关于原始部落的神话所阐明的那样，男性主体的性化位置既受支配“阳具享乐”的全称“阉割法则”（∀𝑥𝜙𝑥）所结构，也受该法则所设定的例外，即未被阉割的“原始父亲”（∃𝑥¬𝜙𝑥）所结构。25 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提出，由于对死亡的恐惧无法获得经验指涉物，因而在个体发生学上最终源于对阉割的恐惧；对他而言，阉割与死亡率在心灵中紧密纠缠在一起。26 沿着关于物质-时间有限性缺乏表象（Vorstellungen）的相关思路，拉康经常将死亡指认为某种实在界之物：27 死亡是“最典型的不可命名之物”；28 象征秩序的能指对于有性生殖和个体的死亡有限性无话可说，默默地让主体对这些最紧迫的关切一无所知；29 尽管语言使得提及死亡成为可能，但死亡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可表象和不可认知的；30 死亡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性31……等等。与弗洛伊德一样，拉康认为真正阉割中所涉及的阳具起到了替代物的作用，代替了一种人们对其无法拥有丝毫经验熟知的死亡。32

那么这两个全称命题（“所有人都会死”和“所有人都被阉割”）的相似性究竟何在？对于被判处第一人称意识的主体而言（拉康也提到了这种被判处关进意识认知牢狱的状况33），“所有人都会死”是一个带有相关例外（∃𝑥¬𝜙𝑥）的全称命题（∀𝑥𝜙𝑥），一个刺破包罗万象之“全”的内在排斥。全称命题中的这个空洞，就是作为在构成上无法将自身归入“绝对主人”（le maître absolu）强制性法则管辖之下的“我”（除非是间接地）。正如拉康在《呆话》（L’étourdit）中所言，主体的实存本身，其不可消除的定在（Dasein），就是对关于人类死亡率全称命题的“否认”，其全称性因对于某一个例外情况而言仍然是一个完全缺乏现实性令人信服之份量的无限推迟的可能性而被悬置。34 在现实中，所有主体都被“象征性阉割”了，被剥夺了通达法则之外神话般的“绝对享受”的途径；然而在幻想中，总是存在着作为这一规则之例外的“独一者”（the One），他享有与完全、未被稀释之享乐（jouissance）的“实在之物”（Real Thing）的不受拘束的直接关系。同样，在现实中，所有人类个体都是终有一死的生物，每个人都注定在不确定的未来（à venir）中死去；然而在幻想中，在一个对否定和时间都一无所知的无意识中35（因而对死亡也一无所知），总是存在着那个不朽的、奇迹般免于生成与毁灭循环的“独一者”。在拉康的教导中，很容易找到为“所有人都会死”与“所有人都被阉割”之间建立联系的进一步辩护。不仅象征界的大他者矩阵生成并维持了基于其术语而“性化”的活物之间的永久无-关系，而且——拉康本人暗示了这一联系——语言的否定性（以其通过例如将来时使非存在具象化的能力）也同时向说话存在（parlêtre）引入了其自身的死亡率。36

拉康指出，个体把握自身死亡率这一在直观上无法证实的事实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象征秩序能指的间接中介。37 换言之，自身最本己的会死有限性，用康德的术语来说，是一个缺乏构成性意义的纯粹理性规约性观念。在《性与理性的安乐死》这篇被齐泽克多次引用的论文中，琼·科普切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康德在其批判性著作中所描绘的各种二律背反，描绘了后来由拉康在其第二十期讨论班中所描绘的性化的对抗性结构。尽管在康德的批判性著作中缺乏对诸如性或性别认同等问题的明确论及，但科普切克坚持认为康德开创性地探索了（尽管是以一种升华性置换的方式）“性化的逻辑”，探索了有性别存在的死结。38 特别是就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纯粹理性四个二律背反中的第一个而言，难道在此关于个体的本体论-物质有限性主题不能采取同样的举措吗？科普切克的论文难道不应该由一篇恰当标题为“死亡与理性的安乐死”的文章来补充吗？

在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作为困扰“宇宙论观念”的矛盾），理性在知性的因果概念基础上出发，设定宇宙（作为康德称之为“世界”的现实之“全”）具有一个确定的时空起源点（无论这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还是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大爆炸”）。尽管有限的认识论主体永远不可能获得对这种起源本身的经验——“纯粹直观形式”迫使主体将所有现象都认知为自身嵌入在一个开放的时空连续体之内——理性仍然自信地提出了正题：“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开端，在空间上也有界限。”相反，直观被迫提出了反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也没有界限；它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都是无限的。”39 为什么？对康德而言，时间和空间作为纯粹直观形式，是任何及每一个可能经验发生的前提条件。因此，人们无法直观到时空宇宙的一个原初极限点，因为这样一种假设的经验将涉及直观到一种先于（即在时间之外）或外在于（即在空间之外）经由时间和空间中介的现实的状态（这也适用于宇宙灾难性终结的概念）。根据康德的观点，鉴于“先验感性论”关于时间和空间是任何直观经验发生所必需的可能性条件的结论，这样一种直观是不可能的。40 然而，理性在其对知性概念强迫性地扩展到可能经验的限制之外时，将宇宙必然例如起源于原初太初-原因（Ur-Cause）这一信念强加给了心灵。在从因果的序贯链条进行推断时，理性确信现实的宇宙必然是有限的，尽管直观绝不允许将这种有限性作为实在的或潜在的经验来加以把握。如果用我来代替世界，那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难道不能提出，康德第一二律背反的至少一个面向包含了对主体有限性问题的一种防御性投射的加工修通（working-through）吗？康德在《人类学》中难道没有承认生命是经验的偶然却先验的可能性条件吗？诞生难道不是观念论主体性世界的具体起源，而死亡是其最后的、终结的时刻吗？正如安德烈·格林优雅表达的那样：“世界、生命、人类的起源，浮现自远远位于其后的一个更为个人的奥秘：提问者自身的起源”（Green 2000a, 58）。

正如在标准的康德二律背反中一样，会死的心灵包含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我的生动实存是有限的”（“我在可定日期的某个时间点出生，我将在未来一个不确定却必然的时间死去——简言之，我的生动实存有一个时间的开端且持续时间有限”）以及“我的生动实存是无限的”（“我无法走出我自身第一人称的经验位置，因此‘我’不可能不存在——简言之，我的生动实存既没有时间的开端，也没有持续时间的限制”）。当然，后一种判断在清醒、理性的反思看来显得荒谬可笑。然而，鉴于康德、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所阐明的主体有限性的地位，由于在理性与直观能力之间存在的鸿沟，这样一种对抗性的死结必然在起作用。这仅仅是将第三人称宇宙论二律背反的内涵逻辑扩展到可以被称为第一人称“心灵二律背反”的产物。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质的差异；同一条裂缝既贯穿了“我”，也贯穿了作为（非-）整体的宇宙。有限限制与无限之无限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同时在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内部得到了反映。

齐泽克认为是康德所发现的主体结构内部的分裂，是主体性的现象维度与本体维度之间的分裂，即在以经验方式向自身显现的主体（即通过概念和时空中介）与“自在”存在/存留的主体之间的分裂。41 使经验成为可能的自在（an sich）主体本身，不能作为一个离散的经验性、表象性要素落入它所开辟并维持的领域框架之内（这一要点早在笛卡尔的第二沉思中就已经被把握了）。因此，康德著名地谈到了“这个思考的我或他或它（物）”（Kant 1965, 385 [A 346/B 404]）。本体界主体与自在之物一样，完全是一个永久笼罩在迷雾中的奥秘。42 第一《批判》（特别是“纯粹理性的辩证论”）的全部主旨在于确立认识论根据，以禁止在可能经验的熟悉界限之外对本体界领域进行任何及每一个哲学指涉。康德从二律背反中得出的结论是：正题与其平行反题之间理性的不可调和性，意味着处于不可解决争议之下的表面外部指涉物（例如宇宙的［非-］全）不能成为合法哲学探究的对象。康德假设，鉴于纯粹、未经中介、超越观念之存在的织体据称的自洽性，物在其自身真正所是的本来面目中必然是没有矛盾的。由于试图赋予诸如（有限还是无限的？）宇宙这样的观念以本体论地位会产生不可消解的矛盾，因此这些观念缺乏任何构成性价值；它们被降级为单纯的辅助-规约性角色，服务于理性在实现统一、连贯的认识论体系性方面的兴趣。因此，在康德看来，宇宙的宏伟整体必须永远无法通达，成为相对于必然有限的人类认知而言的又一个虚空。

正如刚才所见，心灵二律背反在微观层面上带来了类似的后果。除了无法在现象上和内省上将自身认知为“思考之物”以外，主体也无法反思性地将自身认知为有限的存在。其最本己的本体论有限性，源自作为时间性与肉体性的残酷实在界——在拉康理论中，有充分理由将时间本身在其躁动不安的否定性中视为属于实在界的维度43（见第15章）——只能作为二律背反的死结而被遭遇。因此，这样一种有限性也必须被视为“这个死去的……我或他或它（物）”的本体界的、自在的特征。主体从根本上被排斥在任何形式的现象自我熟知之外，在这种自我熟知中它会在本体论-物质意义上将自身认知为有限的。人们所逃离的虚无，据称康德竭力规避的虚空，不是别的，正是主体自身的缺席，是对其表面不朽之不可克服的“先验幻相”的否定。




    齐泽克的本体论
    

    


4 规避虚空：根本幻想的时间回路

根据齐泽克对康德与拉康的异端并置，精神分析的幻想概念与主体性在（潜意识的）本体陈述活动主体与陈述言说的主体（作为确定的能指-谓词）之间的这种分裂具有直接的关联。尽管如拉康所表述的，实在界中的主体1（即自在本我［an sich Es］）永远处于内省自我意识的把握范围之外，但反思活动反复试图“咬住自己的尾巴”却产生了一种副产品，即作为对这种不可还原的自我不透明性之回应的幻想：

如果……人们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据拉康的观点，自我是个客体，一个实体性的“物”（res），人们就能轻易把握康德先验转向的终极意义：它去实体化了主体（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仍然是“思维实体”［res cogitans］，即一个实体性的“现实碎片”）——而正是这种去实体化开辟出了投射幻想的空无空间（“空白表面”），怪物在此处浮现出来。用康德的术语来说：由于物自身不可通达，在（构成的、现象的）现实中总是存在着一个豁开的裂洞，现实绝不是“全”，其圆圈从未闭合，而不可通达之物的这一虚空被幻影所充填，跨现象的物正是借由这些幻影登上了现象在场的舞台——简言之，在康德转向之前，舞台背景中不可能有任何黑色的庞然大物。（Žižek 1992a, 136）

在别处，齐泽克得出了其逻辑结论，坚持认为每一种受中介的身份认同，附加在原始否定性中主体性原初虚无之上的所有能指-谓词，都是旨在“填补这一虚空”的“补充物”：

拉康此处的要点在于，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永远将我“在实在界中”所是之物与为我提供社会身份认同的象征使命分离开来：原初的本体论事实是虚空、深渊，由于它，我在作为真正实体的能力上对自己而言是不可通达的——或者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独特表述，由于它，我永远无法知晓我作为“思考的［我或他或它（物）］”究竟是什么。我获得的每一个象征身份认同最终不过是一种补充性特征，其功能就是填补这一虚空。主体性的这种纯粹虚空，这种“先验统觉”的空洞形式，必须与笛卡尔的我思（Cogito）区分开来，后者仍然是一个思维实体，一块从普遍怀疑的毁灭力量中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实体性现实碎片：唯有在康德那里，才在“我思”的空洞形式与思考实体，即“思考之物”之间做出了区分。（Žižek 1994b, 144）

因此，主体面对自我同一性问题（“我是谁或我是什么？”）向自身提出的全部意指与形象，都属于先验幻相的范畴。换言之，这些竭力弥合现实中这一裂缝的幻想性产物都是假象。然而，它们是植根于主体内在分裂的结构性决定力动的必然结果：“主体就是这一突现，就在此前作为主体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刚一出现，就凝固为一个能指”（SXI 199）。

更有甚者，齐泽克在《棘手的主体》中挑衅性地提出，康德哲学中据称不可通达的主体性维度，那个假定的自在（an sich）内核（通达它的途径被现象-反思性中介所阻隔），并不是本体实在界，而是精神分析所指定的“根本幻想”。2 换言之，康德试图规避的物的可怕深渊，恰恰就是主体作为主体之存在的这种幻想内核，是其身份认同结构的隐秘核心。此外，根本幻想在分析元心理学中与心灵的有限状况直接相关。因此，齐泽克随后同样在《棘手的主体》中关于康德主体性的有限性与死亡率之间关联的暗示，绝非粗心的无端推论。3

什么是根本幻想？对其本质也许最好的定义见于拉康最杰出的两位学生让·拉普朗什与让-贝尔特朗·蓬塔利斯在1964年撰写的论文《幻想与性欲的起源》。在其中，拉普朗什与蓬塔利斯坚持认为，所有心理幻想地平线上的终极消失点，乃是“主体自身起源”的谜团。4 换言之，根本幻想除了在不同个体的特殊幻想中发现的无论何种反复出现的母题之外——弗洛伊德的倾向是在其被分析者的幻想中寻找普遍内容（即原初场景、阉割、诱惑等）——都共享一个最低共同的结构/功能公分母。这些幻想无一例外地试图通过个人神话的虚构，来回答关于起源问题的探究：我来自何处？为什么、为了何种欲望我在这里？性欲的奠基性原因或目的是什么？对起源的痴迷是根本幻想的界定性特征。5 这些令人不安、炽热的谜团唯有对于一个本质上有限的存在者，对于一个出生（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被抛”）进一个非自身所造之世界中的会死生物而言才会产生。而幻想是对这些绝对核心的起源问题的唯一可能回答，因为有限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无法以通常的方式构建起关于其终有一死之有限性的知识：“幻想诞生在知识缺席之处”（Green 2000a, 59）。正如康德所表述的，先验幻相诞生在知识织体内部遭遇必然不完全性裂缝之处。

同样地，阿伦卡·祖潘契奇对康德先验幻相提供了一个严密的定义，将其与任何形式的偶然经验扭曲（即对现实中“外部”某种对象的歪曲描绘）清晰地区分开来。先验幻相不是对底层基底的错误表象，而是出现在本该空无一物之处的某种东西的名称。它不是对某物的幻相，不是对真实对象的虚假或扭曲表象。在这个幻相背后没有真实对象；只有无，对象的缺乏。幻相包含着在“无”的位置上的“某物”，它仅仅因为其实存、因为它的显现而涉及欺骗。（Zupančič 2002b, 69）

或者如她类似地表述的，“这种幻相是处在对象缺乏之处的客体”（Zupančič 2000, 66; Zupančič 2002a, 68–69）。在心灵二律背反中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断层线中显露出来的虚空（见第3章）被填补的幻想，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先验幻相：主体之有限性不可避免地带来的虚无（即主体性本身的缺席），不可避免地被作为先验幻相的幻想所掩盖，在其中字面上某物出现在“‘无’的位置上”。幻想视线的顽固持久在场，主体作为见证自身有限性上演场景的旁观者的在场，本身就是幻相本身：“先验幻相与‘形象’的内容无关，而与其存在本身有关——它在存在层面上进行欺骗”（Zupančič 2000, 67）。在一篇较早的文本中，祖潘契奇明确地将这种康德的幻相概念与根本幻想的主体-视线联系起来：“视线相对于意识的在先性被视为某种可以通过搬演（在当下或未来，视线与意识成功相遇的假想点——即它们相互认同的假想点）而被悬置并与该意识同步的东西。显然，‘原初幻想’始终是起源的幻想”（Zupančič 1996, 47–48）。她继续写道：“因为在此所涉及的恰恰是它们的主体化，它们作为纯粹主体的突现。可以说是观察者被贬低为一个‘纯粹客体’，贬低为见证主体自身生成的（不可能的）纯粹视线”（Zupančič 1996, 48）。

齐泽克与祖潘契奇所指认的幻想性幻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必然性与偶然性范畴的操纵。关于死亡，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对始终具体的死亡原因的典型痴迷——那些目睹他人离世的人（这是对死亡获得间接现象熟知的唯一途径）往往专注于导致死亡的偶然、环境因素——起到了转移对死亡终极必然性注意力的作用。6 简而言之，在面对死亡时，心理防御机制试图将必然性当作偶然性来对待。关于出生，情况则相反：偶然性被当作必然性来对待。一旦被抛入这个特定人类生命的状况及其相伴的主体性形式中，这种特定“抛掷”的偶然发生此后对于由此被抛的存在者而言，就成为一个神秘的起源，它唯有通过自身作为主体无可逾越的在场（可以说作为不可磨灭的“我”）的必然性才能与之关联。乔治·巴塔耶雄辩地描述了依附于“我”之存在的偶然感：

如果我设想我降临世间——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继而与我的出生相联系，甚至在他们结合的瞬间……唯一的偶然决定了我所是的这个自我（self）的可能性：最终，唯有其存在、对我而言否则便无物存在的那个唯一存在的疯狂不可几性，就昭然若揭了。倘若在我作为终点的连续性中存在着哪怕极其微小的差异：代替那个渴望成为我自己的我的，相对于我而言将唯有虚无，如同我已死去。（Bataille 1988, 69）

巴塔耶继续写道：“我从中而来的这种无限的不可几性，如同一片虚空位于我之下”（Bataille 1988, 69）。这种“不可几性”与有性生殖缠绕在一起。而且让-克洛德·米尔纳指出，性欲确实为其实存与自身交织在一起的存在者开辟了一个无限偶然性的崇高平面。7 然而，正如祖潘契奇所规定的，主体与其自身的偶然却先验因果根据之间的纯粹幻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这个不可几的起源点本身的偶然性。类我思的主体-作为-视线的必然在场，即在幻想中见证自身无中生有（ex nihilo）受孕时刻的旁观者的必然在场，往往淡化或掩盖了这一如今不可知时刻发生之纯粹偶然的本性。换言之，幻想的必然形式与物化幻想本身的叙事现实内部所描绘的偶然内容是相抵触的。

在一篇带有《康德作为吸血鬼主义理论家》这一奇特标题的短文中，齐泽克将某些批判-认识论区分恰恰应用于此类生死问题上。他诉诸“无限判断”与“否定判断”之间的差异。前一种类型的判断仅仅否认将一个谓词项归属于一个主词项（通过拒绝用有限数量的确定谓词来替代被悬置的谓词，使主词的性质保持无限/不确定的开放），而后者则主动将一个谓词项（尽管是一个否定性谓词）归属于主词项。换言之，无限判断断言“S不是P”，而否定判断断言“S是非-P”（或“S是不-P”）。从康德的视角来看，关键的区别在于否定判断假定做出判断的认知主体是基于对主词项某种直接且即刻的熟知做出该判断的，这种熟知使得能够自信、正面地断言该主词项确实拥有归属于它的那个谓词项。无限判断则避免了这一假定，因而克制着不将自身作为对所讨论的主词项实际拥有的属性的评估。按照齐泽克的说法，这与死亡率的主题高度相关：

此处……正是“不是终有一死的”与“是非-死的”之间的差异所在；我们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拥有的是单纯的否定，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非谓词被肯定了。对本体唯一“合法”的定义是它是“非我们感性直观的对象”，即一个将其排除在现象领域之外的完全否定的定义；这个判断是“无限的”，因为它并不暗示任何关于本体位于现象领域之外存留之无限空间中何处的结论。康德所谓的“先验幻相”最终就在于将无限判断（误）读为否定判断。（Žižek 1994a, 27）

正如齐泽克在本文中所提醒读者的，康德本人在第一《批判》讨论判断表的一节中，选择使用主词项“灵魂”与谓词项“终有一死的”来说明无限判断与否定判断之间的这一区分。8 像拉康一样，康德凸显了一个位于“两死之间”（entre-deux-morts）的“不死”领域：“康德无疑是第一位在其‘先验幻相’概念中暗中勾勒出鬼魂之结构必然性理论的哲学家：‘鬼魂’（一般的‘不死’实体）是为了填补构成人类状况之必然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这一鸿沟而构建起来的幽灵”（Žižek 2000c, 235）。如同心理二律背反一样，在试图将自身构想为终有一死或不朽时，主体反而在两个不可调和地对立的立场之间的裂隙中遭遇了一个豁开的不确定虚空。简而言之，本体论-物质有限性的必然性，在某种层面上对于认识论上有限的主体而言是一个不可能性；在这一必然性与其不可能性的鸿沟之间，幽灵在增殖，不死的鬼魂作为先验幻相不受控制地倍增。齐泽克所说的幻相就是通过设想在意识上认知自身缺席的现象不可能性等同于对自己永恒在场的肯定，从而掩盖虚空的结果。用拉康幻想公式（
$ \diamond a$
）的术语来说，
$$
 “不是终有一死”被误导性地等同于被实体化了的
𝑎
 作为“非-死”的不朽（即在关于自身出生和/或死亡的幻想中主体-作为-视线不可避免的在场）。事实上，关于
$$
 与
𝑎
 之间的关系，齐泽克对拉康对象 a（objet petit a）的数个定义之一就是它是充填被划杠的主体（sujet barré）空洞框架的“‘我的’幻想性材料”。9 斯图尔特·施奈德曼对其中所涉及的错误提供了简明的解释：“不朽仅仅意味着不是终有一死，而‘不是终有一死’并不总是意味着永远活着或永生。不是终有一死也是死者的特征。唯有活着的人才是终有一死的”（Schneiderman 1983, 76）。

    齐泽克的本体论
    

    


5 反对具身性：超出物质之主体的物质根据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神经症的一个特征是由于与终有一死之有限性的关联而引发的性生活问题化。他在鼠人的个案病史中还提到，强迫症神经症患者尤其有一种倾向，即抓住那些能让他们沉溺于自身最喜爱的精神-情感状态（即怀疑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支撑着无休止的思考活动——如果“我思故我在”，那么“若我不思，则我不在”）的话题不放。弗洛伊德列出的这两个话题是“寿命长短”与“生与死”。1 类似地，关于强迫症神经症与死亡率之间深层关系的指示，散见于拉康派及后拉康派的精神分析文献中。此处的标准阐释是：强迫症患者通过重复性仪轨的刻板僵化，试图通过将自身变成活尸的奇怪策略来无限期地拖延死亡。2 塞尔日·勒克莱尔生动地谈到了以“生成的冻结”而告终的“时间空间化”。3 安德烈·格林拓宽了这一讨论的范围，将一般的症状性重复（在抑郁症、强迫行为以及强迫性神经症中）定性为与死亡问题紧密相连。4 顺着这一思路，齐泽克在僵化自我尸体化的强迫症策略中辨识出了一个悖论：规避死亡的努力本身导致了去活力的受难致死（mortification）。5 事实上，关于神经症的这一特定维度（齐泽克声称在康德那里辨识出其结构的病理），齐泽克断言在“生”与“死”这两个词之间发生了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摇摆，一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不稳定颠倒。6

为了扩展他在第七期讨论班接近尾声时结合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解读而首次提出的两死之间空间的观念，7 拉康在关于移情的第八期讨论班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两种死亡之间的区别。“第一种死亡”很简单，仅仅是身体的死亡，有机体生命功能的停止。相反，“第二种死亡”在本质上与想象界和象征界这两个领域相联系，更多地涉及在形象以及能指领域中主体异化的毁灭性却永恒化的效果：

第二种死亡的……这一界限……人们可以将其定义在最普遍的表述之下，即人渴望在那里消灭自身，以便以存在的形式将自身铭刻在那里。隐藏的矛盾……在于人渴望在使自身永恒化的过程中毁灭自身。（SVIII 122）

死亡的这第二维度的“隐藏矛盾”在于：被划杠的主体作为不可表象之否定性的有限力量，仅仅通过可以说是通过将自身的（非-）存在输出到外部表象中介的领域来毁灭自身，才实现了其虚幻的永恒化。拉康将这种力动的象征轴线称为“尸体化”（corpsification），称为大他者的能指对由此成为说话存在（parlêtre）之活物的“致死僵化”效果。8 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陈述活动主体（即 $ 的不可缝合的虚空）唯有通过相对于陈述内容主体的异化中介的致死，才能确保其对有限性的幻想性超越。在这第二种死亡中所涉及的，并非个体的生物学肉体，而是作为意指的主体，即通过形象与能指的迂回网络所引导的主体。在此，正如拉康与齐泽克所观察到的，终有一死与不朽相互交叉融合。这种对立面辩证汇聚的悖论，对于构建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至关重要，而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借助齐泽克的帮助将康德与拉康相勾连的这种异端努力。

终有一死与不朽之间的这种摇摆，既在想象界中与自我一同展现出来，也在象征界中与主体一同展现出来。关于镜像阶段中所展现的这一辩证法的前一方面，齐泽克指出：

在想象界的层面上，众所周知，拉康将自我的突现定位在与外部异化镜像的仓促认同姿态中，这一镜像提供了自我的理想化统一，以对抗儿童实际上的无助和缺乏协调。在此应当强调的特征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时间的冻结”：生命的流动被悬置，动态生命过程的实在界被一幅“死去的”、固定不动的形象所取代——拉康本人使用了电影放映的隐喻，并将自我比作当胶片卡住时观众所看到的静止画面。（Žižek 1997c, 94）

多拉尔对拉康派的自我提供了类似的分析：

阴影与镜像显然是身体的类似物，是其非物质的替身，因而也是表象灵魂的最佳手段。由于其非物质性，它们比身体存活得更久——反射构成了我们本质的自我。形象比其所有者更为根本，它确立了他的实体、他的本质存在、他的“灵魂”，它是他最宝贵的部分，它使他成为一个人。它是他不朽的部分，是他抵御死亡的护盾。（Dolar 1996, 137）

拉康关于构成自我发生学内核的意象-完形（imago-gestalt）的声明，强调了该自我（moi）除其他特征之外的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时间）特质。特别是，拉康强调了这一反射形象支撑着一种“恒久性”感觉的事实，赋予想象界的“我”（me）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稳定、持久的自我同一性感觉9（因此多拉尔敏锐地观察到了灵魂与个人自我形象之间的联系）。他在形象中看到了对时间本身永恒运动的抵抗：“在形象中存在着某种超越运动、超越生命变易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形象比活物存活得更久”（SVIII 413）。或者正如穆斯塔法·萨富安所表述的：“身体形象使主体永恒化，而将主体与这一形象绑定在一起的爱……在其本质上是对永恒的爱，是对自身永恒的爱”（Safouan 1983, 60）。这种意象起到了认同之锚的作用，是一个恒常的参考点；婴儿那陷入其原初肉体无助（Hilflosigkeit）的焦虑状态中的动荡多变、不断变化的“活生生身体”，被这同一个身体的平静表层形象所驯服和驯化。按照拉康的说法，自我始终是一个理想自我（ideal ego），也就是说，自我与其说是对当下实现的心理现实性的反映，不如说是对沉重具身物质性负担之永远有待来临（à venir）之超越的持续预期。10 简而言之，对内脏器官“生命流动”的这种想象界冻结，建立起了一种持久恒常的感觉，一种跨时间自我的感觉。（理查德·布斯比等人将想象界描述为与某种停滞的“惰性”相联系。）11 因此，通过在镜像阶段中所遭遇的形象，促成了一种（伪）不朽化。

然而，拉康也坚持认为，镜像阶段是个体意识到其自身死亡率的必要条件。在《论可能对精神病进行的任何治疗的前期问题》中，他解释道：

确实，正是借助于由这种未成熟性所开辟的想象界裂隙（镜像阶段的效果在其中激增），人类动物才能够想象自己是会死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没有与象征界的共生关系的情况下就能做到这一点，而是意味着，如果没有使他与自身形象相异化的裂隙，他在其中将自身构成为服从于死亡的主体的这种与象征界的共生关系就不可能发生。（Lacan 2006j, 461）

拉康此处的论证非常直接，可以分解为一个简单的三段论。首先，个体自身的死亡率是不可想象的（即个体无法对其非存在拥有任何直接的经验性熟知）。其次，死亡率唯有以间接的方式才能被想象或经验（即作为旁观者目睹他人的离世）。因此，一旦个体可以说是对自身而言变成为他者——镜像阶段导致了个体的“异化”，导致了自我性通过反射形象的外部领域而受中介——个体就能够将自身领会为一个客体-奇观。12 正如在根本幻想中一样，个体如今可以通过扮演例如在自身葬礼上不可磨灭地存在的见证者-视线角色，来想象自身是不存在的（早在镜像阶段，在静态、对象化的身体形象与关联于却依然超出这种对象化的难以捉摸的视线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分裂）。因此，奠定自我的想象认同时刻，虽然树立起了一个看似不朽的自我形象，但也包含了无论多么间接地将这一活物引入到其自身最终消解的必然性之中。在第二期讨论班中，拉康对这一悖论进行了评论：“只要存在者与其纯粹简单形象的认同发生作用，就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死亡的余地”（SI 238）。但是拉康接着指出，这样的存在者凭借其想象界的异化，是“既已死去又无法死去的不朽之物”。13

然而，对想象界自我（moi）的意象-完形的这种赋予不朽却致死僵化的投注，很快就被发现是有缺陷的。意象是实际物理身体的倒影，是服从于时间蹂躏的体魄的倒影，正因如此，它最终暴露出自身缺乏真正的恒久性。在1949年版本的镜像阶段论文（收录于《著作集》中的现存版本）中，拉康预示了想象界自我与象征界主体之间的区分。14（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前者先于后者——语言的“我”覆写在形象的“我”之上——尽管拉康随后修改并复杂化了这种略显简化的发展图景。）后来在1955年，他恰恰根据时间性澄清了催化从想象认同转向象征认同的力动过程：

人的被感知（percipi）唯有在命名的区域内才能得以维持。正是通过命名，人使得客体以某种坚实性存留。如果客体与主体之间仅具有自恋性的关系，它们就只能永远以瞬间的方式被感知。语词，命名的语词，就是同一者。语词所回应的不是客体的空间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随时准备在与主体的认同中消解），而是回应其时间维度。客体在一个瞬间被构成为人类主体的假象、他自身的替身，然而在时间中具有表象的某种恒久性，不过这种恒久性并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所有的客体都是会腐朽的。这种持续一定时间的表象，严格说来唯有通过名称的中介才是可辨识的。名称就是客体的时间。（SII 169）

这段文字带有黑格尔式的回响——在《精神现象学》中，辩证运动恰恰在“感性经验”的直接性将自身放逐到概念表达的受中介领域的时刻开始展开——这绝非偶然。在《讨论班》开启之前，拉康在1953年题为“象征、想象与实在”的讲座中，就知觉客体（包括作为意象、作为“人类主体的假象”的自我）、名称（作为能指、符号、语词等）与时间性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在此过程中，他引用了黑格尔15（类似地，科耶夫的名言“语词是对物的谋杀”也旨在唤起这种相同的关系16）。此外，在这次早期的讲座中，拉康明确地将可无休止重复的符号-能指（即象征界je的基础）的恒久性与死亡以及一般的时间联系在一起：

客体的符号恰恰就是“在那里的客体”。当它不再“在那里”时，它是具身在其持续时间之中的客体，与自身相分离，并且通过“在那里”本身，能够始终以某种方式对你在场，始终“在那里”，始终供你支配。我们在此重新发现了符号与一切属于人类之物都被象征性地保存这一事实之间的关系。它越是属于人类，就越能免于自然过程的转移与分解。人使一切作为人类而持久存在的事物（最首要的是他自身）以某种恒久性继续存活。（Lacan 2005b, 42）

独特的人类属性通过象征界领域获得了与自然（作为感官可触及的不稳定且短暂的物质性）的分离。换言之，在“谋杀物”（用科耶夫的术语来说）的过程中，作为符号-能指的语词确立了一个跨知觉的客体-指涉物，无论所讨论的实体是否在经验性的此时此地知觉在场，说话存在（parlêtre）都能够指涉它（当然，所有这些都进入了第一期讨论班中17）。这个凌驾于产生与毁灭的自然循环之上的恒久性平面，是真正的人性作为人性所栖居的领域。更有甚者，在第七期讨论班中，“第二种死亡”被定义为“自然转变的循环本身被消灭的点”。18 因此，只要人类“外-在”（ex-sist）于这种死寂的状态之中，处于介于永恒恒久性与尸体化异化之间的某种悬置生命状态中，他们就是完全的人。

拉康在其1953年的讲座中甚至引用了死者的纪念碑作为人类与象征秩序能指（包括其专有名词）一般关系的恰当表象。他继续说道：

我们找到一个例子。如果我想从符号问题的另一面切入，而不是从语词、言语或小种子开始，我就会从酋长或任何其他人坟墓顶上的坟冢开始。正是这一点精确地表征了人类这一物种：用构成坟墓的东西围绕一具尸体，以维系“此物曾持久存在”这一事实。坟冢或任何其他墓地的标志非常精确地配得上“符号”之名。它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我把我试图展示其现象学的一切都称为“符号”。（Lacan 2005b, 42–43）

在某种程度上，墓碑是同时使主体不朽化与尸体化的能指的理想隐喻，它通过将主体的本质身份认同浓缩进一个完全不同的“物质”领域（即浓缩进既先于个体的存在又在其消失后存留的象征秩序要素之中），将主体性置于短暂、有形存在的物质流变之外。19 尽管想象界的自我（moi）本身至少最初在其对“支离破碎的身体”（corps morcelé）之映射的依赖中暴露在时间的否定性面前，但将这一形象吸纳进“能指的狭道”之中（即把moi象征性地编码为je），赋予了“我”（无论是作为埃米尔·本维尼斯特的转换词还是索尔·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称词——见第14章）超越所感知身体之上的某种恒久性。20 然而，这种恒久性是有代价的：“拉康被划杠的主体书写着主体，然而只要它已经死了”（Miller 2001b, 24）。

在能指的这种异化致死中，象征界的主体同时被其名称所“谋杀”，并借由这同一命名过程被赋予了超越死亡的生命。该主体被铭刻在跨个体的象征秩序记录之中。此外，关于能指相对于主体性的这一面向，象征界与实在界这两个领域开始重叠。弗洛伊德凭借其对生物学模型的偏好，将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之间的张力描绘为具体产生于有性生殖残酷的物理事实：个体反抗被贬低为“链条中单纯的一环”，即反抗成为看似不朽的遗传物质的会死容器。心理主体对“自私的基因”（如理查德·道金斯对这些生物复制者的定性）感到不安。如果像拉康顺带挑衅性指出的那样，DNA链应当被视为能指，21 那么它们就是实在界中的能指（或者也许是严格拉康意义上的“字母”，作为处于纯粹、无意义物质性中的能指）。然而，在真正的象征异化过程中，难道没有某种完全类似的东西在起作用吗？由此被异化的主体，没有被自私基因的命令所驱使，而是成为了象征界中能指的玩物（类似于道金斯的另一个概念，即“模因”［meme］）——这一主题显然在拉康著作体系的全部跨度中昭然若揭。因此，主体受到了双重臣服与支配，一方面面对着实在界中能指的剥削（谴责他或她走向终有一死的有限性），另一方面面对着象征界中能指的尸体化（奇怪地通过毁灭性的中介赢得了“不朽”）。

齐泽克对这些思考增加了一个进一步的扭转。他将象征异化描述为“生时已死”。他主张，与之相关的反面则是“死时犹生”：

对一个人而言，“生时已死”就是被“死去的”象征秩序所殖民；“死时犹生”就是将逃脱了象征殖民的生命实质残余（“羊膜薄片”［lamella］）具象化。我们在此所面对的因而正是……使身体致死的“死去的”象征秩序与非象征的享乐生命实质之间的分裂。（Žižek 1997c, 89）

他继续写道：

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我们在日常或标准科学话语中所认为的那样：在精神分析中，它们都指代一种真正可怕的维度。生是“羊膜薄片”的可怕颤动，是在普通的死亡之后依然存留的非主体性（“无头”）“不死”驱力；死则是象征秩序本身，是像寄生虫一样殖民生物实体的结构……因此，“生”与“死”之间的基本对立被寄生性的象征机器（作为死实体的语言，“表现得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一样”）及其对应物“活死人”（在象征界之外的实在界中存留的可怕生命实质）所补充。（Žižek 1997c, 89）

这两种可怕之物，即“生时已死”与“死时犹生”，各自体现了齐泽克从恐怖虚构类型借用的概念，即“不死者”（the undead）——既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也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活着，主体被困在两死之间的无人区中。在构成性地对死亡一无所知的心理经济中，这两个极点（套用拉普朗什的话，“拉康精神分析中的生与死”）都代表着“不朽在精神分析中显现的方式”。22 个体将驱力的具身领域（在羊膜薄片的神话中具象化为享乐的不死过剩）体验为某种可怕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一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规避的威胁。这一受拉康启发的齐泽克式主题，是弗洛伊德关于驱力被感知为“内部侵略者”、被感知为危险且具有潜在压倒性力量（其强迫性的冲力［Drang］必须不断被压制和抵御以保持现状现实的完整）这一主张的合乎逻辑的延伸。23 特别是对于“仍深陷于其运动无能与哺乳依赖中的”婴儿而言，24 来自其躁动且被躁动的身体的这些强大力比多冲动尤其令人不安。正如拉康所指出的，欢欣雀跃地拥抱意象、确立自我（moi）并为主体（je）的到来铺平道路，是由驯服和应对这个可怕、颤动的支离破碎的身体的绝望斗争所制约的结果。迫使主体在形象与语词中“选择”异化性尸体化的个体发生学催化剂，因此应当在身体本身的层面上寻找。

那么这与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有什么关系呢？在齐泽克关于生死本质的思考与他对现代性作为否定性的主体的多方面介入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在许多方面，精神分析与现象学占据着重叠的解释领域。在这一关头，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导性的印象，认为前述关于有限性的拉康-齐泽克式反思与关于例如向死存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描述是十分一致的。然而，尽管有许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精神分析与现象学在关于主体性与其肉体状况之本体论有限性之间的（无-）关系的理论化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正如齐泽克所观察到的，从当代的角度来看，拉康思想中最具挑衅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他持续诉诸笛卡尔的“我思”。

现象学，特别是受梅洛-庞蒂启发的具身理论，常常是当今对笛卡尔进行无休止埋葬的热情参与者。像其他反笛卡尔主义者一样，具身理论家通常倾向于用一种包含所谓“活生生身体”之灵魂的心智与身体之间更具亚里士多德式的共生融合，来取代思考实体与广延实体之间的二分法。在据称摧毁了去身体化的先验主体（这个自负地假装不可还原为其肉体根据的“我”）之后，他们欢欣鼓舞且心醉神迷地庆祝灵魂与其固有实体的快乐同居。在笛卡尔的坟墓上起舞是这类理论圈子中强制性的公开仪式。但这种方法有可能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在齐泽克式的解读中（这种解读受到晚期谢林的影响25），笛卡尔和康德所揭示的主体性的关键维度，所涉及的与其说是对身体的贬低，不如说是主体的内部裂解、充满张力的结构。通过过分强调“自我”与“质料”的幸福结合而彻底摒弃笛卡尔-康德式的我思，有可能导致一种无冲突的主体性模型。具身理论有可能不公正地淡化身体变成沉重负担、变成被“我”强烈去认同的某种东西的各种方式。在精神分析中，身体经常表现为一个令人不安的麻烦源头，需要通过否定和排斥来规避。此外，特别是对于拉康理论而言，“具身主体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修饰法。

直到1960年代中期，拉康才开始在笛卡尔的我思与弗洛伊德潜意识的主体之间明确画上等号。乍看之下，早期的拉康似乎赞成反笛卡尔的立场。他的镜像阶段论文开篇第一段的结语宣告了一种对“任何直接源于我思的哲学”的分析性反对。26 镜像阶段难道没有证明所谓的主体能动性处所、作为直接体验到的自我感的自我，实际上是一个惰性的客体，即身体的一个停滞、对象化的表象吗？拉康在此难道没有实现传统主体的精神分析去主体化吗？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这种大约在1949年宣告的反对立场，如何与拉康在1946年的《精神因果性论述》中呼吁“回归笛卡尔”相调和呢？27 拉康反对将理论体系建立在作为未推导的公理基础或形而上学第一原则的我思之上。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不存在这种主体性；相反，拉康将主体视为一种结果、产物或成效，而不是一个零度出发点。

在最近两篇关于拉康思想中身体地位的文章中，雅克-阿兰·米勒（对齐泽克影响最深的拉康阐释者）澄清了现象学中活生生的身体与精神分析中所讨论的身体（corps）之间的关键差异。早在1893年关于器质性与心因性运动瘫痪区分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就区分了实际的生理学身体本身与视觉-想象的身体形象（后者支配着歇斯底里转换症状的解剖学分布）。28 类似地，想象界意象的出现标志着进行性异化过程的开始。在有机体与其形象之间打开了一条裂隙，这条裂隙随后成为了象征秩序能指铭写的场所：“镜像阶段导致了生物有机体与视觉身体之间的本质差异，人们可以将这种差异定性为裂口，拉康通过展示主体分裂在其有机感觉与其形式总体的知觉之间表明了这一点”（Miller 2001b, 35）。米勒继续写道：“仿佛这种视觉总体在其有机体的定在（l’être là）的关系中受挫，不是一幅生动的形象，而是一具已经被预期的尸体”（Miller 2001b, 35）。这种“预期的”尸体化不是别的，正是进入在象征秩序之中并通过象征秩序所维系的第二种死亡的领域。

尽管生理/有机身体与视觉化/想象身体之间的区分对于现象学具身理论而言完全算不上成问题，但拉康派对这一分裂的处理涉及的远不止于具身经验是由形象中介的这一浅薄论题。在第八期讨论班接近尾声时，拉康试图纠正他所察觉到的潜藏在镜像阶段最初表述之中的一系列站不住脚的暗示，这些暗示助长了误解。并不是一个从自我封闭的形象化、内心理的想象界走向超越新生儿唯我论自恋的社会语言象征界的线性发展序列，相反，想象认同的时刻本身正是象征秩序（更具体地说，家庭大他者）先前干预的过度决定的副产品。拉康观察到，儿童之所以通常会在镜子中认同其倒影，恰恰是因为受到其父母的促动（在许多情况下，母亲亲自将孩子抱到镜子前，用手势和言语鼓励认同过程）。镜子自我（moi）表面上基本的、完形式的形象，实际上并不是构成自我古老基础的纯粹想象界成分。这些形象是由他者决定的；它们浸泡在预先存在的象征秩序内部流通的意义与意指宇宙之中。29 作为身体形象的自我不仅仅是未来能指对身体进行预期殖民的场所。相反，这一场所是由象征界大他者的侵入所开辟的空间。从一开始，现象形象就不仅仅是一幅形象——活生生的身体一旦与物理有机体断裂开来，就总是已经纠缠在能指的结构链条之中。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些能指负责了身体与身体形象之间的这一分离时刻，充当着触发异化性误认（méconnaissance）的催化剂。正如拉康在第八期讨论班闭幕会议中一再坚持的，形象自我的底层支撑是“单一特征”（拉康将弗洛伊德的ein einziger Zug翻译为le trait unaire），即一个可重复迭代的象征标记。30 因此，象征界既是想象界的起源也是其目的（telos），既是镜子自我（moi）突现的原因，也是最终由能指的编码效应所产生的语言主体（je）的原因。

米勒富有成效地运用了拉康在“存在”与“拥有”之间的区分（最初是就阳具的作用而阐发的），以解释为什么拉康继续坚守极其过时的我思。身体在形象与语词中的反思性外化将其转化为被拥有的某种东西：

“拥有身体”在与“是身体”的区别中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证明存在与身体同一性的合理性，但在人身上则不行，因为无论他是多么有肉体、被尸体化，他也被能指塑造成了一个主体，也就是说，他被塑造成了存在之缺乏。这种作为能指效应的存在之缺乏将存在与身体分离开来，将身体贬低为拥有它的地位。（Miller 2001b, 21）

或者正如米勒在别处所表述的：

主体从它是能指的主体那一刻起，就无法将自身认同为其身体，而它对其身体形象的情感恰恰是从那里出发的。该物种特征性的巨大自恋夸大，源于这种主体对身体之认同的缺乏……拉康不断地隐式或显式地批评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后者试图恢复人与其世界的同自然性，聚焦于肉体在场，研究通过身体并在身体之中的在世在场。这种在场在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哲学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那里它根据它所规避的东西而被置换。正如拉康所说，对梅洛-庞蒂而言，预设在于某处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场所，即存在与身体的认同，其结果是主体的被抹除……精神分析在存在与身体之间这种认同的缺乏中开拓其空间，坚持主体与身体之间具有一种拥有的关系。（Miller 2001a, 16）

受制于能指的主体（这种臣服之路是由想象界的误认铺就的）无法和谐且毫无问题地与自身身体合为一体，无法让其存在本身与这种肉体性保持融合。31 事实上，弗洛伊德最初是通过歇斯底里转换症状被引导走向对潜意识的发现的，在这些症状中，正如拉康所言，“思想与灵魂处于不和谐之中”（Lacan 1990a, 6）——也就是说，潜意识思想作为观念表象的网络，在物理身体的层面上激发了令人不安、痛苦的困难的浮现，该身体类似灵魂的功能/有机统一性被这些思想的症状所打破。根据拉康的观点，没有能指就没有主体（sujet）；能指催生了主体性。此外，鉴于拉康倾向于赞同一种将象征秩序与有机身体置于独立领域的“本体论二元论”，32 他感到与笛卡尔有着比那些（如某些存在主义现象学家）试图将主体压回具身状态的人更大的亲和力。在拉康理论中，一个与自身身体“重新结合”的主体不再是一个主体。

然而，拉康绝非没有对笛卡尔提出批评。拉康对我思的重塑，就像此前康德所实现的重塑一样，引入了一些重大的修改（齐泽克和斯洛文尼亚学派在描绘这种重塑方面走得最远）。更有甚者，对这些修改的恰当理解揭示出，拉康构想了一个允许合理拒绝暗中支配许多当代讨论的虚假二难困境的立场：在粗糙的心身二元论（归咎于笛卡尔）与将主体性贬低为肉体实体（无论这种实体是自然科学的有机身体还是现象学活生生的身体）之间的选择。

在第十五期讨论班中，拉康将笛卡尔对身体的遮蔽描述为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排除（Verwerfung）：“将身体排斥在思维之外是笛卡尔伟大的排除。其后果被标记为它在实在界中重新出现，也就是说在不可能中重新出现”（SXV 1/10/68）。拉康在此对其自身排除概念的暗示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笛卡尔那里，身体从思维领域中被排除了（对于拉康而言，“思维”是一个象征界范畴，与能指紧密相连）。然而，这种排斥绝不是彻底的，因为正如拉康的排除公式所指出的，被排斥的要素总是返回/重新出现。在最近以笛卡尔为替罪羊的争论中，相当多的症结或许依赖于另一个虚假的二难困境：要么心智与身体完全不相关（据称在笛卡尔二元论中如此），要么心智与身体积极相关（即协调、整合、融合等）。在此由拉康理论所探索的缺失的第三种选择，是心智与身体可以说是处于消极关系之中的选择——对立的不和谐显然是一种关系形式。精神分析提出了一种（谢林式的）模型：在其中，尽管主体性通过内在发生的进程从肉体性中产生，但它此后却将自身确立在与这种原初物质根据（Grund）相对抗的对立之中。通过一系列奠基性的排斥与否认（或者用克里斯蒂娃的术语来说，鄙弃抛弃），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在个体发生学上突现的我思确立了其表面上主权的否定性。在肉体性与认知之间的消极关系中，后者通过从前者的分裂脱嵌而生成，而前者在这一分裂姿态的事实之后才完全进入视野成为客体或问题。33 身体参与了催生主体，之后主体无休止地斗争以切断这条将其无论多么微弱地维系在具身起源之物质基础上的脐带。

拉康特别在第十一期讨论班中发展出了一种最适合描绘身体与主体之间（无-）关系之因果关系的观念：作为“偶遇”（tuché）的原因。在第十期讨论班中，当拉康提到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因果性先于现象学所研究的现象（即康德所谓的“经验对象”）时，就预示了1964年关于偶遇-自动重复（tuché-automaton）二者的讨论。34 想象-象征现实作为结构化、有秩序的空间（在其中现象对象，包括奠基于身体形象完形之上的自我-自身，呈现为受某些法则般的规律所支配），是由作为原初和奠基性而自身无法出现在同一框架之内的原因所开动的。35 鉴于这些必然被排除的原因其不可通达、被遮蔽的本性，拉康将其定位在实在界的层面上。事物的自动运转（即自动重复的效果）由奠基时刻的暴力“创伤”（即偶遇的原因）激发而进入实存。然而，偶遇此后不能在由它所创造的自动重复随后所塑造的领域中（重新）出现。一旦置身于想象-象征现实的领域之内，主体就注定将其自身的肉体原因视为一种“丧失了的事业”/“无望的事业”，36 视为一种结构上被排除的起源。（正如拉康在第十一期讨论班中所指出的，丧失与因果-肉体实在界的直接、未经中介之关系的表现之一，在于底层的肉体冲动对于精神分析的主体而言，唯有在其总是已经消解在观念表象（Vorstellungen）的想象-象征中介矩阵中时才是可通达的。37 此外，人们怎能不得出结论认为，主体最本己的有限性正是这种实在界，是一个生成死结与二律背反的“偶然”38 点？正如齐泽克、拉普朗什等人所主张的，所有的幻想在根本上都围绕着由有限性之谜在心灵中制造的核心虚空而组织起来。个体的出生是拉康派的“徒劳事业”，正如个体的死亡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终结。主体现实织体中的这两个空洞被潜意识的幻想性构型所填补和掩盖，而我思主体自身的视线恰恰就是缝合生命死亡率在生动经验皮肤上造成的伤口的东西。

在考察偶遇-自动重复二分法与一种可能的拉康具身理解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保罗·费尔哈赫得出了一些呼应齐泽克所做出的观察。齐泽克如此频繁谈及的恐怖（特别是关于康德的“强迫症神经症”），被费尔哈赫处理为表明了抵御被贬低为“肉身的实在界”的“人格解体”的强烈抵抗：

真实的身体唯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显现自身：例如当人格解体发生时，这总是等同于某种去符号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身体的一部分变得无法辨认，因为能指已经从中撤回。结果，主体直面肉身的实在界，直面某种唤起焦虑与怪诞之物。在歇斯底里的反感中可以辨认出完全相同的过程：如果身体（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失去了其色情投注（弗洛伊德），或者失去了其能指（拉康），那么歇斯底里主体就会对肉身实在界的这种突现报以厌恶。（Verhaeghe 2001b, 69）

这种焦虑效果也许最好的艺术实例之一是居斯塔夫·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这是拉康收藏的一幅生动描绘女性阴部的画作。其信息很简单：“这就是你从中而来的肉体无中生有！这就是在其之外你什么都不是的黑暗、潮湿的空洞！”在评论弗洛伊德著名的伊尔玛做梦时，拉康将女性豁开、受伤喉咙的梦中奇观描述为由于发挥着对“世界起源”略微扭曲的描绘功能，从而激发起与库尔贝画作所唤起的相同的思想与感受。39

在此有着一种骇人的发现，即人们从未见过的肉体、事物的根据……散发着一切的肉体，在神秘的核心深处，作为受苦的、无定形的肉体，作为其形式唤起焦虑的肉体。焦虑的幽灵，焦虑的认同，最终的启示：你就是这个——你就是这个离你如此遥远之物，这个终极的无定形之物。（SII 154–55）

在面对任何威胁要通过将其贬低为残酷的肉体状况从而剥夺其表面上超越的、非物质地位的事物时，主体所产生的焦虑并不是一种神秘、无法解释的现象。唯有一种将自身构成为与其自身有限性内在不相容的主体性形式，才会将重新陷入其肉体物质性（其会死存在必然被掩盖的根据）的前景体验为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规避的可怕危险。

同样，生死对立的终极辩证汇聚点，恰恰应当定位在齐泽克描述为“死时犹生”的那种状态的层面上。齐泽克将这一观念与处于其全部原始、悸动且令人作呕的短暂活力之中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享乐的过量、压倒性且无情的推进，驱力对其残酷无视稳态平衡与和谐安宁的推进，在服从于利比多经济这些不可逃避的需求的存在者身上激起了焦虑。对于精神分析而言，驱力（Trieb）的喧嚣，作为可怕享乐的命令——在晚期讨论班中，拉康谈到了享乐的超我维度40——与活生生存在本身的未驯服本质是同义的。41 从一开始，最初陷入未成熟无助的长期状态中的活生生的人类生物，就脆弱地暴露在驱力的命令之下。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弗洛伊德推测，原初压抑（用拉康的术语来说，一种激进的排除）与其说是源于以超我形式编码的一套内化社会文化规范，不如说是伴随着“最早爆发的焦虑”而引发的，这些爆发“是非常强烈的类型”，并且“发生在超我分化之前”（SE 20:94）。弗洛伊德接着设定，“原初压抑的直接诱发原因极有可能是数量因素，例如过度的兴奋程度以及对刺激防护屏障的突破”（SE 20:94）。几年前，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指出，这种作为双面表层实体的“对刺激的防护屏障”是双重暴露的，既面对内部力量也面对外部力量。此外，虽然有机体可以摆脱其外部世界（Umwelt）中的兴奋和/或痛苦源，但它无法逃脱源自内部世界（Innenwelt）的那些源头（因此投射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发挥着突出作用）。42 因此，驱力欣欣向荣、肉体的本我-身体恰恰是落入原初压抑阴影之下因而变得不可逆转地被遮蔽的东西。根据精神分析的说明（与个体发生学视角密不可分的说明），暴力排除/抛弃存在的这一利比多根据（Grund）的姿态，是任何主体性得以突现的前提条件。如果且当在这一原初否定行为之后，被放逐之实在界的碎片威胁要返回到主体驯化的想象-象征现实框架之内时，其不可避免的情感反响就是焦虑、厌恶、恐怖等。但是，正如齐泽克本人一次又一次如此坚决强调的，为什么这种过量活力的维度会引发如此压倒性的恶心？是什么使得肉体的消亡（aphanisis）成为如此可怕的前景，又是什么将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利比多经济的驱力作为代表生命要求的力量，同样也是死亡的化身。无助的新生儿无法照顾自己，如果其基本的身体需求得不到满足，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贪婪的驱力源及其伴随的压力，作为弗洛伊德的死驱力（Todestrieb）所唤起的具身存在的死亡维度，重击着儿童的身体，不知疲倦地迫求不惜一切代价的释放与满足。身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苦难的源头（因此，使主体重新与他或她的身体产生过度亲密关系的经验，会产生与这种令人痛苦的驱力-身体相联系的警报）。后来，在生殖器性欲出现之后，肉体的这些冲动毫不含糊地指向个体的消解，将其作为自身的终极终点。通过某些认知-发展成就的透镜，具有利比多负荷的身体被一个“拥有”（而非“是”）这个身体的主体的回眸追溯性地指认为罪魁祸首，就令人鄙视的消亡之不可避免性而言。尽管由活生生身体预先注定的死亡无法屈从于压抑的变迁——压抑作用于观念表象，而个体自身的死亡是不可表象的——但被不死驱力所附着的想象-象征客体确实可以被一种其自身完整性建立在对肉体性的排斥、将肉体存在拒之门外之上的主体性形式所防御。被排除身体（一个体现生与死［或者如齐泽克所说，活死人］的身体）的表象/能指中介，是承受主体与其自身外密、利比多-肉体实在界（其肉体实在）之斗争冲击的替代替身——因此性欲在被压抑的潜意识内容层面上具有突出的主题地位。

如前所述，齐泽克认为康德通过激进化笛卡尔而发现了分裂的主体。由于主体性结构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划分，内省的反思性自我熟知，对自身本体论本质本身的自反性把握，是不可能的。康德本体界主体的自在存在唯有在现象经验的界限内显现为缺席、缺乏或虚空，显现为一种总是隐退的实体性。对齐泽克而言，第一《批判》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它对主体性与否定性之间关系的洞见的发展。然而，与批判哲学的静态模型不同，精神分析的发生学维度必然断言康德所描绘的超验/先验主体是从本体论领域中内在性地生成的，而在突现之后，它随后以对立的方式将自身与该领域区分开来。正如齐泽克所言，康德在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的区分是现象界自身内部的区分。43 齐泽克的先验唯物主义无非是试图叙述这种超验之物的内在发生的力动过程（对其叙述迫使他在康德之外转向谢林和黑格尔）。实在界从自身中生成与自身的断裂。简而言之，先验唯物主义设定了一个自我裂解的物质根据（Grund），在其内部生成了（随后）超越它的东西。在这一内在产生的决裂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头了——这种（本体）发生学的“单行道”挫败了与由此自我粉碎的实在界的任何形式的最终辩证重聚、解决或和解的到来。

齐泽克介入康德分裂主体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在康德称之为“我或他或它”、空的、无实体的“主体 = x”这一虚空的边缘勾勒出更为精确和具体的轮廓。现实织体中的这一裂痕，在本质上与主体本体论有限性的实在界相关。困扰认识论有限主体的心理二律背反，是其与其本体论-物质有限性被排除之根据的成问题的（无-）关系的症状性体现，是与其从中突现且注定返回其中的不可想象之虚无的症状性体现。简而言之，将自身作为有限者直接进行经验性的自我熟知，恰恰是永远被阻隔的。也就是说，自在主体的永恒难以捉摸的X，仅仅是作为缺席的第一人称意识的现象主体，作为在出生前不存在和/或在死亡后消失的现象主体。从齐泽克的视角来看，康德的“强迫症神经症”旨在规避的虚空，正是其完全有限的地位所暗示的“我”的非存在。然而，这难道不仍停留在康德对主体性彻底完全的去本体化地平线之内吗？在此难道没有在处于其存在有限性中的主体与作为知晓或不知晓这种有限性的主体之间维持着尖锐的分离吗？再次，在考虑到齐泽克对康德的修改之后，在当前讨论的语境中谈论一种认识论-先验有限性与本体论-物质有限性彼此维持某种关系的先验唯物主义是否可能？对巴迪欧术语的一种故意倒错的挪用——巴迪欧抨击康德和有限主体的全部主题（包括终有一死个体的“向死存在”主题）44 并且拒绝在主体与虚空的概念之间画等号45——使得齐泽克在康德那里辨识出的这两种有限性之间的奇特关联得以进一步阐明。

康德本体主体的（被预设的）存在，在现象（自我）经验的框架内只能永远显现为虚空。而这个虚空标志着主体自身的本体论-物质有限性（隐）现的点，被根本幻想不同寻常的时间性中不可磨灭地在场的纯粹视线所遮蔽。根据巴迪欧的观点，“作为存在的存在”（l’être en tant qu’être）就像康德的自在之物一样，对于经验及其所许可的知识形式是不可通达的（尽管这种与康德的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在巴迪欧的词汇中，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纯粹、不一致的多重性，无法作为情境和/或该情境的元结构状态内部的呈现或表象被铭刻。情境内部的呈现需要由“算作一”（compter-pour-un）的综合所促成的自洽一致性。46 冒着将其重新翻译回熟悉的康德用语的风险，巴迪欧在不一致性（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无一性的无休止无限）与一致性（被计数、构成的实体的统一化领域）之间的划分，大致分别对应于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区分。照此看来，本体论领域在认识论领域中至少部分地显现为一个虚空（因此巴迪欧断言空集的标记是“存在的真正专名”）。47

然而，巴迪欧坚持认为，没有任何情境与其隐退的、不一致的存在没有关系。事实上，他断言在任何给定的呈现情境及其表象状态内部总是存留的虚空，恰恰是将认识论可通达的一致性平面缝合到其内部被排除的存在之不一致性上的东西：“在每个情境的核心处，作为其存在的基础，都有一个‘定点的’虚空，围绕着它组织起所讨论情境的充实（或稳定的多）”（Badiou 2001, 68）。或者正如他在别处所表述的，“虚空……是任何话语与其赖以维系的存在相缝合的数学基模”（Badiou 2006, 116）。作为存在的存在尽管拒绝通过赋予一致性的结构计数之一化来进行情境整合，然而依然作为（至少潜在地）能够定位于情境之场所内部的可勾勒虚空“铭印”自身：“我把情境的这一与其存在的缝合称为情境的虚空。此外，我声明每个结构化的呈现都以这种非一的模式去呈现‘其’虚空，而这种非一仅仅是计数的减法面向”（Badiou 2005a, 55）。因此，定点的虚空并不仅仅表明呈现与表象能力方面消极、无价值的缺陷或失败。相反，这一虚空标志着情境内部的一个坐标，在其中该情境保留了与其被排除的本体论底面的联系。48 或者用拉康的术语来说，想象-象征现实的确立秩序崩溃并变得不一致的那些地方，标志着该现实被不可能的实在界之侵入所打破的点；现实通过其自身的内部裂隙和不一致性而保持与实在界的联系。49

以类似的方式，与自身身体之存在断裂开来的能指主体，唯有在将这种肉体实在界体验为干扰该主体流通于其中的能指结构的事物（即驱力的享乐），或者体验为不可表象之缺席的虚空（即作为出生的起源与死亡的终点）时，才会遭遇它。然而，特别是就后者而言，主体性认识论维度内部的这种失败及其消极限制所生成的效应，恰恰指示了与本体论维度不可消解纽带的阴森沉默在场：剥离了反思性中介与幻想性修饰的终有一死肉体的残酷物质性。先验唯物主义的主体，乃是先验哲学认识论有限的主体，它隐秘地锚定在（并以一种常常具有创伤性的、“偶遇”的方式不断遭受冲击）其本体论-物质有限性被遮蔽的根据之上。根本幻想竞相填补的虚空，划定了半非物质化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从未完全成功超越的短暂活生生身体之偶遇（vanishing cause）冲击的那些点。在这一意义上，齐泽克关于主体与其必然缺乏自我熟知之间关系的重复断言获得了一种更为精确的含义：与齐泽克辨识为由根本幻想鲜明凸显出来的类我思主体的纯粹视线相联系的主体性，与其对自身有限存在的无知是同等延展的。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描述了如果主体能够以某种方式通过弥合本体与现象之间的鸿沟（使得前者以其赤裸、未经中介的在场显现在后者的框架内）来克服自身的内部裂解，将会发生什么。换言之，如果自在主体的本质对于反思性的、经验的自我意识变得直接可通达，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康德描述这种假想场景的段落（位于“纯粹实践理性辩证论”接近尾声处）是齐泽克频繁引用的段落。康德设想“上帝和永恒以其可怕的威严将不断矗立在我们的眼前……人的行为……将被转变成纯粹的机械机制，在那里就像在木偶戏中一样，一切都会表演得很好，但在人物身上却找不到生命”（Kant 1993a, 154）。康德的评论具有强大的当代回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这是一个科学的人性观似乎威胁要把主体压回身体、把人类转变成物质世界中受到这种过度决定的机械机制的时代，仅仅听从遗传-演化木偶师的指令而手舞足蹈。

在《驻留于否定性中》中，齐泽克在评论康德第二《批判》的这一段落时，借机强调了这一论题：“自我意识……唯有以其自身的不可能性为背景才是可能的”，并且“我保留我作为自发-自主行动者的能力，恰恰且仅仅在我无法作为物而向我自己通达的限度内”（Žižek 1993, 15）。多拉尔对此问题提供了类似的诠释：“对康德而言，启蒙的主体是一个分裂的主体，并且只有当它接受这种分裂时才能保持自由。持久的分裂是自由的处所，而不是障碍”（Dolar 1994b, 17）。随后在《棘手的主体》中，关于主体性与无知之间紧密联系的这同一个康德主题得到了略微不同的处理，齐泽克在1993年与1999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之间的差异揭示了他自身内部从康德转向后康德德国观念论的转变。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康德关于主体直面自身作为物（das Ding）的假想场景，暗中赞同了实在界是完全同质且内部自洽的这一成问题的假设。50 齐泽克提出了一个通过对谢林与黑格尔的精神分析-元心理学挪用而发展起来的论题，主张“有效解释（自我）意识地位的唯一途径，就是断言‘现实’本身的本体论不完全性”（Žižek 1999b, 60）。

如果物质实在界在和谐的自我整合中完全且彻底地与自身合为一体，作为一个暗中控制存在之一切的自然-宇宙自动机，那么除了排斥任何类似主体性之物的令人窒息的本体论闭合之外，将什么都不存在。最庸俗的决定论确实将是正确的。然而，齐泽克在近期的著作中并不满足于仅仅以准康德的方式坚持认为，通过例如任意禁止某些类型的科学探究来刻意培养对人类物理存在本质的无知，是挽救人类自由的途径（正如他所指出的，这退化为通过限制自由来假意挽救自由的荒谬策略）。51 他声称康德走得还不够远，依然满足于假设他所分离出来的不一致性与二律背反局限于心智相对于物质、主体相对于身体的去本体化封闭领地之内。相反，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将不一致的异质性定位在肉体状况本身内部。对弗洛伊德而言，利比多经济的根基本身就被不相容倾向之间的冲突以及物理预决的心理功能层面所固有的差异所困扰（例如，知觉-意识系统及其引发的记忆痕迹组织，与努力通过这种超出躯体的知觉-记忆媒介寻求表达的躯体循环之间的不和谐分离）。正如拉康同样断言的，人类身体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身体，是一个不协调的、充满张力的负担，促使不安的儿童走向尽可能远离这组动荡肉体力量的主体性形式。因此，德国观念论与精神分析所共同指出的，正是齐泽克所发展出的对康德大师般揭示（却仍未解决）的问题的更激进解决之道：“自然”（尤其是人类本性）的物质实在界并非平滑整合且免于内部冲突，而是从内部被内部对抗所撕裂。

这种将（人类）本性从一开始就视为异质、未整合领域而非有机统一要素与功能集合（据称这种有机统一性唯有凭借撞击其内部运作的外部入侵才被打破）的绝对公理性的弗洛伊德-拉康概念，应当被承认为补充拉康“被划杠的”大他者（即作为其自身组织星座中永久包含矛盾、死结、不完全性、匮乏等的象征秩序）的领域。更具体地说，在先前分析的语境下审视的拉康实在界是一个被划杠的实在——不仅象征秩序，而且存在的实质本身都是不一致的，且往往对抗自身。此外，上文所勾勒的主体性理论（通过对肉体性、时间性与表象中介之间关系的聚焦考察），认为主体是通过超出物质之超越性的内在物质发生而形成的，这需要设定这一被划杠的实在，即规定个体的实在-存在（或者可以说肉体实在）在本体论上的结构方式是维持着空间，维持着位于嵌入在这一“自然”物质性内部之冲突断层线处的空间，从中突现出随后与这一存在层面决裂的东西。52 透过拉康-齐泽克的透镜可以看出，努力抗拒具身性的（超验）主体性现存形式，极其悖论性地是由这同一种具身状况所生成的，同时又不可还原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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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驱向自由：实在界的划杠（谢林—齐泽克）

（谢林—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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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根据的逻各斯：从先验到元先验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F·W·J·谢林（F. W. J. Schelling）长期被同代人黑格尔投下的阴影所遮蔽，但在齐泽克理论矩阵的总体结构中扮演着绝对关键的角色。齐泽克1996年的著作《不可分割的残余》（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及其1997年的论文《自由的深渊》（“The Abyss of Freedom”）不仅通过展示谢林哲学的创新性及其对当代争论的直接相关性，在重燃人们对谢林的兴趣方面迈出了巨大步伐——齐泽克试图表明，谢林思想勇敢地直面了深入思考唯心主义先验论与唯物主义历史主义之间冲突的难题——而且他与谢林的交锋还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十字路口、一个重要的转折点（switch-point），划分同时又连接了齐泽克仍在展开的思想历程中两条看似独立的序列。“早期齐泽克”（如《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和《与否定性共存》[1993]等文本）就其底层哲学倾向而言，有时显得相当具有康德色彩。甚至齐泽克的黑格尔主义无论在这一阶段还是在最近，都是一种本体论化了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仅仅被描绘为对康德的“激进化”。1 在他2004年关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研究《无身体的器官》（Organs Without Bodies）中，他再次重申“哲学本身即是康德式的”，并且“只有从康德开始（凭借其先验概念），真正的哲学才开始”（Žižek 2004c, 44–45）。

然而，“晚期齐泽克”（尤其在《棘手的主体》[1999]2 以及收录于《与齐泽克对话》[2004]3 的访谈录中）频繁地对康德表达出矛盾心理，表现为对先验论的明显不安（尤其是把拉康解读为先验思想家的做法，而他本人对这种解读负有部分责任）。在齐泽克最近的著作中，几乎可以肯定由于担心它可能鼓动并合法化悲观的顺从主义（quietism），他一再犹豫是否要支持这样一种主体性理论的先验化——该理论源自康德及后康德德国唯心主义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元心理学的对接。（至少从受特定社会政治关切影响的立场来看，坚持奠定主体基础的偶然历史地位通常显得更为稳妥，因为为了维护相对于现状发生激进变革的可能性，这似乎是必需的。）用齐泽克的话来说，谢林充当了一个消逝的中介（vanishing mediator）——齐泽克在指称谢林时正使用了这一短语，4 尤其是就谢林处于“绝对唯心主义与后唯心主义历史主义”5 之间而言——位于早期齐泽克与晚期齐泽克之间，代表了齐泽克工作这两个阶段之间表面不和谐的潜在解决之道。更具体地说，正是通过对谢林具有拉康启发意义的挪用，齐泽克才最接近于详尽阐述一种将先验论与唯物主义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的主体理论（同时依然保留这两个哲学极点之间的张力）。

早在其1988年的著作《最崇高的歇斯底里者》（Le plus sublime des hystériques）中，齐泽克就将谢林哲学的某些方面描述为包含对“康德的激进化”6（尽管这种激进化与黑格尔所实现的有所不同）。很久之后，他将谢林关键的后康德理论贡献界定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在康德批判体系所描绘的已完全形成的先验主体性的结构脚手架之下，究竟潜藏着什么7（尽管他也声称谢林对这一谜团的解答在某种程度上仍不尽如人意8）。康德的先验系统含蓄地将镶嵌在经验现实及其建构客体世界中的主体视为总是已经存在且运作着的，与此相对，谢林试图说明这种主体性本身的生成（emergence），说明这一能动者功能的起源。也就是说，谢林尤其是在其1809年及之后的文本中，试图勾勒出（先验）主体的（个体发生的）前史/原初历史（pre/proto-history）9（这一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被康德忽视了，尽管对前批判时期的《实用人类学》与《纯粹理性批判》之间联系的考察揭示了康德对这一难题的自觉10）。齐泽克将谢林与康德遗产的关系称为“‘实在发生’作为先验发生的另一面的唯物主义问题域”。11 或者，正如他用德勒兹式的说法所表述的那样，“从卢克莱修、经由谢林的《世界时代》（Weltalter）与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再到德勒兹‘意义的逻辑’的唯物主义问题……即是假象本身的发生：身体的实在如何从自身内部生成幻象般的表面、即‘无形体的’意义事件？”（Žižek 1997a, 58）。安德鲁·鲍伊（Andrew Bowie）恰切地指出，谢林指认出了一个“触及康德课题核心的根本问题：人们如何解释先验主体性本身的发生？”（Bowie 1993, 34）。

一般而言，谢林试图描绘这样一个过程：超越物质的主体性（作为一种精神超越性或先验观念性）内在涌现于实体性的物质基础（作为“生产性”自然的实在根据[Grund]）。然而，尽管谢林坚持主体产生于实体，但他依然坚称，在这一发生学涌现的运动之后，由此产生的主体此后仍然不可还原为其（如今已被遮蔽的）源头的物质性。12 这种对先验主体的一阶发生学可能条件的追寻（这种主体性一旦自身形成，便作为经验现实的一组二阶可能条件而运作），等同于寻求对主体的一种元先验（meta-transcendental）阐释，可以说是探寻奠定康德批判系统所勾勒的那些静态可能条件之底层的发生学可能条件。但在深入考察齐泽克理论议程中最核心的谢林概念之前，关于谢林与康德的关系还需多交代一些。

在他1797年的《阐释〈知识学〉中唯心主义的论文》（“Treatise Explanatory of the Idealism in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中，年轻的谢林提出了也许在他余下的哲学工作中一直萦绕于心的决定性问题：“那么，内在于我们表象之中的实在性究竟是什么？”（Schelling 1994b, 69）。在提出这一疑问后不久，他将“实在”（the real）与“现实”/“现实性”（die Wirklichkeit）进行了对比，并指出后者指的是给予主体的经验（即康德意义上的“现实”，作为经验客体的领域），而前者则指称某种更基本的东西，即一个有形的、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它始终抗拒被任何纯粹唯心主义对主体在作为经验的现实范围内自我封闭的强调所解释。（拉康沿着极其相似的思路区分了实在界与现实，13 尽管在长达二十七年的《讨论班》（le Séminaire）中谢林一次也未被提及。）甚至在他发展的这一早期节点，谢林就表达出了被他直接的唯心主义前辈宣告为不可容许的哲学抱负。他坚称，对主体表象中什么是“实在的”提出探问，本身就要求一种“朝向实在”（zum Realen）的努力，也就是说，一种走出意识那有限而狭隘的现实这一封闭圆圈的奋斗。这无异于重新引入了被批判哲学精神所禁止的问题：经验客体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物自身（作为本体性实在界）如何通过谢林所指称的主体对“实在的感受性”，被登记为现实的一部分（即作为经验的现象客体）？

谢林的用词（正如上文所引）甚至在1797年这一初步阶段，就已经暗示了他在后来的“后唯心主义”著作中所提供的最终解决方案。他谈到了某种“内在”于主体表象之中的东西。谢林偏离了康德关于“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是处于被经验客体之外或其背后的超越性外部这一标准概念，并没有在物与客体这两个原本彼此对立的外部实体之间建立联系，而是暗示“自身”（an sich）的实在界、本体论层面本身内在嵌入在主体经验领域的现实之中（正如齐泽克所言，谢林式的实在界是现实那被遮蔽的始基性/原初性下腹部，但它依然在脆弱且被框定的经验领域内反复“坚持”[insists]，这是一种桀骜不驯的原初物质性，不断威胁着要爆发在世俗现实的领域之内——现实的“存在”[existence]应与实在界的“坚持”[insistence]相对立14）。在宣布对“内在于我们表象之中的实在性”进行调查的紧迫性几段之后，谢林将注意力转向了康德：

康德从作为我们认识中第一要素的直观出发。这很快导致了直观是最低级的认识形式这一断言。然而它却是人类精神中最高级的东西，一切进一步的认识都从中汲取其有效性与现实性。此外，康德说直观必须以我们感性能力[Sinnlichkeit]受到触动为先决条件，尽管他把关于这种能力起源的问题完全悬置未决。在这里，他蓄意留下了一件后来作为理性的终极与最高问题而浮现出来的东西<从未得到解决>。（Schelling 1994b, 70）

几乎可以肯定，谢林指的是《纯粹理性批判》第B 145页，即“先验演绎”B版第21节中那段令人不安的段落，康德在其中承认，“待直观的杂多”必须在知性的综合活动之前被给予（尽管康德在整部第一《批判》中都坚持知性“先于”任何具体的直观被给予实例）。15 正如谢林正确指出的那样，康德本人从未提供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

对谢林而言，康德将形式的、概念性的知性置于实际经验的具体感性直观之上，颠倒了后者相对于前者的真正优先性。此外，他断言康德未能说明经验的发生（例如通过解释实在界如何触动主体以产生已知的现实客体），这威胁到剥夺先验哲学的奠基地位：“谢林所采取的关键步骤，在于证明理性系统最终无法解释其自身存在的事实”（Bowie 1993, 162）。换言之，如果康德仅仅将经验的被给予性当作一个无法解释的、被默认假定的“事实”，那么他的整个系统就建立在某种看似无法解释的经验偶然性之上；康德式的理性逻各斯就有处于一种晦暗、非理性的无根据状态的危险。由于缺乏关于经验本身（其主体以及客体）涌现的明确理论叙述，批判机制必须从其自称的作为哲学终极基础的地位上被降级。在关于康德在现代哲学史上地位的演讲的一个脚注中，谢林正是这样说的：

如果问题在于哲学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究竟是一门先天的还是一门后天的科学，那么康德……并没有真正拿定主意。因为如果比如按照他的看法，哲学就在于他所建立的《纯粹理性批判》，那么显而易见，他只是从观察与经验中获得了这一批判的内容，并相应地在最终意义上宣布哲学本身是一门经验科学。康德反对经验主义，仅仅在于他反对洛克、尤其是反对大卫·休谟，证明了经验表象本身中包含知性的先天要素——但他自己是如何得出或达到这一断言的，他基本上没有解释，或者仅仅是通过在确立这一断言时完全从经验出发而默许地做到这一点的，即从观察到的那些概念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经验出发。（Schelling 1994a, 104）

众所周知，康德通过展示人们如何无法成为一个自洽的经验主义者而扭转了对休谟的局势：即使人们成功确立了所有知识都源于“印象”，人们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实际拥有印象的能力以及印象的不变形式特征，必须以非经验的方式加以解释。谢林试图对康德进行类似的局势扭转：他提出，作为一门先天的科学的哲学实践者，要成为一个自洽的先验哲学家，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提供其在先的发生学根据（Grund，如感觉、自然等等），超越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解释框架。否则，正如他在谈及批判哲学时所说的那样，“这个体系无需反驳。阐述它，就是从根本上颠覆它”（Schelling 1988, 26）。谢林指责剥离了这种基础的康德主义，最终与它理应超越的休谟认识论一样是经验主义的。

尽管如此，谢林绝非否认康德关于认识论和主体性洞见的有效性。然而他坚称，康德体系必须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即对制约着康德批判分析所由出发的经验领域的发生的在先根据进行精确的哲学阐明。16（例如，在1800年前后，谢林设想他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扮演辅助性认识论考察的本体论基础角色。）事实上，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指出，直面康德批判体系的不完备性，是推动年轻谢林进入哲学研究的最重要动力之一：“毫无疑问，他涉足哲学的根本动机，主要植根于他被卷入关于康德哲学理论缺陷以及克服这些缺陷的可能途径的讨论之中”（Horstmann 2000, 129）。正如谢林在《自然哲学思想》（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1797/1803）中谈及康德时所说：“事物究竟是如何被表象出来的，对此有着最深的沉默”（Schelling 1988, 26）。在这种沉默的鞭策下，谢林的课题是构建一种发生学先验论（genetic transcendentalism），在这一体系中，超越（先验）者的逐步涌现及其相应的经验模式，被把握为内在微生于一元本体论层面的哲学上可解释的过程。（这也是齐泽克通过结合使用德国唯心主义与精神分析所承担的任务，他试图锻造一种先验唯物主义的主体理论，根据该理论，用谢林的话来说，主体性那看似超越的观念性，是内在产生于作为根据的实在界之不一致、不稳定的[原初]物质性内部及其造成的存在的织体破裂。）海德格尔在他1936年关于谢林的讲座中谈到这同一问题时声称，“批判作为批判，其自身并没有被奠基”（Heidegger 1985, 41）。谢林将自己视为纠正这一缺陷的思想家。

然而，尽管驱动谢林大部分工作的主要是康德式的灵感，但两位哲学家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重大分歧。在《不可分割的残余》中，齐泽克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将谢林与康德区分开来的一个特定鸿沟：

在这里谢林与康德恰恰相反：理性原本是“狂喜的”（“ec-static”，出离自身的），在自身之外；它从未始于自身；它的活动绝非建立在自身之中，而总是由……某种碰撞所触发，这种碰撞为思想提供了冲力——这一碰撞、这一与实在的相遇，将实际经验与仅仅可能的经验区分开来。相反，康德……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他建立起可能经验的条件网络，以确保与实在的实际经验、与物（Thing）的相遇永远不会发生，从而使主体实际遇到的一切都将是已经被士绅化-驯化了的表象现实。（Žižek 1996b, 74–75）

对康德而言，在概念性逻各斯这一更宽泛的非技术意义上的理性，是奠定现实本身的终极基础。他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基本要旨，在于将经验实在重新聚焦于认识理智的活动之上，而非认识论主体性边界之外的任何本体论大厦之上。另一方面，谢林坚持认为这场革命本身必须被推翻，尽管不是在简单倒退到前康德哲学形式的意义上。他主张康德的结论需要一种康德本人会斥为非法的补充。理性非但不是经验的根据，反而在与其自身封闭范围之外的某种事物的相遇中具有寄生性。齐泽克强调，理性之下这一催生理性却又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始基性根据（Grund），应被设想为一个由相互冲突的前象征驱力构成的旋转深渊。17 也就是说，齐泽克没有聚焦于谢林对本体之物与现象客体之间（非）关联这一令人困扰的康德问题域所尝试的解决方案，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更深层的难题：根据谢林的观点，本体与现象之间的这种分裂最初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分裂假定了与预设为不可企及的“自身”[an sich]实在界断裂开来的主体的发生）。

此外，齐泽克对康德-谢林-黑格尔三元组的评估，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谢林立场的哲学独特性。思维（即观念者[the Ideal]）与存在（即实在者[the Real]）既非对立或互斥的（按照陈词滥调的康德主义），亦非全然同一的（按照人们通常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最终结果）。在谢林的发生学阐述中，他假定观念-思维（I）产生于实在-存在（R）。但是，正如在谢林后期的文本中变得清晰的那样（特别是在1809年的《对人类自由本质的哲学调查》和1813—1815年的《世界时代》草稿中所运用的因果模型中），尽管I产生于R，并且尽管认识论主体的经验现实这一观念媒介在其自身核心中蕴含着实在界的一个原初内核（经验的存在同时反映了两个层面，即
𝐼/𝑅
），但就主体对该内核的直接可达性而言，这个内核却失落了（按照谢林1809年记号的风格，经验现实作为
𝐼/𝑅
，尽管产生于
𝑅
的根据[Grund]，却依然不可还原为
𝑅
——也就是说，
$I/R 
eq R$
）。18 与康德不同，实在界并非在观念者之外。本体论上的“自身”（an sich）作为未被形式的观念中介处理的粗糙原始感觉的直接性，内在于主体。与此相关，与简化版的黑格尔不同，观念者从未能完全成功地将实在界吸纳并从概念上消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仍然是思维那无法解释的根据，尽管任何理性系统都依赖于这一根据，却无法对其做出说明）。19 照此看来，齐泽克诉诸谢林后期著作中的一个区分：“根据”（ground）与“存在”（existence）。在当前讨论的语境中，后者指的是给予已经构成的主体的经验（即谢林指责康德在构建第一《批判》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出发生点之“经验”）；前者则是经验之存在的原初、始基性起源（在齐泽克的解读中，这涉及“驱力的旋转运动”20）。

    齐泽克的本体论
    

    


7 实体对抗自身：令人不安的驱力漩涡

与他对笛卡尔式我思、康德本体性物自身（Ding an sich）以及黑格尔“世界之夜”的描述一致（他将所有这些都描述为可怕的怪物——见第3章），齐泽克同样将谢林式的根据刻画为某种可怕且令人不安的东西：“轻灵的意象与——惰性、致密的——实在界的生硬事实之间的裂隙，恰恰是存在（轻灵的形式）与其不可穿透的根据之间的裂隙，正因如此，正如谢林所言，现实的终极底座是可怖者（the Horrible）”（Žižek 1997a, 23–24）。他在此影射了谢林《世界时代》（Weltalter）中的一段话，该段落宣称：“但如果他们能够穿透事物的外部表面，他们就会看到，一切生命与存在的真正原初质料恰恰是那令人惊骇之物”（Schelling 2000, 104）。例如，笛卡尔和康德都没有用齐泽克所使用的这些色调和语气来描绘其核心概念，而谢林在其后期著作中却明确如此行文。同样，在《脆弱的绝对》（The Fragile Absolute）中，齐泽克对谢林的讨论提到了“真理的终极怪物性”及其对“前本体论的淫猥特异场景”的依赖。1 这些刻画更多是在根据（Grund）而非太初根据（Urgrund）的意义上指称谢林式的根据。在经由观念中介的经验现实及其转瞬即逝的结构之下的物质基底，是某种可怕地无形式之物，是一团令人厌恶的肉质块体（齐泽克将这一基底指认为“实在界的肉身深度”2）。

正如已经见到的那样（见第3章），齐泽克针对特定现代哲学概念似乎奇怪地选择诸如“可怕的”、“怪物般的”等形容词，一种可能的解释与具身存在的有限性有关，与“凡胎肉身的结局”（the way of all flesh）这一终有一死的命运有关（即作为蓬勃发展的本我-驱力身体的肉身实在界[corpo-Real]，所有的驱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死亡驱力3）。恰恰沿着这些思路，谢林在其《克拉拉》（Clara）对话录中谈到了“自然的恐怖”，4 声称“在自然内部存在着某种无名且可怕的东西”（Schelling 2002, 21）。接着他指出了自然之无常本质的“可憎”必然性。5 在《世界时代》中，他坚称，直观潜藏在现实表象的“平和”假象之下的“内在生命”，容易引发“恐怖”。6 这一在齐泽克阐释议程重点青睐的那些后期文本（尤其是《自由论文》、“斯图加特私塾讲演”、《克拉拉》对话录以及《世界时代》手稿）中凸显出来的谢林式主题，对于一种受到元心理学启发的先验唯物主义主体性理论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含蓄地提出了对这种理论至关重要的两个公理式命题：第一，主体的底层个体发生基础由某种实在界的物质性构成，更具体地说，由一种从一开始就与自身相冲突的内部冲突的力比多经济构成（即作为宛如实体对抗自身的波动性的谢林-齐泽克式“驱力[Trieb]漩涡”）；第二，主体之所以在发生学上被产生出来，是由于这种初始状态令人不安的不满——原本失调的力比多经济饱受令人心神不宁的对抗困扰——促成了驯化和管束这一肉身实在界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最终构成并定义了主体性本身的基本轮廓（类似于以对具身物质性的部分超越为特征的主体位置）。齐泽克将目光锁定在《世界时代》手稿上，认为它包含了从谢林关于上帝和创世的准宗教沉思中提炼出这一哲学-元心理学主体性阐述的关键。

谢林1809年关于人类自由的论文中的多个段落，预示了随后在《世界时代》中勾勒出的神智学叙事。例如，谢林在其中宣称：

在自我启示的永恒行动之后，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世界完全是规则、秩序和形式；但桀骜不驯之物始终潜伏在深处，仿佛它可能再次突破出来；秩序和形式在任何地方似乎都不是原初的，而是看起来仿佛最初桀骜不驯之物被引入了秩序。这是事物中现实性的无法理解的基础，是用最大努力也无法消解进理性、却始终留存在深处的不可还原的残余。真正的理性正是从这种不合理之物中诞生出来的。若没有这先行的幽暗，创造就没有现实性；黑暗是其必然的遗产。（Schelling 1936, 34）

在受到理性支配、具有形式结构的现实那平稳光滑的表面（这些表面产生于这同一个基础——尽管在产生之后，表面与深度、观念者与实在界之间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张力）之下，紧挨着一个被遮蔽却坚持着的下腹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基础。至少就人类生存而言，谢林在这里似乎提出了一条反向熵增定律：混沌在先，任何建立起来的秩序必然以这种混沌为先决条件，秩序从混沌中涌现并随后将其排除（这种排除将桀骜不驯的根据贬黜为“不可还原的残余”的地位，即齐泽克的“不可分割的残余”，作为“从有机整体中突显出来的东西，即无法被纳入/整合进社会历史总体中的过剩”7）。谢林继续写道：

所有的诞生都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诞生：种子必须埋在土中并在黑暗中死去，以便更可爱的光明造物能够在阳光中升起并舒展自身。人是在母亲的子宫中成形的；唯有从非理性的黑暗中（从感受、从渴望[理解的高尚母亲]中）才能生长出清晰的思想。我们必须这样想象太初的渴望——确实朝向理性，尽管尚未认识它，正如我们渴望着未知的、无名的卓越那样。这太初的渴望像汹涌翻腾的波涛一样在期盼中涌动，类似于柏拉图的“质料”，遵循着某种黑暗、不确定的法则，其本身无力形成任何能够持久之物。（Schelling 1936, 35）

至少早在1809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谢林就一贯坚持实在界必然先于观念者，8 即一种古老、阴暗的（原初）物质性的悸动，先于并制约着随后绽放出的更为飘渺、精神化的生存维度的明艳之花，而这一生存维度无论如何都扎根于这片致密沉重的土壤之中。9 然而，他在勾勒这一基本动力学时附带的关键警告是：“依赖性并不决定被依赖者的本质，它仅仅宣称被依赖的实体——无论它可能是什么——只能作为它所依赖之物的结果而存在；它并不宣称这个被依赖的实体是什么或不是什么”（Schelling 1936, 18）。换句话说，承认观念者受实在界的（个体发生学上的）制约，并不等同于一种还原论的断言，即认为观念者相对于实在界仅仅是副现象（即观念者的[准]非物质性归根结底可还原为实在界的物质性）。在这里，符合辩证思维的一般信条，（观念的）结果可以超越其（实在的）原因，这一信条例如反映在拉康在第十一讲座中提出的“机遇-自动化”（tuché-automaton）因果模型中（见第5章）。这使得这样一种可能性成为可能：物质实在界的根据可以在内部/内在产生一个“非物质化”过程，最终导致一种超越物质的主体性形式的涌现，这种主体在被创造和/或创造自身的过程中，享有一种相对于它从中分裂出来的根据（Grund）的相对自主性。谢林本人强调了由此勾勒出的动力学的反柏拉图意旨：相对于柏拉图从预先存在的静态理式（eidos）高处下降到世俗物质现实的低下的运动，谢林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这种从幽暗晦涩的深处上升的创造性、生成性运动。10

此外，谢林在上文引文中所调用的“太初渴望”概念，指涉了他后期著作中对齐泽克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维度：即诸如驱力、欲望、激情等力量在现实的建构中起着绝对基础性的作用（这一命题对于任何对人类状况的精神分析解释都是核心的）。在1810年的“斯图加特私塾讲演”中，谢林宣称“欲望”（Begierde）是精神观念性的原初显现：

我们所说的精神，是凭借自身而存在的，是一团自我燃烧的火焰。然而，因为作为一个存在物，它受到存在的反对，因此精神不过是对这种存在的成瘾，正如火焰对物质上瘾一样。因此，精神的最底层形式是一种成瘾、一种欲望、某种轻灵之物。凡是希望从其最深刻的根源把握精神概念的人，都必须充分熟悉欲望的本质。（Schelling 1994c, 230）

随后他用相似的措辞来表征欲望，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懈的追求”和“一种永不满足的执迷”11（人们不禁会想到拉康关于欲望的构想，即欲望是通过无限延宕满足来维持的，是一种无法停留在充分的满足提供者之上的力比多躁动不安）。这种充满欲望和激情的精神（Geist）既“自我燃烧”，又“对物质上瘾”——也就是说，最初体现于欲望之中的观念精神性，同时独立于实在物质性并依赖于它（或者，正如谢林在《世界时代》中所说，介于虚无与存在之间的觊觎，是一种非存在，但它并非单纯的虚无；12 同样，拉康的理论与谢林的哲学产生了共鸣，因为拉康将作为“存在之匮乏”[manque-à-être]的欲望与缺席、匮乏、否定性、非存在、虚无等联系起来）。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可维持的矛盾吗？

一旦人们理解了根据谢林的观点，一种矛盾的对抗/张力总是已经从其内部核心深处扰动着存在（用拉康的措辞来说，在存在之中有着多于存在本身的东西），这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正如他不知疲倦地一再断言的那样，自然存在的实在界在其自身内部（或许作为某种“外密”[extimate]之物）包含了精神否定性的观念者，即那种脱离并超越这一根据之物。世界自身承载着某种对其而言外在的东西13——更具体地说，感性之物蕴藏着精神之物。14 谢林在此对欲望的处理，是他描绘超越者在其各种形式和模式中的内在发生的总体倾向的产物。他声称“自然……由内而外地解放自身”（Schelling 2000, 58）。关于欲望作为精神维度的原初体现，这意味着属于自然存在的实在界的热切渴望（而非它与某种预先存在的外部能动性或力量的他性的碰撞），在内部生成了使那永恒“在存在之中多于存在本身”之物打破谢林所描绘的膨胀与收缩的无效循环的本体论封闭所必需的动力。从驱力（Trieb）漩涡的牢狱中实现“逃逸速度”背后的动力，恰恰来自于这同一座牢狱的内部界限。《世界时代》手稿在这一问题上极为明确。太初的生命被“摆脱不自主运动和渴望之苦难的愿望”所萦绕，被摆脱驱力旋转运动以获得自由的“执迷”或“期盼”所困扰15（这一旋转运动、这一循环运动被界定为“第一自然”16）。此外，这种原初状态将其本质的一部分包含为矛盾的不平衡：

第一存在就是矛盾本身，反之亦然……第一现实性只能在矛盾中存续。一切生命都必须经受矛盾之火的考验。矛盾是生命的动力机制和最深层的核心……如果只有统一，一切都处于和平之中，那么确实，没有任何东西愿意骚动起来，一切都将沉沦于倦怠无力之中。（Schelling 2000, 90）

谢林补充道：

物质仿佛处于自残的狂怒之中，碎裂成各个独立的中心……一切生成之物都只能在不满中生成。正如焦虑是每一个有生命造物的基本感受一样，一切活着之物也仅仅是在剧烈的挣扎中被孕育和诞生的。（Schelling 2000, 91）

作为内在于存在的物质性的“自残狂怒”之“不满”的“矛盾之火”，催化/促成了矗立在受驱使的物质那翻滚沸腾的大锅之上的“更高”存在平面的涌现与追求。如果谢林所说的“欲望”指的是物质实在界内部的这种基本冲动，那么现在应该清楚为什么作为观念精神性基础的欲望，同时独立于又依赖于存在的实在物质性：存在催生了欲望的非存在，而欲望虽然归功于存在而获得其存在，却试图实现相对于存在的相对自主性。

然而，齐泽克受拉康启发的对谢林的解读告诫人们，不要过快地在欲望（Begierde）与驱力（Trieb）之间划等号。17（尽管人们也必须注意不要把后来的元心理学概念区分追溯性地投射回谢林哲学之中——很难说谢林在某一特定文本中或在他1809年之后时期的整个著作跨度中，是否在“欲望”、“驱力”、“执迷”、“激情”、“期盼”等词语之间认同任何鲜明的界线。）在其1997年论谢林的论文《自由的深渊》结尾处，齐泽克讨论了拉康关于欲望与驱力的二分法：欲望是“历史性的和主体化了的”，而驱力是重复性的和非主体性的。18 然而，例如在谢林的《克拉拉》对话录中，有人提出“我们内部欲望与激情的居所可能属于我们，但它并不是我们自己”（Schelling 2002, 54）；也就是说，谢林式的欲望是一种类似于拉康-齐泽克式驱力的外密外来实体。这暗示了谢林在“欲望”与“驱力”这两个术语之间并没有维持与拉康理论中起作用的界线相平行的清晰概念界线——当然，除非人们在“欲望与激情的居所”（将这一居所本身界定为外密的“驱力-物”[Trieb-Thing]）与“欲望和激情”（作为这种外密实体的被主体化版本、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Trieb的Begierde与Leidenschaft）之间做出区分。然而，在齐泽克与谢林交锋的语境中，挽救其调用驱力与欲望对立的更富有成效的方法，是转向谢林对身-魂-灵三元结构的描绘以及相关的“精神肉身性”（geistige Körperlichkeit）概念。

在“斯图加特私塾讲演”中，谢林简要提及了他所谓的“魔性”（the demonic），其定义为“精神的肉身维度与身体的精神维度”。19 但正是在《克拉拉》对话录中，他提供了对精神肉身性最持续的阐述。在其中，谢林区分了身体（作为有机存在的物质实在界）、精神（作为主观心灵的非物质观念者）与灵魂（作为处于个体的这两个方面之间并连接它们的某种事物）——“整个人”是这三个维度的统一。20 事实上，谢林对身体、精神与灵魂之间关系的描述，听起来类似于困扰晚期拉康的一种结构，即博罗米安结（Borromean knot，将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绑定在一起）。谢林式的“整个人”可以被设想为恰恰这样一种绳结结构，其三个环（即身体、精神与灵魂）以特定的方式链接在一起，只要其中一个环断裂或缺失，整个绳结就会散开并复归于无（换句话说，唯有这三个相互依赖要素的结合才构成一个“整个人”21）。谢林将这种类似于博罗米安结的相互依赖性称为“活生生的旋转”22（在《世界时代》中，他同样假定了肉身实在界与精神观念者之间的“循环”运动23）。随后他进而提出，身体与精神在本质上都是双重的，各自在内部裂解为身体性（实在）与精神性（观念）两面：24 身体包含一个身体性身体（BB）和一个精神性身体（SB），而精神包含一个身体性精神（BS）和一个精神性精神（SS）。25 人们或许可以将谢林式的灵魂视为SB与BS重叠的交叉点，即一个精神性身体和/或身体性精神（谢林在1802年的两篇作品中勾勒了这一灵魂构想的较早版本：即《布鲁诺》[Bruno]对话录及其《大学研究讲座》[On University Studies]26）。而且，从（本体）发生学上讲，人们可以规定，作为精神肉身性的精神性身体（作为自然物质性内部超越这种物质性的欲望），促成或催生了作为肉身精神性的身体性精神的涌现（作为实际超越自然物质性的欲望）。

齐泽克宣称，谢林这条推测路线的关键结论是这样一个论断：“没有‘幽灵世界’（Geisterwelt）就没有‘精神’（Geist），没有活死人那淫猥幽灵般的‘精神肉身性’，就没有‘逻各斯’（Logos）的纯粹精神性”（Žižek 1996b, 3–4）。因此，坚持在理论上必然假定灵魂作为“精神肉身性”（geistige Körperlichkeit）的悖论性存在，使得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简单化哲学区分成问题27（并且在反思其早期构建系统性“自然哲学”的尝试时，谢林在其19世纪30年代的现代哲学讲座中，描述了试图将自己的哲学强行塞入诸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立场之间所谓过时对立的困难28）。就谢林坚持身体固有地包含着后来超越纯粹物理存在之物而言，他的物质（作为精神肉身性）并非还原论、机械论唯物主义的材料；此外，就他同时坚持精神若不将自身体现于某种奇怪的准物质性（作为肉身精神性）的支持媒介中便无法存在而言，谢林式的主体性并不是更加传统形态下的现代哲学唯心主义那脱离肉身的心灵。虽然在作为有机物质的副现象残留物的意义上并非物质性的，但主观观念性的（伪）非物质性依赖于外部中介矩阵的存在，依赖于为它特有的（非）存在提供支撑的空灵“实体”。简言之，非物质主体终究不是那么非物质的。因此，齐泽克将谢林赞誉为后来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批判的始祖。29

那么，鉴于探讨谢林式的灵魂作为一种精神肉身性和/或肉身精神性的这一迂回考察，是由如何将谢林定位在齐泽克对驱力与欲望的拉康式区分中的问题所驱动的，齐泽克又是如何将“精神肉身性”（geistige Körperlichkeit）翻译进拉康的语言中的呢？他声称，“从拉康的视角来看，很容易将这种‘精神肉身性’指认为物质化了的享乐（materialized jouissance），‘化为肉身的享乐’” （Žižek 1997a, 47; Žižek 2001b, 102）。然后他进而提出：

没有象征秩序就没有幻象空间，没有伪物质的、“虚拟的”、幻象表象可以在其中涌现的“另一场景”，就没有“逻各斯”（logos）的观念秩序；或者正如谢林所言，没有“诸幽灵”就没有“精神”，没有“幽灵”（活死人、鬼魂、吸血鬼……）那淫猥、空灵、幻象般的肉身性，就没有纯粹的理念之精神宇宙。正是在这里，在对理念无可避免的伪物质幻象支撑的断言中，存在着真正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关键洞见。（Žižek 1997a, 60–61）

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在哲学上最具颠覆性的特征之一——当代思想仍在努力充分把握和消化的意涵——在于它以独特的方式瓦解了转瞬即逝、不可捉摸的“内心世界”（Innenwelt，例如主观心灵的观念领域，充满了其心理活动和无实质的表象内容）与有形且沉重的“外部环境”（Umwelt，主要是构成与非物质心灵及其表象既对立又互补的一切事物的“原始物质”）之间的区分。拉康可以说提出，能指可以说是拥有它自己的身体，它具有一种特殊的肉身性（尽管这是一种不可还原为“思维物”[res cogitans]与“广延物”[res extensa]之间标准二分法任何一极的具身物质性）：“语言并非非物质的。它是一个精妙的身体，但它确凿是身体”（Lacan 2006f, 248）。或者，正如拉康后来暗示这一绝对核心的命题时所说：“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结构的实体……这并非隐喻”（SXIV2/1/67）。在好几个场合，他特意强调，“物质的”（material）一词的这种特殊用法不应被理解为纯粹隐喻性的。30

在其年度讲座的第一年，拉康在谈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Traumdeutung）时指出，这部精神分析奠基之作的“唯一目的”，“在于在梦的功能中展示物质能指的重叠涵义”（SI 244）。在第二讲座中，拉康将语言描述为“某种物质性的东西”。31 在第三讲座中，拉康宣称“能指应当在语言材料的意义上去理解”（SIII 32）。在其他地方，在《治疗的导向及其权力的原则》中，当拉康阐述基于“无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这一公理的分析性解释实践需要什么时，再次使用了“材料/物质”（material）这个词：“解释……奠基在……这一事实上：无意识具有语言的激进结构，并且某种材料根据特定法则在无意识中运作”（Lacan 2006k, 496）。在他教学的这个就职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在约1960年表面上的“唯物主义转向”之前），拉康极其清楚地表明，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家，他感兴趣的是物质性而非意义。他后来将这一立场总结如下：

如果你翻开弗洛伊德的一本书，尤其是那些专门论述无意识的书，你可以绝对肯定——这不是概率，而是一种必然确凿无疑——会翻到这样一页：上面不仅涉及词语——自然在一本书里总是有词语，有许多印刷出来的词语——而且这些词语正是人们通过其寻求处理无意识的途径的客体。甚至不是词语的意义，而是处于其肉身、处于其物质性方面的词语（Lacan 1970, 187）

在随后的著作中，拉康继续坚称，就概念透明度的轻灵而言，语言显然并非非物质的。32 能指确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化身形式。33

在《克拉拉》中，谢林以惊人的方式预示了拉康，宣称“甚至语言也包含着一种精神本质与一种肉身要素”（Schelling 2002, 72）。同样，拉康的能指在其整个作品跨度中的各种表现和实例，对于那些卷入唯物主义对抗唯心主义的哲学竞争中的人来说，是一个悖论性的汇聚点或并置点。拉康的能指无非就是精神分析所要求的必须被概念化为观念物质性的东西，它是精神生活本身的“质料”，是位于心灵内在性之中作为外来具身存在的思维的非主体性“物性”。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著名的论文《真理的传递者》（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辩称拉康所诉诸的所谓物质性只是掩盖了实质上等同于“能指的观念性”的东西34——拉康被指责为欺骗性地将他的唯心主义加冕为唯物主义的形式——德里达忽略了拉康能指作为观念物质性一部分的这种奇特地位，忽略了它既非纯粹观念的、亦非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物质的。对于一个通常如此热衷于将二元对立作为不充分和不可维持之物加以问题化的人而言，德里达讽刺性地调动了观念性与物质性之间非常标准的对立版本来攻击拉康：既然拉康在《“被窃的信”讲座》中将作为字母的能指限定为“不可分割的”，而且既然物理物质（德里达称之为“经验物质性”）在现象学上能够进行看似无限的分解，德里达便得出结论：“这种从无处可寻的不可分割性中推导出来的‘物质性’，事实上对应于一种观念化”（Derrida 1987, 464）。构成观念痕迹的声学和/或书写实体是否必须表现出与其他物质碎片完全相同的属性（例如可分性属性）？德里达真的会强迫人们在经验物质性（按照将物质视为单纯物理质料、视为世界上“外部”可感知客体的素朴观念）与观念性之间做出抉择吗？更耐人寻味的是，这里隐含但未提及的“非经验物质性”的本质可能是什么？

回到讨论的主线，齐泽克的论点似乎是：谢林式的精神肉身性概念预示了拉康关于能指物质性的这一主题（齐泽克上文提到的作为谢林式“精神肉身性”[geistige Körperlichkeit]的拉康等价物的“物质化了的享乐”[materialized jouissance]，无非就是“字母”，即作为享乐在被还原为无意义的、“肉质的”物质性的能指内部并通过它们而在结构上结晶出来的“享乐-意义”[joui-sens / enjoy-meant]35）。根据谢林关于精神领域同时涉及精神性精神（SS）与身体性精神（BS）的论断，拉康将语言（在象征结构的广义上理解）视为在重要性/能指涵义（语言的转瞬即逝、轻灵的一面[SS]）与实体（语言的晦暗、沉重的一面[BS]）之间产生分裂。而且，与谢林一样，他强烈坚持人们不能只要前者而不要后者（正如齐泽克所言，“没有诸幽灵就没有精神”）——也就是说，如果不穿过作为无意义物质的语言那黑暗、致密的（干扰性）媒介，人们就无法直接且立即地触及作为意义载体的语言的清晰透明性。（正如精神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这种物质性往往会破坏纯粹有意识-观念的意指意图，相对于依附于在清晰表达过程中部署的能指的身体性精神的预期意义，产生有害的过剩/剩余。36）更有甚者，鉴于拉康将主体性与能指的中介联系起来，谢林-拉康式主体的否定性/非存在确实以某种方式受到一种特殊类型的肉身精神性的支撑——这种作为精神的主体，没有作为能指的诸幽灵就无法存在（当然，拉康会反对单纯将主体性等同于作为其[非]存在支撑的这种肉身精神性）。用齐泽克式的谢林的话来说，具有煽动性、充斥着冲突的驱力漩涡（作为一种精神肉身性）产生了剧烈的破裂，导致了存在与非存在、实体与主体之间分裂的生成——在精神肉身性领域中持存的欲望，正是这种大出血之后留存下来的东西，同时将这种精神非存在与肉身存在连接又分离开来（这一表述类似于拉康的等式，根据该等式，欲望是从需求中减去要求之后剩下的残余37）。

在以这种方式做好了铺垫之后，现在有可能富有成效地考察谢林的《世界时代》以及齐泽克对它的运用了（更具体地说是“驱力”[Trieb]的主题）。正如所见，齐泽克将这一文本解读为主体性心理的（本体）发生史，一个以神智学语汇讲述的有意识存在从无意识根据中涌现的故事。谢林本人解释了他为何感到被迫诉诸寓言和隐喻，而这些寓言和隐喻可能显得不如他早期著作中所使用的晚期现代哲学话语那样清晰和明确。《世界时代》手稿的三篇草稿代表着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一个旨在探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纪元的课题。该课题现存的三篇未竟版本专门探讨过去。谢林所说的“过去”，是指永恒的过去，即先于当下时间周期（作为按年代顺序建构的现在点序列）的（线性）时间之前的时间：“矛盾的太初状态，那野火，那执迷和渴望的生命，被确立为过去。但是，由于从永恒就存在的神性永远不可能拥有存在，那种太初状态被确立为一种永恒的过去，一种不是先成为过去、而是从太初开端和从全永恒以来就是过去的存在”（Schelling 2000, 38–39）。

然而，哲学家别无选择，只能从当下时代的界限和约束内部，奋力将这个永恒的过去概念化，一个与当下截然不同的过去：“如果这个阐述中的一切并非完全可以理解，那么人们可能要考虑到，这里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过去的状态，与人们不自主地作为反思基础的当前状态截然不同。过去的状态无法从当前状态来理解。相反，过去的状态构成了当前状态的基础”（Schelling 2000, 100）。这里的认识论问题类似于促使拉康将其实在界域称为“不可能者”的问题。（想象-象征现实是以实在界的排除/扣除为前提的，因此在现实框架内充分理解和描述实在界是无法直接完成的——只有当实在界成为“过去”，才可能有现实与主体性。）此外，齐泽克将谢林的这种永恒过去指认为无非就是驱力（Trieb）的漩涡：“驱力的旋转运动本身即是过去：它不是曾经是现在而现在成了过去，而是从时间肇始之时就是过去”（Žižek 1997a, 30）。谢林的“驱力的太初对抗”是“无时间过去”的一部分。38 鉴于他对驱力与欲望的对比方式，齐泽克认为Trieb在本质上是非时间的或反时间的，因为它作为“重复循环”中的“旋转运动”而运作39（尽管这种将驱力设想为无时间的构想并非没有其重大问题40）。

在谢林的“斯图加特私塾讲演”期间，有些时刻《世界时代》尝试的初步轮廓清晰可见。在其中，他明确断言，一方面在个体主体性形成所涉及的发生动力学与另一方面上帝通过将自身提升到自身充斥着驱力的存在的晦暗纷争之上而创造出存在的自然世界的过程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平行关系。41 无论是个体主体还是神圣创造者，“走向意识”都是从先前的“前意识状态（Bewusstlosigkeit）”（人们也可以将其翻译为“非意识”）发展而来的，该状态缺乏“对划分与区分（Scheidung und Unterscheidung）的任何意识”（Schelling 1994c, 206）。更有甚者，在这同一文本中，谢林主张意识本身需要分离、不和、冲突、对抗等等——简言之，即“划分与区分”。42 对于具有精神分析倾向的耳朵来说，可以立刻听到与弗洛伊德关于自我个体发生描述（尤其是在第二地形学以及为1920年后的转变铺平道路的元心理学论文中）的可闻共鸣：一个离散的有意识“自我”是通过与先前未分化的无区别状态的决裂而产生的。结构化的心理机制建立在清晰划定的分界线之上，而这些分界线据称在个体生命史的最早阶段是不存在的。43

在《世界时代》中，谢林的神智学叙事提到了由膨胀与收缩这两个对立力量之间的无效脉动、反复振荡为特征的原初状况（作为“斯图加特私塾讲演”中提到的“前意识状态”）44（齐泽克将其解读为古老驱力的重复性旋转循环）。他甚至暗示了这样一个概念：这种以力量对立为标志的状况，意味着被困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封闭之中。45 那么，最终打破这一僵局的是什么？如果膨胀与收缩之间的这种脉动/振荡处于完美的平衡之中，涉及严格的互补性，那么这种初始状态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然而，谢林推测，某种令人不安的不平衡，某种扰乱驱力循环运动的令人心神不宁的张力，进行了干预，从而促使这种原初状态分裂自身，催生出其他东西：“矛盾……唯独是驱动行动、甚至强迫行动的东西。因此，没有矛盾，就不会有运动，没有生命，也就没有进步。只有永恒的停滞，所有力量的死寂沉睡”（Schelling 2000, 12）。他继续说道：

从统一到矛盾的过渡是无法理解的。因为那本身为一、完整而完美的东西，怎么会被诱惑、被吸引、被诱使脱离这种平静呢？另一方面，从矛盾到统一的过渡是自然的，因为矛盾对一切事物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任何身处其中的事物在找到调和或克服它的统一之前，都不会安息。（Schelling 2000, 12）

因此，人们必须追问：据称在永恒的过去作为时间之前的时间而持存的非意识状况，真的只是一种作为追溯性建构的哲学-理论虚构吗？这种由旋转的驱力构成的实在界、这种在膨胀与收缩之间推拉的实在界，是一种与现实的当下存在诸方面相关联并捆绑在一起的神话观念（而非真正先于这一存在的本体论根据）吗？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谢林本人在此似乎暗示，在完全相反的倾向之间处于平衡的太初状态从一开始就从未存在过，甚至在永恒的过去也是如此（齐泽克本人也承认这一点46）。如果在开端处这种平衡就已经就位，那么严格说来，就绝不会有一个作为运动轨迹起点的开端，（能够）脱离并留下这个起源点。谢林明确断言，在开端处，存在着“矛盾”（即对抗、不平衡、冲突、张力等）。

因此，驱力的根据（Grund）并不是由和谐整合的自然能量与冲动构成的坚固、凝聚、统一的本体论基础，也不是与自身合一的致密肉身性的同质、庞然大物，而是缺乏总体对称尺度、比例或比率的冲突要素的碎片化且受扰动的并置。为了解释从根据之实在界（过去）到存在之现实（现在）的（假定的）过渡，这一过去必须被假定为（用拉康的说法）被划杠的实在界（即一个总是已经与自身脱节的实在界）。人们必须假定，可以说，根据未能奠定基础，根据（Grund）即是无根据（Ungrund），是一个深渊般的无根据性。




    齐泽克的本体论
    

    


8 在时间中行动：时间性与决断-区分

在《世界时代》的叙事中，作为无根据（Ungrund）的不平衡的根据（Grund），由于其令人不满的不稳定性以及诱发欲望的矛盾，促成了否定姿态这一突发事件（根据的内在不一致性是允许这一姿态得以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可能条件——根据[Grund]地基内部的裂隙正是敞开的空间、澄明之境，在其内部且从中可以迸发出异于这一根据自身驱力的某种东西）。根据谢林的观点，这种通过对被划杠实在界的内在否定而脱离该不一致根据的摆脱，才是真正的开端时刻（而非驱力[Trieb]漩涡的永恒过去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开端）。他断言，任何运动的开端都以否定为前提，即对一个恰恰通过这种否定而成为起点的点的否定（也就是说，起点之所以成为开端的场所，仅仅在于它被克服或被超越）。1 用神智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话语来说，上帝必须“卑弃”（abject）其无意识的、准物质性的一面，以便将自身构成为一个完全确立的主体；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卑弃的排泄式行动，通过这种与驱力的剧烈拉开距离，上帝才走向（成为）其自身。2 弗洛伊德的想法再次浮现于脑海：在其1925年的论文《否定》（“Die Verneinung”）的结论段落中，他提出诸如内与外、自我与他者等基础性区分，是由广义上的否定机制产生的（其最早的个体发生学版本是将不愉快之物驱逐出去、强力拒斥或背离的运动）。3

从拉康的视角来看，谢林神智学在此的一个特别有趣的特征是他对“存在”（being）与“拥有”（having）之区分的运用（见第5章）。在断言非存在绝非单纯的虚无（即特定类型的否定性享有一种确定的本体论地位）之后，谢林紧接着指出：“因为在每一事物中实际是存在的东西……绝不能与拥有存在的东西完全是同一个”（Schelling 2000, 14）。因此，显而易见，凡是“拥有”存在的事物，都是异于这一存在本身的东西；凡是拥有存在的事物，作为异于存在者，必定是某种非存在/否定性（正如作为被划杠主体$的拉康式主体“拥有”一个身体，但其本身作为一种存在的匮乏，并不能被还原为这种肉身性）。谢林继而将存在与驱力等同起来，从而主张驱力并不“拥有”存在——它们只是“是”。从驱力的存在（作为根据[Grund]的实在界）到对这种存在的拥有（一种通过否定这种本体论根据而成为可能的占有），是由谢林所谓的“划断/割断”（die Scheidung——一种决裂、分别或分离）所带来的。4

对于齐泽克式的阐释而言，与驱力沼泽决裂的事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早在《最崇高的歇斯底里者》（1988）中，齐泽克的注意力就被这一关键时刻所吸引。他强调，谢林式的行动（作为决断、分离或切断[scheiden]的决断[Entscheidung]5），就像拉康式实在界的某些维度一样，是在既定现实领域（作为与根据相对立的存在领域）中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但为了说明当下的现状，它却必须被预设为已经发生、作为总是已经过去的事情。6 正如让-马里·瓦塞（Jean-Marie Vayssé）在其考察谢林作为精神分析的思想先驱角色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史前史是那种从未发生过的起源之降临，它具有命运的力量，却从未进入它所支配的意识的奥德赛之中”（Vayssé 1999, 281）。只要历史性与当下现实的编年时间性是并存共延的（与永远过去的实在界的凝固永恒相对立），这一奠基性干预（即作为决断-区分[Ent-Scheidung]的行动）就是“处于历史之外”（hors l’histoire）的。7 齐泽克在其论谢林的著作《不可分割的残余》的第一章开篇便讨论了这一开端问题（这一分析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早先的《自由的深渊》中8）：

那么，人们该如何开启一篇关于谢林的论文呢？也许最恰当的方式是聚焦于开端本身的问题，这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关键问题……谢林的“唯物主义”贡献最完美地体现在其根本命题中，坦率地说，即真正的开端不在开端处：存在着某种先于开端本身的东西——一个旋转运动，其恶性循环被真正意义上的开端即原初决断行动所打破，这一姿态类似于斩断戈尔迪之结。一切开端中的开端，卓越的开端（hat’ exohen）——正如人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开端之母”——当然是《约翰福音》中的“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在此之前一无所有，即神圣永恒的虚空。然而根据谢林的观点，“永恒”并不是一团难以形容的块体——在其中发生着许多事情。

在“道/话语”（Word）之前，存在着盲目驱力的混沌-精神病宇宙，存在着它们的旋转运动、它们未分化的脉动，而当说出那个将这个自足闭合的驱力回路“压抑”、排斥进永恒过去的“话语”时，开端便发生了。简言之，在真正的开端处耸立着一种决意，一种通过区分过去与现在、从而化解先前驱力旋转运动那无法承受之张力的决断行动。真正的开端是从“闭合的”旋转运动向“开放的”进步的过渡，是从驱力向欲望的过渡——或者用拉康的话说，是从实在界向象征界的过渡。（Žižek 1996b, 13）

在《最崇高的歇斯底里者》以及他后来的文本中，齐泽克将决断-分离的行动与转向象征结构中介的转变、与迈向词语-能指领域的转变联系在一起。他在1988年对谢林的解读将这种行动与拉康的“主人能指”（
𝑆₁
）概念进行了比较：9 决断-区分（Ent-Scheidung）等同于将任意象征要素提升到奠基性地位（作为一种无法解释的“真理”[vérité]）的纯粹偶然、无根据的姿态，从而使得随后一系列派生子结构的构建成为可能（
𝑆₂
 作为能指链，作为在
𝑆₁
 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知识”[savoir]）。10 在《世界时代》中，谢林确实谈到了“话语”的平息效应。11 正如所见，齐泽克对谢林哲学这一维度的拉康式润色，强调了从实在界的驱力向象征界的欲望的运动。但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受拉康影响对谢林的这种诠释性挪用，结合哲学与精神分析的资源，重新思考时间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自由的主题将在第9章中得到详细处理）。

    齐泽克的本体论
    

    


9 自由的恐怖：永远缺失的自然授权

人们或许会认为，在自然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的显而易见的人类自主性，是个人珍视的独特性地象征着其人性的东西，是构成尊严与价值感核心的准神圣恩赐。谢林的后康德创新之一，在于他颠倒了关于自由的这一印象。早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作为被赋予理性的存在的固有属性的人类自主性的地位，就有些模棱两可。尽管值得尊敬，但至少在现象学上，这种自主性被那些被赋予它的人体验为往往是一种痛苦的负担，是一种要求服从并要求牺牲对以快乐为导向的倾向的惬意追求的引发内疚的声音。1 谢林走得更远：人类自由的真正程度是如此之甚，以至于遭遇它很容易引发恐怖或惊骇。在《克拉拉》对话录中，克拉拉本人指出：“自由的景象——不是通常所谓的自由，而是真实和实在的自由——对人来说必定是无法忍受的，尽管人们不断地谈论它并时时刻刻赞美它”（Schelling 2002, 28）。《世界时代》手稿呼应了克拉拉的评述：“大多数人恰恰被这种深渊般的自由吓退了……凡是看到自由闪光的地方，他们就会像躲避极具破坏性的闪电一样转身避开，并将自由感受为一种来自不可言说者、来自永恒自由、来自根本没有任何根据之处的显现而感到被击垮”（Schelling 2000, 78）。正如齐泽克所言，“在德国唯心主义中，是康德、特别是谢林指出，对人类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遭遇这种自由意志的深渊；当有人单纯出于自由意志而行动时。接受这一点是非常创伤性的”（Žižek and Daly 2004, 166）。在其他地方，他将谢林式的自由表征为一个“深渊”的令人不安的“爆发”，表征为古老的太初根据（Urgrund）在经验现实的受限领域内的暴力、侵入性复归。2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表明“深渊般的自由”——齐泽克强调，作为决断-区分（Ent-Scheidung）的谢林式行动是无根据的/自我奠基的，是一种在其之上或之下没有任何预先确立之物的纯粹偶然姿态3——并不是仅仅在与意识在结构上不兼容的意义上是“无意识的”。（前面关于行动/行为的“割断”所实现的原初压抑的分析表明，一个内在的、必然的屏障阻碍了意识反思性地把握其自身原初自我生成点的“原始场景”。）相反，这种自由的幽灵被排除在意识之外——在令人心神不宁、令人不安的“一闪”中，它偶尔闯入它通常被排除在外的领域——更多是出于防御性原因而非结构性原因。换言之，自主性被压抑（因而成为无意识），不仅因为生成意识的无根据奠基行动本身不能成为意识；这种自主性被压抑/无意识，还因为它令人不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令人恐惧（或者正如齐泽克所声称的，“创伤性的”）。在出版了两部以谢林为中心的研究著作（《不可分割的残余》与《自由的深渊》）之后的几部文本中，齐泽克越来越强调这种深渊般的自由（“意志的这种可怕深渊”4）及其防御性遮蔽。

早在《最崇高的歇斯底里者》中，齐泽克就触及了关于自由之可怕本质的谢林式主题。在这一早期节点，他指出正是谢林对恶的沉思促成了对人类自主性的这种特殊而古怪的表征。5 在《实践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面临着含蓄地断言行使自由总是会导致选择善、选择伦理或道德上正确之物的风险（尽管他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以其著名的“根本恶”论述细化了这些问题6）。如果一个能动者“选择”恶，他这样做不是基于利用他作为理性-本体主体性一部分所拥有的先验自由，而是由于他律的、非理性的力量（即本能、激情等）压倒了他的能动性本身。简而言之，一个人无法自由地选择恶，因为这种“选择”恰恰是由放弃其作为有能力进行选择行动的自主主体的地位所引起的。（针对康德的这一难题，亨利·阿利森[Henry Allison]试图通过其“吸纳假说”[incorporation thesis]来规避这个问题，认为自由的行使发生在能动者选择放弃其能动性的层面上——因此，人们确实可以通过为了自己的“病理学倾向”自愿废除自己的自由，来自由地选择恶。）7 谢林1809年的《自由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意在直接解决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这一表面缺陷。

谢林断言，人类的自主性既是一种作恶的自由，也是一种行善的自由，个人既具有向魔鬼的先天倾向，也具有向天使的先天倾向。8 鉴于谢林式的自由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没有任何超越性的法则，没有任何更高的、实践理性的规范原则来支配其运用（正如拉康所说，“大他者的大他者并不存在”，或者“大他者不存在”）。这种自由的“善”的一面（即康德详尽探讨的那一面）往往是痛苦的来源，只要它以道德法则的名义强迫个人去做感觉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这种自由的“恶”的一面也是痛苦的，尽管原因不同。谢林对这一主题的处理表明，如果个人真的停下来思考由于位于其自身存在无根据核心处的深渊般自由的虚空而使他们能够做什么，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拥有参与最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能力：“如果人身上的腐朽只能达到动物性的程度，那是值得期待的；但不幸的是，人只能立于动物之上或动物之下”（Schelling 1936, 49）。使自主性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在于，没有任何保证表明被赋予自主性的人会“恰当地”行动，以尊重他人（甚至尊重自己——必须记住，齐泽克反复将自主主体与弗洛伊德-拉康的死亡驱力联系在一起；9 而死亡驱力涉及被虐狂式的自我毁灭性，即人类偏离自然或理性自身利益所规划路径的能力）的方式行动。

在其2000年的著作《脆弱的绝对》中，齐泽克对其自身先前关于谢林式根据（Grund）概念的诠释性阐述进行了含蓄的修正（就像他后来对将拉康解读为准康德先验思想家的做法进行批判一样，这种关于谢林的视角转变涉及齐泽克反弹对抗自己早先的释义立场）。关于驱力（Trieb）漩涡的整个主题似乎意味着，根据作为实在界的可怕、恐怖性质，与它是一团跳动的、未经加工的肉块、无形式的翻腾物质有关（或者至少完全构成的主体只能以这种令人震惊的形式遭遇或体验它）。正如所见，齐泽克广泛地详述了这种意象（不仅在其对谢林的讨论中）。然而，在《脆弱的绝对》中，他转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消逝的中介”的逻辑：一旦驱力的“非理性”漩涡与逻各斯（logos）的宇宙之间的差异就位，奠基性的分化姿态就必须沉入隐形之中。因此，谢林的根本步骤不仅仅是将本体论结构的逻各斯宇宙奠基在实在界的可怕漩涡之中；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就会发现他的著作中有一种预感：前本体论实在界的这一可怕漩涡本身（仅以幻象叙事的幌子为我们所触及），是一个旨在使我们从真正的创伤性切口——即决断-区分（Ent-Scheidung）的深渊行动——中分心的诱饵。今天，这一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切题：

当我们面对奠定我们井然有序表面之底层的深刻恐怖的意象时，我们绝不应当忘记，这一可怕漩涡的意象归根结底是一个诱饵，一个使我们遗忘真正的恐怖何在的陷阱（Žižek 2000f, 73）

什么是“真正的恐怖”？齐泽克以一个反问句作答：“如果这……就是谢林的终极教训呢：即作为终极根据（Grund）的恐怖、这个拥有数百只手的怪物幻影、这个威胁要吞噬一切的漩涡，是一个诱饵，是对纯粹行动之深渊的防御？”（Žižek 2000f, 78）。实在界的真正恐怖，从根本上说并非在想象-象征现实那光滑磨光的表面之下潜伏着一种繁茂、跳动的物质性；相反，与真正令人恐惧的“自由的深渊”、非人/人类自主性的无面目虚空、如瓦塞所描述的人类自由的非人部分10（这类似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式主体的怪物面孔，作为收缩黑洞的“世界之夜”——见第1章和第13章）相比，这种肉身深度的恐怖实际上是肤浅的，是一种误导性的防御性分心。

这种从根据（Grund，作为驱力的旋转运动、肉身本我身体）向太初根据（Urgrund，作为深渊般的自由，一切从中无中生有涌现的终极、无根据的虚无）的侧重点转变，对应于齐泽克近期工作中一个更全面的变化，即涉及对实在界领域的重新评估。沿着这些思路，在《木偶与侏儒》（2003）中，他问道：“关于物[Thing]作为我们无法直接面对的终极创伤性、无法承受的指涉物这一概念，因为其直接出场太过耀眼夺目：如果具有欺骗性的日常现实是一层面纱、掩盖着无法承受之物的恐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遮蔽实在界的终极面纱恰恰是面纱背后可怕之物的概念本身呢？”（Žižek 2003b, 67）。人们应当如何处理一方面早先齐泽克以物质实在界为中心的谢林阐释（即作为驱力[Trieb]漩涡的根据[Grund]）与另一方面晚期齐泽克聚焦于可被称为“非物质”实在界（即作为自由深渊的太初根据[Urgrund]）之间表面上的释义重心转移？

前面的许多分析一直在平稳而坚定地构建以下论断：根据（Grund）与太初根据（Urgrund）之间、驱力（Trieb）漩涡与自由深渊之间的对立，是一个虚假的二分法。驱力的领域本身就是支撑人类自主性的领域。驱力（Trieb）即是自由——或者至少，它是成熟自主性涌现的偶然物质可能条件。11 用谢林的说法，根据（Grund）即是无根据（Ungrund）；只要根据对抗性且不稳定地分裂对抗自身，它就无法在奠基功能中运作。根据并非作为一个被奠基之物或奠基之物的根据（海德格尔宣称，从谢林的立场来看，“人的本质奠基于自由之中”[Heidegger 1985, 9]，在当前的语境中，这需要被解释为说人类特有的人性本质的根据正是奠基性本质或本性的匮乏本身）。在将这一断言与谢林本人重新联系起来之前，简要绕道考察一下齐泽克最近关于其研究新轨迹的某些评述，有望是富有成效的。在与格林·戴利（Glyn Daly）的访谈以及他以德勒兹为中心的研究中，齐泽克给出了这些轨迹的概略素描。在这两种语境中，他都有些矛盾地断言，真正的唯物主义（相对于将解释领域让渡给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或伪装成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的消失”这一观念之上。12（人们在此可以联想到量子物理学的例子，在其中物质现实的终极成分是无法想象的、转瞬即逝的、缺乏致密泥土重量的伪实体，这些实体只能通过纯粹的、“非物质的”数学形式化加以描述性捕捉；在量子物理学中，实体的实体性可以说是被去实体化了——见第13章）。在谈到康德时，他宣称“唯一自洽的唯物主义立场是世界并不存在——在康德意义上的术语中，作为一个自足闭合的整体”（Žižek and Daly 2004, 97）。在齐泽克看来，一个真实的唯物主义范式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公理式主张之上：物质存在本身（无论作为身体、自然、世界等）内部都是不一致的，充满了对抗、裂隙、鸿沟和张力。对于一个（齐泽克式的）唯物主义者而言，本体论大厦的地基必须包含裂缝。换言之，实在界的物质性并非同质且和谐地与自身合一；实在界是被划杠的。为什么这一命题如此关键？为什么正如齐泽克所指称的那样，它对于推进一种不易倒退回唯心主义模型的主体唯物主义理论至关重要？

简而言之，如果人们坚持认为物质存在的实在界没有被划杠（即身体、自然和世界是有机整合的实体，其中各种组成部分的功能相互协调并协同运作），那么人们要么必须否认主体性的存在（至少将其贬低为物理现实的副现象残留物），要么必须倒退回实在界与观念者二分法的粗糙版本之中。鉴于其令人窒息的本体论封闭，庸俗唯物主义的物质性无法催生出非副现象的主体性。因此，如果人们希望坚持关于物质实在界首要地位的唯物主义命题，同时确立非副现象主体性的有效存在，要么立即背叛唯物主义，支持在物质存在“之上”存在着完全独立的领域这一唯心主义主张，要么艰难地寻找一种描绘超越物质的主体的物质发生的方法。齐泽克通过将其当前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案与巴迪欧的思想进行对比来解释这一方案。据称巴迪欧坚持在存在的本体论层面与事件的非/超本体论维度（在这一平面的层面上主体得以构成）之间进行严格分离，13 与此相对，齐泽克在寻找一种理论，用巴迪欧的术语来说，证明事件如何能够从存在中涌现（即与存在决裂并超越存在之物如何能够从存在本身中生成）。他说，这是“终极的唯物主义问题……存在如何爆炸为事件？……这就是说，存在的秩序必须如何被结构化，才能使诸如事件这样的事物成为可能？”（Žižek and Daly 2004, 137）。换个说法，对于先验主体（即一种一旦被产生出来，此后对其被中介的现实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性）而言，元先验条件（在此即存在的结构本身使得异于存在之物的涌现成为可能）是什么？齐泽克的回答清晰而不含糊：存在的物质实在界必须是“非-全”（not-all）的，即它在其自身内部必须包含分裂，在这些分裂的裂缝般澄明之境中，容纳了这同一实体自我分裂的可能性。这种分裂正是产生主体的至关重要的部分。

齐泽克目前涉足认知科学领域，是由源于他受谢林启发的对唯物主义的重新评估所产生的一系列相同关切所驱动的（亦见第13章）。他坚持参与认知主义的必要性，坚持以具有哲学素养的精神分析直面这一竞争性解释范式所提出的挑战的紧迫性。14 他期望从这种交锋中产生什么？齐泽克宽泛地使用通常受到认知科学青睐的生物学语言指出，他对将人类自我反思意识发展为自然进化程序中的一个故障的“副产品”这一主题感兴趣，“这是生物编织中的某种瑕疵”。15 正如他在几页之后所阐述的那样，“自然中出现了可怕的差错：自然产生了一个非自然的怪物……这将是我的基本模型。正是这种原初维度、这种先验条件引起了我的兴趣”（Žižek and Daly 2004, 65）。因此，使得产生“一个非自然的怪物”（即齐泽克拉康版本的现代哲学主体）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偶然-物质的先验），是“生物编织中的一个瑕疵”（即自然织体作为存在物质性的“非-全”的断裂不一致性）。

在刚刚提及对认知主义的精选特征进行哲学-精神分析挪用可能涉及什么（“在认知主义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功能失调的悖论：觉察和人类心灵预设了某种非经济的姿态，某种失败。因此你得到了某种无法用认知主义进化论来解释的根本故障的轮廓”[Žižek and Daly 2004, 61]）之后，齐泽克在该文本的同一页上宣布，他的理论机制最终奠基于他在德国唯心主义对主体的描绘与弗洛伊德-拉康的死亡驱力（Todestrieb）概念之间建立的等价关系之上（亦见第13章）。在这一语境中，齐泽克在将死亡驱力指认为存在秩序中的裂隙（即主体性生成的[元]先验条件）还是主体本身（即这同一裂隙的产物）之间摇摆不定。16 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人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鉴于齐泽克在此宣布为“我整个著作的巨大执迷”的“基本命题”，谢林对于齐泽克的理论矩阵是如此绝对不可或缺：对于谢林（至少齐泽克所描绘的1809年之后的晚期谢林）而言，主体性的观念性产生于断裂、冲突的存在的实在界，以此作为克服、跨越或超越这团受驱力扰动的受折磨、蠕动的物质块体的手段。齐泽克将“主体的唯物主义概念……作为自然‘狂乱’并脱轨的节点”归功于谢林。17

从其著作开篇起，齐泽克就反复强调实在界领域展现出各种准黑格尔式的属性。在其中，人们可以辨析出某些对立面的汇聚。例如，齐泽克宣称拉康的实在界同时是物质、肉身存在的肯定性充盈，也是逃避化身、抗拒表象的否定性匮乏虚空；它既溢出又脱离象征界的领域，同时是一种过剩与一种赤字。18 这一步骤似乎允许以类似方式处理谢林式的实在界——更具体地说，将这一现实的（前）本体论基础的太初根据，同时视为驱力（Trieb）漩涡的“充盈”或“过剩”，以及自由深渊的“虚空”或“赤字”，这两个维度在根据（Grund）作为无/太初根据（Un/Urgrund）的概念中结合在一起。然而，有证据表明齐泽克在其对谢林的解读中维持了根据（Grund）与无/太初根据（Un/Urgrund）之间的非辩证区分：

谢林必须冒险推测绝对者作为原初自由的无根据（Ungrund）。他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自由及其可能性：如果没有先于实在界漩涡的原初自由之深渊，要在自然必然性领域的核心说明人类自由的涌现将是不可能的。唯有当自然必然性本身不是原初事实、而是原初自由深渊（即不意愿任何事物的意愿）收缩的结果时，自然必然性的链条才能被撕裂，自由的光明才能打破自然驱力的恶性循环并照亮存在的晦暗根据——也就是说，唯有当这种通过其收缩而陷入自身强加的枷锁的恶性循环的原初自由在人身上将这些枷锁撕得粉碎并重获自身时，这才是可能的。换言之，人类自由是现实的，而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对有效支配我们生活的必然性的无知而产生的幻觉，唯有当人不仅仅是宇宙的单纯副现象，而是“中心的存有”、一个原初自由的深渊在其身上于被造宇宙中突破出来的存有时，这才是可能的。（Žižek 1996b, 53–54）

后来他指出，“根据谢林的观点，先于物质-时间过程的不是永恒的观念秩序等等，而是自由的纯粹虚空/深渊[Ungrund]”（Žižek 1996b, 72）。为什么要分开这两个层面？如果不是从虚无（Un/Urgrund）到存在（Grund）的时间序列——测序本身在这里应该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线性时间性在神话般的谢林式永恒过去纪元中理应不存在——而是这种虚空（作为自由的深渊）作为内在于后者的裂隙与不一致性嵌入在存在的物质性之中呢？

海德格尔在其1936年关于谢林1809年《自由论文》的讲座中关于谢林式“自然的观念化/精神化”的论述，19 可以沿着这些确切的思路来解释：“自然”作为物质存在的本体论根据，不应与作为非物质自主性的前本体论或超本体论无根据性的“精神”相对立；相反，“自然的观念化/精神化”意味着自主性的无根据（Ungrund）内在于物质存在的根据（Grund）之中。翻译成精神分析的术语——回想一下，齐泽克将谢林解读为一位元心理学思想家——力比多经济（作为成熟主体性从中涌现的个体发生根据）与个体的具身存在联系在一起。然而与此同时，这一根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对抗和张力——作为每一驱力内部的冲突、不同驱力之间的冲突，以及驱力与其外部环境（Umwelt）之间的冲突。齐泽克对谢林的精神分析式挪用使得人们能够论证：个体存在之性力根据的内在不一致性，是随后涌现出与这同一根据相连却又将自身与之区分开来的主体的可能条件。

此外，这种涌现的主体性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为其充满驱力的“自然”赋予了它自然程序的缺席，即自动围绕密切相关的手段和目的的既定配置的协调追求而定向的决定论议程的缺席。这可以被描述为匮乏的赠礼。这种缺失的自然授权，它相对于人类冲突的性力存在的原初匮乏，是自由的“非自然”主体生成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其临床维度而言，精神分析倾向于将冲突与剥夺个体自主性的精神病理学困境联系在一起（例如，引发导致神经症僵化的压抑的心灵内部冲突）。然而，就弗洛伊德-拉康元心理学对人类自由的哲学理论的更广泛意涵而言，冲突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也充当了这种自由的基础性可能条件。

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在其对巴迪欧著作的彻底考察中，在主观自主性的处理方面对比了康德与巴迪欧。康德关于先验自由的概念意味着自主主体性是一个恒常的、底层的恒量（即使在它没有介入从而体现其存在的情况下），而巴迪欧式的自主主体性作为“事件性的”（即以事件为条件并取决于事件），则是“例外的”和“罕见的”。正如西尔万·拉扎勒斯（Sylvain Lazarus）阐述这一事件主体性概念所言：“主体不是连续的。它突然产生，然后停止存在”（Lazarus 1996, 59）。换言之，关于这里讨论的主题，主体的自由不是不变的本体基石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只是偶尔短暂闪现进存在的转瞬即逝的事件。20 这里所提出的是一种意义上的暂时的超越，一种不时与事物自然或文化进程的短暂决裂（有一次巴迪欧在将事件指定为对既定现实体制的破坏[“事件是世界逻辑的去规制”]时，启发性地谈到了“先验功能障碍”21）。用拉康的术语来说，人们可以说，在实在界或象征界变得（暂时）被划杠的那些关头，自主主体性的自由被赋予了短暂涌现的机会——更具体地说，在这种语境中，当力比多经济或大他者在内部变得不一致，无法坚实地规定一条遵循的路线时；当由于彼此之间或其内部冲突性不和谐的干扰，驱力（Trieb）或外部环境（Umwelt）都无法带着明确、受指导的权威行动时。（应当指出，基于本讨论中阐明的解释，人们应当质疑霍尔沃德的巴迪欧式步骤，即沿着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之间的总体二分法，将作为非主体的驱力与许诺主体化可能性的事件真理领域直接对立起来。）22 正如谢林在其“斯图加特私塾讲演”中所阐述的那样，人类之所以自由，在于他们立于自然（即实在界）与上帝（即象征界）之间的“无差别点上”，从而保持部分不被这两个秩序中的任何一个所决定。23

使用拉康派熟悉的例子，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立场。安提戈涅被迫成为自由的，因为她面对着周围象征秩序（即大他者）中的僵局。陷入两个相互竞争的义务（埋葬死者的家庭-宗教义务与服从国家法律的公民-政治义务）之间，安提戈涅无法立即调用一个无问题地在两个竞争性义务之间进行裁决的总体性第三原则（这些义务因特殊情况而被迫发生竞争），而是通过以一个坚决的决断回应这一破裂事件（她哥哥的死亡随后是克瑞翁的法令）来使自己主体化，她被迫承担该决断的后果，这些后果将她带到了远超“快乐原则”（无论是作为康德的病理学倾向还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满足）的彼岸。大他者内部的这一僵局（即矛盾能够且确实在其各种禁令之间产生，它并不总是用一种声音说话的事实）召唤了安提戈涅（或者说安提戈涅允许自己以某种方式被它召唤），从而改造了她，将一个单纯的人类个体转化为一个几乎非人的主体。更准确地说，人们可以将其视为阿尔都塞式意识形态召唤（interpellation）的精确反面。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召唤”指定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作为象征秩序的拉康大他者的各个层面）的肯定性、功能性维度印刻在个体身上并从而征服他或她的过程——在此主体性等同于臣服，绝非自主性24——而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一分析指向了一个类似却不同的过程，即“反向召唤”（inverse interpellation）的过程，其中作为象征秩序的大他者的否定性、功能失调维度（即这一他者/秩序必然的结构不完备性与不一致性，由其“被划杠”所指明）有时由于各种因素“呼唤”个体，从而迫使他或她（暂时）成为一个自主的主体，被震出日常个体性的自动机的舒适非意识习惯，投入到一个缺乏坚实根据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规范指导与保证的自由深渊之中。（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已经洞察到了结构性崩溃与自主性虚空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只要他规定反思性审议往往只发生在连接后天习得习惯的第二自然与该自然正常环境的可预测却未被主题化的回路发生崩溃、停止照常运作的情况下。）25 当没有被其织体线索中的瑕疵所破坏时，象征秩序形成了一个含蓄的背景，一种第二自然，在社会和语言中介的现实中安静却有效地支配着个体生命之流；它默许地引导着认知与举止。但是，由于其程序中的漏洞（即存在于象征秩序结构内部的不一致性）而暂时变得功能失调，被划杠的大他者的固有不完备性在被危机或不可预见的事件激活时，提供了一个暂时超越的契机/机会，作为与这个他者的决定论联结的短暂决裂：

实在界的划杠绝非预先限制主体介入范围的任何封闭的信号，而是拉康断言主体终极和激进自由的恐怖深渊的方式，这种自由的空间由大他者的不一致与匮乏所支撑……“决断的时刻是疯狂的时刻”，恰恰在于没有大他者为主体的决断提供终极保证和本体论庇护。（Žižek 2000c, 258）

《安提戈涅》的例子突出了象征界划杠与自主主体性之间的联系。然而，作为象征界划杠的大他者中的这些裂缝与缺口，只有能够被一个预先配置了其自身被划杠体质的实体利用为行使超越性自由的契机/机会，即一个缺乏同质、统一的自然（其程序在象征界决定功能动摇时会自动激活）的实体（即当清晰的社会规范授权失效时保证个体行动具有某种默认引导方向的自然备用立场）。所需要的再次是被划杠的实在界：作为不一致且充满冲突的肉身实在界（corpo-Real）的“人性”，一个本质上缺乏平衡凝聚力与协调性的力比多经济。当实在界的裂缝与缝隙与象征界内部存在的裂缝与缝隙重叠时，自由的暂时超越被激发出来。这种对抗性的爆炸性结合点燃了日常个体性中例外主体性的爆发。

在进一步推进之前，与康德的另一个关键区别值得强调。康德的实践哲学坚持认为自主性是理性存在者在其不可剥夺的本体本质层面上所拥有的属性或特质，26 与此相对，这里提供的分析将自主性视为与这种本质的动摇或失败联系在一起的无实质现象。换句话说，自由并非源自一个在个体体质中硬连线具有天赋自主能力的特殊官能；相反，自主能力是个体体质构成的各种官能缺乏完全和谐化的结果。这代表了对人类自由的“否定性”阐述，即基于某些属性和特质的缺席而非出场的阐述（相比之下，康德可以说是追求一种“肯定性”阐述，其中为主观自主性设立的本体官能被附加到原本被过度决定的现象个体身上）。自主性的过剩是由他律性的赤字促成的。自由涌现于决定论的功能失调。

通过一个与将精神分析视为决定论的宿命论话语的粗浅视角相反的惊人逆转，驱力（Trieb）的概念必须被重新构想为恰恰有望产生对人类自由的实质性理论概念化的东西。弗洛伊德的驱力非但不是假定摆脱（物理或心理）自然的决定论联结之解放潜力的最终精神分析屏障，其本身正是呈现为超越性自由形式之物的可能条件本身。精神分析的驱力是人性的功能失调的本能，注定了这种本性走向去自然化。正如琼·科普切克（Joan Copjec）准确阐明的那样，“驱力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推翻，而更意味着对自然的重新定义……人们必须追问的问题是：驱力如何将人类具身性决定为既是对自然的自由又是自然的一部分？”（Copjec 2004, 180）。

海德格尔在其关于谢林的讲座中，讨论了谢林瓦解传统上在“系统”（更具体地说，作为现象表象与实体之间必然关系的穷尽理论模型的自然）与自由（作为无法还原为自然决定必然性的因果链条的无条件能动性）之间的二分法的根本意义。在谢林眼中，克服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标准概念对抗是哲学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27 他关于“自然化”自由以及相应地“解放”自然的相互强化的努力的话语，暗示了整个哲学的地基（远超出单纯实践哲学之上）在此受到关涉。沿着这一路线，海德格尔指出，谢林对自由的重新评估所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将其仅仅视为伦理哲学的子成分或人类的单纯经验特征。根本的本体论问题取决于德国唯心主义关于一个总是已经“观念化/精神化”的自然根据的愿景，一切存在之物（包括自主主体性）都从中发源。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在谢林身上看到了他自己“此在”（Dasein）概念的先驱，该概念宣称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于时间性建构的可能性之开放的“澄明”之中。28 关于海德格尔的人类存在概念，人们可以说，时间性与可能性并非主体的特质或属性，相反，主体性是在存在与时间这一总体领域内发生的残留的、特定的规定。类似地，海德格尔声称，谢林对人类自由的自然化意味着主体本身是一个无条件的太初根据（Urgrund）的产物，经验的人性在这一深渊般的开放性之中逐渐建构并约束自身。呼应这些谢林-海德格尔式的思想路线，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评论道：“由于人（Homo）既无本质也无特定的天职，他在构成上是非人的；他可以接受所有的本性与所有的面孔”（Agamben 2004, 30），以及“对人的人道主义发现，正是发现了他匮乏其自身”（Agamben 2004, 30）。

尽管人们通常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中得出一般的结论，但它必须被恰当地定位在这一谢林式的谱系之中。弗洛伊德通过其基本的、奠基性的驱力（Trieb）概念，将谢林关于“自然自由”的推测具体化。在1905年的《性学三论》中——这是弗洛伊德对驱力的第一次持续探讨——该书的关键命题（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大厦具有绝对核心意义的命题）是：人类并不具有在体质上预先决定的、与固定类型的自然客体保持恒常关联的本能。通过坚持需要“松动我们思想中存在于本能与客体之间的纽带”，29 弗洛伊德以决定性的方式将人性的标准概念化加以问题化。对于精神分析而言，人类是自然地非自然的。

个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超越物质决定的自由观念性，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驱力在体质上脱离了与自然客体之内在世界领域的严格锚定（而这种与客体关系的“松动”仅仅是催生自主主体性所涉及的驱力[Trieb]的最基本特征——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居于力比多经济心理根据内部的多重冲突轴心在此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最初、原初的驱力之太初根据（Urgrund）的概念化（特别是精神分析元心理学所阐明的那样），非但没有阻碍人类自由理论的发展，反而使这样一种自主主体的阐述成为可能：该阐述有能力承认主体性相对于潜在的他律物质起源的新兴发生学本质。精神分析使谢林晦涩的神智学沉思在理论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从关于上帝与根据（Grund）的抽象、诗意推测，走向了在有血有肉的人类生命中显现的实在界与观念者之间充斥张力关系的详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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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时间化的永恒：历史性的非历史动力

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谢林式的太初根据（Urgrund）是在非时间性过去、即时间之前的时间之最深处持存的自由深渊。这种古老自主性在存在之现实（作为时间化了的现在）框架内的重现，等同于无时间者在时间性之内的爆发：“自由是非时间性的：时间中永恒的一闪”（Žižek 1997a, 33）。就其自身而言，这种深渊般的自主性并非被构成的主体所拥有的财产，亦非能动者实体的属性或能力。正如海德格尔在其关于谢林的讨论中所表述的那样：“自由在这里不是人的属性，而是恰恰相反：人充其量是自由的财产”（Heidegger 1985, 9）。用海德格尔式的方式来说，作为无根据之根据的太初根据（Urgrund）的本体论澄明之境，是此在（Dasein）在其中成形的包容性空间。这个饱受对抗困扰的基础空间从自身内部催生出了主体性。

齐泽克继而区分了这种自由（即作为匿名深渊的非主体太初根据[Urgrund]）与更为人们熟悉的自由（即作为人类主体性属性的自由）——决断-区分（Ent-Scheidung）的干预对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决断-区分（Ent-Scheidung）是一种偶然的、无偿的行动/行为，但对于一个自由主体的有效存在而言，它依然充当了可能条件，充当了必然被预设且总是已经过去的事件。简而言之，它是自主主体性所必需的非必然事件。齐泽克解释道：

自由唯当这一主体完成自我分化的行动——借此行动主体将自身确立为既奠基于其收缩实体之中、又同时与之不同——时，才能成为该主体的谓词：一个自由的主体必须拥有一个非其自身的根据；它必须首先收缩这一根据，然后通过开启时间的原初决断行动对其采取一种自由的距离（Žižek 1997a, 33）

就其自身而言，非主体的自由深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类自主性，也就是说，并非由自主主体所行使的自由。

充满冲突的驱力（Trieb）漩涡是主观自主性的根据，但唯有在一个主体通过“划断/割断”的时刻（在其中实现了与该漩涡的分离）被构成之后才是如此。作为无根据（Ungrund）的根据（Grund）的不平衡不一致性，正是允许这种破裂作为一种内在自我分裂而从自身内部发生的条件。齐泽克继而建立了与历史性主题的联系：

与认为谢林概述了绝对者彻底历史化后果的陈词滥调相反，谢林最伟大的成就在于限制了历史的领域，在历史（话语、逻各斯[logos]的领域）与非历史（驱力的旋转运动）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离的界线。谢林对今天关于历史主义的争论的相关性正是在于：他关于原初决断/分化行动（Ent-Scheidung）的概念，旨在指称开启史前实在界的惰性与历史性领域（多重的、流变的故事化叙事）之间裂隙的姿态；因此，这一行动是一个准先验的非历史可能条件，同时又是历史化不可能性的条件。每一次“历史化”、每一次象征化，都必须“重新演绎”这一裂隙，这一从实在界向历史的过渡。（Žižek 1997a, 37）

当通过一种不能被吸收进它所启动的历史动力学中的“准先验”姿态（一种作为机遇[tuché]的行动）与实在界决裂时，历史便开始了。沿着相关的路线，这里描绘的结构与齐泽克在捍卫笛卡尔式主体性描绘的持续有效性时所阐述的结构非常相似：多重的、流变的身分认同立场的历史化游戏，是在不可历史化的、类似我思的主体的虚空空间内展开的（见第2章）。简言之，这种时间化的内容预设了一种非时间性的形式。（齐泽克继而再次调用弗洛伊德，将“史前实在界与历史性领域”之间的这一区分，与原初压抑和次级压抑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特定被历史化的被压抑内容的变迁，是由通过原初压抑与次级压抑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无意识的非历史形式所塑造的。）1 此外，在上述引文中，他强调历史性是由本身无法被历史化的某种东西所使然的。

在不同的语境中，齐泽克区分了“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与“历史性”（historicity）。事实上，他甚至断言，极端形式的历史主义与表面相反，不可分割且不可避免地与一种非历史的形式主义捆绑在一起：

康德的形式主义与激进历史主义并非真正的对立面，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一个版本的历史主义都依赖于一个最小限度的“非历史”形式框架，该框架界定了偶然的包容/排斥、替代、重新协商、置换等开放且无休止游戏在其中展开的领域。对历史偶然性的真正激进断言，必须包含历史变化领域本身与其作为其（不）可能条件的创伤性“非历史”内核之间的辩证张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历史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区别：历史主义处理的是在同一个（不）可能性的基本领域内无休止的替代游戏，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性则将这一（不）可能性的不同结构原则本身主题化。（Žižek 2000b, 111–12）

在齐泽克看来，激进历史主义纯粹是自我挫败的。2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范式，要么必须将自身设定为非历史的恒量（从而在其自身内部产生一种用其自身资源无法解决的棘手矛盾），要么将自身视为又一种偶然-有限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它在理论层面上无法激烈反对非历史理论，因为历史主义的反思性自我历史化会阻碍它占据能够与将自身定位于跨历史概念领域中的其他表面上一般的范式相竞争的一般范式的位置）。齐泽克认为历史主义往往屈服于这样一种命运：在其试图反击非历史先验形式主义的尝试中，它最终变成了它所反对的东西（它将处于特定情境的偶然性提升为任何及所有现象不可超越的可能条件）。与历史主义相反，齐泽克式的历史性要求拒绝激进历史主义与非历史先验形式主义之间的对立本身，将此诊断为一个虚假的困境。作为替代的第三种选择，历史性涉及这样一个论断：历史性存在着一个非历史的动力，而且，非历史者（作为实在界）影响历史者（作为想象-象征现实）以及被历史者处理的方式，其本身就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经历转变和转换的关系。历史的运动，作为不断变化的具体特殊性的流动，是由某种无法还原为这同一流动的某一特定时刻的东西所推动的。简而言之，齐泽克断言，实在界——特别是被理解为象征界作为大他者不可消除的内在不一致性——正是这一驱动因素。历史的领域之所以保持为历史性的（即保持在永恒的流变之中），恰恰是因为它从未达到一个最终的、令人满意的闭合点，从未达到一个能够在此后经久不衰而无所变化的和谐状态（即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只要象征秩序在内部受到内在否定性的困扰，它就会不断经历一系列历史性的改变与重新构型，这种否定性可以根据其在语境中所铭刻的具体历史构型而采取不同的化身，但绝不可能通过象征秩序达到完全协调的有机自我整合而被消除（或被还原为历史偶然性的地位）。3

这与谢林以及自由的主题有何关联？在齐泽克的解读中，体现于主体行动之中的谢林式自主性，是始基性的、永远过去的无/太初根据（Un/Urgrund）在当下存在的界限之内的死灰复燃。换句话说，一个自主的行动涉及自由深渊那短暂、突发的复归，即古老虚空在此时此地领域内的重新浮现。实在界与历史之间的区分（历史主义无效地忽视了实在界，而历史性则试图思考实在界与历史的结合），平行于先前所提及的谢林过去与现在这两个时间纪元之间的对比（即永恒的过去是实在界，而广义上讲，现在的编年-线性时间性对应于历史）。正如所见，齐泽克将谢林式的自由表征为（非历史的）永恒在（历史的）时间媒介中的转瞬即逝的显现。一个真正的自由行动前所未有的新颖性打断了历史时间性的编年-线性流动，在其中引入了某种无法在历史语境中被解释为先前事物的产物的东西：“新事物涌现的时刻，恰恰是时间中永恒的时刻”（Žižek 2004c, 11）。就行动（或就此而言，巴迪欧式的事件）与其周围的历史-时间环境脱节而言，它们具有某种非时间的特性。在它们发生的地方，它们并没有预先安排好的位置。此外，从谢林的视角来看，这种无条件的契约/功绩是来自这一时间之外的某种东西对时间的侵入（即史前自由深渊在历史运动之内的复归）。

在他1991年的著作《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中，齐泽克将自主性视为在当下从未真正拥有和行使的东西。相反，自由总是在对先前历史领域的回顾中被追溯性地瞥见，在其中不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节点只有在个人生活体验过程中未被察觉地流逝之后才被识别出来：

自由行动……从未完全“当下呈现”，主体从未完全意识到他们“现在”所做的是新象征秩序的奠基——唯有在此之后，他们才注意到他们已经做过的事情的真正维度。关于行动中的历史（history in actu）如何被体验为自由的领域、而追溯性地我们能够感知到其因果决定的常识性智慧，终究是愚蠢的，应当被颠倒过来：当我们陷入事件的洪流中时，我们“自动”行动，仿佛处于不可能有其他做法、真的别无选择的印象之下；而追溯性的视角则展现了事件原本如何可能发生彻底不同的转折——我们所感知的必然性实际上曾是我们自由的决断……我们从来不是自由的，唯有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曾经是自由的。（Žižek 2002a, 222）

人们可能会反对这里的草率概括。尽管有充分的例子证实齐泽克在这段引文中所提出的颠倒公认常识的观点，但是否也存在着许多主体相信自己在当下此时此地自由行动的其他情况呢？事实上，存在四种基本的置换可能：主体在当下体验自己为自由且在追溯中体验为自由；主体在当下体验自己为受决定且在追溯中体验为受决定；主体在当下体验自己为自由但在追溯中体验为受决定；以及主体在当下体验自己为受决定但在追溯中体验为自由。在他随后的著作中（受到早先对谢林解读的影响），齐泽克似乎退出了这种坚持：即自由仅存在于“事后性”（après-coup）之中、当一个积极介入历史流变的主体审慎部署自由为时已晚之时（这种退缩与其社会政治关切大有关系）。用谢林的语言来说，尽管自由的深渊总是已经过去，但通过人类意识实现这种自主性虚空的复归，无论多么短暂，都能够在当下的鲜活直接性中发生，并且确实有时会发生。

谢林-齐泽克式的主体作为自由的主体，栖居在先验与历史的交叉点上。更确切地说，根据这一阐述，自主主体性运作于一方面无/太初根据（Un/Urgrund，作为匿名的自由深渊）与另一方面自然或历史决定的链条（作为存在之现实）之间的分裂空间中。自由的有效运用，等同于在经验-物质历史的领域内对无面目自主性的非历史虚空（在此充当先验实在界）进行局部化的铭刻。在《无身体的器官》中，齐泽克指出，“康德的先验无可还原地扎根于经验的/时间性的/有限的之中——它是显现于时间性有限视界之内的超现象者”（Žižek 2004c, 44）。同样，谢林-齐泽克式主观自主性的实在界，通过作为无法通过解释性诉诸先前决定性历史根据来说明的例外契约/功绩的行动表现出来，正是在历史性的时间框架内非历史的无/太初根据（Un/Urgrund，作为自由主体的终极先验可能条件）显现的方式。谢林坚称，“一切存在都必须受到条件制约，以便它可以成为现实的、即个位格的（personal）存在”（Schelling 1936, 79）。类似地，自主性必须受到条件制约——非位格的无根据之深渊必须以嵌入在特定历史-社会-时间场所中的主体的形式体现自身——以便它可以成为现实的（被现实化的）自主性。若没有永远过去的无/太初根据（Un/Urgrund），主体性绝不会有机会存在。然而，若没有情境化主体性的具体存在，这种无根据的根据所蕴藏的深渊般的自由将化为乌有，成为没有现实性的空洞潜在性。被划杠实在界中的裂缝与缺口的虚无（以及被划杠象征界大他者中的裂缝与缺口），唯独通过主体把催生它的否定性投入运作的反思性姿态，驾驭这种内建于存在及其象征化结构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对这同一结构的超越——无论这种超越多么短暂和转瞬即逝——才变成某种东西。尽管按照编年-线性时间的时间标准衡量通常极其短暂，但这些短暂超越的时刻正是时间停滞不前的节点，是永恒的眨眼点缀历史运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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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实体的假象与假象的实体：物及其阴影（黑格尔—齐泽克）

（黑格尔—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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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超验的内在性：从康德到黑格尔

在2003年9月进行的一次访谈末尾，齐泽克宣称：“归根结底，如果让我只选一位思想家，那就是黑格尔。他对我而言就是那唯一的人”（Žižek 2003a）。在其他地方，他承认“即使有时我试图批判黑格尔，我依然是个黑格尔主义者”（Žižek and Daly 2004, 63）。散布在齐泽克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提及，与对拉康的提及几乎一样多。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齐泽克一再坚称，其课题的核心在于重新部署经过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元心理学棱镜审视并修订的德国唯心主义主体性理论。然而，对他作品的大多数现有评论，要么忽略了晚期现代哲学在其中的奠基性作用——在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拍摄的关于他的纪录片（《齐泽克！》[Žižek! The Movie，2005]）中，齐泽克抱怨说：“那部分信息没有传达出去”，因为他的受众更喜欢主要流连于其著作的文化和政治维度——要么，如果涉及齐泽克著作中的哲学成分，几乎总是黑格尔成为释义关注的中心。这就是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康德与谢林这两位黑格尔同代的主要对话者，以及齐泽克本人丰富的理论灵感来源，往往都在相对的沉默中被忽略了。

如果没有彻底勾勒出齐泽克文本中在三个混合实体（康德-齐泽克、谢林-齐泽克与黑格尔-齐泽克，拉康作为在三者之间流动的第四者）之间展开的多种“三人行”（ménage à trois）场景，就根本不可能充分理解齐泽克与黑格尔的关系（从而也不可能理解整个齐泽克的课题）。事实上，在同一次2003年的访谈中，正当齐泽克宣称他对黑格尔的忠诚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时，他提出了另外三点值得强调的内容：

如果你用枪顶着我的头，像那些蠢到读不懂书并说“给我来个包袱”的好莱坞制片人一样，要求说：“三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会说，去他妈的意识形态。去他妈的电影分析。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以下洞见：如果你看看精神分析理论的最核心之处——连弗洛伊德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核心——被恰当解读的死亡驱力——这种超越快乐原则、自我破坏等等的观念——恰当地解读它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它置于德国唯心主义中作为自相关否定性的主体性概念背景下来解读。也就是说，我从字面上理解拉康的提示，即精神分析的主体是笛卡尔式的我思——当然，我会补充说，是经康德、谢林和黑格尔重读的我思。在这方面我非常老派。我依然认为，基本上这——根本恶的问题域等等——才是哲学，其余的一切都只是脚注。（Žižek 2003a）

在简要总结了他对连接康德、谢林与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阐释（并指出“黑格尔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必须阐释他”）之后，齐泽克继续说道：

我试图做德勒兹忘记做的事——用拉康爆黑格尔的菊花……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个怪物黑格尔……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谦逊的项目，但我坚信它。所有其他事情都是可以商榷的。我不在乎它们。你可以拿走我的电影评论，你可以拿走一切。你不能从我这里拿走这个……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哲学，对我而言，精神分析归根结底是一个工具，用来重新激活、为当今时代现实化德国唯心主义的遗产。（Žižek 2003a）

首先，齐泽克毫不含糊地坚持认为，与其利用精神分析作为更新德国唯心主义的工具相比，其著作中的文化和政治特征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其次，从这些评述中显而易见（就像从许多其他类似评论中一样），齐泽克是将黑格尔作为涉及康德和谢林的序列的一部分来处理的，这一序列通过拉康对笛卡尔首先勾勒的主体性描绘的分析性挪用而捆绑在一起。第三——正如将要看到的，这一点与前一点相连——齐泽克指出他的哲学课题取决于成功地将德国唯心主义的主体与精神分析的死亡驱力等同起来。

在众多场合中，齐泽克表明，他之所以有兴趣用拉康“爆”黑格尔以便催生一个“怪物黑格尔”，源于他希望证明德国唯心主义的主体与弗洛伊德-拉康的死亡驱力（Todestrieb）之间的等价性1（这种等价性的重要性与赌注直到很久之后才会在此清晰展现——见第13章）。除了扮演这一角色外，黑格尔还被指认为极其重要的思想家，因为他可以说勾勒出了一条概念必然性产生于物质偶然性（而非相反）的轨迹。与卡通版的黑格尔哲学（其中黑格尔式绝对精神[Geist]的隐形之手充当幕后木偶操纵者牵动着历史的线绳）相反，齐泽克断言，支配性精神结构的表象是一种“事后”（après-coup）效应，是一种追溯性地从偶然事件序列中涌现出来的意象。2 换言之，正如弗洛伊德的“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至”（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以及拉康关于随机确定的加号和减号展开链条的控制论风格形式模型（出自第二讲座与“‘被窃的信’讲座”3），一系列看似无关的偶然发生事件从自下而上的方式在其自身内部生成了一种视角，根据该视角，这些偶然性不再能够显现为偶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面汇聚在一起：对于作为主体审视其过去的当下时间语境的任何给定时刻而言，只要它是过去偶然性的有条件结果，这个当下本身就是偶然的（即事情原本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原本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尽管与此同时，这个当下的过去条件性偶然序列对于这个特定当下成为其自身而言又是必然的（即这个特定当下别无选择，只能将其自身的过去视为相对于自身而言是必然的，并将其自身视为结构化动力学中的一个被决定的时刻）。

齐泽克强调了偶然性在黑格尔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主张黑格尔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基本立场可以被表述为一个命题：根据该命题，历史必然性本身（体现在“精神”[Geist]的隐喻中）奠基于一系列完全未被决定的偶然性之上（作为流变的情境与事件，最初没有任何对应于某种预先存在的精神实体的深层、底层、受规则约束的秩序4）：“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法的顶点，在于断言必然性本身的偶然特性”（Žižek 1994b, 36）。正如他后来所总结的那样，“黑格尔所谓的‘设定前提’的终极奥秘，是偶然性如何追溯性地将自身‘扬弃’为必然性的奥秘……简言之，即秩序如何……从混沌中涌现的奥秘”（Žižek 2000c, 227）。并不是存在着一个在非时间性上先于仅仅是虚幻混沌（即历史-时间经验的偶然性）的共时性秩序（即精神概念的必然性）作为这一秩序的历时性实现。相反，混沌在先，对其的整理排序是一个事后过程，该过程往往掩盖了这种混沌的首要地位。齐泽克甚至断言黑格尔是地道的偶然性哲学家。5 恰恰在这一点上，谁是齐泽克的黑格尔这一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正如所提到的那样，黑格尔通常被描绘为“绝对知识”的哲学家，尤其是在战后法国思想的各种思潮中（这些思潮构成了齐泽克写作背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描绘为将人类历史的偶然变迁视为必然概念运动的副现象显现的思想家（即经验上可触及的现实等同于一组非时间-非物质结构的时间-物质展开）。沿着相关的思路，人们通常认为黑格尔对康德嗤之以鼻，无视任何所谓“可能经验的限制”，肆无忌惮地沉溺于倒退回最恶劣教条式的先批判形而上学之中。齐泽克所做的无异于彻底颠覆了这种被广泛接受的黑格尔漫画形象。

评估黑格尔在齐泽克哲学中的地位的最佳起点，是黑格尔如何与康德相关联的问题（至少根据齐泽克的看法）。齐泽克的“怪物”，他的异端黑格尔，是完成康德批判-先验转向这一“哥白尼革命”的人物6（实现了那“在康德之中多于康德自身”之物——正如齐泽克在一次讨论中所言，黑格尔相对于作为“自在”的康德而言是“自为”，7 即康德思想内部初生却尚未实现的潜力的充分实现）。正因如此，黑格尔绝非无所不知的哲学自我意识的拉拉队员，绝非无所不包、穷尽一切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脱其牢固掌控的百科全书式知识的倡导者。

众所周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除其他事项外，力图揭示哲学中各种（伪）问题的徒劳、无意义的棘手性，这些问题是由于假定能够对独立于主体对该现实的反思而自在自为存在的客观现实做出决定性断言而捏造出来的。康德既证明了这些棘手问题是如何从心灵各官能（即直观、知性和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自发产生的，也证明了哲学家在进行哲学思考时一旦同意停留在先验唯心主义框架所定义的可能经验限制之内，它们就如何不再成为真正的问题。（类似地，齐泽克指出，得益于康德批判策略的标准黑格尔式程序，并不是通过直接回应其提出的问题来解决哲学难题，而是通过转换视角，使问题发生置换，有时甚至在新视角内部重新作为其自身的解决方案而浮现；8 这就是说，康德和黑格尔往往仅仅通过对这些谜团“斜视”来得出针对特定理论谜题的答案。）因此，齐泽克经常指出，有限性主题位于康德理论机制的中心。换言之，康德提出，先验唯心主义的主体被安置在这样一个现实之中（即受限于该主体有限经验领域界限的世界），该现实由于该主体的有限性而充满了困境和僵局，在这个现实中知识总是且必然是“非-全”（not-all）的。

康德的第一《批判》试图将自身局限于具体认识论的阐述。关于对位于主体可通达的经验界限之外的物自身之本体界不能做任何具体断言的规定，可以被解释为对旨在发展详尽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尝试的禁令。先验唯心主义的有限主体仅知道直观与知性联合官能所呈现的客体；直接触及作为诸物（Things）的这些客体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强行触及的企图使主体性退回自身，背负上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正如“纯粹理性的辩证论”所示）。在划定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分界、以及主张作为现象的客体与本体性物自身之间的区别时，康德假定——他只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矛盾仅仅存在于主观认知的范围之内。根据这一预设，只有思维才能容纳二律背反与对抗；实体性存在本身必定在内部与自身合一且没有矛盾。齐泽克从黑格尔关于康德认为实在存在无矛盾本质的假设只是一条教条式信条的观察出发，9 经常将黑格尔描绘为迈出了将康德的认识论转变为本体论的虽小但极其重大的一步。（事实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既是认识论又是本体论，即一种流动的、动态的知识过程，在其运作[以及更重要的机能失常]中，同时揭示了存在本身的构型。）10 通过这一举措，存在变成了某种不完备且不一致的东西，一个被分裂和断裂所渗透的领域。（正如所见，齐泽克与晚期谢林的交锋也旨在勾勒出作为涉及内在僵局与裂隙的存在的实在界的本体论图景；齐泽克指出，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主体的唯物主义理论，通过说明主体与存在实体的关系而不将这种主体性贬低为微不足道的副现象地位，有效地弥合先验唯心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鸿沟——见第二部分。）

齐泽克以各种方式呈现了从康德认识论向黑格尔本体论的过渡，并从中提炼出若干不同的结论。《棘手的主体》包含了最清晰的范例之一，展示了他概述从康德向黑格尔转变的基本意义的总体方式：

黑格尔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用康德广为人知的现实先验建构格言（“我们知识的可能条件同时就是我们知识对象的可能条件”）的反面来补充它——我们知识的局限（它未能把握存在的整体，我们的知识无可避免地卷入矛盾与不一致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知识对象本身的局限，也就是说，我们对现实知识中的裂隙与虚空，同时就是“实在的”本体论大厦本身的裂隙与虚空。（Žižek 1999b, 55）

几页之后，他将这一姿态描述为“黑格尔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黑格尔绝非从康德的批判倒退到表达宇宙理性结构的先批判形而上学，而是完全接受了康德宇宙论二律背反的结果（并从中得出了结论）——根本不存在“宇宙”，宇宙作为本体论上完全构成的肯定性总体的概念本身就是不一致的。（Žižek 1999b, 60）

有趣的是，当齐泽克宣称随着黑格尔对康德的本体论化（具体而言，将康德“纯粹理性的辩证论”中描述的理性矛盾投射进存在本身11），“根本不存在宇宙”时，他选择将“不存在/是”（is）斜体化（而不是“不”[no]）。这绝非偶然，因为齐泽克式的本体论（通过康德、谢林、黑格尔和拉康阐述）将存在的实在界描绘为一个充满了张力和分裂的无根据之根据。存在“即是”这种非宇宙（acosmos），即凝聚、统一的一-全的这种不稳定的缺席。

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臭名昭著的“绝对知识”（das absolute Wissen）无非是对不仅人类对世界的主观理解（按照康德认识论）、而且存在本身的现实内部都具有无可还原的不完备性的接受。12 齐泽克将绝对知识描述为涉及一种“激进丧失”的经验，而非令人陶醉地升入全知状态。13 事实上，就其在1807年《精神现象学》中的意义而言，“das absolute Wissen”或许更好地被翻译为“绝对认知”（absolute knowing），只要辩证法的这一终结时刻可以说是涉及对永不停歇的辩证运动（“ing”）的不可终结性的洞见，而不是标志着一个稳定的知识体系一劳永逸地得以巩固的节点（在《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节，黑格尔恰恰用这些词句描述了精神达到绝对认知阶段14——亦见第15章）。齐泽克指出：

黑格尔深知，理性总体化的每一次尝试最终都会失败，这种失败恰恰是“辩证进步”的动力；他的“赌注”位于另一个层面——可以说是关乎“平方总体化”：即从一系列失败的总体化本身中“制造出一个系统”的可能性，以理性的方式将它们连锁在一起，辨识出调节着总体化本身的崩溃催生另一总体化的过程的奇特“逻辑”。如果《精神现象学》归根结底不是展示主体为了界定绝对者从而实现梦寐以求的主客体同步而做出的一系列流产尝试，那它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最终结果（“绝对知识”）并没有带来最终找到的和谐，而是伴随着一种反思性的倒转：它使主体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绝对者无非是它先前构想绝对者的失败尝试的逻辑配置——也就是说，直面真理本身与通往真理的道路相重合的令人眩晕的经验。（Žižek 2002a, 99–100）

在齐泽克眼中的黑格尔看来，康德并没有将他的哥白尼革命贯彻到底。康德因此未能阐明他自身突破的最深远后果。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齐泽克声称，是康德而非黑格尔仍旧与先批判形而上学纠缠不清。15 康德沿着本体界（即物自身的本体论实在界）与现象界（即主观表象剧场的去本体化封闭）之间的断裂断层线将本体论与认识论分开，从而固守这样一种假设：在主体被囚禁于其中的充斥矛盾的经验现实界限之外，持存着一个未受这些矛盾干扰的不可企及的存在基底：

我们之所以未能把握绝对者，恰恰在于我们继续假定在我们有限的反思推理领域之上和之外，存在着一个有待把握的绝对者——我们实际上只需意识到这种外在反思如何内在于绝对者本身，就克服了外在反思的局限。这就是黑格尔对康德的根本批判：不是康德未能克服知性的外在反思，而是他仍然认为存在着逃脱其掌控的某种彼岸。康德没有看到的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作为未来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导论”，本身就已经是唯一可能的形而上学了。（Žižek 1999b, 84–85）

根据齐泽克式的黑格尔主义，绝对者就是绝对有限者。达到绝对者的立足点，等同于意识到根本不存在一个无缝的超越性彼处可以在其中神奇地缝合经验现实织体中的瑕疵与撕裂。换言之，一旦排除了激进外部的幽灵，现象领域本身就变成了绝对者，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作为更大的限制约束（例如本体性彼岸）来与这一领域相对抗。

在上文引用的段落中，齐泽克使用了“知性”（Understanding）一词。康德与黑格尔各自都拥有他们版本的知性（Verstand）与理性（Vernunft）之间的区分。粗略地说，知性负责在感性经验的流变之上叠加一个概念网格。它通过沿着其范畴与对立所划出的界线分割直观现象的时间流，来组织这一时间流。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精准指出的意义），知性可以说是对现象直观那流动的、鲜活的表面施加了一定程度的暴力，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在直观与知性之间、在感觉-知觉经验与其概念-观念编码之间仍有一道有待弥合的裂隙。理性试图通过超越知性，通过反思知性概念与区分的不足与缺陷（通常是通过展示知性的范畴划分相对于经验细微的灰色阴影而言过于非黑即白，或者知性的对立如何很容易被问题化、颠倒或解构）来弥合这一裂隙。

然而，黑格尔所强调的是，如果容许理性对知性图式局限性的批判性反思促成对这些图式的抛弃，以期绕过这种观念干扰从而直接把握作为经验的经验，其结果是对经验现实的任何有意义通达的彻底丧失。16 与康德一样，他也拥有一部“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坚持认为，概念抽象的暴力，其对现实表面上残酷的尸体化和解剖，是一个总是已经被精神-概念中介彻底浸透的现实不可分割且不可避免的方面。17 此外，齐泽克指出，黑格尔版本的知性（Verstand）与理性（Vernunft）区分的终极结局，是摧毁了通过鲜活经验之流所展现出来的非结构化的、生机勃勃的存在充盈这一神话。18 知性必须接受一种“丧失之丧失”，承认据称失去的东西（即非结构化的、生机勃勃的充盈）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存在过，因此无法通过作为表面上更高力量的理性来恢复。简而言之，有限主体面临着强迫选择：要么选择知性所提供的对现象存在的有瑕疵的、部分的通达，要么选择根本无法通达的无效死胡同。如果人们拒绝使用总是不充分的概念对立来暴力且不完美地“切中现实的关节”，那么（至少对于认识主体而言）就根本不存在现实：“如果你拿掉扭曲的视角，你就会失去物自身”（Žižek and Daly 2004, 96）。正如齐泽克所解释的，黑格尔的理性（Vernunft）正是放弃了对其自身彼岸的幻想（类似于一种克服知性运作内部局限的理性力量）、并接受了其自身的绝对地位（只要没有任何优越的、准神圣的大他者来补偿其有限性）的知性（Verstand）。19

然而，即使困扰康德批判-先验系统的这种同质、无冲突的本体彼岸意象是一种幻觉，它依然是一种顽固而普遍的幻觉（用康德的说法，这甚至可能是一种必然的幻觉）。那么，黑格尔（或齐泽克）是如何解释康德以本体与现象二分法形式赋予其精确哲学表达的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持存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审视黑格尔对康德物自身与作为表象的客体之间区分的批判。把握这些批判的利害关系，对于理解拉康的实在界领域在齐泽克著作中不断演进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唯心主义的所有主要代表人物（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共同拒绝了他们所理解的康德关于本体之物（Ding）与现象客体（Objekt）之间的区分——尤其是因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固执地拒绝解释物自身如何催生作为表象的客体（对康德而言，这种“解释”必然会违反批判性禁令，该禁令禁止将知性概念[如因果性]应用于[可能]经验中所直观之外的任何事物）。在其1794年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费希特主张物自身并非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看起来那样，是一个完全无条件的、与主观认知结构无关的自存实体，一个与心灵完全分离的不可企及的实体。费希特的论点是，至少要让这个“物”作为一个完全与主体对立的X出现，主体本身必须首先存在。“自我”的设定创造了“自我”与“非我”之间的根本区分（后者在康德体系中是物自身的本体领域——当然，在此值得记住的是，本体维度潜藏在康德“自我”的核心之中）。因此，物自身非但不是未受心灵制约的，反而是与主体性捆绑在一起的动力学和过程的条件性副产品。退一步说，根据费希特的观点，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是主体经历极端被动性的指标，是遭遇对其观念/观念性活动的顽固阻抗点的指标（而对这种阻抗的登记需要一个活动受阻的积极主体的预先存在——因此在费希特唯心主义中设定“自我”具有优先性）。20 因此，费希特得出结论：物自身是思维的产物，而不是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异于主观认知的东西。21 没有思考的主体，就没有物自身。简言之，在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中，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分是自我本身内部的区分。

谢林同样将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描绘为意识活动的产物，描绘为思考主体特有运作的内在生成后果。谈到主体与本体的关系，早期的谢林在其1800年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解释道：

物自身是通过一种行动为主体产生的；结果留存了下来，但产生它的行动却没有留存下来。因此，自我最初不知道这个对立面是其自身的产物，并且只要它仍封闭在自我意识环绕自我所画的魔圈之中，就必须保持同样的无知；唯有哲学家在突破这个圆圈时，才能洞穿这一幻觉。（Schelling 1978, 68）

谢林在此谈到的幻觉，正是康德关于物自身是先于并处于自我封闭的主体性领域之外、独立于且未受这一“自我”触碰的非时间存在的观念。相反，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是通过自我的活动产生的，尽管后者往往未能在这个由此构成的观念性之“物”上辨析出其指纹的痕迹。很久以后（但仍沿着类似的思路），在19世纪30年代关于现代哲学的讲座中，谢林迅速列举了对康德物自身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批判：第一，物自身唯有通过被思考才成为物（即只要它是一个物，它就是一个思维之物）；22 第二，鉴于物自身是通过剥夺作为表象的客体的一切确定属性和特质这一姿态而达到的抽象，这个物就是虚无（即一个空洞的抽象，一个由主观认知抽象行动所挖空的虚空）；23 第三，物自身涉及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物作为物至少部分依赖于“自我”以便被设定/构成为物，因此这些物并非纯粹“自在的”（即关于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作为物，它不是自在的；作为自在的，它不是物）。24

黑格尔对康德物自身的反对意见是德国唯心主义对这一概念的批判中最著名的，尤其是因为今天无论合理与否，黑格尔都在后康德唯心主义者中耸立于众人之上。然而，在1812年的《逻辑学》中，黑格尔在没有提及名字的情况下，赞扬其唯心主义同仁（大概是费希特和谢林等思想家）辨识出了康德先验唯心主义本体概念所涉及的空洞性。25 与他们一样，他也始终坚称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是从排空现象之现象特征的智识过程中残留的“块体”。26 这个“物”被描绘为纯粹的思维对象（“思维之物”）27，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最终无非是“一个无形式的抽象，一个空洞的彼岸”。28 在其著作生涯的早期，齐泽克就评述了黑格尔将物自身重新塑造成“纯粹的‘思维之物’[Gedankending]”。29 这一断言在齐泽克课题随后的展开中非常重要，只要它清楚地暗示了不一致且不完备的现象在先，而主体在经验表象的领域中挖空本体空洞的（无意识）劳作，可以说是紧随非-全世界的初始被给予性之后的活动：“限制先于超越：一切‘实际存在’的唯有现象的领域及其限制”（Žižek 1993, 37）。

在1801年的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中，仍受年轻谢林同一哲学影响的黑格尔声称，康德的批判哲学根本不能将一切都贬低为意识之单纯表象的地位，因为“表象”与“意识”这两个概念本身就不可避免地要求设定与它们相对立的事物（例如在有意识的心灵面前进行显现的本体论“质”）。30 换言之，正如黑格尔后来在与谢林决裂很久之后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可能经验的限制是限制，人们必须已经通过对由这些限制所划分和划定的彼岸（作为相对于现象经验内部界限的限制）的必要领会而逾越了这些限制：

没有人知道甚至感觉到任何东西是限制或缺陷，除非他同时凌驾并超越它……稍加考虑就会表明，称一件事物是有限的或受限制的，就含蓄地证明了无限和无限者的存在，并且我们对限制的认识唯有当无限者在意识的这一侧时才可能。（Hegel 1975, 91–92 [§60]）

关于康德限制形象的不一致、自我颠覆特性的这条论证线索，是黑格尔文本中经常重现的副歌：“关于限制的形式……人们非常强调思维、理性的局限等等，并断言限制不能被超越。做出这样的断言是没有意识到：某物被规定为限制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限制已经被超越了”（Hegel 1969, 134），以及“因为任何限制或匮乏只有通过与整体和完全的理念相比较才会被认识到”（Hegel 1990, 65 [§34]）。在他1802年的《信仰与知识》中，黑格尔主张康德本人已经逾越了可能经验的批判性限制，因为第一《批判》认为物自身是“可思的”（尽管不能作为能够被经验之物而被“认识”）。31 本体不知何故能够被认知，因此并不完全是“自在的”。32

《精神现象学》进一步细化了黑格尔反对物自身的批判思路，尤其是在关于“颠倒的世界”以及对待“作为表象的表象”的态度的讨论中（在题为“力和知性：现象与超感官世界”的一节中）。虽然在此没有时间充分阐释黑格尔这一文本的复杂性，可以说黑格尔在1807年针对康德本体之物的根本主张是：这个据称超感官的“自在”，并非未受主体及其认知活动制约的孤立、独立的存在层面，而是意识自身将现象视为表象这一认识论姿态的副产品。33 而且，正如黑格尔正确坚持的那样，表象的概念自动暗含了一种被遮蔽的出场，某种潜伏在可通达假象背后的东西（正如他在另一文本中所阐述的那样，“唯当自然的本质被规定为内在时，人们才知道外壳”[Hegel 1990, 93 (§89)]）。有趣的是，这也暗示了对知觉与统觉（即知觉与知觉到自己在知觉）之间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层级关系的标准理解的颠倒。人们通常假设知觉在发展上先于统觉，个体始于直接知觉表象，然后随后通过更高阶的自我反思，知觉到自己在知觉（从而他的知觉对他而言是表象）。黑格尔关于表象逻辑的论述表明，统觉在先。换句话说，主体性始于自我反思地将自身统觉为在知觉（即作为一个通过知觉界面与客体发生关联的主体），因此在这样做之后，现象显现为作为表象的知觉（即现象被转化为掩盖内在本体论深度的面具，而不仅仅是存在的赤裸裸启示）。简而言之，知觉（作为知觉）是统觉的产物，反之不然。正如齐泽克最近将这一思路表述的那样，“事物不仅仅显现，它们显现为在显现……一旦事物（开始）显现，它们不仅显现为它们所不是的东西，制造一种幻觉；它们也可以显现为仅仅在显现，掩盖它们正是它们显现的那样这一事实”（Žižek 2006, 29–30）。以下是黑格尔如何阐述这一点的：

内在世界或超感官彼岸已经生成了；它来自于中介了它的表象世界；换言之，表象是它的本质，事实上是它的充实。超感官世界是按其在真理中所是的感性世界与被知觉世界的设定；但是感性世界与被知觉世界的真理就在于成为表象。因此，超感官世界是作为表象的表象。（Hegel 1977c, 89 [§147]）

黑格尔将超感官世界（其中包含康德关于物自身本体领域的概念）界定为“作为表象的表象”。这意味着，对黑格尔而言，超感官世界是将现象视为表象的结果，即主体选择将现象视为肤浅的经验表面、掩盖着仍无法企及的更深层、隐藏的实在界的结果。黑格尔认为，这些表面上“自在”的实体并非独立地先于康德将意识定罪于其中的现象客体的有限知识，而是完全通过认识主体的设定而被带入存在的发生学结果。实质上，主体将其自身对待现象的活动/态度实体化了，从而产生了“超感官彼岸”的幻觉。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指出，康德通过他定义这一实体的方式使得物自身变得不可知。通过剥夺经验客体的一切确定特征——客体是通过它们显现的方式、通过它们特定的可辨识特征而被认识的——康德产生了一个虚空，一个关于它几乎无可言说或无可获知的抽象虚无：

只要对一切为他存在进行抽象，事物就被称为“自在的”，这仅仅意味着，只要它们被思考为剥离了一切规定性，作为虚无。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不可能知道物自身是什么。因为“什么？”这一问题要求分配规定性；但是既然要给它们分配规定性的事物同时被假定为物自身，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任何规定性，那么这个问题就被轻率地变得不可能回答，否则就只能给出一个荒谬的答案。（Hegel 1969, 121）

然而，在《哲学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批判方法，主张“物自身是什么？”这一问题非但不是无法回答的，反而是一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

当我们把意识所形成的一切、它的一切情感维度以及对它的一切特定思想排除在视线之外时，物自身（在“物”之下甚至包含了心灵与上帝）表达了这个客体。很容易看出剩下的是什么——彻底的抽象，完全的空洞，只是仍被描述为“另一个世界”——每一形象、感觉与确定思想的否定。看出这一死头（caput mortuum）仍然只是思维的产物也并不需要太多的洞察力，就像当思维进行纯粹的抽象时所产生的那样：它是空洞的“自我”的作品，这个自我从其自身空洞的自我同一性中制造出一个客体……因此人们只能惊讶地读到我们不知道物自身的永恒论调。相反，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知道的了。（Hegel 1975, 72 [§44]）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是完全可知的，因为这种“物”并非栖居在异质“另一个世界”（即位于可能经验限制之外的本体的超感官彼处）中的完全被扣除的他者性，而是主体本身，即“自我”的设定活动。主体性在表象的帷幕背后所发现的，不是实在之物的坚硬内核，而是它自身超越当下现象之直接性的姿态：34 “在现象的面纱背后……意识只发现它自己放在那里的东西”（Žižek 2004d, 260）。在这层表象的帷幕背后一无所有。

正如齐泽克喜欢强调的那样，这个无物/无（nothing）正是处于其不息、永不满足的否定性之中的主体本身，是其对所有呈现与表象的不可还原性与超越：35 “黑格尔通过将物[Thing]的虚空[其不可通达性]构想为等同于定义主体的否定性本身，从而激进化了康德”（Žižek 1992a, 137）。或者，正如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表述的那样（从指称作为作为表象的表象的黑格尔超感官世界出发）：

表象意味着在它背后存在着通过它显现的某种东西；它掩盖了一个真理，并通过同一姿态给出了关于它的预感；它在其帷幕背后同时隐藏并揭示了本质。但是在现象表象背后隐藏着什么呢？恰恰是没有任何东西可隐藏这一事实。被掩盖的是：掩盖行动本身什么也没掩盖。（Žižek 1989, 193）

齐泽克继续写道：

“揭开幻觉的面具”并不意味着“在它背后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必须能够看到的恰恰是这种作为自身的无——在现象之外，除了这种无本身之外一无所有，“这无即是主体”。为了将表象构想为“单纯的表象”，主体必须有效地超越它，去“跨越”它，但他在那里发现的正是他自己的跨越行动。（Žižek 1989, 195）

在这两段引文的第一段中，听起来齐泽克似乎是在借助黑格尔来强调拉康式的思路。例如在第十一讲座中，拉康讲述了两个艺术家（宙克西斯与帕拉修斯）争相绘制最具说服力的错视画的故事。宙克西斯画了一幅画，画中的葡萄栩栩如生，以至于鸟儿从天上飞下来啄食它们。宙克西斯对其艺术成就感到满意，然后转向帕拉修斯，请他拉下遮盖他所画之物的帷幕——却没有意识到帷幕本身就是帕拉修斯的错视画，它是一幅布套的逼真画作。36 就像黑格尔的作为表象的表象一样，帕拉修斯画作的表面之所以具有欺骗性，并不是通过在其背后隐藏其他东西，而是通过制造出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等待被揭示的深度的幻觉。齐泽克在谈到拉康对物（das Ding）与小客体a（objet petit a）的区分时，声称小客体a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欺骗的：“作为假象的a以拉康式的方式进行欺骗：不是因为它是实在界的欺骗性替代品，而恰恰是因为它唤起了其背后有某种实体性实在界的印象；它通过伪装成底层实在界的阴影来进行欺骗”（Žižek 1993, 36–37）。或者，用他在1988年的著作《最崇高的歇斯底里者》中提出的更广泛的术语来说：“我们……被那些看似遮蔽物的事物推入物之中，那些暗示‘物自身’被隐藏、围绕着某种匮乏而构成的事物”（Žižek 2005c, 39）。（相对于拉康的错视画例子，看起来阻碍了对据称是底层的画作之物的视觉触及的遮盖物，本身就已经就是画作之物了。）

然而，在上文引用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两段引文中的第二段中，齐泽克采取了额外的一步，一步他认为是地道的黑格尔式步骤：他断言这种无物（no-thing）并非虚无（nothing）——也就是说，这种在现象表象世界内部所处的虚空（化），正是处于其骚动不宁的否定性之中的主体性本身。对齐泽克而言，从康德向黑格尔的过渡，是从认识论虚空向本体论虚空的转变，是从主体无法企及的不可通达之物向主体本身作为无法被还原为它无论如何被判处在其中循环流通的现象之物（即拉康的被划杠主体$）的转变。37 而且，在提出这种现象的彼岸与超越现象的活动（一种仍然内在于它不断超越的表象世界的活动）之间的等价性时，黑格尔声称物自身实际上是主体性，只要后者是一个完全未被任何特定经验内容所决定的X，某种与经验客体脱节的东西。38 正因如此，这种主体性就是自由本身39（这对于齐泽克在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无意识的精神分析概念的交叉点上重新思考自主性概念的课题也是至关重要的）。

黑格尔对康德物自身的反思使他得出结论：据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超感官本体世界，是一个由被设定的虚假本质构成的幽灵般、虚拟的幻象建构。并非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是无形地奠定非本质的作为表象的客体那转瞬即逝、脆弱表象的真实、坚固本质。相反，黑格尔反复断言，本质的本质就是显现。40 更准确地说，一旦人们完全接受了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本体论后果——这里的这个世界就是绝对者，因为不存在外部，不存在外在于它的超感官世界——表象就无非就是本质，因为在表象之外没有任何本质（除了主体超越当下此时此地被给予性自身的活动之外）。在《哲学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坚称，“我们直接意识到之物仅仅是现象，不仅对我们而言如此，就其自身的本性而言亦是如此”（Hegel 1975, 73 [§45]）。同样，在其哲学体系的纲要中，他提出“本质……不在表象背后或之外，相反，恰恰因为存在的是本质，所以存在即是表象”（Hegel 1990, 89 [§81]）。

齐泽克准确地将黑格尔对康德本质对表象（作为物对客体、本体对现象）层级结构的辩证颠覆，描述为主词与谓词假定位置的颠倒。41 在《逻辑学》题为“物及其属性”的一节中，黑格尔指出，在这里所谓的主词项（即本体的物自身）实际上只是先前假定为该物附属谓词项（即现象的作为表象的客体）的一个谓词项。42 这就是说，物之所以是其所是（即一个确定的“这个”，一个特定的存在/实体），归功于其作为显现属性的个体化属性。因此，这些属性才是本质性的东西，而表面上奠定这些属性基础的不可见超感官根据，实际上只是感性事物的一种单纯的副现象属性；不是物为主词、其属性为谓词，而是情况恰恰相反。齐泽克隐藏在后记的一个脚注中，对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澄清性限定：黑格尔并不是说存在着某种内在必然性驱使本质将自身显现为表象——注意以这种方式措辞会暗中重新引入表象之前存在着本质这一可疑概念——而是说“本质无非就是本质的表象”（Žižek 2000h, 181），也就是说，作为本体的本质是从现象中产生的一种幻象意象。在《视差之见》中，齐泽克进一步澄清了黑格尔关于表象与本质之间的辩证法：

我们应当始终记住，在黑格尔关于表象与本质的辩证法中，表象是不对称的包容性术语：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差异内在于表象，而不内在于本质。当黑格尔说本质必须显现，它只有在显现的深度上才是深刻的时，这并不意味着本质是一种自我中介的力量、在其显现中外化自身然后“扬弃”其自身的外在性并将其设定为自身运动的一个环节。相反，“本质显现”意味着，就本质/表象的对立而言，直接的“现实”站在表象的一边：表象与现实之间的裂隙意味着现实本身（在“外部”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显现为内在本质的表达，意味着我们不再按照现实的“表面价值”来看待它，意味着我们怀疑在现实中“有着多于眼睛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本质似乎作为其隐藏的核心持存在现实内部的某个地方。表象含义的这种辩证转换是至关重要的：首先，直接现实被还原为内在本质的“单纯表象”；然后，这一本质本身被设定为在现实中显现为其隐藏核心之幽灵的某种东西。（Žižek 2006, 106）

齐泽克在此坚持颠覆关于黑格尔的又一部分流行的阐释“意见”（doxa）。正如他颠倒了黑格尔思想中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被感知的层级结构一样（如前所述，齐泽克非常规地主张偶然性在黑格尔哲学中占据上风），他也颠倒了那种表面视角，即认为对黑格尔而言经验表象是底层概念本质的副现象残留物。

然而，在进一步推进之前，先前提出的一个问题仍有待回答：究竟是什么促使超感官的“另一个世界”（作为物自身的本体领域）从现象平面中涌现出来？康德已经暗示了这个疑问的答案：纯粹理性在其克服被经验世界的有限、“非-全”性质的雄心勃勃的追求中，在其克服自身有限性的冲动中，形而上学地诉诸于被揭示的经验表面（建立在直观与知性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之外、之下或背后的终极实在界。黑格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变得如此著名的物自身，在这里展现了它的发生，即作为被固守的反思进入自身的抽象，以排除不同规定性作为它们的空洞基础”（Hegel 1990, 87 [§75]）。这些作为千变万化杂多的“不同规定性”，促成并激起了对一个超越性X的“固守”，以此作为驯服和管束这种蓬勃发展的混沌的手段。换言之（也许有点过于简单），表象世界向主体呈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多元性，呈现了不断变化的经验碎片的迷失流变。面对这种表面的混乱，主体性通过调用底层的非现象基础（即超感官世界）来奠定其基础，从而赋予它一定程度的凝聚稳定性。齐泽克认为，这种被设定的本质是现象表象领域碎片化和不稳定特性的见证。正因如此，他将“本质”定义为表象的“自我裂缝”/“自我破裂”。43 换句话说，“现象之间多重视角的不一致性并非超越之物[Thing]撞击的结果——相反，这个物[Thing]无非是现象之间不一致性的本体论化”（Žižek 2003b, 66）。

在好几个场合，齐泽克指出，对于黑格尔而言，限制先于超越，后者是被与充满了对抗与僵局的表象世界的遭遇所激发的。44 1994年的一篇论文包含这样一个命题：“物自身是现象作为自身的限制”（Žižek 1999f, 278）。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是现象表象不能被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均匀的整体、一个有机的宇宙、一个与自身合一的存有这一事实的化身/代表。45 康德本体领域的超感官世界是一场挣扎的症状；更具体地说，它是主体试图调和不和谐的现象内在性的杂音而归于失败的产物。最近，《无身体的器官》将事情总结如下：

对于黑格尔而言，现象与其超越性根据之间的裂隙，是现象自身内部/之中的绝对内在裂隙的次级效应。“超越性”是现象的内在性破裂、破碎、不一致这一事实的虚幻反映。用稍微简化的话来说，并不是因为超越之物逃避了我们的掌控所以现象破碎了、我们拥有多重的局部视角；相反，这一物的幽灵是现象不一致性的“物化”效应……内在性生成了超越性的幽灵，因为它本身在内部就已经是不一致的了。（Žižek 2004c, 60–61）

几页之后，齐泽克补充道：“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相对于内在性本身内部的裂隙而言是次级的：‘超越性’是一种视角错觉，是我们（错误地）感知内在于内在性本身的裂隙/不和的方式”（Žižek 2004c, 65）。因此，现象现实的内在性并非由于超越本体存在的隐退而成为“非-全”；相反，恰恰因为现象现实的内在性是“非-全”的，一个超越的本体存在才被设定出来。在齐泽克看来，他自身哲学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正是对唯心主义将超越性置于内在性之上的优先地位的这种颠倒。他坚持认为，现象内在性是零度出发点，本体超越性（的幻影）正是从中生成的（人们甚至在此可以察觉到轻微的海德格尔语调——特别是在对主体被“抛入”世界、46 其不可逾越地沉浸在现象领域之内的肯定中）。对齐泽克而言，从康德向黑格尔的过渡，等同于“……从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向内在性本身中的极小差异/裂隙的转变”。47

从齐泽克的立场来看，现象内在性的存在之所以分裂为其自身与本体超越性（的表象/幻觉），是由于可以被描述为内在性本身内部的某种不足或匮乏所致。换句话说，齐泽克对黑格尔的某些沉思似乎表明，表象（即现象内在性）促使主观反思设定本质（即本体超越性），是因为前者本质上是不完备的，渴望着它们在构成上被剥夺的稳定和谐（这一运动类似于谢林在《世界时代》手稿中所讲述的上帝自我超越其自身受驱力困扰的存在的神智学故事）。在这一层面上，主观反思非但不是（如康德先验唯心主义那样）对物自身原本和谐完满存在的外部强加破坏，反而是完全嵌入在其所反思的本体论平面之内的反思过程，这一过程赋予该平面某种凝聚的一致性。（齐泽克多次提到，对事物的主观反思是这同一事物本质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它们的。）48 人们可以说，根据齐泽克的黑格尔-拉康本体论，存在恰恰通过其特定环节之一——更确切地说，通过作为内在断裂的主体，作为“在存在之中多于存在本身”的奇点——实现了它所能够实现的任何部分程度的总是未完成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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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体即主体：存在的自我裂解

在他1974年的电视访谈中，拉康将（想象-象征）现实描述为“实在界的一种鬼脸”。1 齐泽克颠倒了这一描述：实在界是现实的一种鬼脸。2 他暗示拉康1974年的表述仍然过于康德化：它暗示存在着一个不可企及的维度（即本体论实在界），人们只能通过肤浅表象（即现象性的想象-象征现实）的扭曲中介渐进地接近它。从一开始，齐泽克的工作就致力于面对德国唯心主义来阐释拉康理论，反之亦然。特别是，他对拉康实在界领域的阐明，与他对先前所提及的贯穿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的争论的阐释密不可分。过去几年来，齐泽克在叙述其理论发展的自我批判故事中声称，诸如《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早期文本将拉康的实在界与成问题的康德物自身联系得过于紧密。他将自己关于实在界的心态转变表征为他自己以上述方式走过了从康德通往黑格尔的道路（尽管正如前面所论证的那样，齐泽克往往比黑格尔主义者更具谢林色彩；此外，正如将要论证的那样，齐泽克对实在界更微妙的描绘也使他——有些出人意料地——接近于费希特）。相应地，例如在其《欢迎来到实在界的荒漠！》（2002）与《木偶与侏儒》（2003）中，他呼吁放弃将实在界构想为位于想象-象征现实界限之外的实体性过剩。3 然而，通过他相继（重新）阐述康德及后康德德国唯心主义澄清拉康精神分析各方面地位的方式，齐泽克成功地在细心的读者心中引发了严重的怀疑：即他关于实在界的具体规定在根本上是否自洽，以及如果是的话，它们是否按照他在对其自身从康德式实在界走向黑格尔式实在界的理论“进步”的自我反思性叙述中所自觉相信的那种方式自洽。许多问题是他有些随意地在实在界的静态分析与发生学分析之间交替和混淆的结果（即相对于处于想象-象征现实中已经构成的主体而言的实在界，对抗相对于主体与现实的形成性发生而言的实在界）。

首先，人们可以说，关于实在界的本体论，齐泽克从他最早的文本开始就一直在康德与黑格尔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正如现在应当一清二楚的那样，他倾向于将拉康关于实在界与现实（后者建立在想象界与象征界领域的基础上）的区分，分别对应于康德关于本体与现象的二分法（即使仅仅是为了在揭示拉康思想的黑格尔辩证微妙性的过程中削弱这种对应）。在此，实在界的康德版本需要假定某种实体性物自身的存在，该物自身享有完全独立于想象-象征现实及其表象/表征世界的本体论地位。相应地，实在界的黑格尔版本等同于断言这个抗拒表征并逃避象征化的X总是从想象-象征现实的框架内部被设定的。那么——这是关于哲学唯心主义的根本问题——实在界相对于现实而言究竟是超越的还是内在的？尽管齐泽克在回答这个基本疑问时通常听起来相当果断——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开始坚持实在界对现实的内在性——但他对晚期现代哲学与拉康三界说之间关系的各种论述细节却暴露出某种犹豫不决，这种犹豫不决值得被强调、主题化并保留（而不是迅速偏向于实在界的康德或黑格尔描述来解决）。齐泽克关于实在界的本体论既非康德式的亦非黑格尔式的，尽管深受两位思想家的影响（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有什么的话，它更接近于处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两位中间人物：费希特和谢林）。

从其最早的出版物开始，齐泽克参照黑格尔，将拉康的实在界表征为展现出辩证的对立统一，是系列互斥维度的凝缩汇聚点（应当指出，齐泽克关于他从早期的康德版实在界走向后期的黑格尔版实在界的故事是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的）。沿着这些思路，齐泽克区分了（康德式的）被预设的实在界（présupposé）与（黑格尔式的）被设定的实在界（posé）。4 一方面，被预设的实在界是先于想象-象征现实到来的某种实体性充盈；例如，就精神分析所支持的主体形成的个体发生模型而言，这种实在界首先且首要地是习得语言之前神秘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被设定的实在界是完全位于想象-象征现实约束之内的空洞虚空；相对于被预设的实在界而言，这里的观念将是：任何这种前语言的存在状态都由于进入象征秩序而变得永久不可企及，而且，作为无法同化于现实表象领域的实在界，唯有通过这一领域内部的崩溃与僵局才能触及。此外，被预设的实在界完全是作为被预设者而显现的，即作为从想象-象征现实的封闭内部设定的追溯性重构，作为覆盖着现实词语和意象污损痕迹的总是事后的再现。

被预设的实在界与拉康文本中唤起前象征肉身之充盈的反复母题相关联，即身体在被大他者的能指殖民和覆写之前的生硬、原始直接性。相比之下，被设定的实在界与一种非实质的、转瞬即逝的虚无相关联，这是一种困扰着现实既定领域并使其成为“非全”的飞逝非在场：

实在界是惰性在场、肯定性的充实；实在界中无所匮乏——也就是说，匮乏唯有通过象征化才被引入；是一个能指在实在界中引入了虚空、缺席。但与此同时，实在界本身是一个洞、一个裂隙、象征秩序中央的一个敞开——它是象征秩序围绕其被结构化的匮乏。作为起点的、作为基础的实在界是没有匮乏的肯定性充实；作为产物、作为象征化的剩余，相比之下，它是由象征结构所创造、所环绕的虚空、空无。（Žižek 1989, 170）

在描绘了这种复杂的对立面汇聚的轮廓之后，听起来齐泽克似乎赞同其中一种含义胜过另一种含义。他显然倾向于主要将实在界视为被设定的，即视为完全内在于现实表象织体的虚空（而不是作为被预设的、作为前表象的超越性——他将这种对实在界的描绘指认为康德式的）：

拉康的整个要点在于，实在界无非就是其铭写的不可能性：实在界不是一个超越的肯定性实体、不像一个不可企及的坚硬内核那样持存在象征秩序之外的某处，某种康德式的“物自身”——在其自身中它根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虚空，象征结构中标志着某种核心不可能性的空无。（Žižek 1989, 173）

在这里，表象有欺骗性的危险。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赞同将实在界解读为完全被设定的（即绝对内在于象征秩序）——这将意味着被预设的实在界完全是幻象性的，无非是由说话存在（parlêtre）捏造的“事后”（après-coup）虚构——但齐泽克提及由大他者的僵局所索引的“某种核心不可能性”，暗示确实存在一个并非完全内在于想象-象征现实的X。齐泽克禁止将这个X设想为类似于康德的物自身（Ding an sich）那样致密沉重的在场/实体。然而，考虑到前面从康德认识论转向黑格尔本体论的阐述，这种“核心不可能性”不一定被视为纯粹逻辑-结构性的（即剥离了本体论重量的分量之物）。对于谢林与黑格尔而言，实在界实际上是被“划杠”的。如上所述，康德假定本体论实在界是一个未受困扰人类理性的对抗与矛盾所扰动的肯定性本体论充盈，而黑格尔则将康德的二律背反投射到存在秩序本身之中。因此，不可能性不必然是主观认知内部的观念构型，即并非仅仅存在于想象-象征现实之内的绳结。这些绳结（也）是存在本性的一部分。

正如在这里将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的那样，对齐泽克而言，现实内部现实自身发生功能失调的那些节点（即被设定的实在界），正是现实与物自身（an sich）之实在界固有的功能失调（即作为异于在象征秩序内部并由象征秩序生成的构型的实在界）发生（重新）连接的节点。鉴于齐泽克那种黑格尔主义，他致力于这样一种观念：说话主体性“触及实在界”（即接触到通过语言-表象中介构成的客体之外的某种东西），恰恰是在想象-象征矩阵瓦解并颠覆自身的那些点上（正如拉康所言，实在界是通过“形式化的僵局”达到的5）：“我们的概念机制固有的不一致性绝非表明我们的思想未能把握现实，而是终极证据，证明我们的思想不仅仅是我们所玩的一种逻辑游戏，而且能够触及现实本身，表达其固有的结构化原则”（Žižek 1999b, 99）。

某些表述清楚地表明，齐泽克恰当地领会了实在界的困境本质，而不是将其视为等待最终理论解决的混乱：“拉康关于实在界的概念包含某种根本的模棱两可性：实在界既指称先于并抗拒象征化的实体性坚硬内核，同时它又指称由象征化本身所设定或‘产生’的剩余”（Žižek 1993, 36）。大体而言，人们不必感到被迫在素朴实在论与同样素朴的唯心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在齐泽克受黑格尔影响的阐释中，康德可以说遗憾地同时选择了两者，既坚持非主体存在之未经中介的基石的存在[即素朴实在论]，又坚持主体被判处在自身认知的封闭界限之内[即素朴唯心主义]。）然而，尽管在这些实例中他确认了实在界作为一个不仅是由象征界所产生的副产品/剩余的维度的存在，齐泽克却频繁地陷入某种（姑且称为）象征界的激进唯心主义之中（尤其是在他似乎过度沉醉于黑格尔式辩证思想飞跃的时候）。

在许多场合，齐泽克借用黑格尔的语言主张，概念性事物（作为象征界）与概念之外/非概念事物（作为实在界）之间的分裂，是概念性事物本身的内部划分。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边界是位于象征界领地之内的边界：“概念与现实之间的每一种张力、概念与在感性的、非概念经验中所遭遇的、显现为其不可还原的他者之间的每一种关系，已经是一种概念内部的张力，即已经蕴含了对这种‘他者性’的最低限度的概念规定”（Žižek 1993, 20）。更有甚者，齐泽克有时声称非概念的实在界完全是由于概念性象征界发生故障和自我短路而产生的：“实在界涌现自形式化的僵局……实在界不是抗拒象征化的坚硬外部内核，而是象征化过程中僵局的产物”（Žižek 1996b, 110），以及“非概念的现实是当概念的自我发展陷入不一致并对自己变得不透明时所涌现出来的东西”（Žižek 2003b, 66）。将此与黑格尔联系起来，他指出：

现实的标准概念是抗拒概念把握的坚硬内核的概念；黑格尔所做的仅仅是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现实概念：非概念的现实是当概念的自我发展陷入不一致并对自己变得不透明时所涌现出来的东西。简言之，界限从外部移位到了内部：之所以有现实，是因为且只要概念是不一致的、不与自身重合……简言之，现象之间多重视角的不一致性并非超越之物撞击的结果——相反，物无非是现象之间不一致性的本体论化。（Žižek 2002a, xxix-xxx）

正如刚才所见，在某些语境中，齐泽克表明实在界并非完全可还原为象征界的中介特征。但是在紧接着上文引用的段落中，作为“坚硬内核”、作为观念之外/非观念X的“现实”，显然被贬低为概念中介运作的残留后效地位。而且他对语言与非语言区分的调用之一，确实带有象征界唯心主义的姿态：他声称作为语言的象征界与作为非语言的实在界之间的区分，是语言象征界本身内部的区分。6 因此，在这一点上，显而易见的问题出现了：齐泽克是否只是在哲学上马虎草率、粗心地自相矛盾，而根本没有努力避免关于实在界的不兼容表述？

在1993年的一次访谈中，齐泽克明确表达了实在界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张力。他将其指定为一个必须被接受和拥抱的“悖论”：“实在界指的并不是超越象征界、抗拒象征化的某种实体性、肯定性实体……拉康所谓的‘实在界’并不是象征界之外的任何东西，它仅仅是象征秩序本身固有的不一致性”（Žižek and Salecl 1996, 41）。他继而规定：“尽管如此，并非一切都是文化的，这就是悖论所在。尽管你无法指出一个纯粹自然、尚未被文化中介的时刻，但尽管如此，你绝不能得出一切都是文化的这一结论。否则你就会陷入‘话语唯心主义’”（Žižek and Salecl 1996, 41）。

在同一次访谈的那一年，他在《与否定性共存》中确实接受并拥抱了这一悖论，在那里通过诉诸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被处理为在结构上等同于黑格尔概念与非概念的对立），主张虽然自然与文化的区分是文化本身内部的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文化中介的自然是不存在的。7 换言之，虽然实在界与现实的区分是现实本身内部的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中介的实在界是不存在的——仅仅因为它不可企及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但齐泽克本人难道不也是反复面临着在黑格尔化拉康的旗帜下宣扬他在上述引文中斥责的那种“话语唯心主义”的危险吗？在此停下脚步并单纯责备齐泽克未能整合其对实在界的反思将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不容许使用实在界挫败任何及所有对其进行自洽处理的廉价借口——这种借口经常被借鉴拉康的理论家用来给完全的智识懒惰发许可证，将他们在概念上系统化和逻辑上连贯的无能必然性变成一种所谓的精妙美德）。然而，走出这一十字路口的更富有成效的路径是：考察将费希特与谢林（在年代学上以及在各种哲学方式上处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两位关键人物）引入这些表面上矛盾的实在界表述，如何揭示出这些矛盾并非粗略一瞥所看起来的那样。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齐泽克提出，费希特这位后康德时期所谓的头号唯心主义者，应当被解读为某种（原初）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他不必被解释为否认未经主体性及其伴随观念结构中介的任何事物之真实性的贝克莱式唯我论者——见第2章）。用德国唯心主义与拉康派的混合语汇来说，费希特不必被理解为主张脱离了从作为说话存在（parlêtre）之想象-象征现实的主观观念者框架内部建构起来的这一超感官基石的幻象幽灵之外就没有任何客观实在界（即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实在界纯粹是由现实并在现实内部设定的）。相反，正如拉康的情况一样，费希特式的实在界（体现在“原初阻抗”[Anstoss]中）对主观观念者而言是既不可能却又不可或缺的。这是什么意思？

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对知觉的阐述开始，哲学史上一个持久的概念就是：构想和知觉着的个体与超越他或她的某种事物发生接触、撞上激进的外部他者性的最确定迹象，在于涉及约束、被动性以及总体缺乏自由的经验。例如，每当知觉者无力随意改变这些知觉的内容、无力基于单纯的奇思妙想改变自我揭示之物时，知觉就显得“真实”（即对无条件的客观现实的反映）。相比之下，每当知觉者拥有随意改变这些知觉内容的能力时，知觉就显得“不真实”（即人类想象力的人为虚构）。同样，弗洛伊德声称，正在成长中的原初幼年主体的心理机制，完全通过碰撞其欲求和愿望受挫的时刻，被迫承认一个比它更伟大、处于其自恋幻象王国之外的现实的存在。唯有当幻觉性的自体性欲满足和/或对所欲求客体的想象全能控制未能平息古老力比多经济的驱力呼喊时，羽翼未丰的心灵才被迫构建外部他者性（作为物质与社会现实）的概念。8 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现实是用一记耳光宣布自身的。

沿着这一普遍思路，费希特实质上主张观念主体性通过间接而非直接的途径遭遇实在客观性。主体唯有在其自身及其自发活动内部碰上抑制或阻抗、在其运作领域内部遭遇障碍或屏障的那些点上，才触及实在界。9 非主体的实在界仅在与主观观念者的关联中才登记其（非）在场——这意味着作为主动自发性的设定主体的存在，是那超越显现之物得以显现的先决条件，是表象的彼岸（即本体论的“自在”维度）以主观领域内部的受挫/阻碍的形式显现的先决条件。10 这有助于进一步澄清拉康坚持实在界唯有通过象征化的僵局才能达到是什么意思。并不是不存在非内在于象征界的实在界。相反，非内在的实在界唯有通过内在于象征界的僵局与不一致性才能通达。而且，关于被预设的实在界与被设定的实在界之间的区分，这一简短的费希特式旁白允许在不丢失这些令人困扰的逻辑-概念张力所传达的微妙细微差别的同时，巧妙处理齐泽克对实在界描绘中所起作用的表面矛盾。被预设的实在界实际上“对我们”存在，仅仅在于它间接地穿透想象-象征现实表象的裂缝而闪耀，在于说话存在（parlêtre）沿着这一现实内部冲突的断层线渐进地接近它。（事实上，鉴于齐泽克所支持的对康德本体对现象对立的黑格尔式处理，可以说实在界的被预设原初现实是主体为了应对现实内部冲突而设定/摆放出来的。）

就像费希特一样（但以不同方式），年轻的谢林（而不仅仅是齐泽克所聚焦的晚期谢林）允许对齐泽克实在界本体论的底层系统性形成更为精妙的理解。然而，在阅读下文时，应当记住的是，正如黑格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谢林是一位犯有在公共舞台上进行个人哲学教育罪名的思想家——也就是说，谢林反复改变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随着每一部新著作的出版迅速从一个体系跳跃到另一个体系。因此，特别是关于他对康德的解读，下面呈现的谢林思路并不必然与上文引用的关于康德物自身的言论相一致（当然，这里的目的在于批判性地分析齐泽克对实在界的黑格尔-拉康式处理，而不是构建对各种形态下的谢林思想的令人满意的历史阐释）。

谢林对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地位重新评估的有趣而独特特征，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可以在谢林1797年关于康德的一些论述中找到（见第6章）。在《阐释〈知识学〉中唯心主义的论文》中，他澄清康德的思想不应被解释为一种严格的唯心主义形式，即一种将个体主体判定在由剥离了真实存在的空洞幽灵假象所充斥的唯我论监狱中度过其经验生存的学说。11 在关于应当如何理解康德这一警告的脚注中，谢林补充道：

康德否认表象是物自身的摹本。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将现实性归于表象。因此——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物自身，对于我们的表象而言，在其外部也不存在任何原本（“x”）。否则这两个主张就无法调和。
(Schelling 1994b, 75)

    齐泽克的本体论
    

    


拉康的思想经历了从实在作为物（qua Thing）相对于象征界的“内在外部性”——著名的“外密性”（“extimacy” / 原文作 “externality”）——（实在作为不可接近的创伤核心，象征构型围绕着它盘旋，就像飞蛾扑向靠得太近就会将自身灼伤的灯火）到实在对象征界的绝对固有性（实在自身没有任何自存性，没有任何本体论一致性，它只不过是象征界固有的不一致性、裂隙）的发展。然而，这并没有解决关键的唯物主义问题：如果实在自身没有自存性，如果它是象征界所固有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思考象征界从前象征的X中的涌现-爆发？难道朴素实在论的唯一替代方案，真的就是某种“方法论唯心主义”，按照这种唯心主义，“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以至于象征界之外的东西是严格不可思议的吗？（Žižek 2006, 390）

毫无疑问，齐泽克拒绝满足于这种唯心主义，拒绝倒退并接受那种符合康德先验唯心主义过度谨慎的批判认识论立场的观点（即由于象征秩序的语言网络必然中介着主体经验的现实，因此关于前象征的实在无法做出任何表述），将其视为哲学上令人满意的方案。早在几年前，齐泽克就参照巴迪欧关于存在与事件的奠基性区分（后者指涉多于或异于存在、不可还原为既定本体论秩序之物），宣布他当前的指导性方案涉及勾勒出一种唯物主义说明，阐明事件的跨本体论层面（包括作为多于存在并从存在自身中爆发出来的主体性）是如何从存在的本体论平面中涌现出来的：

拉康的驱力概念试图解释的——我认为这也许是终极的唯物主义问题——非常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事件如何能够从存在的秩序中涌现出来。存在是如何爆发为事件的？尽管巴迪欧会拒绝这种暗示，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巴迪欧也仍然困在某种康德式的对立之中，即作为仅仅是沉淀下来的存在秩序的存在，与真理事件的奇迹般时刻之间的对立。唯物主义的问题毋宁在于如何思考存在与事件的统一。也就是说，存在的秩序必须如何被结构化，才能使事件这样的东西成为可能？（Žižek and Daly 2004, 137）

简而言之（暂且推迟对此处提及的驱力作用的考察），唯物主义主体性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谜题，就是存在的本体论材料如何转变为跨本体论的主体事件这一奥秘。齐泽克希望在不诉诸理性主义-唯心主义所坚持的诸平面向来既定分离（例如柏拉图的可见界与可知界对立）的前提下，在基础本体论层面上解释这种生成动力学的可能性条件。而在努力构建这样一种解释时，他严重依赖黑格尔。

齐泽克著作中最经常反复出现的哲学素（philosopheme）之一（并且在其中绝不远离对康德、谢林和黑格尔的指涉）就是存在本身是“非-全”（not all）这一观念。他反复强调，构成存在论基础实体的任何东西都具有不完整和不谐和的本质。28 齐泽克将黑格尔的绝对者（即对其二元对立的“二”享有优先性的一元论之“一”）描述为并非平静安详、安然自足的普遍之“全”，恰恰相反，而是处于与自身的战争之中，内部被对抗与不安撕得粉碎。29 裂隙存在于零度本体论定位的实在内部；一道裂缝贯穿了存在。齐泽克将这道裂缝指认为主体：“黑格尔的‘主体’归根结底不过是实体对其自身的外部性的名称，是实体借以对自身变得‘相异’、透过人类眼睛将自身（误）感知为不可接近的物化‘他者性’的‘裂缝’的名称”（Žižek 1993, 30）。

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宣布：“一切都取决于将真实不仅理解和表达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达为主体”（Hegel 1977c, 10 [§17]）。在紧随这一宣告的段落中，他继续指出：“这一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并且正因如此是单纯者的分叉；它是建立对立的倍加，然后又是对这种无差别的多样性及其反题［直接的单纯性］的否定”（Hegel 1977c, 10 [§18]）。这对齐泽克意味着什么？再次回想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转变所具有的意义是恰当的，这一转变是通过黑格尔将前者的认识论进行本体论激进化而完成的（定期的提醒是有帮助的，因为要始终保持在黑格尔式的哲学心态中是如此困难，极易倒退回更能近似日常、自发和庸俗现实观的黑格尔前形而上学观点）。这种转变的意涵之一在于，表现为外在反思的东西（即主体对实体的注视）并不仅限于从被反思的存在现实中分离出来的认识论领域。这一反思不仅不是外在的，反而作为一种内在的曲折（internal inflection）、一种实体向自身的内蕴折叠，被铭刻在它所反思的存在现实之内；主体对实体的注视就是作为非-全的实体注视自身。按照齐泽克的说法，存在-实体从自身内部生成这种“分叉”与“倍加”（这正是黑格尔使用的确切术语）这一事实，证明了一种不安正栖息在同一个存在-实体的核心深处：“主体对不可捉摸的实体所投射的外在注视，从一开始就被包含在实体自身之内，作为其实体与自身差异的一个指标”（Žižek 2002a, 106）。齐泽克补充道，“这就是‘外在反思’立场（将实体感知为不可企及的物自身立场）所遗漏的东西：它对实体的外在性如何本身就是这个实体自身的自我异化；实体向自身外在的方式”（Žižek 2002a, 106）。或者，正如他后来在别处所表述的那样，“黑格尔的名言‘人们不仅应当把绝对者把握为实体，而且应当把握为主体’意味着：‘主体’是存在大厦中一道裂缝的名称”（Žižek 2004c, 45）。

因此，通过对黑格尔的解读，齐泽克断言主体性是实体内部的微扰，是存在中（借用一个现已熟悉的表述）多于存在自身的东西。黑格尔-齐泽克式的主体可以被描述为实体的一种“变体”（transubstantiation）。30 然而，在进一步讨论之前，为了避免某些可能的误解，这里必须做出一个关键的术语澄清：齐泽克谨慎地区分了主体（性）与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对齐泽克而言，主体不是“自我”（self）的“我”（I）；它不是意识或自我意识（他指责拉康树立了一个关于黑格尔的稻草人，错误地将黑格尔的主体性描绘为等同于意识的透明性31——更宽泛地说，他认为拉康是一个无意识的黑格尔主义者，因为拉康未能意识到他在哪些点上与黑格尔接近32）。相反，主体被齐泽克定义为一种纯粹的否定性——他列举的这种否定性的术语包括笛卡尔式的我思、康德式的作为物的主体、黑格尔式的世界之夜、弗洛伊德-拉康式的死亡驱力以及拉康式的划杠的主体（）等名称——它从存在的实体维度中爆发出来，并在此后永久地抗拒任何试图将这一否定性断裂的虚空重新吸收进它所突破的本体论平面的积极秩序中的尝试。另一方面，主体化则被定义为一系列永无休止的努力、在结构上注定最多取得部分成功的徒劳尝试（并且无论如何，总是被不可消除的令人沮丧的失败边际所挫败），试图将作为的主体重新铭刻在现实化再/表象的温雅领域中。33 这使得齐泽克将作为非-全的实体（即黑格尔绝对者的自我分裂之一、作为破裂与开裂的存在等）等同于主体的做法变得稍微更加直观易懂。主体一词不再与自我意识能动者的心理过程相联系，甚至不再与通过主体化发生的确定心理内容的逐渐沉淀相联系，而是获得了自由，用以指认实体本身的本体论实在界内部的内蕴敞开，这种敞开是由这种非整体存在的固有不完整性所造就的。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末尾附近，齐泽克指出，实体成为主体涉及实体的自我主体化，也就是说，实体反思性地将自身作为惰性显现的给定性来对待。他解释道：

我们可以自相矛盾地说，主体恰恰在将自身体验为实体（作为某种异化的、给定的、外在的、积极的、自在存在的实体［Entity］）的限度内才是实体：“主体”不过是“实体”朝向自身的这种内在距离的名称，是实体借以将自身感知为某种“相异”之物的这一空位的名称。没有本质的这种自我裂变，就不可能存在与本质相区别的场所，而在其中本质能够显现为与自身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显现为“单纯的显象”：本质只有在它已经向自身外在化的限度内才能显现。（Žižek 1989, 226）

然而，同一个老问题仍然顽固地坚持被提出和被回答：本体论实体究竟为什么以及/或者如何被促动与自身拉开“内在距离”？是什么引爆了的登场，使之宛如深陷在存在星系中的黑洞？这些疑问追问的是主体（以及主体化）从存在基础中涌现出来的绝对根本的可能性条件。对这些问题给出的回答将构成一种元/超级先验论（𝑚𝑒𝑡𝑎/𝑢𝑙𝑡𝑟𝑎−𝑡𝑟𝑎𝑛𝑠𝑐𝑒𝑛𝑑𝑒𝑛𝑡𝑎𝑙𝑖𝑠𝑚），即在本体论层面上勾勒出究竟是什么使得作为的主体（内蕴地产生于实体）的到来以及与这种虚空相联系的主体化程序成为可能。实体之所以对自身进行主体化，之所以从自身内部发生分裂并继而着手无休止地挣扎着疗愈这一自我造成的创伤，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这个分为两部分的解释的第一步，是在收录于《与齐泽克对话》一书中的一系列访谈中回答格林·戴利（Glyn Daly）所提问题时概述的一步，它将齐泽克带回了海德格尔的阵营。在涉及认知科学（与进化心理学紧密结合）话题的讨论背景下，齐泽克首先承认他倾向于回到早期海德格尔将主体性重塑为此在（Dasein）的进路，更具体地说，人类之所以独特，是因为这一存在者的自身存在对其而言是一个问题34（正如《存在与时间》中所述，“此在是一种并非只是出现在其他存在者之中的存在者。相反，它在存在者层面上所具有的特征在于：在其存在本身中，那个存在对它而言是一个关涉”［Heidegger 1962, 32］）。随后，他简要地讨论了意识的功能，将其定性为自然-物质进化过程中偶然的、无偿的“副产品”：

我目前致力于思考的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想法：从严格的进化论观点来看，意识是一种错误——一种进化的失灵——并且从这种错误中涌现出了奇迹。也就是说，意识是作为一种获得了某种二级生存主义功能的非预期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意识并不是某种使我们运转得更好的东西。恰恰相反，我越来越确信意识起源于某种严重出错的事情——甚至在最个人的层面上也是如此。例如，我们什么时候会意识到某种东西，完全意识到？恰恰是在某种东西不再正常运转或者不再按照预期方式运转的时候。（Žižek and Daly 2004, 59）

这一论点很快被翻译为拉康式的行话：

意识最初与“有事不对劲”的这一时刻相联系，或者用拉康的术语来说，是对实在界、对一种不可能界限的体验。最初的觉知是由某种失败与终有一死性的体验所推动的——即生物编织中的某种钩破（snag）。而关于人性、哲学自我反思、进步等的所有形而上学维度，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这一根本的创伤性裂痕而涌现出来的。（Žižek and Daly 2004, 59）

抛开这种推测路线在系统发育层面上可资争议的特征不谈——意识（自我）觉知的历史生成很可能为人类带来了惊人的进化优势，同时也带来了上述劣势（像许多事情一样，它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触及了通过哲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而阐明的主体形成的个体发育解释的关键之点。齐泽克坚称，尽管这种主体化动力学生成于进化力量和压力的物质性，但在其生成的事实之后，它绝不能由一种仅仅依赖将基因决定的生物生存命令特权化为终极决定因素的话语的认知主义进路来加以解释。35

齐泽克此处的沉思与海德格尔在“上手”（zuhanden）与“现成”（vorhanden）之间的著名区分之间的平行性过于明显，不容忽视（尤其是因为齐泽克在开启这段对话时承认了他对海德格尔重新燃起的兴趣）。在《存在与时间》中，这一区分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现象学例证，说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是如何被促动由此在提出的——此在真正成为本真的、货真价实的此在，其程度取决于它被抛入对其自身存在的生存论追问的深渊漩涡中——用齐泽克的术语来说，这是通过某种事情出错、通过一种阻碍了在现存、既定生活世界背景下平稳顺畅流转的世俗事物进程的失灵来实现的。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使用人与工具关系的例子来说明上手与现成之间的区别。通常，在作为此在处理其日常存在者事务的功能性、日常的生活世界背景中，工具（作为促成或便利特定情境下任务得以完成之物）仅仅是上手的，即以一种未被主题化的方式对此在“在那里”，在它们单纯的存在特殊性中（作为客体化的存在者）被忽视，只要它们被卷入目标导向活动的运动之中。当这种上手的客体因未能正常运作而突然在它们的环境背景中凸显出来时，当它们构成了障碍而不是像平时功能正常那样便利从一个任务到另一个任务的无缝转换时，它们就变成了现成的存在者。这种作为现成的赤裸客观性（即事物不再是情境链条中非阻碍性的环节，而是作为一个阻碍性的、凸出的在场），从而引燃了一系列最终导向认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因此，哲学意识是从日常意识所遭遇的瓦解中产生的）。当一件上手的用具停止正常运转并因此成为现成的存在者时，该存在者本身以及与它纠缠在一起的关切驱动型任务的生活世界情境，都从作为非主题化的周边潜意识环境维度的地位，转变为成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现象经验的明确主题化方面。36

然而，另一个相当非海德格尔式的例子不仅呼应了前述关于实体由于“出了差错”的时刻（宛如意外、断裂、失败、失灵、错误、裂隙、钩破、创伤等）而对自身进行主体化的观念，而且也指向了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实体的自身主体化的后半部分解释。广义而言，人们可以说，自然进化在从自身中产生人类物种的过程中，催生了如此复杂的有机存在者，以至于它们相对于作为其物质基底的自然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并且这主要是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让其本性的各种要素相互对抗来实现的）。更具体地说，正是某些赋予人类在生存的进化斗争中强有力优势的发展（例如超越单纯知觉的智慧），尤其是当这种复杂的进化发展凝缩在单一类型的存在者的本性中时，很可能带来了双刃剑效应（即依附于有利能力的不利条件，新问题与旧问题的解决携手并进）。事实上，在最普遍的层面上，显而易见的是，系统中可能的“漏洞”（bugs）或短路的概率和数量都与该系统复杂程度的提高同步增加。这对物质系统（例如人性被划杠的实在界——见第二部分）和象征系统（例如绝非完全内部一致的象征秩序被划杠的大他者）都同样成立。

例如，以美国联邦税法作为象征系统的例子。这一法典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专业法律规定体系，没有任何单个人，甚至哪怕是知识最渊博的税务专家，能够对整个法律网络以及这些法律如何相互契合拥有完全的理解。此外，年复一年，国会历届立法会议都在修改法典，增加、删减和修改法律。当然，这意味着税法中产生越来越多的漏洞是一个注定的结论，因为修改这套法律的人无法预先知道，在原本就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现存法律体系与对这些法律所做的更改（作为增加、删减和修改）之间的结构性互动中，会出现何种不可预见的可能性。从事会计和税务咨询的公司正是通过发现和利用构成美国联邦税法整体的法律体系中的漏洞来赚取利润的。类似地，利用拉康作为内部不一致的象征系统的被划杠的大他者这一特定例证，人们可以沿着相似的思路来思考进化自然的物质系统：进化自然的产物越复杂，就越有可能产生某些类型的“漏洞”，这些漏洞可能会从内部瓦解这个物质系统，内蕴地打断可预测的本体论-实体的运行进程。（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通过提出这种进化而来的神经“系统是如此复杂和多层，以至于它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运作”，暗示了关于人脑的这一可能性。）37

本体论-实体运行进程中的这些漏洞——这些是实在界（即便只是暂时地）被划杠的时刻，是某些功能失调在其中浮现出来的时刻——阻止了物质自然作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谐且整合的一-全（One-All）、作为一个稳定的有机统一体来实现内部平衡（见第二部分）。相反，特别是在涉及人性方面，这些（如齐泽克所言）“生物编织中的钩破”允许并促动了该本性的独特要素断言自身为主导性的结构化力量，对这些相同要素所附着的整个充满冲突、不一致的本性领域行使组织权威：“黑格尔敏锐地意识到，主体性的构成性姿态是对先前‘自然的’实体平衡的暴力逆转——‘主体’是被预设的实体总体的某个从属环节，它回溯性地‘设定其自身的预设’（即将其自身提升为其自身基底的主人）”（Žižek 1998c, 248）。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脱离自然界限的“主人要素”（master elements）从根本上改变了由此被重构的自然领域的本质。这与齐泽克对黑格尔的拉康式介入有何关联？而这种声称内蕴地源自这种本性本身的（人性的）非自然化，又有什么证据呢？

齐泽克主张，对于黑格尔而言，主体不过是实体内部的微扰，是存在秩序中一道令人不安的、破坏性的裂缝或空隙。此外，齐泽克坚称，实体只有在其“非-全”、从内部被一系列对抗性分裂撕裂的限度内才是主体：

关键在于将黑格尔的命题“实体即主体”不是解读为直接的同一性断言，而是解读为“无限判断”的一个例子（也许是范例），就像“精神是一根骨头”一样。关键不在于实体（一切存在者的终极基础，绝对者）不是前主体性的基底，而是一个主体，一个自我分化的能动者，它设定其自身的外在性然后重新占有它，诸如此类：“主体”代表了显象化、显现、“幻象”、分裂、有限性、知性等非实体的能动性，而将实体构想为主体，恰恰意味着分裂、显象化等等内在于绝对者自身的生命。不存在“绝对主体”——主体“本身”是相对的，深陷于自我分裂之中，并且正是在本身如此的意义上，主体内在于实体。（Žižek 1999b, 88–89）

他立即补充道：

与实体和主体的这种思辨的同一性相反，它们直接的同一性观念因此涉及主体的倍加，这再次将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性贬低为实体性绝对者的偶然附带物（“载体”），一个“透过”有限人类主体发声的“他者”的附带物。这也开启了错误的、伪黑格尔式的辩证过程观念，在其中其主体（“宇宙精神”）设定其外在性，使自身与自身相异化，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获得其完整性：这里起作用的误导性预设是，该过程的主体不知何故从一开始就是给定的，而不是由实体分裂的过程本身所生成的。（Žižek 1999b, 89）

必须再次牢记，随着黑格尔对康德认识论有限性哲学的本体论激进化，存在之“一”不存在任何超越性的“外在于彼岸的他者”（Other-Beyond）。这意味着存在的实体无法将自身作为总体来关联，因为实体若能做到这一点，就必然需要实体有能力通过对其自身作为待反思的给定整体的某种元级反思，超越并脱离自身。不存在外在的反思点；这种自我客体化始终是内蕴的。因此，齐泽克将把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解读为克服了有限性局限（这些局限尤其由康德所强调）的绝对主体性的观点斥为不合法。有限主体之所以是绝对的，并不是因为它通过不知何故成功接入暗中编排经验-历史内容的时间之舞的无限且永恒的精神他者的空灵超现实，而神秘地超越了自己的局限。相反，有限主体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绝对者本身同主体性一样，被矛盾和冲突所渗透。绝对者也是“非-全”的，远非内部一致或充分自我封闭。归根结底，黑格尔-齐泽克式的作为$的主体正是绝对者本身的“非-全性”。38 而没有这种“非-全性”，就根本不会有任何主体。换句话说，在齐泽克对整合了基础本体论的主体性理论的阐发中，存在的不完整性与不一致性是任何主体得以生成的可能性条件。

现在，人性的物质基础（凝聚在精神分析所构想的力比多经济的运作中）是实体的组成部分。而实体的这个子领域，正如普遍的实体一样（按照黑格尔-齐泽克的观点），被贯穿各处的冲突所洞穿，沿着断层线造成了裂缝（见第二部分）。这些裂缝，这些存在于人性无底基底内部的否定性空间，本身就是作为保持敞开清理的主体（$），后续的主体化动力学（作为试图填补这些裂缝的各种方式）可以从这种敞开中涌现出来。在许多场合，齐泽克将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过程阐释为这样一种运动，其中众多谓词项中的一个谓词项突然获得了一种霸权性的结构化角色，成为支配其他谓词项的主词项（subject-term）。39 这个成为主词项的谓词因此是一个“具体普遍”（concrete universal），即一个构成了自身（仍）为其元素的集合的元素，一个锚定在其自身化身的亚种之中并由其直接体现的总体属。40（这种黑格尔式的普遍性概念——依赖于一个例外的特殊性如何对其他特殊性进行排序：普遍并不单独矗立在特殊性的平面之上，而是自身卷入了其自身具体现实化的运动之中——是齐泽克反复出现的基调。）41 这种具体普遍性的观念（一种与实体成为主体的动力学相联系的观念）也类似于拉克劳-莫菲的领导权（hegemony）概念，即任何普遍性都是争夺结构支配地位的斗争的结果/产物，在其中各种特殊性相互斗争，以将自身确立为对所有其他特殊性进行“接合”（articulation）的包容性、框架性媒介（即普遍）42（尽管就其政治承诺而言，齐泽克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强硬地与拉克劳以及“激进民主”阵营拉开了距离）。

在《不可消解的剩余》中，齐泽克借用货币如何从单纯作为众多商品中的一种特殊商品，转变为断言自身为代表所有其他商品的普遍商品的历史例子，解释道：“‘实体的生成主体’代表了一种傲慢（hubris）的姿态，实体的单纯偶性或谓词、其实体总体的一个从属环节，借此将自身确立为新的总体化原则，并将先前的实体从属于自身，使其成为自身的一个特殊环节”（Žižek 1996b, 129）。这已经唤起了关于人类身心关系的最简单形式的基本直觉。身体产生心灵作为其从属属性之一（作为人类物种肉体-物质本性的属性或谓词）；然而，在人类身上，“自然的”身体最终被从属于超出自然的心灵，被其自身的后代所篡位（这种逆转在其发生的事实之后，通过人们“拥有”身体而非自身“是”身体的顽固观念而暴露无遗）。实体成为主体的这种转变之后伴随着主体化过程，在其中某些主人要素从事（用拉克劳和莫菲的术语来说）霸权接合的劳动，回溯性地重新配置它们赖以产生的存在-实体本身的基底。这种转变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层面上都会发生。

在系统发育层面上，模因理论（meme theory）也许为上述描绘的从实体经由主体到主体化的黑格尔-齐泽克式运动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由于人类存在/本性的物质-肉体基础那充斥着漏洞、饱受失灵困扰的本质，使得该存在/本性的某个特定碎片得以四处狂奔，傲慢地断言自身为（主体）存在的新主导性组织原则——这正是因为不存在预先注定的和谐有机秩序，不存在自然存在的“一-全”来为每个元素指定其恰当位置从而先发制人地遏制这种可能的狂奔。是什么让模因理论在这里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参考？“模因”（meme）一词的发明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其定义为可传播的模仿单位（更准确地说，是在有能力共享和使用此类单位的实体之间流传的社会文化、象征-语言单位）。45 像基因一样，模因也是复制器，尽管它们是由与遗传物质不同种类的“材料”构成的复制器。模因论的拥护者推测，如果构建人类心灵的材料的行为与构建人类身体的材料的行为略有相似（具体而言即在通过复制运作的意义上），那么通过进化论作为生物过程而发现的算法，很可能完全适用于表面上非生物的（即社会的、文化的、象征的和语言的）形式的“进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版本的模因理论是对经典1950年代结构主义的重塑，在其中，不是通过语言研究揭示的结构被普遍化用于研究语言以外的事物，而是通过生物有机体研究揭示的结构成为了分析其他现象的新范式模板。）

进化心理学中关于模因与基因关系的一种观点认为，模因最初是在自然条件下为进行纯粹生存的肉体斗争而铸造出来的。环境对人类有机体的进化压力催生了模因的涌现，作为生物决定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然而，在这种涌现发生之后，一种惯性便开始起作用：即使最初证明其被创造和使用的“自然”语境发生改变或完全消失，模因仍然顽固地持续存在。简而言之，模因源于基因，但随后却获得了脱离基因因素和直接环境影响这一“物质”基底的独立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谢林关于［此后］超越者的内蕴生成的母题）。

这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人们得出了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谓的“扩展适应”（exaptation）的精确、互补的倒转。众所周知，扩展适应是指最初无用（即从基因生存的角度来看无用）的突变，后来在有机体适应不断变化条件的持续斗争中变得可以加以利用。随着环境条件的突然改变，以前作为无害、微不足道的突变持续存在于物种亚群中的非适应性（尽管并非适应不良）特征，对拥有这种突变的个体而言变成了适应优势。44 相比之下，考虑到上述基因-模因关系的模型，人们得出了或许可以称之为（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且呼应古尔德的概念）“去适应”（deaptation）的现象：最初具有适应性的模因策略后来变得毫无用处甚至适得其反。（顺便提一句，在精神分析中，最初具有适应性的防御或反应，仅仅由于持续时间过长，远远超出了特定语境所决定的有用性，从而演变为适应不良的障碍或一系列症状，这是普遍神经症的基本特征。也许在进化-系统发育层面上，模因确实等同于弗洛伊德所谓的集体神经症。）然而，这种模因策略却奇怪地超出了其生存主义效用的时刻而持续存在（作为传统、作为遗产、作为常识［doxa］等）。扩展适应代表了在进化图景中从无用到有用的轨迹，而“去适应”（源自某种模因理论谱系）则朝完全相反的方向运行：从有用走向无用（甚至更糟，有害）。因此，在进化论和认知科学内部，人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这些学说自身的解释框架面临瓦解并承认无知的危险，在这一点上，需要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对人性的愿景（尤其是其驱力［Trieb］概念）作为一种解释性补充介入。假定将模因视为似乎真正拥有脱离其主体“宿主”在自身之中并由其实现而存在的某种魔法力量和神秘意向性是不合法的，那么某些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为什么模因似乎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在其进化生存价值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具有损害性的适得其反之后很久，仍然继续发挥其影响？是什么解释了模因材料的这种顽固惯性，这种置活生生存在者的利益于不顾的白痴般的重复性？

道金斯和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模因理论的另一位清晰阐述者）都承认此处指认的“去适应”。他们各自都承认，模因过程能够压倒基因程序所决定的利益，模因的尾巴能够摇晃基因的狗45（他们俩都不接受进化心理学的极端还原论版本，在那一版本中，模因学归根结底总是由遗传学驱动的）。换句话说，模因（作为社会-象征单位）就其系统发育起源而言，起初是构成生存的进化-遗传斗争一部分的特定碎片；然后，一旦在此基础上运行起来，模因便开始霸权化（人性）本身的生物-物质领域，攫取这一领域并逐步将其从属于一套非自然化的结构。由模因理论揭示的这种运动，难道不是先前概述的关于主体（化）如何从实体中涌现的黑格尔-齐泽克式构想的完美、有力的例证吗？难道不是关于自然的实体性存在如何能够并且确实在自然非自然化的辩证动力学中从内部自我分裂的完美例证吗？

根据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在个体发育的图景中，人类出生并被抛入这个世界，滞留于一种漫长的前成熟无助（pre-maturational helplessness）状态中。46 也就是说，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婴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完全彻底依赖他人以满足其基本身体需求的状态。47 这种“前成熟”的生理现实，这种原初的无助状态（Hilflosigkeit），使得人类（正如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精辟表述的那样）成为“自然的社会性存在”，48 即在生物学上倾向于组织着其现实的超出生物学结构的母阵。对弗洛伊德和拉康而言，人性天然倾向于后天抚育对先天自然的优势地位。拉康提出，新生儿“仍然受困于其运动无能和乳儿依附之中”，49 在其单纯无助的最初推动下被推入一系列社会关系之中（这些社会关系由作为塑造主体间互动的编码、意义、规范、表象和规则之网络的象征秩序所支撑——即一个甚至在生物学出生实际时刻之前就将新生儿插入/铭刻于其中的包容性、总体性系统）。人们可以将这种个体发育的前成熟无助视为人性实体本体论基础中内置的缺陷或匮乏的一个实例（正如齐泽克关于不完整存在作为任何主体［化］得以可能的元/超级先验基底的公理化观念）。同样，在系统发育的图景中（从模因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物种的某些缺陷或匮乏（即这种有机体为应对生存的环境挑战而存在的各种不安全感）刺激了模因的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模因圈”（memosphere，类似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或拉康的象征秩序）的创造和栖居。

因此，精神分析的个体发育视角与模因理论的系统发育视角在主体形成问题上，都突显了从实体（生理前成熟和/或生存挑战）到主体化（社会-心理发展和/或模因圈构建）的时间轨迹。然而，难道这没有把主体本身排除在图景之外吗？只要主体本身有别于作为填补之虚空的主体化？（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齐泽克所假设的主体与主体化之间的区别，分别等同于<𝑒𝑚>𝑠𝑢𝑗𝑒𝑡</𝑒𝑚>与<𝑒𝑚>𝑚𝑜𝑖</𝑒𝑚>［自我］之间的区别。）然而，此处所要提出的恰当的齐泽克式问题是：那么作为既非实体又非主体化、作为神秘地处于自然与文化之间、处于有形物质存在的“材料”与积极社会−象征内容的“材料”之间的“消逝的中介”（𝑣𝑎𝑛𝑖𝑠ℎ𝑖𝑛𝑔𝑚𝑒𝑑𝑖𝑎𝑡𝑜𝑟）的主体（），又该如何看待呢？




    齐泽克的本体论
    

    


13 世界之夜：自然与文化之间消逝的中介

齐泽克不仅将康德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位哲学家——回想一下，他将哲学精确定位为真正肇始于康德的先验转向（见第二章）——而且还将他视为人类自主性的奠基性思想家，而自主性本身正是哲学的核心关切之一。1 然而，齐泽克认为康德在窥视了自由的深渊之后移开了视线，遮蔽了他所瞥见的那种打破了存在的假定一致性的否定性断裂。无论在现象界还是在本体界，康德式的主体似乎都是一个完全被决定的、缺乏自主性的实体。现象界的主体性等同于被插入缺乏自由的自然机制因果链条中的个体。此外，康德推测，本体界的主体性如果被反思性自我意识直接接入（他认为这种接入是不可能的），将显现为一种同样缺乏能动性的可怕之物的“可怕威严”（furchtbaren Majestät——这是《实践理性批判》中使用的确切短语）（作为神圣网络中的一个单纯节点，类似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实体网络）。这里的暗示在于，主体对其不可企及的本体本质的无知，维持了在粗糙本体论层面上很可能并不存在的虚幻自由。对康德而言，现象现实是局部的和不完整的，是一个受限于有限主体的构成性界限的碎片化经验领域。相比之下，自在存在（an sich）的本体实在界被假定为整体且完整的，在其内在自洽性中与自身完全合一。尽管康德有时听起来好像把先验自主性与主体-物的本体本质联系在一起，但齐泽克坚称，在康德自在存在的令人窒息的本体论封闭范围内，没有任何容纳主体自由的空间：“当我们想象现实的整体时，就再也没有意识（和主体性）的任何位置了。这里有两种选择：要么主体性是一种幻象，要么现实自在地（不仅在认识论上）就是非-全的”（Žižek 2006, 168）。

齐泽克笔下的黑格尔走的是后一条道路，选择假定存在的“非-全性”——从而为一种真正自主的非副现象主体性保留了可能性。齐泽克认为，这种黑格尔式的举措是保留这种可能性的唯一途径。2 齐泽克自己在这个主题上也做出了若干进一步的推进。他偶尔声称，作为的主体的自由应当位于本体平面与现象平面之间的“视差裂隙”（𝑝𝑎𝑟𝑎𝑙𝑙𝑎𝑥𝑔𝑎𝑝）中，主体的自主性不知何故被这些阶层之间的脱节所维系。<𝑠𝑢𝑝>3</𝑠𝑢𝑝>在其他时候，以一种更明显符合其黑格尔主义总基调的曲折表述，他提出“本体自由<𝑒𝑚>只不过是</𝑒𝑚>现象现实内部的断裂”（Ž𝑖ž𝑒𝑘1999𝑏,86），而不是说这种自由自存于存在的二级区域内，诸如康德的本体领域（对于黑格尔−齐泽克而言，“仅此而已”，也就是说，不存在完全脱离于远非和谐的现象现实此时此地的“另一场景”）。从黑格尔−齐泽克的视角来看，康德关于可怕的、他律的本体实在界（一个一切皆被决定的实体性存在领域）的图景，不过是一种幻想，是一种倒退到前批判斯宾诺莎主义的想象性退行，遮蔽了实在存在本身的终极不一致性（并因而也遮蔽了作为的主体）。4 齐泽克解释道：

黑格尔……拒绝了康德关于人的构想，即由于人直接洞察到了神圣自在存在的怪物性，因而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木偶：这样一种构想是毫无意义且不一致的，因为……它暗中重新引入了本体论上充分构成的神圣总体：一个仅被构想为实体，而非同样被构想为主体的世界。对于黑格尔而言，将人转变为怪异的神圣意志（或心血来潮）的无生命木偶工具的这种幻想，尽管看起来可能很可怕，但已经标志着从真正的怪物性面前撤退，而真正的怪物性就是自由的深渊，是“世界之夜”。因此，黑格尔所做的是通过展示这种幻想填补前本体论自由深渊的功能来“穿越”这种幻想——也就是说，通过重构主体被插入积极本体秩序的积极场景。（Žižek 1999b, 61）

以浓缩的形式提出，这里的论断是：唯有通过给物质存在的实体实在界“划杠”，人们才真正能够（正如黑格尔所要求的那样）将实体同样思考为主体（而不是非主体的总体）。康德隐藏在有限经验面纱背后的包容性本体论一-全的幻象式想象，构想了一个未划杠的实在界，即一个不包含主体的实体。此外，早在1988年的文本《最崇高的癔症者》中，齐泽克强调的与其说是被划杠的实在界与作为的主体的自主性之间的必然联系，不如说是假定一个被划杠的象征界的重要性。早期的齐泽克将黑格尔描绘为预示了晚期拉康对大他者不存在（“<𝑒𝑚>𝐿𝑒𝑔𝑟𝑎𝑛𝑑𝐴𝑢𝑡𝑟𝑒𝑛’𝑒𝑥𝑖𝑠𝑡𝑒𝑝𝑎𝑠</𝑒𝑚>”）的坚持。<𝑠𝑢𝑝>5</𝑠𝑢𝑝>他关于被划杠的象征界（即象征秩序的不完整且不一致的大他者）与自由深渊的关系提出了与他随后关于被划杠的实在界相同的论证：如果假定他者是未划杠的，那么就没有任何空间留给任何多于被贬低为残留的、副现象幻象状态的伪自主的。6 正如通过谢林所看到的那样（见第九章），被划杠的实在界与被划杠的象征界之间的连接或重叠参与了自由的到来（也就是说，人们应当将齐泽克关于被划杠的象征界与被划杠的实在界关于自主性主题的平行讨论结合起来）。

在其先批判时期的《实用人类学》第三卷（“论欲求能力”）中，康德提出了一个题为“论作为激情的自由倾向”的小节。他区分了先天的/自然的激情与后天的/文化的激情，将对/为了自由的激情指认为前者中最强有力的实例。7 根据康德的说法，对绝对自我决定的渴望，对将自己的意志无拘无束地断言为现实最高法则的渴望，硬编码在人性的基础中（这也是弗洛伊德后来所描述的婴儿原初自恋的一个维度8）。在一条脚注中，康德引用了婴儿的例子：婴儿的哭喊和尖叫往往作为他们在面对阻碍某种隐约感受到的原初自由的障碍时的“恼怒”的表达而出现，也就是说，当他们的心血来潮和想象与阻力点相撞时。9 参照康德《人类学》中的这一段落，齐泽克提出：

道德律注定要约束的……主要不是我们对病理性对象的固着，毋宁是康德在其《人类学》中定义为特属于人类的顽固坚持的“放纵不羁”，即执着于不受任何约束的野蛮利己主义自由（在幼童身上清晰可见），这个本体自由直接现象显现的不可思议之点，在动物王国中没有任何平行之物，必须通过教育的压力予以打破并使之“温雅化”。（Žižek 1997c, 237）

自主性不是由稳定、理性的自我所行使的平静、反思性审议的能力，而是一种从个人的“自然”宪质核心内部煽动个体的暴力、“不羁”的力量。也就是说，自由至少最初是一种准病理性的冲动，一种驱力性的强迫。它唯有通过被施加的教育实践纪律所驯化，才变成一种理性中介的力量。齐泽克将这种未驯化的自主性与另外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拉康的死亡驱力和作为$的主体（更具体地说，作为与其周围中介母阵脱节的X的主体，作为某种不融入其背景/环境的事物）。

在《棘手的主体》的某一处，齐泽克假设主体（作为不适应其环境的存在）恰恰是通过一种特定的“顽固执着”而涌现出来的。10 这是什么意思？简要重访模因理论的领域再次是有益的。在《自私的基因》（首次提出模因概念的书）的最后一段中，道金斯坚称人类自由具有独特性。他的著作大部分致力于考察活生生的存在者如何被“自私的”复制器所支配，并由此沦为为延续其体内的基因而服务的运载工具（而且在人类的情形中，据说模因也能够并且确实施加了这种自私的支配）。道金斯甚至试图将表面上的利他主义实例视为自私而非无私的，即将其视为基因（或模因）延续的精妙、复杂的策略。然而，至少对于人类而言，这些复制器的程序并不是绝对且终极决定性的：

即使我们审视阴暗面并假定单个人从根本上说是自私的，我们有意识的预见——我们在想象中模拟未来的能力——也能够将我们从盲目复制器的最恶劣自私过度行为中解救出来……我们有力量违抗我们出生时的自私基因，并且在必要时违抗我们所受灌输的自私模因。我们甚至可以讨论审慎培养和哺育纯粹、无私的利他主义的方法——这种利他主义在自然界中毫无立足之地，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未存在过。我们作为基因机器被制造，作为模因机器被教养，但我们有力量反戈一击对抗我们的造物主。我们在地球上独一无二，能够反抗自私复制器的暴政。（Dawkins 1976, 215）

道金斯的这几行结语使齐泽克的若干思路得以澄清，特别是实体、主体化与主体性之间的联结。如果基因代表实体（作为一种自然物质性），而模因代表主体化（作为一种文化物质性），那么，用齐泽克的短语来说，基因对某些模因集合的顽固执着就导致了主体从实体中的涌现。这是如何发生的？

在进一步推进之前，人们首先必须注意到，齐泽克部署了关于主体概念的两个相关变体：第一，作为不能平滑地整合进其环境包络并被其容纳的“不合群者”（misfit）的主体（本章将要处理的变体）；第二，作为不可还原为试图暂时填补这一空洞的任何具体内容的虚空之否定性的主体（下一章将要处理的变体）——简而言之，作为脱节的与作为虚空的。根据去适应的概念（见第十二章），“实体成为主体”的一条轨迹涉及基因决定的生存策略，支配着进化竞争斗争中所使用的模因工具的发展与执着。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断言现代人正处于成为其工具之工具的过程中，成为其自身技术的“座架”（这是其著名论文《关于技术的追问》的核心命题11），由基因所支配的对模因的执着威胁要篡夺最初命令这种执着的基因的指导性自然权威。（此外，这种去适应的动力学类似于拉康对一方面是需要，另一方面是要求与欲望之间关系的勾勒：实在的需要通过强迫表达要求而促成了对称征中介的接受，随后这种中介开始作为一种超出并在事后支配/重构其原因的效应而发挥作用，将需要的肉身异化在“能指的隘口”中。）借由基因-模因纽带的例子，所讨论的不过是两种类型的复制器-实体、两种“材料”（即自然物质性与文化物质性——前者是实体的材料，后者是主体化的材料）之间的关系。然而，主体（有别于主体化）正是在（自然）实体与（文化）主体化之间起作用的这种动力学中、在从自然向文化的这一转变中产生的。然而，在确切弄清齐泽克将主体定性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消逝的中介”所包含的内容之前，还需要付出大量的进一步解释性努力：“主体……这种令人不安的过剩……是……文化的先验条件：一种作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必然的消逝中介而发挥作用的失灵”（Žižek and Daly 2004, 80）。

自然物质性（即实体）依附于文化物质性（即主体化）的这一过程，有两种方式导致作为的主体（既作为脱节者又作为虚空）浮出水面。这两种方式中的第一种（产生作为脱节的的方式）与实体对主体化要素的执着的固定且僵化的特征有关。（第二种方式将在第十四章讨论，涉及作为虚空的的涌现，这种涌现产生于诸如能指或模因等主体化要素未能彻底呼召和捕获主体的否定性）。齐泽克将人类身上的这种执着界定为“顽固的”，从而暗示了人类生活中非优势或劣势模式的离奇持续存在所证明的神秘惯性（例如，尽管在有机体的自然/理性自我利益方面不再具有任何效用但仍不断重现的模因构型，或者在需要防御的危险过去很久之后仍以成年神经症形式动员的童年心理防御机制）。一种执着尤其在面对适应性改变的环境压力而仍被紧抓不放时，在其适应不良的后果单纯被忍受或忽视时，就变成了顽固的执着。这种顽固执着的“客体”从而在其情境背景下突显为一个凝固的堵塞，一个抵抗随着时间流逝的世俗物质流动的阻力点；这个客体变成某种东西的化身/指标，即一个拒绝融入其周围环境的脱节的𝑋（），一种并未被完全卷入鲜活生命存在流变之中的力量。齐泽克将这种顽固X的持续存在与弗洛伊德-拉康的死亡驱力（Todestrieb）联系起来——死亡驱力作为深嵌在存在的实体内部的强迫性重复力量，作为在人性中“自然”生成的故障。

在建立起作为$的主体与死亡驱力之间的反直觉等价关系时，齐泽克是如何理解后者的？是什么证明了这种非常规的等同？以下是齐泽克如何（从自然内部失灵的“出了差错”主题出发）论证他将德国唯心主义主体性与精神分析死亡驱力等同起来的合理性：

我现在从帽子里变出的戏法是，德国唯心主义和精神分析对这种失灵有具体的术语：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它是绝对自相关的否定性；在精神分析中它是死亡驱力。这在我一般所做的工作的最核心之处……我在这里断言的是，从康德到黑格尔所阐述的这种自相关否定性概念，在哲学上与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概念意味着同样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视角。换句话说，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概念不是一个生物学范畴，而是具有哲学的尊严。（Žižek and Daly 2004, 61）

随后，齐泽克明确了他所认为的弗洛伊德死亡驱力概念的关键所在：

在试图根据快乐原则、现实原则等等来解释人类心灵的运作时，弗洛伊德越来越意识到一种无法被解释的激进非功能性要素，一种基本的破坏性与否定性过剩。这就是弗洛伊德提出死亡驱力假设的原因。我认为死亡驱力正是对这种否定性过剩恰如其分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整个工作的巨大执念：将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概念与在德国唯心主义中被主题化为自相关否定性的概念进行相互解读。（Žižek and Daly 2004, 61）

当然，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提出模糊的死亡驱力概念，是为了回应从以快乐原则作为支配心理机制运作的基本法则的解释进路来看似乎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超越快乐原则”的现象，如痛苦经历的强迫性重复或各种形式的自我毁灭——即在与福祉的稳态资产负债表挂钩的“现实”计算相比是不切实际的现象）。鉴于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纠缠在一起——归根结底，现实原则只是针对自然和文化现实的约束而“升华”的快乐原则——在快乐原则的驱使下对幸福的追求，将要求适应作为心灵被插入其中的周围环境的现实变化情境。然而，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证明了人类是严重适应不良的生物。如果神经症不是对适应不良的症状策略保持“顽固执着”的诸多不同方式，不是由于过度的、病理性的过度投资使个体与其环境失调而失去平衡，那它们又是什么呢？

晚期弗洛伊德的豪赌（齐泽克试图阐明其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后果的一场豪赌）在于坚称，人类抵制特定情境所定义的适应、执迷于机能失调的存在方式的独特倾向，根本无法被重新铭刻进一切皆可还原为快乐-现实辩证法及其演变的解释框架中。构成人性核心一部分的某种东西（即作为内在“自然”否定性的死亡驱力）从内部扰动了这一本性，导致偏离了本应由据称先天的可持续满足取向所铺就的道路的最奇特偏差。在其1924年的论文《受虐狂的经济问题》中，弗洛伊德审视了这种令人困惑的内部微扰，感到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心灵，特别是在其个体发育的最早阶段，饱受一种“原初受虐狂”的困扰；更准确地表述，死亡驱力的破坏性最初是向内转的（心灵的这种默认设置就是其原初受虐狂），而心理机制必须找到将这种破坏性向外偏转到周围世界的方法，以便通过避免受虐狂式的自我消亡来维持自身并茁壮成长。12 此外，现在应当已经显而易见，为什么齐泽克将弗洛伊德-拉康的死亡驱力与主体的自主性联系在一起：多亏了“死亡驱力”（作为破坏性的否定性），人类个体并不完全奴役于福祉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经济的暴政，奴役于由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双重权威所推进的幸福。同这种麻醉性满足体制的断裂是可能的，这种体制诱使人类脱离其主体性，使他们陷入顺从主义的沉睡之中。

然而，如果设想齐泽克将死亡驱力的概念作为某种切实的、准本能的能量，与快乐原则的力比多竞争作为替代力量、深层潜流（这一意象诱惑了弗洛伊德本人），那将是一个错误。对齐泽克而言，“死亡驱力”指认了自然的功能失常，而不是被包含在已被承认存在的那些自然功能之中的另一种自然功能：

精神分析使我们能够把握的是，死亡驱力是象征秩序的一种内在条件。用稍微简化的术语来说：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象征化作为一种次要的权宜措施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包括了在某事发生严重差错时试图缝缝补补的尝试。而让我感兴趣的正是某事发生严重差错的这一维度……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已经让我如此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观念：随着否定性（死亡驱力）的出现，既没有自然也没有文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我们不能直接从自然过渡到文化。自然中发生了严重的差错：自然产生了一个非自然的怪物，而我主张，我们之所以进行象征化，就是为了应对、驯化这个怪物。以弗洛伊德的‘走开/过来’（fort/da）游戏作为模型：某物原初地破碎了（母亲的缺席等等），而象征化的功能就是作为与那种创伤共存的一种方式。（Žižek and Daly 2004, 64–65）

作为的主体与实在界结盟，而主体化则对应于现实（即想象界与象征界的领域）。齐泽克在此指出，想象−象征的主体化（通过对各种图像和词语的内投和认同而实现）是一种自我温雅化的策略，即个体对其核心存在内部主体性的实在界维度（包含自主性深渊和死亡驱力的外密维度）的反思性应对。这种没有面孔、缺乏可辨识人类面容的黑暗、令人迷失方向的自由，就是最纯粹的作为的实在界主体。而想象-象征现实所构成的“自我”——主体化可以被描述为在主体否定性的虚空上贴上一张人脸，以掩盖其令人不安的在场——是遏制和约束这种令人不安的破坏性力量的手段（通过试图迫使不安分的、动词般的主体——一个无法屈从于物化客体化的主体——凝固为客体化、名词般的主体化形式的稳定惰性）。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的“与否定性在一起停留”意味着“将积极存在本身构想为否定性的物质化——用拉康的表述来说，构想为‘虚无的换喻’”；13 更具体地说，在这个语境中，主体化的“积极存在”就是主体的“物质化”。主体化从未完全成功地将主体还原为客体（即$不是主体形成中在发展上在先的、随后被主体化动力学的开启所掩盖的阶段）。正如弗洛伊德警告不要将个体发育的发展设想为由后来的进步取代或抹去早期心理构型的各个阶段——关于这一告诫，弗洛伊德用心灵的罗马城意象来描绘，其中这座城市的所有不同历史状态都同时保存在沉积层中14——齐泽克规定，实在界主体持续与主体化现实共在：

这将是我的基本模型。让我感兴趣的正是这个原初维度，这个先验条件。为什么？因为当然这个维度一直都在这里。它并不是在它发生在先前的意义上是原初的……不，它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支撑着我们的维度；时刻威胁着要爆发。（Žižek and Daly 2004, 65）

这里有很多内容需要解开（这一解开将占据接下来的许多段落）。齐泽克的先验论等同于具体指明使得实体的自我分裂、自然存在的内在自我破裂成为可能的条件（他将死亡驱力指认为这种分裂/破裂的首要条件）。

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在其著作《幸福、死亡与生命的剩余》（2000）中主张，弗洛伊德从第一地形学向量到第二地形学向量的转变（涉及引入死亡驱力的转变）中犯了错误，即为了解释快乐原则的崩溃和短路而假定了第二个底层原则。李尔的论点是，弗洛伊德避开了去接受只有机能失调的快乐原则（即快乐原则及其功能失常），而不是快乐原则（即爱诺斯［Eros］）加上另一个解释快乐原则未能维护其权威的实例的原则（即死亡驱力）。15 齐泽克赞同这一论证，并将其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飞跃进行比较：在不一致的表面（例如康德的现象现实或弗洛伊德机能失调的快乐原则）之下，不存在统一的深处（例如康德的本体实在界或弗洛伊德作为本能能量的死亡驱力）。16 不一致的表面就是一切。因此，齐泽克式的主体（根据等式“$ = 死亡驱力”）不是自然内部某种深刻的第二自然的积极充盈，不是存在本身内部的实体性能量力量，相反，而是作为失败之全的自然实体（沿着这种思路，齐泽克将黑格尔的一元论之“一”描绘为以自我受阻的方式存在17）。原初的、古代的主体等同于自然实体内部防止该实体实现和谐内部平衡的各种不可消除的漏洞。

在齐泽克看来，作为类似死亡驱力的否定性的德国唯心主义主体的典范隐喻，就是黑格尔的“世界之夜”（这是出现在1805-1806年《耶拿实在哲学》手稿中的一个表述）。他非常频繁地援引这一黑格尔短语，将其视为标志着由笛卡尔发现我思所开启的现代主体性观念的最终激进化。18 这种夜色般的黑暗，这种安居在构成人性的实体核心内部的匿名否定性的虚空，被齐泽克定位为自然与文化之间消逝的中介，是允许从实体过渡到主体（化）的隐秘枢纽。19

齐泽克将黑格尔的世界之夜描绘为一个狂乱的时刻，类似于精神病的最极端表现，在其中精神通过收缩进自身而彻底从世界中撤退（类似于谢林在《世界时代》中上帝的情境）。20 齐泽克对这一黑格尔意象最详尽的若干反思出现在《享受你的症状！》（一部相对早期的文本）中。无论在那里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将这种午夜的狂乱描述为促进了从驱力（Trieb）漩涡的翻滚骚动（即实体内部的实在界）向充分构成的现实的温雅化表征网络（即想象-象征的主体化）的过渡。21 就像前批判时期的康德所描述的硬编码在主体构成性基础中的先天的自由过剩（即必须通过教育纪律加以驯化以使其为理性服务的一种野蛮自主性）一样，作为死亡驱力否定性的黑格尔-拉康式的$——齐泽克只会断言康德所描述的这种自由与作为死亡驱力的主体之间的直接同一性——是存在的自然实体中的一个破坏性因素，象征秩序的能指试图遏制和稳定这一因素。事实上，对齐泽克而言，逻各斯（Logos）的空灵领域、大他者的领域，以类似于黑洞周围吸积盘的积极内容暴露出创造并塑造了这一物质化、可观察活动的漩涡的难以想象的致密紧凑的无形之点的方式，见证了这一否定性虚空的无声在场。能指结构的“精神”维度赋予了世界之夜的精神病性否定性以肉身。22 转化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区分的坐标，这意味着：

人是其生命由象征虚构所支配的动物。这就是“与否定性在一起停留”发生的方式，这就是否定性本身获得积极的、确定存在的方式：当一个社群的非常实际的生命是通过指涉象征虚构而被结构化的时候。（Žižek 1992a, 52–53）

齐泽克继续将此与某种拉康版本的死亡驱力联系起来（该版本有别于齐泽克上述对弗洛伊德死亡驱力的注解）：只要生命存在的社会文化重写所带来的自然去自然化涉及死者（即象征秩序）对活者（即有机身体）的殖民，人们就可以追随黑格尔和拉康说，人类的生活是在一套毫无生气的尸化能指（例如作为心理寄生虫的模因）的支配下度过的。23 个体在挣扎着温雅化并掩盖寄宿在实体内部的$的虚空的深渊黑暗的过程中，感染了病毒般能指的剧毒毒株。

在对黑格尔世界之夜的讨论中，齐泽克经常使用“将石板擦干净”的隐喻。据说死亡驱力的否定性通过世界被脱离的狂乱时刻（通过精神病式收缩的向心运动）将石板擦干净：

“狂乱”的本体论必然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可能直接从沉浸在其自然生活世界中的纯粹“动物灵魂”过渡到栖居在其象征宇宙中的“正常”主体性。两者之间的“消逝的中介”是从现实中激进撤退的“狂乱”姿态，它为现实的象征（重新）构成打开了空间。（Žižek 1999b, 35）

齐泽克强调了假定在自然实体与文化主体化之间闪现的中介事件的必然性，继续声称：

因此，关键在于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不是直接的，人们无法在连续的进化叙事中解释它：某种东西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干预，一种既非自然亦非文化的“消逝的中介”——这种处于其间者在所有进化叙事中都被默默地预设……当然，弗洛伊德对这种处于其间者的命名就是死亡驱力。（Žižek 1999b, 36）

考虑到他关于联结实体、主体与主体化的三元结构的黑格尔-拉康式分析的总体架构，齐泽克关于主体作为死亡驱力的否定性将石板擦干净以便允许随后的主体化过程发生的描述（即作为位于自然实体与文化主体化之间的消逝中介的$），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齐泽克关于实在界的本体论的公理化命题，难道不正是断言石板向来已经被擦干净了吗？他的根本观点难道不是实体性存在终究没有那么实体性，（继续沿用他的隐喻）石板从来不是满的，不确定性的空白空间散布在存在平面的表面上吗？

可以说，齐泽克对当代重新审视人类自由问题的哲学的一个关键贡献是他的论断：自然物质性与文化物质性都不像它们有时看起来那样具有功能决定性。换句话说，即使在它们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形式中，自然和文化也都无法胜任充当无瑕木偶操纵者的任务（不断拉动他律人类个体的线绳，确保一举一动都按照预定的编排进行）。粗陋的生物决定论与同样粗陋的社会建构主义共同分享了一个真正能够扮演上帝角色的主人（无论是自然还是文化）的幻想，一种对由全能的他者所安排的有保证宿命的信仰。齐泽克坚称，拉康之后的哲学必须放弃对这种他者的任何指涉，无论它是披着自然的外衣还是文化的外衣——自然系统和文化系统都是被划杠的（即不存在任何类型的大他者）。此外，通过将类死亡驱力的$说成是为了擦净石板而进行干预的中介，齐泽克冒着暗示这一主体确实是自身的一种力量或实体的风险（而不是作为实体自我瓦解、其内部失灵的名称）。因为存在是“非-全”的，石板已经被（部分地）擦干净了。在完全接受齐泽克本体论的终极后果时，不再需要从别处席卷而来以抹去实体的惰性在场的能动主体的角度来思考（事实上，必须避免这样思考的诱惑）。相反，实体是自我抹除的。

黑格尔世界之夜擦净石板的隐喻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作为从世界中撤退的收缩的强调。24 这种收缩是一种撤退吗？它难道不是相反，即对世界内部特定特征和特殊元素的过度投资吗？这里所提出的、稍微违背齐泽克对黑格尔午夜狂乱的解读的，是一个序列：最初，实体（使用齐泽克先前引用的短语）对主体化的某些操作算子发展出一种顽固执着（例如，基因促成了对模因的投资，或者心灵的早期运作创造了对各种观念内容［Vorstellungen］的投资）。这种执着是一种凝缩的收缩。然后，通过建立这种固着点，在这些点与其余情境的运行进程之间开始出现紧张；这些固着标示并体现了一种在面对适应性改变以适应暂时给定环境的环境压力时拒绝屈服的惯性。因此，主体在其萌芽的表现模式中作为与世界的脱节而涌现出来，作为某种拒绝与现实其余部分“顺流而行”的事物。也就是说，作为脱节的（有别于作为虚空的——见第十四章）是位于实体中多于实体自身的否定性的首次显现。这种否定性通过实体对主体化特定操作算子的顽固执着（即通过自然物质性经由过度投资将自身收缩进文化物质性的特定要素之中），进入了从“自在”（作为实体内在的非反思性断裂）向“自为”（作为明确主题化的动力学）过渡的轨迹。这使得主体作为中介的位置变得复杂起来：并不仅仅作为线性时间的中期阶段介入实体与主体化之间；相反，作为自在的已经存在于实体内部（作为实体自我瓦解的致命否定性），而作为自为的$（最初显现为主体化的例外要素，与现实的其余部分脱节）直到实体过渡到主体化之后才浮出水面。

在这个关节点上，幸运的是能够记起：道金斯在承认自由反抗塑造人类存在的自私复制器的力量时，提到了想象力作为这种自主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趣的是，齐泽克最近关于黑格尔世界之夜的最深入讨论，集中在德国唯心主义关于先验想象力的观念上（作为拆解和重新组装经验现实给定事物的能力，一种象征着主体性的能力）。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先验演绎”的A版）中，想象力用于弥合直观的感知与知性的概念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负责调和直观与知性这两种能力。主体的这种能力通过将分散的现实碎片汇聚在一起，锻造出一种内聚的、可认识的经验统一体。更具体地说，通过既填补经验织体中的空洞（通过在心理上提供由局部经验碎片所暗示的缺失信息），又维持经验在时间上的连续性（通过在当下之中于心灵之眼前把握不再存在与尚未存在），想象力将原本不可理解的分裂混沌、完全无序且破碎的混乱结合在一起。25 想象力协助将众多不同的现象联想式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帮助使知识成为可能。26 想象不在场之物的心理活动——想象即设想不在场之物——是使在场本身变得合情合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在齐泽克的解读中，世界之夜的黑格尔主题引起了人们对康德所描绘的先验想象力的这种综合力量的反面的注意。想象力同样愿意并且能够宰割和解剖现实，将其撕得粉碎：

康德的想象力观念默默地忽略了想象力的一个关键“否定性”特征：由于沉迷于综合、将直观中给定的分散杂多汇聚在一起的努力，康德默默略过了后来由黑格尔所强调的想象力的相反力量——即作为“解体活动”的想象力，它将只有作为某种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才具有有效存在的东西当作单独的实体来对待。这种否定性力量同样构成了知性与想象力。（Žižek 1999b, 29）

分析的能力（即字面上将某种东西分解为其组成元素的能力）是暴力分解所是之物的在场的原始、自发冲动的和平、缓和版本。齐泽克接着引用了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中对主体性夜色深渊的描述，以及《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提到精神“与否定性在一起停留”的“魔力”的那一段，然后将世界之夜指认为粉碎综合统一体的分散动力学的想象力：

对于想象力在其否定性、破坏性、分解性方面的力量，作为将连续现实驱散为混乱的“部分客体”杂多的力量，驱散为在现实中只有作为更大有机体的一部分才有效的幽灵般显象的力量，人们还能提供什么更好的描述呢？归根结底，想象力代表了我们心灵解构直接知觉所结合之物的能力，不是“抽象”出一个共同观念，而是从其他特征中抽象出某种特定特征。“想象”意味着想象一个没有身体的部分客体，一种没有形状的颜色，一种没有身体的形状：“这里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头——那里是另一个幽灵般的白色显象”。因此，这种“世界之夜”正是最基本、最暴力的先验想象力——想象力暴力的肆无忌惮统治，溶解一切客观纽带的“空洞自由”。（Žižek 1999b, 30）

齐泽克导向这样一个结论：由康德想象力所综合的破碎、碎片化的杂多，并不是纯粹现象的非主体或前主体的给定性，而是作为对现象给定性的先天、暴力撕裂的桀骜不驯自由的黑格尔式想象力：“这种先于综合的‘杂多’就是黑格尔描述为‘世界之夜’的东西，是主体的深渊自由的‘不羁’，它将现实暴力地炸裂为分散漂浮的离散肢体（membra disjuncta）”（Žižek 1999b, 33）。将此翻译成现已熟悉的术语：黑格尔式的想象力是作为打破存在领域的夜色般的死亡驱力的主体（即否定性的躁动不安），而康德式的想象力则是主体化，作为试图“疗愈”由黑格尔式想象力强加给现实的“创伤”的努力。27 人们在此听到了齐泽克有时引用的瓦格纳《帕西法尔》中的一行诗的回响：“创伤唯有击中它的长矛方可疗愈”。28 此外，这与黑格尔“优美灵魂”的形象（齐泽克频繁引用的另一个黑格尔概念）存在结构同源性：正如优美灵魂谴责世界上的混乱而未能认识到这种混乱正是其自身的杰作一样，想象力（按照其康德的一面）也在与它自身负责创造的混沌进行搏斗（按照其黑格尔的一面）。在想象力的层面上，主体性与自身交战，驯化一种被它引入事物秩序之中的无政府主义野性。同时，回想黑格尔对康德知性与理性区分的重构（见第十一章）：想象力和知性都涉及经验肉身的主体中介性肢解、切分。而且，如前所述，齐泽克将黑格尔解读为颂扬这种强有力的杂交暴力，而不是寻求通过接入安然独立于鲜活内在性纷争之上的无所不包的概念统一体的神秘、平静的天堂来超越它（即黑格尔的绝对者不是超越具体特殊之多的抽象普遍之一）。想象力是对现实的非自愿拆解与重构，是一种在人类核心内部发生的不自主发生的自主活动（与康德《人类学》中所谈论的先天自由激情相关）。此外，应当指出的是，齐泽克的这些反思与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在原始的“偏执-分裂位置”（即作为受死亡驱力驱动的世界之夜的黑格尔式想象力）与随后的“抑郁位置”（即作为构建完整客体与被承认的他者的康德式想象力）之间的区分略有共鸣。29

齐泽克对德国唯心主义先验想象力主题的阐释，引导他得出了重新与其本体论和随附主体理论的某些最基本母题相连接的意涵。（更重要的是，他陈述这些意涵的方式使得避免上述因他对作为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擦净石板的消逝中介的夜色精神病的$的某些描述而引起的问题成为可能。）在下文中，齐泽克明确否认了将黑格尔的世界之夜构想为单纯虚空、空洞深渊的观点：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先验想象力”的概念阐发为一切主体活动的神秘、不可思议的根源，阐发为一种先于通过先天范畴对感性数据进行理性综合的连接感性印象的“自发”能力。如果……黑格尔指示的是一种更加原初的“前综合想象力”的力量，一种将感性元素从其语境中撕裂出来、将有机整体的直接经验肢解的力量呢？因此，将这种“世界之夜”等同于神秘经验的虚空将是过于草率的：它宁可指示其确切的反面，即原初的大爆炸，一种暴力的自我反差，神秘主义者所谈论的虚空的平衡与内在平静借此被扰动，被抛出节轨。（Žižek 1999b, 31）

关于先验想象力，齐泽克将现实失去平衡描述为黑格尔与康德两侧想象力介入的结果。黑格尔式的拆解想象力破坏并驱散了在其之前作为存在中给定的任何东西，而康德式的组装想象力则挣扎着将秩序强加于由此引入的混沌。现象平面的综合统一，由康德式的想象力唯有通过将该领域的某些碎片相对于其他碎片予以“不平衡”的特权化，通过选择现实的单一区段作为（用拉克劳和莫菲的话说）这些区段所属的现实领域的霸权接合者而得以实现（这也让人想起齐泽克对黑格尔具体普遍的处理——见第十二章）。因此，没有必要诉诸无中生有（ex nihilo）的创世神话；尽管齐泽克的语言经常暗示相反的情况，但并不是从字面上看存在某种一切从中涌现的原初虚空。相反，存在缺乏先天的实体性充盈——这种由和谐完整的“一-全”所提供的本体论封闭的缺失，正是齐泽克式的自在主体真正的本质——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遏制对存在的孤立要素的过度收缩，遏制对作为主体化操作算子的不成比例特权化要素的过度投资。不存在预先注定的自然平衡能够防止由主体与自身的冲突（以想象力康德一侧的主体化综合与黑格尔式想象力的暴力破坏性进行争夺稳定的战争为例——这种结合与解绑之间的斗争是齐泽克对弗洛伊德爱诺斯对阵死亡驱力故事的德国唯心主义演绎）引入现实的不平衡。

如果先验想象力的自发性是主体性的零度根本特征之一——这种想象力与自身分裂，同时是一种破坏性与创造性的动力学——那么它就负责扰动了预设的没有主体的实体的平衡。康德式的想象力（作为主体化的能动者）通过在对抗源于黑格尔式想象力的混乱（即源于主体对经验织体的撕裂）的斗争中创造具体普遍，向存在注入了一种不对称性。每一次新实现的综合的代价，都是引入了一种扭曲的不相称性，通过将所挑选的特殊性提升为结构化普遍性的地位来强加秩序（这些挑选出的特殊性取自被选为结构化普遍性的那些特殊性本身也所属的其他确定特殊性的集合）：“每一个综合统一体……都强加了某种‘打破对称性’的‘单边’环节作为统摄性特征”（Žižek 1999b, 33）。基因-模因关系的例子再次有助于使这些反思稍微更加切实。模因只是基因驱动的进化生存斗争中可供利用的众多要素之一。然而，模因相对于基因实体所支配的所有其他要素获得了霸权特权。基因（即自然）催生了模因（即文化）——更准确地说，当模因四处狂奔并在与模因赖以生长并在其生成后加以重构的基因本体论基底的关系中获得不成比例的结构化优先权时，自然就催生了文化。

在纪录片《齐泽克！》的开场独白中，齐泽克试图用类似于他在描述实体成为主体的黑格尔动力学时所诉诸的术语，来概括其一般哲学观的基本轮廓。他再次屈从于唤起这种“虚空”反复出现的意象的诱惑，一种存在不知何故从中爆发出来的原初虚无：

我对宇宙的……自发态度会是什么？这是一种非常阴暗的态度。第一个、第一条命题会是一种完全的虚空：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我的意思是非常字面意义上的……归根结底只有一些碎片，一些消逝的事物。如果你看宇宙，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虚空。但是，事物是如何涌现的呢？在这里，我感受到与量子物理学的一种自发亲和性，在那里，你知道，那里的观念是宇宙是一个虚空，但却是一种带正电的虚空——然后当虚空的平衡被打破时，特殊的事物就出现了。我很自发地非常喜欢这个想法……它不仅仅是虚无；事物在那里。这意味着某些事情发生了严重的差错，我们所谓的创造是一种宇宙的不平衡、宇宙的大灾难，事物的存在是出于差错。

在齐泽克的论文“拉康与量子物理学”（作为某种附录收录在他1996年关于谢林的著作《不可消解的剩余》中）中，他已经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量子宇宙学及其“真空涨落”概念的本体论意涵在于，“某物存在”根本上仅在宇宙“脱节”的限度内成立。换句话说，宇宙的存在本身就见证了某种根本性的扰动或失去的平衡：“某物”只能通过破缺的对称性从“虚无”（真空）中涌现出来。（Žižek 1996b, 227）

本着晚期谢林的精神（按照《世界时代》草稿中讲了一半的通神论故事），齐泽克使用了一个具有宇宙尺度的宏大隐喻来描述在个体发育主体形成的较小尺度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将这一点带回地面，人们可以将这些评论解读为凝聚了此处已经遇到的一系列概念和主题。这些概念-主题脉络中的两条尤其重要：第一，当实体内部冲突所产生的漏洞或短路促动或支持对主体化操作算子的收缩性投资时，主体化过程就被启动了；第二，这些主体化操作算子在其作为具体普遍的功能中，引入了现象领域的不对称排序，引入了现实的不平衡新综合。而且，正如齐泽克反复强调的那样，这种建立起来的现实“新秩序”总是能够被创造它的主体所摧毁，因为$的否定性从未完全被它所建立的主体化秩序所扬弃。30（这种否定性作为一组随时准备通过行动事件冲出想象-象征系统的潜在潜能，萦绕着每一个想象-象征系统的现实性。）主体-主体化辩证法之所以被“创造”，是因为在实体的层面上“出了严重的差错”。更有甚者，这种失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实体被贯穿了脱离其“正常”运作的可能偏差的敞开（也许这些敞开，作为存在核心处封闭/充盈的匮乏，正是齐泽克借助虚空母题所试图说明的，而不是成问题地指涉某种涅槃式的宇宙虚无）。对齐泽克而言，真正的主体性是一种本不该存在的灾难性不平衡，是一种作为人性存在之内在对抗与紧张的产物而生成的怪物般的本体论突变。

齐泽克为什么总是援引这种虚空的形象？此外，人们应当如何（以何种程度的严肃性）对待这些将量子物理学与其对德国唯心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综合相结合的偶发性指涉？到目前为止，尚未涵盖足够充分的阐释基础来对作为脱节的与作为虚空的之间这种仍然成谜的联结提出详尽、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样一种解释在下一章中形成）。一方面由实体过度收缩进作为主体化操作算子的具体普遍（这些算子体现了一种不顺应其包络环境的顽固）所引入的不平衡，与另一方面实体性存在内部的躁动否定性（即作为自在的）作为一种无法被还原为实体材料或主体化材料的积极性的𝑋（即作为自为的；其实例包括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本体主体-物以及拉康的能说主体）而浮现出来的转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联结。然而，在采取这些额外的解释步骤之前，齐泽克对量子物理学的运用具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哲学收获（这个收获在他对自然科学其他分支的指涉中也同样处于赌注之中，例如认知神经科学和进化论）。这一点关涉到他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且通过引入康德和巴迪欧来参与此处的讨论是最好理解这一点的。

康德在牛顿物理学的成就展现出数学作为“自然语言”的巨大力量之后不久写下了《纯粹理性批判》。然而，康德不可能预见到二十世纪的量子革命，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他的认识论无法充分应对和衡量现代科学等领域的持续发展。例如，现如今，如果一个学生上一门量子物理学课程，教授的开场白通常包括一个关于如何对待这门材料的严厉警告。学生们被指示要严格遵守数学公式的字面要求，完全停留在数字、变量和结构化关系的层面上。他们被告知不要进行（或者至少尽一切可能避免）将方程的客体对应物视觉化或想象化的任何尝试，因为他们试图在脑海中唤起亚原子粒子心象的努力只会导致误导性或彻头彻尾矛盾的描绘：可以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的客体、既是波又是粒子的客体，等等。这确实与康德表面上的可能经验界限以及随后对将知识完全建立在其与（实际的或潜在的）经验指涉物联系之上的坚持相去甚远。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首先从“先验感性论”出发，然后走向“先验辩证论”。也就是说，他首先讨论了合法的知识形式如何涉及感性直观与知性概念之间的关系，随后努力表明，（由理性所进行的）知性概念超出此类经验界限的运用必然会导致作为无法解决的智力死结与困境的二律背反。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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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具有哲学倾向的量子物理学家今天为第一《批判》撰写一部续篇，那将是对康德杰作的镜像倒转。它不会像康德那样以纯粹理性的辩证论作结，而是以感性直观的辩证论收尾。量子物理学的反康德信息极其简单：纯粹的数学公式提供了对事物自身真实所是的粗粝物质实在界的非中介介入（用康德的语言来说，理性的数字观念提供了物自身的直接显现，将其作为物质现实的终极而短暂的量子“实体”）。然而，任何试图将这种数学化的实在界翻译为知觉建构（用康德的语言来说，即宏观感官经验中可想象或可感知的客体）的尝试，都会对人类思想产生站不住脚的二律背反（即经验的/感性的矛盾，与理性的矛盾相对）。

尽管巴迪欧大胆地将本体论等同于数学——对巴迪欧而言，本体论就是数学32（而不是按照历史传统作为哲学的领地）——并不等同于直接认可上述关于受科学启发的康德认识论倒转的推测，但他无疑朝着类似且同样适时的方向前进。巴迪欧哀叹这样一个事实：在当前的智识状况下，数学通常被贬低为不过是一种“知识”（savoir）的形式，一种严格工具性的推理方式。古希腊人探讨了存在与数字之间的契合（从而指出了本体论与数学之间的深刻联系），而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则是数学仅仅是一种认识论工具或中介性的观念界面，其使用价值主要取决于其针对具体客体指涉物的运用（即允许计算、测量、预测、计数等的运用）。巴迪欧用术语“知识”（savoir，即有别于“真理”［vérité］的知识）来指认概念与经验给定实体之间的这种指涉关系。显然，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所阐述的关切，主要关涉知识（换言之，那里的焦点是认识论的，而非本体论的）。巴迪欧与量子物理学中某个阵营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都愿意做出决断——这种决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豪赌——即数学并不是被贬低为建立在现象经验基底之上的建构性概念叠加的唯心主义地位，而是对存在的可能最直接和无中介的揭示（唯一的途径，并且需要绕过感性直观的“干扰”）。

在解释他将本体论与数学视为等价的辩护理由的过程中，巴迪欧本人援引了当代物理学的例子。对巴迪欧而言，本体论作为数学，对就具体存在者而言所呈现之物的特殊性是漠不关心的：“纯粹呈现本身，抽离了对‘何物’的一切指涉——也就是说，作为存在之存在、作为纯粹多的存在——只能通过数学来思考”（Badiou 1998, 126）。在数的统治下，化身呈现的“所是”可以是任何东西，因为数把握了存在者的多样性，仅在于它们自身单纯的存在，而不考虑它们相互区分的属性、谓词或性质。33 在他解释这些观点的对话语境中，巴迪欧指出，“物理学，也就是说物质理论，是数学的。它是数学的，因为作为被呈现者本身的最客体化阶层的理论，它必然通过其数学性抓住作为存在之存在”（Badiou 1998, 127）。随后他规定，尽管如此，在他的本体论意义与数学化量子物理学之间必须承认一种差异：前者对各种确定内容绝对且泰然自若地漠不关心（它只处理作为本身的“纯多”，而不考虑它是关于什么的纯多），而后者则指向特定的（尽管是根本和终极的）“那物”，即物质。34 尽管有此告诫，巴迪欧接着承认了他的数学本体论与现代科学的接近性：

你越是将物质的概念分解为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你就越是进入一个只能用越来越复杂的数学运算来命名或指认的现实领域。“物质”将仅仅紧随存在之后，作为呈现者（“所呈现之物”）的最具普遍可能性的名称……物理学中所关涉的意义上的物质，是作为包容任何特定呈现的物质——而且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任何呈现都是物质的。如果我们考虑“物质”这个词、“物质”这个词的内容，物质紧随存在之后。它是直接与本体论共在的普遍性程度。物理处境因此将是一个非常强有力数学化的处境，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它越接近把握现实中最微小、最原初的元素，就越来越如此。（Badiou 1998, 128）

今天的物理学家所谈论的物质（一种几乎完全数学化的物质）类似于数本身，对存在实体具有极其普遍、包罗万象的适用性。正因如此，这种新的物质观念（不同于牛顿物理世界中可感知的宏观客体）作为对所是之物最普遍的名称“紧随存在之后”，作为“直接与本体论共在”之物。此外，巴迪欧暗示，科学家的自发本体论（套用阿尔都塞的话）涉及一种存在的去实体化，这类似于他对作为存在之存在（l’être en tant qu’être）的处理。通常，从日常的视角来看，物质“材料”的实体性似乎与无形数字的短暂形式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巴迪欧上述的评论暗示了当代物理学中正在发生的一种黑格尔式的对立面汇聚：人们越接近物质性本身的基本构成成分，这种物质性就变得越发数学化。在其最基本和约简的形式中，实体似乎变得非实体；物质似乎变得非物质。这是理论物理学的（数学）推理过程因其自身理性机制的发展而被强迫将感性直观从物质实在界的图景中剥离出来的后果。传统的、日常的实体感作为这种由科学驱动的感性退缩的一部分而隐退，只留下数字作为物质最微小成分的唯一标记。

齐泽克对量子物理学的兴趣主要关涉其使物质非物质化、使实体去实体化的效果。鉴于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围绕康德的谢林-黑格尔式本体论化而组织）假定了一种非世界论（acosmism），在其中（人类）存在的基础是不完整和不自洽的（即无底之基［作为Ungrund的Grund］），齐泽克希望避免将物质现实的基本材料构想为某种致密的沉重性，一种具体存在的封闭、饱和的充盈。35 齐泽克式的实体是一种被剥夺了封闭完整密度的多孔物质性：

由于激进的唯物主义立场断言不存在“世界”，断言整体的世界就是虚无，唯物主义与潮湿、致密物质的在场毫无关系——其恰当的形象毋宁是物质似乎“消失”的构型，如超弦的纯粹振荡或量子振动……唯物主义并不是断言惰性物质密度处于其潮湿沉重之中——这样一种“唯物主义”总是可以充当诺斯替主义唯灵论蒙昧主义的支柱。与此相反，真正的唯物主义欢欣地承担起“物质的消失”，承担起只有虚空这一事实。（Žižek 2004c, 24–25）

当齐泽克谈到虚空时，他有时脑海中想到的是虚拟可能性的无形之网（类似于微观量子事件和过程的短暂而空灵的领域），如果并且当这张网络的对称平衡因一个虚拟可能性被赋予比其他可能性更大的权重而被打破时，它就会成为一个充分构成的现实（即粗俗哲学观念中关于宏观物质的被创造的物质自然）。可能性的虚拟性由此“坍缩”为现实性的实在。但是，是什么促成了这张无形虚拟之网的坍缩？是什么催化了某物（即作为具有物质份量的实体存在的现实性的实在）从虚无（即作为实体存在中多于实体存在本身的非实体性的可能性的虚拟性）中的脱落？正是在这里，事情显然重新与实体和主体之间关系的黑格尔主题联系起来。

在齐泽克眼中，海森堡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具有一个黑格尔式的教训。齐泽克没有以康德式的方式来解读这一原理（即观察者对被观察者的不可约简、不可避免的影响建立了一道屏障或界限，阻碍了对未受观察干扰玷污的纯粹物理实在界的直接观察介入），而是倾向于施展一种辩证法戏法，将阻碍介入物自身的障碍转变为物自身。从这个角度来看，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以也许相当宽泛和隐喻的方式）代表了黑格尔-齐泽克的本体论命题：主体并不是独立于实体的。相反，主体是凝视自身的实体；观察个体的眼睛（作为它所见宇宙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宇宙对自己投去的一瞥。主体是实体中实施实体自我客体化的那一部分，实体在这种自我客体化中转化自身。更具体地说，借由量子物理学的这个例子，齐泽克认为主体性对其观察反思的粒子的影响，不是康德式外在反思要么局限在脱离物质自然的自身现实中，要么在实在存在领域中引入伪造扭曲的问题。相反，主体性的反思不仅不是对其所观察之物的全然外在，反而是直接铭刻在物质自然本身的实在存在的本体论结构之中的。36 换句话说，客体经由主体注视的折射并不仅仅是主观干扰；这种折射（同样）是客体自身本质的一个面向。

简要考察《视差之见》（2006）中的一些论述，将有助于理解齐泽克在《不可消解的剩余》（这部1996年的著作以论文“拉康与量子物理学”作结）最后几段中关于其对量子物理学的思考与德国唯心主义人类自由概念之间的哲学联系所作出的结论。在近十年后重新审视他1996年关于该主题的反思时，他问道：“从实体性现实向（不同形式的）事件的转变，难道不是现代科学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吗？”并且针对这个问题，再次强调“量子物理学假定终极现实不是某些原初元素，而是一种‘振动’之弦，这些实体只能被描述为去实体化的过程”（Žižek 2006, 165）——或者，正如他后来在同一文本中所重申的那样，“量子物理学的教训”是“坚固的物质现实”并不是自然实体最基本和根本的底层。37 在重申量子物理学指向一种被剥夺了任何哲学传统物质性形象或概念的物质之后不久，齐泽克界定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当代差异：

正是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应当定位今天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唯心主义假定了一个无法根据其物质（前）条件来解释的观念事件，而唯物主义的豪赌在于我们能够进入事件的“背后”，探索事件是如何从存在秩序中/之裂隙中爆发出来的。（Žižek 2006, 166）

在对这两个哲学极点之间的区别进行这种简明扼要的勾勒之后，他立即提到了谢林的《世界时代》课题——这使当前正在进行的分析回到了《不可消解的剩余：论谢林及相关事务》中“拉康与量子物理学”的结论。在其中，晚期谢林与量子物理学的“相关事务”通过作为实在存在内部不自洽之否定性的作为的主体（用借自量子物理学的隐喻术语来说，作为不确定的且尚未现实化的虚拟可能性的“虚空”）汇聚在一起，这种否定性既先于充分构成的实际现实的到来，又在这一到来之后作为否定这种现实之现实性的不可消除的剩余可能性而滞留：

人类自由的涌现只能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自然本身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坚硬”现实——也就是说，在“坚硬”现实之下存在着潜能及其波动的另一个维度：这就好像伴随着人类自由，这个离奇的潜能宇宙重新涌现并浮出水面。（Žižek 1996b, 230）

在面对德国唯心主义和拉康理论阐发的主体形成的个体发育解释层面上，人们可以说，主体化是一个过程，在其中作为的主体的不确定性（更准确地说，是作为自在的但尚未自为）坍缩为某种确定的构型，一组指定的认同坐标（即作为身份锚点的特定关键图像和词语，由其周围环境的挑选碎片反射回主体）。主体化的这一运动在此可以被视为类似于可能虚拟性成为实际现实的量子动力学。然而，通过另一个尚待解释的过程（见第十四章），当实际现实为被这种现实的涌现所掩盖的可能虚拟性的重新浮现提供了有利的时机敞开时，事件便发生了。这些使埋藏在实在存在内部（但随着想象-象征现实的结晶化而被掩盖）的可能性重新复活成为可能的事件，正是$从自在转向自为的时刻。对齐泽克而言，主体的自由等同于被压抑的黑格尔世界之夜的回归，等同于被现实及其随附的主体化劳动所排除的实在界在现实内部的重现。齐泽克式的自由是一种匿名的自主性，一种随时准备、愿意并且能够取消现状中任何和每一个凝固给定之物的没有面孔的否定性力量。在《视差之见》的其他地方，齐泽克将批判的目光投向了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在不对这一新开启的理论阵线（涉及与先前被许多人认为与现代哲学和精神分析完全不兼容的文献主体的黑格尔-拉康式介入）进行过多细节讨论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学而不仅仅是物理学，为齐泽克提供了一种手段，用以证实他的论断：只要物质存在本身不可还原为一切皆由一组无缝整合的因素和力量预先决定的令人窒息的本体论封闭，那么一种关于非副现象先验主体性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可行的。人脑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好地例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结构动力学（这一观点由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令人信服且高超地予以了证明38）。也就是说，神经元层面（作为中枢神经系统折叠物质的电化学物质性）产生了心理层面（作为鲜活现实的经验维度，既包括自我，也包括它所意识到的整个现实）。但是，心理维度反过来对其赖以产生的神经元基底施加了交互影响。简而言之，大脑的物理轮廓不仅塑造了经验，而且相反地，大脑从字面上看被它无可争议地在构成/生成中扮演中心角色的经验内容所雕琢。用在讨论神经学事实的语境中冒着听起来有些原始和时代错乱风险的德国唯心主义术语来说，特别是以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为例，理念从实在界中涌现，此后理念开始重塑这同一个实在界。正如齐泽克敏锐指出的那样，粗糙版本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要么贬低要么忽视了大脑的物质可塑性。他断言，“新脑科学”是“辩证的”，因为它们强调了“大脑的无限可塑性”：

这种可塑性表现在三种主要模式中：发展的可塑性、调节的可塑性和修复的可塑性。我们的大脑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人类实践而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由我们的基因预先规定的；基因所做的恰恰相反：它们解释了大脑对可塑性敞开的结构……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联手反对这种可塑性：唯心主义是为了证明大脑只是物质，是一个必须从外部被赋权的接力机器，而不是活动的场所；唯物主义则是为了维持其机械决定论的现实愿景。这解释了那种尽管现在已被经验反驳但仍然存在的奇怪信念：大脑与其他器官不同，不会生长和再生；它的细胞只是逐渐消亡。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心灵不仅反映世界，它也是与世界进行变革性交流的一部分，它“反映”变革的可能性，它通过可能的“规划”来看待世界，而这种变革也是自我变革，这种交流也改变了作为心灵生物学“场所”的大脑。（Žižek 2006, 209）

神经系统的活生生质料同时具有构成性（即它生成鲜活经验的所有精神状态）和被构成性（即这些由此生成的精神状态反思性地改变了这同一种生成本质）——心灵与大脑的关系也是如此（即鲜活经验的精神状态同样既是构成性的也是被构成性的）。显然，人脑表明自然物质并不必然是以完全决定的机械模式运作的惰性、坚固密度。这就是为什么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陈词滥调分歧的陈旧、标准化变体中，双方的拥护者往往忽视大脑的物质可塑性的原因。这种动机性的无知既维持了机械唯物主义者的还原论议程，也维持了通过反对作为稻草人对手的还原论唯物主义者来界定自身的唯心主义者的理论身份。

沿着这些思路，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正确地坚持认为，根据进化而来的物理大脑在人类本性的全部丰富性中具有绝对中心地位的“决定论”立场——丹尼特是该立场的清晰捍卫者，该立场在对精神机制各特征的哲学解释中赋予了生命科学巨大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没有为能动性或自我留出任何空间、没有为任何类似于自主主体性之物留出空间的激进还原论。在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情形中，决定论并不等同于对自由的否定，不等同于对个体灵活性和自发性的消除性否认。为什么不呢？给出答案的一种方式（呼应萨特）是，人类注定是自由的，命中注定是自主的（无论他们喜欢与否）。39 更准确地说，进化设计了大脑的折叠物质使其具有可塑性，以塑造和重塑自身，回应作为其辩证伙伴的经验世界。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解释道：

大脑的大多数系统是可塑的，即可被经验修改，这意味着所涉及的突触会被经验所改变……

大脑所有系统中的可塑性是一种先天决定的特征。这听起来可能像先天与后天的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突触记录和存储信息的先天能力正是允许系统对经验进行编码的关键。如果特定大脑系统的突触无法改变，该系统将不具备被经验修改并维持修改状态的能力。结果，有机体将无法通过该系统的功能来学习和记忆。换句话说，所有的学习都依赖于基因程序化学习能力的运作。学习涉及对天性的哺育。（LeDoux 2002, 8–9）

呼应勒杜，丹尼特同样指出，“观察到某些现象被决定为多变的、混沌的和不可预测的，这并没有任何悖论，哲学家们奇怪地忽略了这一显而易见且重要的事实”（Dennett 2003, 90）。他补充道，“有些东西的本性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因此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固定的本性”（Dennett 2003, 91）。而拥有可塑精神物质的人类，正是大自然所设计出的具有可重新设计本性的生物缩影：“我们的本性不是固定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化成为被设计为根据与世界其余部分的互动来改变其本性的实体”（Dennett 2003, 93）。这些由一位受到生物学和神经学支撑的当代认知科学的坚定捍卫者所提出的关键见解，可以说是呼唤回归德国唯心主义关于自然作为可精神化（可灵化）实体的构想（现代哲学传统至少部分是通过对先前机械唯物主义类型的批判而得出这些构想的）。丹尼特的评论难道没有让人想起谢林关于人类本性的物质基底作为无底之基、作为被决定的不确定性的观念吗（齐泽克经常用“自由的深渊”这一短语援引的观念）？或者，这种为了重新设计而设计的能力（一种内置于主体性的物理底座/基质中的能力），难道不是齐泽克对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描绘的经验例证吗（即大脑的原始实体本身已经孕育着可变主体化结构现实化的潜能，借由这些结构，在物质与超物质之间激发起辩证运动）？

在本次讨论的语境中，齐泽克式的进路将要求就主体性的实体下腹部引入一种额外的曲折。人类大脑不仅被预先编程为可重新编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其自身物理特征与它将运行的社会-象征程序代码的数量和复杂性，使得冲突、僵局和短路成为必然。神经元内部架构层面（一个由数十亿个互联节点构成的庞大网络）与该架构与其作为中介性心理经验母阵的“他者”之间的接口层面（一个由多个语言和表象网络中介的母阵）所共有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程度。而且（正如第十二章所断言的那样），在复杂系统的要素之间出现对抗和矛盾的可能性，无论它们是物质的还是超物质的，都与这些系统复杂程度的提高成正比。

在《自由的进化》中，丹尼特结合他对生物决定论的矫正性重构，也讨论了偶然与因果之间的关系。在思考没有原因的事件这一范畴时，他谈到了掷硬币的案例：

用一枚均匀的硬币掷硬币是一个熟悉的例子，它产生的结​​果（比如说正面）严格来说没有原因……你是否曾想过使用掷硬币作为随机事件生成器所涉及的表面矛盾？掷硬币的结果无疑是作用在硬币上的所有力的总和的决定论结果：赋予旋转的释放速度和方向、空气的密度和湿度、重力的影响、到地面的距离、温度、地球自转、当时到火星和金星的距离，等等。是的，但这个总和中没有任何预测模式。这就是像掷硬币这样的随机化设备的意义所在，通过使其对如此多的变量敏感以至于没有切实可行的有限条件清单可以被挑出来作为原因，从而使结果不可控。（Dennett 2003, 85）

丹尼特继续声称，掷硬币（作为生成随机数字结果的程序）不仅没有“吸收宇宙中的所有微观变化”，实际上反而“放大了它，保证了在这一瞬间起作用的难以想象的巨大力总和将使数字化仪倾斜到两种状态之一，正面或反面，但对任何一种状态都没有显著的必要条件”。40 这个例子奇怪地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梦的肚脐概念（正如先前在第十二章中所注释的那样）：正如梦的肚脐通过用过多潜在意义淹没解释者以至于无法解释，从而导致有意义解释的缺席/不足一样，特定掷硬币的独特事件也因为该事件（像肚脐一样）是一个超致密超凝聚之点，从而挫败了为其非此即彼的结果分离出单一原因（甚至有限数量的可列举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掷硬币的独特事件是无数因果因素汇聚的时刻，凝聚它们的影响以产生一种数字化状态而非另一种）。简而言之，掷硬币总是会产生结果，但不可能说出是什么导致硬币在给定的具体实例中出现正面或反面。太多原因的过剩迫使在解释性叙事中出现空白（即单一原因或有限原因清单的缺失）。

在考虑了这个掷硬币的例子几页之后，丹尼特援引了认识论主体性有限性的（康德式）概念：“每个有限的信息使用者都有一个认知视界；它对自己所栖居的世界所知甚少，而这种不可避免的无知保证了它拥有一个主观上敞开的未来。对于任何这样的能动者来说，悬念都是生命的必要条件”（Dennett 2003, 91）。这里的观念是，人类自主性（至少作为自由的感觉，相信自己栖居在一个充满多重可能性的世界中）的“保证”之一，是无法采取上帝视角将存在视为穷尽整合的一-全。认知能动者无法辨识作用于作为处于世界之中的存在者的无数力量和变量的内聚总体（这种无能由掷硬币的例子所说明），为它提供了足够的“喘息空间”（或者按照丹尼特早期一本书的书名，即“回旋余地”），让它觉得仿佛能够通过吸入自主性的令人振奋的新鲜空气来维持生命。

针对这一点，齐泽克很可能会对丹尼特的康德扮演黑格尔的角色。换句话说，丹尼特暗示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推测的事情：如果一个有限的人类认知能动者以某种方式奇迹般地克服了其有限性的局限，并对其真实、本质的本性（对丹尼特而言，是塑造其存在的因果影响的总和）获得了直接洞察，那么这种知识将剥夺该能动者拥有自由的感觉或意识（对康德而言，如果主体将自身认识为一个本体的物，它就会变成一个丧失自主性的没有生命的木偶）。因此，丹尼特尽管在别处告诫反对这种暗示，但仍暗示从不可能的上帝视角看问题确实会揭示每一个存在者和事件都是作为因果影响巨大网络的宇宙的预定结果。对齐泽克而言，除了牢记想象这种不可能的神圣视角的徒劳无益之外，人们还必须避免成为这样一种幻想的牺牲品：在作为现实肤浅外表的表象面纱之下，自然齿轮和部件的和谐有机统一体正在嗡嗡运转，平稳地生产出连续、不间断的存在物质基底（正如对黑格尔而言，康德教条地假定现象背后的本体实在界缺乏二律背反和矛盾，假定隐藏在现象-经验“自我”面具背后的所谓主体会因沉溺于存在的内在性中而窒息）。齐泽克式的宇宙是一个没有大他者完全能够胜任对事物秩序施加始终有效的决定论控制的宇宙。事实上，他的无他者本体论的无底基底可以被描述为（借用米兰·昆德拉书的名字）“不能承受之轻”。（沿着有些类似的思路，其著作《正统》经常被齐泽克引用的G·K·切斯特顿，将决定论/机械唯物主义者的因果封闭宇宙视为“一个人可以把头藏进去的大致最小的洞”41——换句话说，将存在视为固定的、可预测的一-全，视为原因和结果的无缝流动这一观念，是一个隐藏了某种极其令人不安之事的极具诱惑力且令人欣慰的形象。）

由于这种“不能承受之轻”（对于谢林式的自由深渊而言也是恰当的描述），总是存在着一种诱惑，无论隐式还是显式地，去假定存在一个支配着自然、文化和自然-文化系统难以理解的复杂运作的大他者。齐泽克对人类自由概念的革命性重塑，与他（用拉康的话说）穿越存在任何类型大他者的幻想紧密相连，即穿越存在一个拥有充分决定性权威来统筹存在的多重阶层整合与综合运作的终极主人-保证者的幻想。实在界与象征界都是被划杠的，也就是说，它们从未达到消除所有潜在错误和漏洞以防止自然或文化决定论模式被瓦解的系统地位。存在的多重阶层及其架构安排比人们倾向于想象的要脆弱和不稳定得多。（在声援丹尼特的意义上，进化也揭示了这种脆弱与不稳定——进化论与其他科学如物理学不同，恰恰由于多种偶然性在其算法展开中的核心作用而缺乏预测能力。）

康德的批判-先验转向试图逃离他的现代哲学前辈们深陷其中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无益僵局。类似地，齐泽克旨在打破由不成熟的唯物主义（即一种一元论本体论，根据该本体论，意识、心灵、主体性等相对于机械物质的唯一现实被贬低为单纯的副现象）与唯心主义（即一种二元论本体论，根据该本体论，非物质的存在平面相对于机械物质的具体现实享有绝对独立的地位）之间的过分简化争论所提出的虚假两难的被动选择。他试图对这种关于物质作为机械性的持久且普遍的形象-观念投下怀疑阴影（这些尝试涉及谢林、黑格尔、量子物理学和认知科学等资源），是阐发主体唯物主义理论的总体努力的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这种主体性理论表明，二元唯心主义在内在物质性与超越超物质性之间的视差分裂，产生于一种被恰当重新构想的一元唯物主义的实体版本。齐泽克的谢林-黑格尔本体论允许描绘超越者的内在生成，保留唯心主义的视差分裂，而无需承认一个非物质的观念平面永远超越在物质实在界层面上所发生的事情。这种先验唯物主义（作为从实在界的特定本体论派生出的超物质但非副现象主体的说明）需要对存在实体的本质本身进行重新改造的构想。

因此，齐泽克提出的是一种短暂的、偶发的唯物主义，在其中主体性的自主否定性能够从实体内部不自洽的“自在”地位（即作为尚未主体化的主体）转变为在其自身与其各种包络的中介母阵之间可见明确对比的“自为”地位（即作为主体化的主体）。实在界和/或象征界的结构性崩溃事件是这种从作为自在的向作为自为的过渡的基本可能性条件。事实上，作为自在的可以被解释为指定存在实体实在界内部的结构性崩溃，而作为自为的（正如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则是指一种脱节性，它逐渐勾勒出一个在想象-象征现实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合适位置的X的轮廓。正因如此，当现实遭受某种结构性崩溃时，这个无家可归的不合群者往往会在这些事件中获得明确主题化的突出地位——也就是说，用拉康的语言来说，当大他者的泥足显现出来时，当通过明确表现出宛如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揭示出这个他者是被划杠的时候。作为自在的是作为自然向文化过渡的可能性条件的消逝的中介。这种过渡在个体发育上的原初标志是对特定主体化操作算子（即象征秩序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碎片）的顽固执着；这些收缩性凝聚的点创造了具体普遍，霸权性地接合了这些点所嵌入的领域的其余部分，并且还突显了类似死亡驱力对顺应事物运行进程的抗拒（一种使作为脱节的聚焦的抗拒）。

然而，关于主体如何从首先作为滞留在自然内部多于自然自身的“自在”死亡驱力的初始状态，过渡到其次通过对主体化操作算子的适应不良固着而初显（即作为脱节的），再过渡到第三其作为在想象−象征现实所提供的任何特定主体化操作算子中没有锚点的𝑋之虚空的完全成形的“自为”地位（即作为虚空的——例如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主体-物、谢林的自由深渊以及拉康的能说主体），谜团依然存在。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从作为脱节的到作为虚空的）的过渡步骤类似于拉康精神分析的进程。分析者从他或她承受症状重负（即由该主体的主体化结构的主人能指所锚定的僵死固着的顽固点）的位置，走向这些主人能指（连同它们所支配的充满症状的臣服）放松其迷人掌控并像剥开的洋葱皮一样层层剥落的状态（作为“穿越幻想”并直面其在主体化认同能指之后、之下或之外的心理-主体存在的外密核心的结果）。这个在想象-象征现实中缺乏位置的无面容的X，在从自然（即实体）转向文化（即主体化）之后显现为虚空的虚空，正是作为黑格尔世界之夜的主体，是在每个人瞳孔中闪烁的非人黑暗。它的生成与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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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齐泽克对类虚空的主体（宛如黑格尔午夜狂乱对现实的脱离）作为自然实体与文化主体化之间的中介（即在时序上先于主体化）做出了可能引起误解的描述，但他承认，就个体发育而言，主体化是首要的。主体化是通过对外部社会-象征现实的媒介/秩序所提供的特定属性、特征、性质等（简而言之即谓词）的认同而实现的。而$唯有在承担了一系列确定的认同谓词（或者用拉康的术语来说，代表主体性的特定能指）之后，才成为自为的空洞否定性。参照拉康关于主体的概念，齐泽克评论道：“能指的主体是其自身表象失败的追溯性效应；这就是为什么表象的失败是充分表象它的唯一途径”（Žižek 1989, 175）。正如他后来所阐发的那样：

“矛盾”指认了我“对于他者而言”所是者——我的象征决定——与我撇开与他者的关系“在自身内部”所是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它是主体的纯粹“自为存在”的虚空与代表他面对他者的能指特征之间的矛盾，用拉康的术语来说：是在与S_1之间的矛盾。更准确地说，“矛盾”意味着恰恰是我在象征使命、在S_1中的“异化”，追溯性地从我的粗糙现实中造就了——即逃逸了使命掌控的虚空。（Žižek 1993, 131）

换句话说，是实体过渡到主人能指之中介的事后（<𝑒𝑚>𝑎𝑝𝑟è𝑠−𝑐𝑜𝑢𝑝</𝑒𝑚>）产物，即作为具体普遍的S_1、作为构建社会−象征主体化领域的特权节点。这些S_1是那些获得了霸权地位的表征单元（能指、模因等等），只要个体的身份由充实一个可辨识的人类自我的具体内容构成，它们就决定了个体身份的接合（即拉康所定性的客体化的自我［<𝑒𝑚>𝑚𝑜𝑖</𝑒𝑚>］）。主人能指是主体化的操作算子。在齐泽克关于主体形成的说明中，自我层面的主体化认同必须首先失败，以便照亮的虚空。

在沿着当前思辨探索的路径进一步推进之前，回到拉康是至关重要的。在此特别引起兴趣的是拉康关于“一元特质”（trait unaire）的概念，这一概念基于弗洛伊德在其1921年的研究《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所提出的认同说明中“唯一样征”（ein einziger Zug）的作用。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构成自我质料和组织的认同，是由对作为重要力比多客体的那些重要他者的特定特征的投资所引导的；进行认同的个体的心理依附于这些特征/特质，内化或“内投”与其进行认同的重要他者的身份中在观念上可分离的、类似能指的标记。1 因此，自我作为个体心理的“自身”或“我”，是由一系列对他者的认同所构建起来的。在《自我与本我》（1923）中，弗洛伊德著名地提出“自我的性格是废弃的客体贯注的沉淀物，并且……它包含着那些客体选择的历史”（SE 19:29）。换一种稍有不同的表述，自我是利用从跨个体的主体关系母阵中借来的零碎之物拼凑而成的。

在第八讲座的同一讲中（雅克-阿兰·米勒将其定名为“通过‘唯一样征’的认同”），拉康强调在镜像阶段中，象征认同催化并制约着想象认同（即儿童认同视觉意象，是由于其成年他者以言语中介的促动，而不是想象认同在发展上先于象征认同——见第五章），并在此提出了他的一元特质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之前几年的讲座中已经由其他概念预先作了铺垫，最著名的莫过于在关于精神病的第三讲座中所谈及的“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2 更有甚者，当晚期拉康在第二十三讲座中重新审视精神病问题时，他的“圣状”（sinthome）概念——作为没有它主体的结构就会解体的症状——也与这一“一元特质”观念有着某种相似性。3 拉康在关于移情主题的第八讲座的这一讲中对认同说了些什么？他首先指出，主体形成的默认个体发育出发点，必须是涉及焦虑、渴望和不安的初始状态（正如所见，谢林和黑格尔此前都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们两人同样主张实体成为主体是因为存在的这个基底从内部被原初不满的躁动否定性所骚动）：

实际上，如果人们从原初自恋的概念出发，就力比多投资而言它是完美的，如果人们把原初客体构想为主体原初地包含在自恋领域之中，构想为原始的享乐［jouissance］单子，与之认同的是……哺乳婴儿［nourrisson］，那么人们就很难看清究竟是什么能够导向一条主体的出路［sortie subjective］。（SVIII 410）

将婴儿时期的“原初自恋”描绘为一种遗忘一切的完美幸福状态，在其中力比多经济不受深层不满和内在不足的扰动（即把人类存在的起始状态描绘为“原始的享乐单子”），使得解释个体为何会努力走出这个远古伊甸园变得几乎不可能。究竟是什么能够促使一个安然封闭在其自身白痴般的幸福范围内的实体，自发地挣扎着将自己拉出这个唯我论的福祉子宫呢？为了解释向主体性/主体化的出路（“une sortie subjective”），必须假定主体形成的一个充斥着否定性（特别是充斥着由力比多经济所生成的否定性情动）的零度状态。婴儿充满焦虑的无助和彻底依赖的状态，使其倾向于屈从于来自他者（加上大他者）的隐性或显性要求，去接受一个由外来的图像和言词所中介的异化身份。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第五章中），拉康规定一元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作为认同领域的稳定器的作用（一元特质中与驱力和欲望的力比多动力学有关的那些方面在此没有被明确处理）。更具体地说，一元特质是从作为象征秩序的大他者环境中内化而来的理想，即塑造认同轮廓的坐标。4 拉康多次强调，主体的自我理想正是建立在此类特质之上的。5 事实上，他将整个自我都视为一个无限后退的理想；在关于镜像阶段的论文中，意象-格式塔描绘了一种不可能达到的、无法企及的完整性，一种永远逃避着凝视这个迷人、诱惑性形象的主体的安详、整合的统一性。因此，拉康通常最终主张一元特质（由体现大他者秩序的那些早期重要他者铭刻在个体身上）支撑着自我的整个大厦。6 这一主张与他的下述坚持携手并进：即与反射出的自我（moi）形象认同的奇迹般的镜像阶段时刻，是由孩子的父母亲形象对这种认同的鼓励和肯定所触发的（参与这种鼓励和肯定的关键能指正是一元特质的实例）。7 因此，家庭的大他者通过它赋予未来新生主体的能指资源，成为了自我身份之内聚性、合法且被承认的人格的最初保证者。例如，在第十讲座中，拉康提醒听众注意他在镜像阶段问题上最近发生的重点转变（在第八讲座中开启——重复一遍，象征界在先并塑造了想象界的构型，而不是像拉康在前/原结构主义关于镜子在自我建构中作用的思考有时被错误解释的那样，将想象界视为在发展上进入象征界领域之前的一个阶段）。8 在包含这一提醒的同一讲的稍后部分，拉康宣布与象征界的一元特质认同（而非想象界的意象-格式塔）才是原初认同（即竖起身份的骨架支架者），镜子随后为这一身份提供了现象的/经验的内容——这一身份此后继续依赖大他者来维持“认证”。9 他在第十九讲座中简明扼要地总结道：

一元特质是我以镜像阶段之名出发所讨论之物的支撑，也就是说，是想象认同的支撑……我在不同场合所说的一切、所写的一切、在图表中所铭刻的一切、在光学模型中所图式化的一切——其中主体反射在一元特质中，并且只有从那里他才将自己定位为理想自我——这一切都恰恰坚持这样一个事实：想象认同是通过象征标记来运作的。（SXIX 5/10/72）

作为“象征标记”的一元特质，是将特定图像关联为自我身份化身的现象经验背后的真正底层机制。如果说在想象界内部构成的自我的意象-格式塔是一种图画，那么可以说，构建这幅图画的透视法正是由象征秩序的机制预先奠定的。

为了更好地将拉康的一元特质概念具体化，简要地转向该概念的两个语言学例子是有益的：专有名词（索尔·克里普克以其“严格指称词”概念来处理）和人称代词（埃米尔·本维尼斯特以其“转换词”概念来处理）。这两种语言要素都充当着主体身份的象征化身，据称代表着独一自我的内在核心。那么，抛开拉康指涉他们两人的历史事实（一次指涉克里普克，多次指涉本维尼斯特）不谈，为什么克里普克和本维尼斯特对于理解源于主体与作为一元特质的能指之关系的拉康认同说明是切题的呢？希望在简要解释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称词和本维尼斯特的转换词的过程中，对于哪怕稍微熟悉拉康思想的人来说，答案很快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反对他称之为弗雷格-罗素命名理论的观点，克里普克断言专有名词与被命名客体的可描述特征（即其质的属性）毫无关系。名称既不是给定事物的浓缩描述，也不是该事物所展现的一束属性的占位符。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名称独立于其被命名客体的各种（且可变的）性质而保留其功能。克里普克用达特茅斯市（Dartmouth）名称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里借用了这个例子）。10 当这个城市最初被赋予“达特茅斯”这个名字时，设想的是一种描述性的角色：在命名时，该城市位于达特河（river Dart）的入海口（mouth）。然而，如果并且当达特河改变河道，而达特茅斯不再位于河口时，会发生什么呢？“达特茅斯”这个名字会失去意义吗？克里普克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正因为专有名词不是对特定客体质的属性的描述，这些属性的改变才未能瓦解专有名词作为严格指称词的命名能力。当一个名称“严格地”指称时，即当它的指称不再依赖于与其所指称/命名的指涉物之间的描述性关系时，它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对克里普克而言，在命名行动之前，不存在将可描述属性的聚束结合在一起的本质的物，不存在无法接近的深层实体核心。他指出：

如果一种性质是一个抽象客体，那么一束性质就是一个更高抽象程度的客体，而不是一个殊相。哲学家们通过一个虚假的两难陷入了相反的看法：他们问，这些客体是在这束性质的背后，还是客体只不过是这束性质？两者都不是；这张桌子是木制的、棕色的、在房间里，等等。它具有所有这些性质，而不是在它们背后一个没有性质的物；但它因此不应当被等同于其性质的集合或“束”，也不应当等同于其本质性质的子集。不要问：除了通过其性质之外，我怎么能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辨识这张桌子呢？我手里拿着这张桌子，我可以指向它，当我问它是否可能在另一个房间里时，根据定义，我是在谈论它。我不需要在用望远镜看到它之后才去辨识它。如果我是在谈论它，我就是在谈论它。（Kripke 1972, 52–53）

克里普克在这段话中强调指涉的“它”，不仅仅是外部世界中的一个实体。他反复提到桌子是他所“谈论”之物。这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克里普克的命名理论，专有名词之所以是严格指称词，在于它们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事物。例如，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尼克松输掉了1968年大选的可能世界；“尼克松”这个名字是允许假设性替换不同描述谓词的固定指涉点。11 因此，一个客体身份的自我同一性，无论这个“它”是一张桌子还是理查德·尼克松，都是凭借允许替换替代性确定摹状词的名称的严格性而建立起来的：

可能世界并不是我们偶遇的、或者通过望远镜观看的遥远国家。一般来说，另一个可能世界太遥远了。即使我们旅行得比光还快，我们也无法到达它。可能世界是由我们与之相关联的描述性条件所给出的……“可能世界”是规定的，而不是被强大的望远镜发现的。在谈论尼克松在某种反事实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能规定我们是在谈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Kripke 1972, 44）

在克里普克看来，一个客体的身份等同于它的“跨世界”自我同一性。但鉴于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到达自身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种跨越诸世界的模态身份本身仅仅通过其规定手段而存在（即替换替代性描述的认知-语言行为，例如用“输掉了1968年大选”代替“赢得了1968年大选”）。因此，任何类似于物自身的东西（即独立于其描述特征的客体或独立于其谓词的主体）——回想康德的第一《批判》如何坚持认为本体主体（即齐泽克所关注的不可企及的主体-物的非在场）对于必然经由现象经验母阵的自我意识来说是一个自在之物（Ding an sich）12——都是严格指称的效应。

克里普克提出，名称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成为严格指称词，他称之为“固定指涉”的事件。13 在开始时，一个名称很可能以描述性的方式指涉它所命名的东西；回到前面的例证，“达特茅斯”这个名字最初是对以此命名的城市的描述，因为当首次发生将其命名为“达特茅斯”的事件时，该城市位于达特河口。然而，一旦“达特茅斯”被用作该城市的名称（即指涉一旦被固定），这种最初对被命名客体的确定经验性质的依赖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指涉一旦被固定，无论该城市的描述性性质随后发生何种改变，达特茅斯市在今后都将永远被严格指称为“达特茅斯”（即使河流后来改变了航道，“达特茅斯”这个名字仍然指称同一个城市）。而且，当然，个人的专有名词与由其命名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那么人称代词呢？本维尼斯特将它们描绘为他所谓的“语言转换词”。与语言的许多其他单元不同，这种代词完全在其直接使用语境之外没有固定所指的限度内发挥其功能：

代词与语言所表达的所有其他指称的区别在于，它们并不指称一个概念或一个个体。不存在一个包含了所有说话者口中在每个时刻所发出的所有“我”的概念“我”……我指涉的是说出它的个人话语行为，并以此指认说话者。它是一个唯有在我们别处称为话语实例中才能被辨识的词，并且只有瞬时的指涉。（Benveniste 1971, 226）

“我”是最空洞的词。它不断被附加和重新附加到不可估量的瞬时指涉物上，但从未将自身牢固楔入这些暂时的对应物中的任何一个。一方面，不仅潜在无限数量的说话者可以将自己定位为该能指的所指，而且不断变化的单个说话者也反复将他/她自己与该代词认同。另一方面，将自身置于该词庇护下的每一个特定的发话者（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从未以对应于物质能指“我”的不变性的客观稳定所指的模式自存。换句话说，这种能指单元的反复可重复性——代词“我”在物质上是相同的能指，即使采用它的话语行为作为完全独特的暂时时刻而不断转换——在它所出现的级联话语链条中制造了一种统一与连续的幻觉。

关于说话存在（parlêtre）的主体性，作为严格指称词的专有名词与作为可重复转换词的人称代词都参与创造了这种幻觉。专有名词指称功能的严格性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存在着某种由此命名的X（即主词项），它根本不等同于或不可约简为其偶然、可变的性质（即谓词项）。此外，作为语言转换词的“我”强化了同样的印象；然而，它是凭借其指涉的流动性来实现这一点的（即无论每个发话者的具体属性和性质如何，包括随着时间推移“同一个”个体人-发话者发生变化的属性和性质，它都能够指称任何第一人称发话者）。这两种类型的特殊能指（即作为一元特质的名称和代词）构成了跨时间认同自我同一性感觉的真正基石（对于拉康理论而言，想象界的自我［moi］那在时间上不稳定的身体形象，是由象征界的我［je］所支撑的，更具体地说，是由构建认同演变的一元特质所支撑的）。

因此，将前述内容翻译回现已熟悉的术语：一元特质可以被定性为作为缝合的、霸权性主人能指的主体化操作算子（拉康本人将一元特质视为与概念-数学符号𝑆₁密切相关14）。它的行为宛如黑格尔-齐泽克式的具体普遍，（徒劳地）努力明确地将零碎的经验要素领域“合而为一”。15 主体化认同的这些𝑆₁建立起随着时间推移的自我同一性的某种恒常性，建立起一种（虚幻的）持久自我的感觉。在关于认同的第九讲座（侧重于主体与能指之间亲密相互关系的讲座）中，拉康延伸了他在前一年讲座闭幕讲中的反思，将一元特质的概念与现代哲学的观念联系起来。他将一元特质指认为一个极简的、简单的“结构性特质”（即徽章或标记），充当笛卡尔作为“消逝主体”的我思的“保证者”16（正如严格指称词和语言转换词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捏造出一种误导性的感觉，即自我认同具有一种不可言说但又确实存在的跨时间恒常性）。在1960年的文集论文《主体的覆灭与弗洛伊德无意识中欲望的辩证法》（与第九讲座同期的文本）中，拉康提出了同样的论点：“意识基于作为一元特质的自我理想（笛卡尔式的我思并未未能认识到这一点）”（Lacan 2006o, 685）。正如他在第九讲座的几次讲座后所断言的那样，这个最大限度极简的特质，这个赤裸裸的徽章或标记，成功地作为一种唤起主体性在场的铭刻/痕迹，而不依赖于对丰富的具体经验特征的指涉；这个特质实现了“对所有质的差异机会的……极度约简”17（因此特别与克里普克将专有名词定义为严格指称词相似）。拉康因而得出结论：“正是从能指的效应中，主体本身才得以涌现”（SIX 12/6/61）。换言之，与一元特质的认同生成了类似我思的主体，而不是这个主体相对于认同的具体内容（诸如一元特质）具有发生学或先验的优先性。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在时间上先于对个体社会-象征环境所提供的那些主体化操作算子（特征、徽章、标记、特质等）进行认同投资的非经验主体性的先验虚空。

在第九讲座的更深处，拉康指出，“主体自身在最终分析中注定属于物”，只要他必须穿过大他者的隘口，从而臣服于这个大他者的法则。18 在声称凭借大他者向来已经起作用的中介，主体“注定属于物”时，拉康呼应了康德。在承认本体的“我”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中被遭遇——人们只能通过直观的内感官的扭曲效应窥见它——康德提出，他的我思版本就像被认为存在于可能经验界限之外的任何实体性实体一样，完全是一个物自身。康德式的主体-物（即“思考的我或他或它，那个思考的物”的X）是先于任何和每一个现象的“我”、先于自我意识可获得的每一种可触及认同形式的可能性条件。

反对康德和笛卡尔两人（在笛卡尔式的主体性图景可以说预示了康德对它的描绘的限度内），拉康逆转了类似我思的先验主体性与该主体表面上后天的谓词之间的层级关系。在拉康的图式中，象征秩序的能指先于发话机制（即作为无内容的发话主体的$）的到来而存在。这个精神分析我思的虚无，这个永远与大他者不和的“空位”，是通过确定的身份谓词（即作为能指——更具体地说是作为一元特质——的主体化操作算子）的催化性引入而无中生有（ex nihilo）地生成的。19 简而言之，谓词先于主体，而不是相反。齐泽克接受了拉康对主体先于其谓词这一现代哲学假设的逆转，认为这种逆转是黑格尔-拉康主体性模型核心的核心论点。

在关于弗洛伊德和拉康所构想的认同的讨论中，巴迪欧在其《过境本体论短论》中对专有名词相对于主体性的地位做了一些顺带的评论：“如果我们坚持专有名词是字母-能指在主体经济中的位置，那么在开头只有字母。正因如此，专有名词是空洞的；它什么也没说”（Badiou 2006, 150）。与克里普克的接近再次引人注目（“专有名词是空洞的”）。那么齐泽克呢？这一切对于理解他的黑格尔-拉康主体理论有何关联？从齐泽克的视角来看，主体本身（即空洞的$、自为的否定性）并不直接等同于作为一元特质的能指，也就是说，不等同于摆脱了描述任务约束、摆脱了对作为指涉物的具体、质的经验特征约束的专有名词或人称代词。这些能指对身份结构产生的影响属于主体化的维度，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主体。

然而，通过拉康对克里普克和本维尼斯特的挪用，一个明显的差异变得清晰可见：一方面是能指的无内容不变性（作为严格指称名称或语言转换代词的一元特质），另一方面是由能指所指称的内容的无休止多变性（作为经验现实不断变化的外表）。尽管这种差异是结构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达到了一种明确主题化的水平——它从自在走向自为。当这一结构性裂隙最终在其赤裸裸的否定性中展现自身时，作为自为的空洞主体便诞生了。用齐泽克的术语来说，拉康的一元特质、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称词和本维尼斯特的语言转换词都是主体化操作算子的例子，即霸权性地接合人类存在实体的认同主人能指（即把秩序强加于原初康德-黑格尔世界之夜的破坏性无政府状态，强加于由去综合与再综合的想象力与自身交战的深渊自主性所引入存在的混沌，这种想象力与它自己引入世界的不平衡作战）。相比之下，主体（作为自为的$）指认的正是这些稳定化的主体化操作算子与鲜活经验的不稳定流动之间的裂隙，而这些操作算子从未完全成功地稳定这种流动。此外，尽管在此时冒着陈述显而易见之事的风险，但必须指出，被定义为这种裂隙的主体，在实体的不稳定性已经进入主体化秩序之前是无法生成的。参照拉康的镜像阶段来说，通过与外部中介的自我的moi的去认同（“那不是我！”）来揭示出自己的类似我思的主体性（即自己作为匿名的、无面容的无名之辈，作为不可约简为任何和每一个可能的确定内容的虚空的地位），需要预先经历一个与这个反射出的意象-格式塔认同的时刻（“那就是我！”）。

齐泽克式的主体正是从主体化认同的失败中涌现出来的。齐泽克在《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可以说这是他整个著作群中对黑格尔最详尽的单部处理）中反复提出了这个确切的观点。在提到了将主词项与其谓词项分隔开来的时滞的时间结构之后——这种滞后不可避免地介入任何陈述的历时性展开之中，包括同一性陈述（其中同义反复的陈述“𝐴=𝐴”是自我同一性的缩影，即事物与自身的同一）——他指出：

这就在于……黑格尔的同一性观念：一个实体与自身的同一性等于该实体与其“铭刻”的空位的重合。当谓词失败时，我们遇到了同一性。同一性是无法被谓词捕获的剩余——更准确地说（如果我们想避免对黑格尔的误解，这种精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与自身的同一性只不过是谓词的这种不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实体在我们期望谓词、期望其积极内容的规定之点上面对虚空……与自身的同一性因此是绝对（自指）否定性的另一个名称，是对定义一个人——什么？——身份的所有谓词的否定性关系。只要在黑格尔那里，绝对否定性构成了主体性的根本特征，我们就可以补充说，“A = A”为我们提供了实体与主体同一性的可能最简短的表述：主体是约简为对其谓词的否定性关系的纯粹点的实体；只要实体排除了其内容的全部丰富性。换言之，它是一个完全“去实体化”的实体，其全部自洽性都在于对其谓词的拒绝。（Žižek 2002a, 36–37）

考虑到当前批判性分析的关切，在此重要的是齐泽克承认：作为自为的空洞的的虚空、具体作为自相关否定性的主体（而不是作为自在的的非自相关否定性，即实体内部的冲突和不一致），是主体化操作算子最终显现出的无法最终且穷尽地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稳定身份、一个不变自我的充分表象（“当谓词失败时，我们遇到了同一性”）所产生的结果。或者正如齐泽克随后所宣布的那样，“反思作为失败的行动本身，追溯性地构成了逃逸它的那物”（Žižek 2002a, 86）。这一宣告是在一场讨论中浮出水面的，在那场讨论中，他挑战了解构主义所攻击的黑格尔的稻草人讽刺形象，即把黑格尔哲学描绘为唯心主义的“万物之理”，在其中异化、偶然性、异质性、奇特性等都被自负地斥为欺骗性的显象，而在其背后潜伏着非历史的、永恒的精神（Geist）的共时性概念网络。

齐泽克旨在驳斥这样一种观念，即黑格尔的主体模型是自我意识能够实现对其自身的完美透明性，能够反思性地将自身从有限内在性的不透明性变体为无限超越性的明晰性。他提到了鲁道夫·加谢（Rodolphe Gasché）以德里达的方式对德国唯心主义自我意识主体性描绘的介入：如果镜子被当作自我反思力量的隐喻形象，那么加谢书的标题（《镜子的水银反面》）标志着他在反射表面上精确定位了那些反思失败的斑点（即主体遭遇非主体的不透明性、一个“水银层”，而不是其自身自我形象的那些时刻）。20 齐泽克声称，仅这一标题短语（“镜子的水银反面”）就已经背叛了构成德里达解读黑格尔基础的根本误解。21 他解释道：

黑格尔非常清楚反思总是会失败，主体总是在镜子里遇到某个黑暗的斑点，一个不向他反射其镜中图像的点——在其中他无法“认出自己”。然而，恰恰是在这个“绝对陌生”之点上，主体（能指的主体，$，而不是受困于镜像关系m-i(a)中的想象性自我）被铭刻进了图画中。因此，镜中图画的斑点对于主体是严格具有构成性的；作为注视的主体的主体唯有在它所注视的镜中图画内在地“不完整”的限度内才“存在”——也就是说，在它包含一个“病理性”污斑的限度内——主体与这个污斑是相关的。（Žižek 2002a, 89）

再次显而易见的是，从时间-发生学结构的层面来看，主体化作为反思认同的镜像时刻（即通过面对外部给定的图像和词语发出“那就是我！”的惊叹姿态来建构/构成自我），先于主体本身（即作为在认同姿态失败之后涌现出的X的）的到来。因此，此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主体化认同会失败？换一种问法，为什么每一个热情的“那就是我！”不可避免地在随后的时刻必须伴随着一个“那不是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仍然有待回答（在第十三章中多次提出的疑问）：作为的主体如何从自在（即实体中多于实体自身的无头脑的、类似死亡驱力的否定性，促使对主体化操作算子的投资以作为实体自身内在混沌的秩序强加者）走向自为（即不可还原为其自然或文化环境的自相关否定性，一个缺乏可界定的积极身份的无家可归的不合群者）？换句话说，如何从第一通过对主体化要素的适应不良的顽固执着而初显（即作为脱节的），转变为第二其后来作为无法将自身坍缩进这些相同主体化要素的匿名的、无面容的虚空的地位（即作为虚空的$）？

黑格尔-齐泽克式主体形成的个体发育路径结构如下：作为自在的→主体化及作为脱节的的相应浮现 → 作为自为虚空的。第一次转变（从作为自在的到主体化及作为脱节的的相应浮现）发生在实体即主体（在作为驱力充满冲突的漩涡的人性存在、作为内部躁动的“非−全”的意义上，它已经在自身内部包含了清理/敞开，随后的主体形成动力学将从中爆发出来）经历主体化（即过度拥抱主体化认同的操作算子，即作为以具体普遍的模式组织自我层面自我的主人能指的一元特质）以努力克服自身不稳定的存在状态，努力稳定未综合经验领域的暴力流动（一个由黑格尔式的世界之夜想象力、由在人类形态中内在于实体的无底、过剩自由所穿透的领域）之时。这种初始转变产生了作为脱节的，因为通过与𝑆₁要素的主体化认同，一种适应不良的惯性让人感受到了它的存在。齐泽克非常宽泛地定义了死亡驱力（Todestrieb）：“死亡驱力”是人性中使得人类存在者多于单纯生物有机体的那些事件成为可能的任何东西的名称，只要这种存在能够并且确实偏离了与其包络环境相关的自我保存适应模式。在齐泽克的词汇中，这个有争议的精神分析术语指认了人性中诱发对抗的“解体”（无论是因为这种生命形式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而固有的协调综合的匮乏，还是心灵自发想象活动的破坏性倾向），这种解体促成了对特权主体化操作算子的不平衡过度投资，这些算子建立起一种霸权性的“新秩序”，旨在驯服和温雅化原初实体即主体的非和谐杂音（沿着谢林作为人性被划杠的实在界的驱力漩涡路线的原初性）。作为自在的$（即原初的实体即主体）依附于锚定的一元特质，并通过与这些特质的认同（“那就是我！”）将自身顺从于主体化。这些认同的主体化操作算子取自周围的象征秩序，取自个体的社会文化中介母阵。然而，这些认同的徽章在它们超越了其目的或用处之后开始被死守（类似于去适应的轨迹——见第十二章）。在面对不利后果时，它们甚至可能被激烈地坚持，以一种“受虐狂”的方式被保留，只要个体为了对这些在其能指宇宙中的例外要素保持忠诚而付出代价。因此，由于上述要素的惯性，一种适应不良的脱节性开始展现自身。

现在，由此被拥抱的主体化操作算子日益显现出的不足，导致了第二次转变（从作为脱节的到作为自为虚空的——或者由于认同的失败而从认同走向去认同）。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主体化认同会失败的问题变得尤为紧迫。答案的一部分早先已经提出（见第五章）：在拉康镜像阶段的例子中（意象-格式塔是主体化认同的关键操作算子），反射回主体注视的图像逐渐证明作为恒常持久的“我”或自我的预兆是令人不满意的，因为镜子所框定的身体是一块服从于时间蹂躏的终有一死的肉体，是一团卷入生生灭灭循环中的不断变化的质料。因此，一种时间性的否定性将起初看似永久、稳定的表象（一种充分的自我认同）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即个体转瞬即逝、非永久存在的反射一瞥，他或她的暂存有限性。然而，象征界层面而非想象界层面的认同又是怎样的呢？一元特质，那些象征秩序的特殊单元，如专有名词（作为严格指称词）和人称代词（作为语言转换词），难道不能免受时间的蹂躏吗？个体通过接受毫无生气的能指作为其主体性的核心成分而顺从于（正如拉康所描述的）“致死的尸化”，难道没有保护她免受时间否定性的侵害吗？也许令人惊讶的是，拉康的回答是一个断然的“不”。

尽管拉康的一元特质概念表面上暗示了通过认同过程同化的某些主人能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起一个此后稳定且不变的身份统一体，但他告诫不要产生这种印象。在第九讲座中，拉康抗议道，与一元特质的认同并没有导致某种“统一”，没有建立起综合的一者。22 多年之后，在第十九讲座中，他坚称“一元特质与‘有一’毫无关系……一元特质是重复本身借以被标记之物。重复并不创立任何‘全’”（SXIX 5/10/72）。为什么拉康反直觉地将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是作为一元特质发挥作用的那些能指的可重复性）与任何统一的一者对立起来？重复难道不是不变连续性、静态同一性的指征吗？简而言之，拉康理论的一个核心公理是断言完美的、纯粹的重复（作为同一者的重新实例化）是不可能的：“在其本质中，作为象征同一性之重复的重复是不可能的”（Lacan 1970, 192）。即使仅仅在象征界内部，在可重复的能指单元（如一元特质）的层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也是不可避免和无法逃避的——这是出于能指逻辑固有的结构性原因（特别是，给定类似能指的标记［A］的每个重复实例，如果说没有别的，也至少在其历时性序列中的出现与该序列中别处的同一标记的其他出现之间引入了一种微小的差异［𝐴₁对𝐴₂］）。23 简要地说，重复催生差异。24 正如产生自我意象的活生生身体尽管被作为跨时间持久自我同一性的徽章而依附，但最终却化身为完全任由时间否定性摆布的有限存在的转瞬即逝、暂存本质一样，认同主体化的象征操作算子的假定常数同样未能完成其抵御时间性中及由时间性引起的转变的任务。

在好几个地方，拉康将能指的逻辑、重复的不可能、作为认同锚点的一元特质以及时间联系在一起。25 能指与时间维度密不可分，因为在拉康理论中，它们总是位于多个能指历时性展开的链条中。参照基本的句子句法——句子是随着时间链接在一起的能指链条——充当主词项的能指（例如专有名词或人称代词）在句子展开的后续时刻挂上了谓词项（即其他能指）。尽管专有名词（根据克里普克）和人称代词（根据本维尼斯特）作为独立于充当经验指涉物的任何特定特征或性质而言都是空洞的，但这些一元特质（𝑆₁）在各个时刻反复呈现出与其他能指要素（S2,S3…）之间令人眼花缭乱、不断变化的不同（且起差异性决定作用的）关系阵列。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相反，但能指中介的主体化具有惊人程度的脆弱、不稳定的易变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复不能脱离作为其必要媒介的时间性——所有的能指，包括那些被提升为组织主体化阶段的具体普遍地位的能指，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各种破坏稳定、带来变革的历时性动力学之中。

此外，绝不能忘记，根据精神分析，主体形成的运动赖以产生的人性零度基底（或者可以说是零基底），即存在-实体，是一个断裂的、碎片化的基础。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思想摒弃了关于奠定人类存在的基础的原初、和谐与自然完整性的“失乐园”幻想，提出人类存在的基础本身就遭受着其力比多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和功能之间的对抗的折磨。黑格尔-齐泽克式实体即主体的弗洛伊德版本是这样一个观念：原初的驱力漩涡是一个汹涌的旋涡，在其中人类存在的“自然”基底与自身交战。仅仅由于这个因素，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由这种相互冲突倾向的翻滚群体所支配的各种主体化认同，在彼此之间潜在地不自洽，并且容易遭受可能的破坏性毁灭。因此，伴随着主体形成的历时-时间运动，多个相互竞争的主体化操作算子——争夺自我层面身份领域（即自我的自身或“我”）的霸权接合者地位的操作算子——在持续进行、不断变化的斗争中来来往往。此外，这种主体化操作算子之间不稳定的霸权争夺，有助于揭示任何和每一个自我层面构型的终极偶然性与非永久性。因此，这一启示有助于从作为脱节的（由于对主体化要素的顽固执着）引向作为虚空的（由于随着对所有自我构型偶然、非永久地位的认识而明确为自身所主题化的虚空）。此外，由于在主体化的自我展现出其转瞬即逝和脆弱之前，主体化操作算子（即作为认同主人能指的一元特质）的一系列来来往往是必要的，因此时间再次是主体形成这一关键维度的不可或缺的成分。

正如已经解释的那样，齐泽克与拉康一致，区分了主体（sujet，即作为$的主体）与自我（moi）。后者指认了个体的“实体性身份”，他或她的自我感是由对周围经验和社会-象征环境的精选部分的认同所决定的，而前者则是一个无形象、无名字的X，一个最初由笛卡尔及其哲学继承者所瞥见的原初却显而易见的深渊。谈到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齐泽克将主体定义为失去实体性身份的灾难（即自我的毁灭）之后所存活下来的任何东西：

“否定的否定”不是一种主体假装将一切押上赌注但实际上只牺牲了非本质之物的人格巧计；相反，它代表了令人恐惧的体验，这种体验发生在：在牺牲了我认为“非本质”的一切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了其利益而牺牲了非本质之物的那个最本质维度本身已经丧失了。主体确实保全了性命，他挺过了这场严峻考验，但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他自身的实体、他个性的最宝贵核心的丧失。更准确地说：在这种“变体”之前，主体根本不是主体，因为“主体”归根结底是实体的这种“变体”本身的名称，实体在散播之后“回归自身”，但不是作为“同一者”。（Žižek 1996b, 126）

他继续说道：

因此，极易被黑格尔关于精神作为“与否定性在一起停留”的力量（即在自身死亡之后复活的力量）的著名命题所误导：在绝对否定性的严峻考验中，处于其特定自我之中的精神实际上死去了，彻底结束了，以至于“复活”的精神不再是先前死去的那个精神……当……黑格尔断言精神有能力“与否定性在一起停留”，有能力承受否定性的力量时，这并不意味着在否定性的严峻考验中主体只需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诚然，他会掉几根羽毛，但奇迹般地，一切都会以某种方式好起来……黑格尔的全部要点在于主体没有挺过否定性的考验：他确实失去了他的本质本身，并过渡到他的他者之中。人们在此倾向于唤起关于改变身份的科幻小说主题，即一个主体在生物学上存活下来，但不再是同一个人——这就是黑格尔式变体所关涉的内容，而且当然，正是这种变体将主体与实体区分开来：“主体”指认了那个能够挺过其自身实体性身份的丧失、并继续作为“其昔日自我的空壳”而生活的X。（Žižek 1996b, 126–27）

自我（moi）构材质料的消解或湮灭提供了窥见主体（sujet）的机会，这个不可名状之物（je ne sais quoi）始终与自我-自身的任何和每一个认同要素脱节（此外，这个作为虚空的唯有在主体化的“我”的创造与毁灭之后才变得可见）。然而，在此特别有趣的是，齐泽克拒绝将匿名的、无面容的主体性的否定性视为不变的先验常数，视为不受经验−现象世界的喧嚣影响的永恒结构功能（这正是笛卡尔和康德非经验主体的定性方式）。也许黑格尔−齐泽克式的更多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虚空。

拾起早先触及的一条主题线索，齐泽克的使物质非物质化（特别是他作为涌现的超物质主体性之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去实体化实体）与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哲学母题之一相契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最前沿的当代科学（首当其冲是量子物理学）在某种方式上与柏拉图形而上学核心处的某些观念和主题产生共鸣。奠基性的柏拉图式区分——可见界（作为不断变化的物质实体的有形但非本质的领域）与可知界（作为永恒不变的非物质理念的无形但本质的领域），特别是通过著名的“洞穴寓言”所传达的——包含这样一种断言：可知界才是真正享有实在存在之分量者，而可见界不过是可知界苍白、阴暗的反映。26 这显著地违背了日常的常识。从非哲学家的庸俗、日常立场来看，通过身体的感觉-知觉能力所遭遇的物质实体似乎具有最大的实在性；这些是人们可以踢到脚趾的东西，是具有致密、惰性在场且人们可以撞上去的客体。相比之下（并且再次从世俗的视角来看），理念似乎是物质实体的模糊、退化的表象（而不是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反过来）；这些抽象的观念范畴缺乏真正的本体论分量，仅仅是投射在物质存在的坚实基础上的稀薄、短暂的逻辑-概念网格上的坐标。因此，早在柏拉图形而上学中，物质世界就已经失去了其表面上的坚固性和实体性。物质存在变成了一场非物质化的阴影之舞，变成了（副）现象的无实体队列。

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对知觉（揭示可见界）和概念（揭示可知界）的标准本体论分量分配进行反直觉逆转的原因非常简单。柏拉图将数学视为在所有探究领域中生产真正知识的典范模型学科，坚持认为任何和每一个真理作为真实的，都必须是永恒且不变的（例如，二加二永远等于四，三角形永远有三条边且内角和为180度）。因此，由于展示给知觉的可见界是一个一切皆不安歇的永恒变化的流动——物质存在是人们无法踏入两次的赫拉克利特之河——真理作为永恒不变的，并不能在这个由时间否定性所支配的领域的狂乱之舞中找到。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对于日常的、非哲学的常识来说看似最实体性的东西（即作为感知材料的物质），在现实中却是非实体性的。时间性剥夺了物质存在看似沉重的坚固性。

当然，黑格尔和齐泽克都不是柏拉图式的那种唯心主义者或形而上学实在论者。他们拒绝了柏拉图哲学核心的下述主张：即观念存在者的超感官天堂、普遍范畴或集合的超越领域，真正作为脱离内在的历史-物质现实喧嚣的永恒平面而自存。尽管如此，在此顺带提及柏拉图是重要的，这仅仅是因为它指向了两个理论主题之间的一座可能桥梁：物质的非物质性与时间的否定性。这种穿孔的、偶然的物质性是齐泽克的先验唯物主义主体性说明（关于超越者的内在生成的说明，根据该说明，主体既产生于实体，又在个体发育上获得了相对于其哲学实体的自主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提出实体的非实体性不过是时间性这一命题的举措，具有一种奥卡姆剃刀式的吸引力。这一举措使得齐泽克式黑格尔主义的各个面向和特征能够以连贯、系统的方式优雅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在这完全变得清晰之前，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步骤。

伴随着“实体即主体”和“世界之夜”，齐泽克反复引用并解释的另一个黑格尔哲学短语是黑格尔的离奇断言：“精神是一根骨头”（出自《精神现象学》中“观察理性”一节）。27 事实上，这三个短语（“实体即主体”、“世界之夜”和“精神是一根骨头”）充当了齐泽克对黑格尔反思的节点缝合点。关于黑格尔对相面术和颅相学的批判，无论就其历史意义还是就其对当今身心关系争论的潜在切题性而言，都可以说很多。然而，在当前语境中引起兴趣的是齐泽克对这一听起来古怪的“无限判断”（即把两个显然遥远且无关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命题）的挪用和运用。在一次场合中，齐泽克将黑格尔的短语“实体即主体”与“精神是一根骨头”并置阅读，将两者视为无限判断的几乎同一的例证：

仅仅说实体与主体之间“缺乏同一性”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做到这一点，我们仍然把实体与主体预设为两个（积极的、同一的）实体，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同一性；关键毋宁在于，两个环节中的一个（主体）不是别的，正是另一个环节（实体）的非自我同一性。“精神是一根骨头”意味着骨头本身永远无法实现与自身的完全同一，而“精神”不是别的，正是阻止骨头完全“成为自身”的那种“否定性的力量”。（Žižek 2002a, 119）

在这段话中，齐泽克将黑格尔颅相学的无限判断与存在作为“非-全”的主题联系起来，与奠基于无底之基之上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物质（即骨头）无法作为不受扰动的本体论之一而封闭于自身；相反，实体从内部被内在于其存在的反思过程（即精神）所煽动和扰乱。然而，通过这种解读，实际上听起来就好像齐泽克把这个黑格尔式的判断颠倒了过来。也就是说，齐泽克受黑格尔启发的独特唯物主义，基于其非物质化的物质性，致力于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可以说，“骨头是一个精神”（即物质，至少是那种能够从自身中产生主体的物质，绝不仅仅是惰性的实体密度，而是在其内在核心被躁动的精神否定性所穿透的东西）。

正如齐泽克所观察到的，将主体性的灵魂等同于一块完全没有生命的惰性物质，听起来简直是荒谬的。28 将永恒运动的主体的无形活动捕获在最庸俗的唯物主义视角的范围内——根据这一视角，主体性的真理是一种底层的被动惰性——这难道不是不可能的吗？齐泽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真正的主体本身（$）正是主词项（即精神）与谓词项（即骨头）之间的这种不相容性本身：

“精神是一根骨头”这一命题在我们心中激起了一种激进、不可承受的矛盾情感；它提供了一幅怪诞的不和谐图景，一种极其否定性的关系。然而……正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生成了它的思辨真理，因为这种否定性、这种不可承受的不和谐，与主体性本身相重合，这是使刻画了精神主体性特征的最极端——即自指——否定性显现并变得“可感知”的唯一方式。我们借助失败本身，通过激进的不足，通过谓词相对于主体的绝对不匹配，成功地传达了主体性的维度。（Žižek 1989, 207）

正如他在几页之后补充道，“主体严格与其自身的不可能性相对应；它的限度是它的积极条件”（Žižek 1989, 209）。因此，对齐泽克而言，主体性不应当被指认为与骨头相对立的精神，而应当被指认为非物质精神与物质骨头之间的对立本身。黑格尔颅相学公式的荒谬性，成功地突显了试图以一劳永逸的终极确定性将特定的、确定的谓词附加给主体的精神否定性的徒劳荒谬：

我们对黑格尔“精神是一根骨头”的第一反应是“但这毫无意义——精神，它的绝对自相关否定性，恰恰是头骨这种死客体的惰性的反面！”——然而，对“精神”与“骨头”之间彻底不调和的这种觉知本身就是“精神”，它的激进否定性。（Žižek 2000f, 30）

这个公式未能充分且令人满意地反思/表象主体性，恰恰正是定义了黑格尔-齐泽克式作为虚空的的本质（或其缺失）的同一个失败。主体正是通过自身与其多重可能的认同主体化操作算子之间无法缝合的裂隙之揭示而真正涌现出来的——此处的结论是所有此类操作算子归根结底都是“骨头”（用拉康的语言来说，主体化等同于的渐进“尸化”或“僵死化”，它“消隐”进入由类似能指要素构成的骨架结构所中介的客体化、物化身份的无生命状态中）。

齐泽克对黑格尔关于颅相学讨论的解读再次表明，自为的主体作为缺乏任何具体确定性的明确、自相关的否定性（即作为虚空的），唯有在认同内爆之后才会浮出水面。带来对之虚空的视野的“那不是我！”的去认同，发生在一系列试图建立持久“那就是我！”认同形式的不成功尝试之后。当然，这完全符合黑格尔辩证哲学的基本精神，因为对黑格尔而言，真理不是通过避免错误达到的，而恰恰是通过穿越错误达到的；辩证法的关键洞见要求在这些洞见展现自身之前必须犯下某些错误。在走向后续哲学反思阶段的进程中，没有捷径，没有允许避开错误的安全道路（沿着这种思路，绕过虚假最终阻碍了朝向真实的进一步运动）。

齐泽克对主体形成的勾勒也是如此：作为虚空的的纯粹自我反思否定性的虚空，直到展开一系列试图通过认同主体化过程来掩盖这一虚空的失败尝试之后，才揭示自身。换言之，类似我思的主体的无面容匿名性并不是像齐泽克有时暗示的那样，是先于那些徒劳试图填补构成现实织体中的这一空洞的主体化认同序列而存在的先验结构性空洞。<𝑠𝑢𝑝>29</𝑠𝑢𝑝>相反，这个空洞是通过所有主体化操作算子日益显现出的偶然性而逐渐被掏空的，而这种偶然性唯有通过各种暂时占据霸权地位的身份主人能指的相互推挤和取代的起落才显现出来。简言之，“认同的狂乱之舞”越疯狂，无身份的之虚空就越清晰可见。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当所有坚固的身份都烟消云散时，缺乏任何坚固身份的主体便开始涌现（因此，在主体化认同模式越来越可塑和灵活的后现代世界中，现代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关于主体的描绘具有越来越强的适时性，而不是过时的无关紧要——齐泽克强调，随着全球化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中对多种社群身份的日益增强的“多元文化”意识，作为$的我思获得了更高程度的突出地位）。30

更有甚者，关于主体在主体化的灰烬中诞生的这一点，微妙地将齐泽克与拉克劳和莫菲区分开来。拉克劳和莫菲所提出的霸权的“激进民主”模型（得益于克洛德·勒福尔关于将民主与非民主统治安排区分开来的准结构主义、隐约拉康式的分析）涉及一种在结构上先于暂时占据该位置的霸权接合者要素的内容而存在的空位形式。从政治上讲，民主制度中的权力中心是由该制度的法律和机构结构所定义的一个节点，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人，如君主或独裁者；在民主制度中，权力的位置与占据该位置的人绝不能被允许融合在一起，占据该位置的人的时间限制性（受任期限制）是维持这种分离不可或缺的手段。31 勒福尔在评论“现代民主的独特性”时指出，“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政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以表明权力是一个空位的方式来代表权力的政体”（Lefort 1988, 225）。相比之下，在霸权逻辑中正确构想的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齐泽克版本（根据他关于主体与主体化之间辩证法的黑格尔理论）规定：空位（即作为自为虚空的的虚空）唯有在那些争夺霸权具体普遍（S_1）地位的接合者要素（即作为脱节的，作为对主体化操作算子的一系列顽固执着）之间发动了大量破坏性、暴力的统治战争之后并从中产生，才进入完全有效的存在。简而言之，齐泽克作为空位的黑格尔式主体并不是先于霸权斗争的静态先验给定——沿着这些思路，齐泽克指责拉克劳是一个隐秘的康德主义者，因为在后者的激进民主霸权模型中被感知到了某种结构形式主义32——而是作为随后从霸权斗争中产生的结果或产物的发生学结果（然而，拉克劳和齐泽克之间最近关于勒福尔、普遍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讨论使这一图景进一步复杂化）。

回到此处讨论的指导线索：关于齐泽克对黑格尔“精神是一根骨头”的解读又是怎样的呢？姆拉登·多拉尔（Mladen Dolar）在其论文“精神的颅相学”中，对这一令人困惑的颅相学无限判断做出了自己的详细考察。正如齐泽克的情况一样，多拉尔的解读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对黑格尔的某种异端阐释。多拉尔坚称，在颅相学无限判断中将“精神”（即主体）与“骨头”（即谓词）分隔开来的巨大鸿沟，是一个无法被辩证扬弃的二律背反裂隙。同齐泽克一样，他主张这一裂隙正是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性之真正现实性的指标本身：

理性的自我意识主体无法在任何积极之物中找到自身，但由骨头所代表的一点偶然的、直接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无法找到自身就是主体，它与主体是同延的。如果它能够将自身化身为某种积极之物，它就会停止作为主体，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物。如果主体恰恰是作为任何积极之物的这种不可能性，那么颅相学命题“精神是一根骨头”就是对这种不可能性的积极证明。（Dolar 1994a, 69）

从正统的解释学视角来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集中于思维与存在是一体的断言（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相反，根据后者的观点，认知能动者的认知活动脱离了不可企及的本体领域的本体论材料）。在这种传统的视角下，黑格尔所绘制的辩证进步阶段等同于相继更接近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在不可分割的统一中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真理；终极的扬弃（Aufhebung）是主观观念性与客观实在性之间区别本身的辩证消解。然而多拉尔进而提出，黑格尔的主体性观念要求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的辩证扬弃保持不完整和未完成。换句话说，唯有在将否定性的精神与质料的骨头分隔开来的二律背反鸿沟被某种成功抵御扬弃吸收底流的东西所维持的限度内，主体才得以保留。多拉尔坚称：

黑格尔式的主体唯有在“一切实体”皆非主体的限度内才是主体；某个不可主体化之点是主体的“可能性条件”。如果主体能够摆脱它，在辩证运动中消解它，如果主体能够在其中认出自身或占有它，它就会停止作为主体。无限判断指示了这种不可能性。（Dolar 1994a, 71–72）

齐泽克呼应了这一论证路线：

因此，我们在这里拥有了莫比乌斯环的结构：主体与客体是相关的，但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主体与客体永远无法“相遇”；它们在同一个地方，但在莫比乌斯环的相反侧面上。或者——用哲学的术语来说——主体与客体在极端对立面的思辨重合/同一的黑格尔意义上是同一的：当黑格尔赞扬颅相学的庸俗唯物主义命题“精神是一根骨头”的思辨真理时，他的要点不是精神实际上可以被还原为头骨的形状，而是在存在某种抵制其精神扬弃-占有-中介的骨头（某种惰性的物质、非精神的剩余/遗留）的限度内，才存在精神（主体）。（Žižek 2000f, 28–29）

多拉尔和齐泽克都致力于这样一种主体性理论：根据该理论，主体（更具体地说，作为自为虚空的充分构成的主体）是一个永远异化的X，一个无家可归的不合群者，内在地无法在自然或文化的领域内找到合适的位置。事实上，这个被划杠的S（），在其各种外表和表现中，正是导致实在界（作为自在的是扰乱存在充满冲突的实体的“非-全”的内在否定性）和象征界（作为自为的是拒绝被还原为大他者中介性社会文化术语的无法表象的虚空——在与黑格尔将精神等同于骨头完美契合的意义上，作为自反否定性的正是象征秩序谚语中所说的“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两者被划杠的因素。因此，多拉尔和齐泽克坚持认为，在自然和文化的表面上总是有污斑/水银斑点，一个不透明的点，干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原本顺畅的双向辩证反思流动。没有这个不透明的障碍（即骨头），主体性就会通过完全沉浸在存在的直接性中而失去自身；主体就会被淹没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实体（即无主体的实体）的完整性之中。33 扬弃运动的一个内部限度保留了$的（非-）存在。多拉尔和齐泽克都将凝聚在其颅相学公式无限判断中的真正黑格尔姿态视为：将主体在世界废墟中无法找到自身的失败突然转化为成功（即缺乏具体实体充分的外在中介表象正是最纯粹的主体性，只要这种缺乏的实例为主体提供了自反性地将自身把握为不可约简为表象的否定性的机会）。最终克服主体性的精神与客观性的骨头之间分裂的想法，是一种伪黑格尔式的（而不是真正黑格尔式的）观念。




    齐泽克的本体论
    

    


15 时间的视差：时间性与主体性结构

黑格尔的“精神是一根骨头”能够且应当被嫁接上更进一步的阐释性曲折。颅相学特别聚焦于一种骨头，即人类的头骨。此外，《与否定性在一起停留》中的一条脚注引起了人们对《精神现象学》最后一段中出现的一个短语的注意：“绝对精神的骷髅地”［受难地］（die Schädelstätte des absoluten Geistes）。1 齐泽克指出，Schädelstätte的字面翻译是“头骨之地”。2 在这一观察之后，他提出：

无限判断“精神是一根骨头（一个头骨）”从而获得了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维度：精神在其忆念（Er-Innerung，即内化记忆）的回溯注视中所揭示出来的，是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散落头骨。黑格尔那句陈旧的公式——根据该公式，脱离了通向结果的路径的抽象结果是一具尸体——必须再次被颠倒过来：这条“路径”本身就是由散落的头骨所标点的。（Žižek 1993, 269）

齐泽克旨在颠倒这样一种视角，即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所绘制的意识从感性确定性走向绝对知识的辩证进步的终结时刻，看似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静态的总体（即作为已经实现的静止状态的绝对知识，一个踢开了由否定性驱动的存在这一可抛弃梯子的静止概念永恒，以便安详地脱离活生生内在性的时间流动）。相反，先于绝对知识时刻的那些意识形态才是死去的和惰性的，等同于辩证法躁动不安的主体所采取的诸多被物化（然而不可避免地被清算）的局部立场。换句话说，齐泽克此处的要点是，绝对知识并不是作为凝固稳定性的骨头或头骨。恰恰相反，绝对知识作为纯粹否定性的自相关，包含着这样一种洞见：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结论性稳定的立场；绝对知识所实现的和解等同于接受一种无法克服的不完整性，接受一种无法通过最后一次扬弃而彻底平息的驱动性紧张。3 因此，辩证过程在先的形态/环节显露出自身是将这种绝对否定性凝结为无生命的静态形式的不成功尝试（也就是说，这些在先的形态/环节，而不是绝对知识的巅峰终局，才是骨头/头骨）。

然而，头骨这一意象显然让人联想到的死亡主题又是怎样的呢？鉴于这种意象唤起，人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头骨隐喻是由又一次对立面的辩证汇聚所塑造的：这个惰性的、静态的客体，这个默默见证着现已死亡的往昔生命的残余，（同样）代表了它的反面，即时间的狂乱动力学行进，一个暴露于与无情的时间否定性密不可分的终有一死性之中的有限存在的脆弱非实体性。头骨是一个无生命的、静止的客体，它同时体现了主体性快速运动的生命（只要这个主体在本质上是服从于时间无情流逝的凡人——用海德格尔的行话来说，此在是“向死之存在”）。因此，黑格尔颅相学的无限判断“精神是一根骨头”以高度浓缩的模式标志着这样一个真理：主体的精神性是一种时间化的凡人有限性，它在一系列物化形态中异化自身。在头骨这一唤起性意象中汇聚起来的对立——一个兼具动力学生命与静态死亡的意象——是内在且构成作为时间否定性的精神（Geist）的对立。

齐泽克关于实在界的本体论以及相应的先验唯物主义主体性理论，包含（至少）三个核心概念：第一，自然作为非物质化物质的被划杠实在界，作为被剥夺了类似完全自洽的一-全的沉重自我封闭的巨大质量的存在（即实体作为向来已经自在的主体，作为类似死亡驱力的否定性）；第二，文化作为不一致大他者的被划杠象征界（即象征秩序，认同主体化的中介环境，包含着不可消除的漏洞和潜在功能失灵的短路点）；第三，一元论之一（即［人类］存在充满冲突的实体）成为二元论之二（即心灵对身体、先验对经验、本体对现象、本体论对存在者层面等）的运动，这个“二”将“一”折射进一系列不可通约的视差分裂之中（即主体否定性脱离并由此超越其内在的物质−本体论基础，将自身确立为自为虚空的二级自相关否定性）。将齐泽克所关注的主体否定性直接等同于时间性的这种相对简单的理论姿态，具有将上述概念联系为一个优雅系统统一体的诱人吸引力，并且使先验论与唯物主义之间令人烦恼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富有成效的重新阐释。接受等式“ = 时间否定性”，使人们既能看到主体如何内在于实体，又能看到为什么任何和每一个主体化认同都易于遭受失败。这就是说，这个等式阐明了也许仍然成谜的变体个体发育过程：从作为死亡驱力的自在的（被解释为人性本体论基础的内部不一致性的名称，即作为主体形成轨迹出发点的饱受冲突困扰的力比多经济），经由作为脱节的（通过对特权主体化操作算子的不平衡投资和固着而生成的一种脱节），走向作为自相关否定性虚空的自为的$（通过主体化认同的相继内爆而敞开的深渊虚空）。

正如先前所观察到的，柏拉图将有形实体的可见领域等同于随时间而发生的无休止变化。他主张，通过肉身的感觉-知觉能力所揭示的物质存在的本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本质性），不过是一个被剥夺了真正本体论分量的非物质化、阴影般的伪事物木偶剧场。这种真正分量的匮乏可以说是由于所有有形实体都服从于时间的蹂躏，服从于生成与毁灭的循环。柏拉图的可见领域被时间否定性所穿透。而这个持续波动的脆弱平面，是通过祈援一个由不朽的观念存在者构成的永恒、不变的“另一世界”（即柏拉图的理念）来加以稳定的。齐泽克的黑格尔唯物主义心照不宣地重新部署了柏拉图关于物质性作为非实体性的这一观念——但是当然，在重新部署的同时并没有认可柏拉图应受批判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实在论（即断言非物质性的超越性超感官领域永远独立于不稳定物质存在的内在性而自在存在）。柏拉图式物质（非）存在的终极非实体性实体是作为生成的时间（根据持久存在与暂存生成之间的对立），即作为恒常无常的变化之流的时间否定性。时间正是阻止可见领域通过令人满意地实现以数学式永恒不变真理形式表达的持久和谐平衡的完成而封闭于自身之物；内在的物质存在是自我裂解的，从内部被作为其内在本质（无本质）的时间性所分裂。如果人们选择挪用这一柏拉图哲学素，并相应地以黑格尔-齐泽克式的方式来对待这一饱受时间蹂躏的现象漩涡的观念稳定化——任何被假定的超感官世界，无论是作为（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柏拉图的可知理念形式领域还是康德的物自身本体领域，都是作为对显象的无政府状态的反应性回应的二级发生学生产物——那么人们就已经具备了解释从类似死亡驱力的自在主体（即实体作为主体，只要实体从内部被时间否定性所分裂）向主体化（即通过诸如柏拉图灵魂对理念/形式的接入，或者康德通过知性概念、理性观念和想象力活动对破碎经验领域的统一等综合干预，来驯化和温雅化这种内在于现象物质性的否定性）过渡的雏形。

此外，人们可以勾勒出论证物质性与时间性终极等价的另一条论证路线（一条从柏拉图诉诸数学分叉出来的路线）：纯粹数学也许提供了永恒不变真理的唯一表现这一事实暗示了这种等价性。这就是说，纯粹数学不指涉任何确定的、具体的“何物”；它不受对特定经验-存在者实体的指涉的约束（正如所见，这也是巴迪欧在为其将阐发基础本体论的责任从哲学转移给数学——更具体地说，转移给集合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所提出的观点）。只有在消除自身与物质存在（者）的一切关系的过程中，数学真理才获得了一种使它们免受时间无休止流逝的波动蹂躏的地位（作为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真实的真理）。这直接暗示了物质性在本质上是时间性的，因为对它的指涉或关联禁止了完全永恒真理的表述。

因此，实体的有些反直觉的生成非实体性（即在量子物理学、认知科学以及可以说是柏拉图形而上学中辨识出的齐泽克式使物质非物质化）再次突显出来。当考虑到物质自然极度活跃的漩涡无法结晶出任何持久和永久的事物时，它几乎变得非物质了。（科学界最近的讨论表明，在最宏大的宇宙时间尺度上，甚至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即那些据称享有不变常数地位的物质宇宙特征——以前发生过改变，将来还会再次改变。也许，用受黑格尔影响的基础本体论的最简单基础术语来说，唯一的常数是常数的匮乏，唯一的不变是持续的变异，等等。）由于绝对拒绝与任何时空的“这个”或“那个”、与物质自然的极度活跃漩涡相绑定，数学的概念（与沉浸在可见领域流动之中的感知身体那不断变化的知觉相对立）泰然自若地将自身确立为持久和固定的坐标。因此，至少在柏拉图眼中，这些数学“实体”似乎比任何物质之物都更加实体性，具有更大的本体论分量（这种视角要求颠倒某种日常观点，按照该日常观点，物质存在是一个坚硬、持久的基底，相比之下，数字概念结构是短暂的观念抽象，在人类心灵中作为人工但有用的建构不过过着一种无分量的幽灵般生活）。因此，齐泽克对虚空形象的反复援引在这一背景下变得更加易懂：在最基础的层面上，物质存在表面上的坚固和致密掩盖了一种底层的、不稳定的非实体性（非物质化物质的非实体性归根结底是由时间否定性的无休止躁动所造成的）。考虑到时间的维度，人们可以说（追随齐泽克），整个宇宙在非常基本的意义上确实是一个壮丽的虚空之舞，在其中零碎的、消逝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零碎且消逝的）以不可估量的不同速率来来往往。

类似地，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运动完全且真正地是从作为永恒变化存在的“生成”范畴出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存在”和“无”的范畴证明是虚假的开端。真正的开端本身是作为存在与无的对立面汇聚的生成。纯粹存在本身是一个缺乏任何确定之物的空洞抽象。因此，它与无汇聚在一起。4 然而，黑格尔告诫说，存在与无在这里并不是作为先前外在的两个范畴而简单地被综合起来的，因为这种假定的外在性被证明是一个虚假的、虚构的抽象。5 同样，存在与无在生成内部的一种充满冲突、不和谐的紧张之中被汇聚在一起（即统一），同时又被分开（即分离），因此，作为矛盾的多样性中的统一，它们既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完全不同。6

对黑格尔而言，生成的运动是存在与无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换句话说，黑格尔式的生成同时是存在过渡到无以及无过渡到存在的动力学。这种双向动力学是由时间否定性等因素所驱动的。时间不可阻挡的运动是无过渡到存在，它通过否定存在（者）的任何和每一个凝结构型而迫使存在过渡到无。时间的这种否定保证了所有表面上坚固的东西迟早都会烟消云散。然而这空气从未空无一物，而是总是重新被其他局部的、不成功的固化所充满。黑格尔的本体论是一种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都是存在与无之间对抗的结晶客体化的本体论。一切具有实际本体论地位的事物都处于作为存在与无之间辩证振荡的物质化的生成状态之中。因此，在这一本体论中，既不存在作为惰性原始物质的粗糙存在（即无主体实体），也不存在作为完全非物质化否定性的纯粹虚无（即无实体主体）——实体总是涉及主体，反之亦然（因此，黑格尔本体论在这些哲学标签的传统意义上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正如黑格尔反复强调的那样，存在的全部都是这些抽象极端的“不纯”混合体：“在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东西不包含存在与无两者”（Hegel 1969, 85）；相对地但相反地，在天上地下也没有单独的存在或单独的无。而且他再次坚称，“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存在与无之间的中间状态”（Hegel 1969, 105）。

有必要再次回到齐泽克对有限性概念作为黑格尔思想绝对核心的激烈坚持。如果正如黑格尔所断言的那样，一切都沉浸在生成的流动之水中，那么人们就可以合法地主张一切都是有限的，因为在时间中并由时间所限制。然而，这种时间的有限性同时就是带有大写A的绝对者本身——这是由于黑格尔以康德的方式对有限性的绝对化，由于他否认存在一个超越作为“非-全”的存在之内在性（即作为被对抗性矛盾所贯穿的不完整不自洽的存在）的无缝自洽的别处（即一个永恒的宇宙一-全，无论是作为柏拉图的理念/形式的天堂还是康德无矛盾的本体实在界）。不稳定的内在性恰恰就是绝对者，因为随着黑格尔对康德认识论非世界论的本体论激进化，在这内在性之上和之外不存在稳定的超越。由最终自相关的精神所实现的“绝对知识”领会的一个本质面向，正是这种精神对其毫无保留地沉浸在时间化生成存在的流动流变之中的领会。让-吕克·南希以一种切合当前分析的方式，优雅地总结了黑格尔将实体处理为主体（或者人们可以说，将物质处理为精神）的基本要旨。他如此阐明道：

意义或真理的纯粹要素——黑格尔从其活动的角度称之为“概念”或“把握”，从其呈现的角度称之为“理念”——就是“精神”的要素，它命名了无限关系本身，命名了走出自身进入一切现实的他者的这一步。这种“精神的生命”并不是某种独立之物；它不是漂浮在物质性之上和之外的精神性。只要它被孤立地考虑、仿佛置身于实效性世界之外，它就什么都不是——或者仅仅是简单的抽象。它是精神的气息，但这种气息并不是非物质性：恰恰相反，它是与物质本身不可分割的物质的骚动，是只要感知、被感知并感知自身的感性事物。它命名了世界的躁动与觉醒，命名了向来已经紧张的、在其自身内部以及在其自身外部伸展和张开的内在性；空间与时间，向来已经作为每一个位置的外展［ex-position］。（Nancy 2002, 19）

南希补充道：“精神不是某种分离之物——既不脱离物质也不脱离自然，既不脱离身体、偶然性，也不脱离事件——因为它本身不是别的，正是分离。它是作为关系的开启的分离”（Nancy 2002, 19）。实体即主体——而且鉴于主体并不超越实体，主体也就是实体（即实体的内蕴特征）——只要实体是一个从内部被其自身存在内部的反思性/自反性所分裂的一元论之一（南希非常恰当地将其描述为“与物质本身不可分割的物质的骚动，是只要感知、被感知并感知自身的感性事物”）。每一个单独的意识确实都是自然物质宇宙通过比沙粒与其相比小得不可估量的某种事物的眼睛凝视自身；人类的凝视实际上就是宇宙在其自身的一个有限部分之中并经由它凝视自身。

更有甚者，完全接受黑格尔对康德有限性概念的激进化，要求个体将他/她自身视为完全内在于作为（非）实体存在的物质自然。然而，以恰当的黑格尔式方式这样做，并不会导致任何标准版本的还原唯物主义（在其中接受主体对实体的这种内在性需要承认主体性的副现象、虚幻地位）。换一种表述，将自身视为内在于自然，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因此以一种平庸、直截了当的方式完全是自然的（例如，作为完全由物理因果法则决定的牛顿机械物质）。它（同样）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然本身是非自然的，如果人类所体现的反思性与自反性要被包含在自然物质宇宙的一元论之一（一个没有作为超越的彼岸或别处的他者的一）之内，那么自然的整个范畴（作为物质、实体等）就必须被重新思考。使人类存在自然化的不可避免的哲学代价，是对物质存在的互惠去自然化，以便将前一种存在容纳在后一种存在之内。在“自然内部多于自然自身”的（自我）关联能力，这种内在的反思性/自反性（即实体即主体），恰恰是创造了将“一”从自身内部划分为“二”（或更多）的多重视差效应的东西。

这种深嵌在实体存在内部的自反性反思能力（从实体中驱动主体形成的个体发育轨迹的能力）的内在力量之一，就是哲学从亚里士多德至今所指的“想象力”（在此回想齐泽克关于康德综合想象力与黑格尔破坏性想象力之间关系的反思，以及理查德·道金斯将人类杰出的自主性与想象现在之外的时间的能力联系起来——见第十三章）。在《论灵魂》第三卷（特别是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勾勒灵魂智性能力（人类作为“理性动物”所拥有的能力，将他们与所有其他被赋予灵魂的活生生存在区分开来）的能力和特征的过程中，将智性的运作，特别是其规划未来长远行动路线的实践功能，与对现在之外的时间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知觉（所有有知觉的存在者，动物和人类所共有的灵魂知觉能力）被钉死在给定的此时此地的直接性上，而智性在想象力设想直接感知的现在中并不存在的实体和事件的能力的帮助和教唆下，则能够自由地跨越大大超出知觉所能企及的实际现在的可能性的广阔空间。（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感性想象力和作为智性助手的理性想象力，前者他宣布动物和人类都拥有——这种类型的想象力是由对食物、性等的欲望所激发的对欲望客体的非自愿心象，而后者则只有被赋予理性的存在者才拥有。）7 利用记忆所保留的过去知觉痕迹的蓄水池，想象力可以自由地将这些痕迹重新组装成新颖的构型，其中一些构型指向了智性所关心的可能未来。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灵魂（psuchê，弗洛伊德“心灵”［psyche］的词源起源）是一套由欲望（即欲求）所驱动的动力学。不同的欲望对应于灵魂的不同能力（亚里士多德列出了五种能力：营养、生殖、知觉、运动和智性）。在《论灵魂》第三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欲求与智性之间的关系。他区分了实践智性（即智性中关心找出最佳方式来满足除智性自身之外的灵魂其他能力的欲望的部分）和思辨智性（即智性中关心自身自我满足的部分，也就是满足构成推动任何有智慧存在者的欲望的一个基本面向的天然好奇心、纯粹为了理解本身的硬编码理解欲望——亚里士多德将这种纯粹的智性欲求命名为“理性意愿”）。8 智性的实践部分和思辨部分都能够并且确实与灵魂其他能力的欲求影响发生冲突。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作为智性与（理性而非感性）想象力的结合运作，往往发现自己与那些喧嚣着要求立即满足的“非理性”、非智性欲望拉扯向不同的方向。亚里士多德断言，理性对时间的认识恰恰是引起它与嘈杂的其他欲望之间冲突的原因：“现在出现了相互对立的欲望，只要理性和欲求相冲突，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也就是说，在那些具有时间知觉的动物身上”（Aristotle 1991, 97）。与其他局限于此时此地现在的直接性的有知觉存在者（即非人类动物）不同，人类由于既拥有知觉能力又拥有智性能力，因此同时生活在几个时间之中。而栖居在多个时间中，在该类时间化活生生存在者的欲求和欲望层面上造成了冲突。

跃进到更近期的哲学史中，青年谢林和早期海德格尔都以相似而又独特的方式，提出在时间观念上重新奠定主体性理论以及基础本体论。9 谢林在其1802年的对话录《布鲁诺》中概述的灵魂学说（与亚里士多德学说有着惊人相似的学说），预示了海德格尔此在分析论（在《存在与时间》［1927］、《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28］和《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1929］中勾勒）的基本面向。10 就像青年谢林一样，早期海德格尔并没有根据标准的哲学术语来描绘特属于人类的超越性（根据标准哲学，这种超越维度等同于永恒、冻结的永恒性，诸如柏拉图的不朽灵魂或康德的先验或本体“我”）；对海德格尔而言，主体性作为此在的超越维度不是别的，正是其时间的“狂喜”（ecstasis），即对其当下“在此”（Da）的不断超出，对其不断超越当下的伸展。11 此在绝不仅仅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直接性之中。它的存在溢出到其他时间之中；更准确地说，它的真实存在正是这种溢出本身。此在同时存在于几个不同的时间定位之中。此外，海德格尔并不仅仅通过他的此在分析论将人类存在时间化。在基础本体论的更普遍层面上，他甚至断言存在即时间——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此在是其自身存在对其而言是一个问题的（时间性）存在者——至少只要时间性（作为使此在本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先验基础）构成了此在构建任何可能本体论的终极框架/视界。12 反对哲学史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柏拉图传统，存在不能与时间相脱离，不能被时间性的运动泰然自若地置之不理。

雅克-阿兰·米勒坚称，“激发哲学话语的东西”（更具体地说，是最终归功于柏拉图的某种“传统”哲学）是对“庇护存在免受时间之害的关切。正是这种努力催生了永恒的神话概念、非凡神话”（Miller 2005, 17）。米勒接着宣布，海德格尔开创性的哲学突破在于存在的时间化：

这种将存在庇护在时间之外的做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海德格尔在哲学中引入的确切创新恰恰相反——提出了时间与存在的联结。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始终是存在之物处于时间之外，因为时间引入了否定性：它引入了消失、磨损、衰老、死亡、衰落。弗洛伊德引用了拉罗什福科的名言：人们既不能直视死亡，就像不能直视太阳一样。人们也许还可以说，对时间也是如此，同样存在着（我们创造了这个词）一种对时间的恐惧（horror temporis）。（Miller 2005, 17）

在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论中（在《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一章关于向死之存在的著名讨论中），终有一死性被赋予了如此中心的作用，这绝非偶然。直面传统哲学的对时间的恐惧（horror temporis）并穿越这种恐惧以便将存在与人类存在都时间化，需要赋予凡人有限性一个特权地位，作为主体性时间化存在中的一个结构化因素。米勒的评论也指向了精神分析中时间的主题。在谈到“对时间的恐惧”时，米勒巧妙地暗示了时间性的某些方面也许最好定位在拉康的实在界领域。13

乍看之下，拉康似乎陷入了柏格森所谴责的“时间空间化”的陷阱（即将时间成问题地约简为线或圆上的可量化点），14 将时间视为严格的象征界构建物。在他1940年代的早期著作和1970年代的晚期著作中，他将时间性与空间-共时结构相比较，无论这些结构是囚徒困境中精心设计的博弈论规则（如1946年的论文“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断言：一种新的诡辩”），还是拓扑学上可数学界定的表面（如1978-1979年关于“拓扑学与时间”的第二十六讲座）。15 然而，特别是考虑到拉康在1964年备受赞誉的第十一讲座中所提出的关于“创伤性”（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心理学上有意义的）事件的因果关系（即实在界的遇事［tuché］）与这些相同事件的无意识编码效应（即象征界的自动机［automaton］）之间的微妙反思，将拉康的时间视为完全处于象征界领域之内的建构这种表面印象必须被抛弃。时间/时间性的某些基本面向属于实在界。16

齐泽克相对近期对他对拉康实在界描绘的修订强调，这一领域不应当被设想为类似于康德实体性但不可接近的物自身的本体领域。相反，他强调，说到底实在界不过是经验现实的不自洽性，这种不自洽性促成了在不完全综合的内在现象平面之后或之外设定康德式的超越领域（这种设定通过假设更深层的实体性充盈存在作为现实之下的实在界，赋予了不自洽现实一种虚假的自洽感）。齐泽克式的实在界在多种不相容的视角似乎相互竞争以接入和表述作为未被这种局部视角的游戏所扭曲的客观指涉点的真正之物时浮出水面。当人们认识到，至少在某种特定类型的给定实例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指涉点，不存在奠定局部视角游戏的视角前/非视角之物时，实在界的真正本质才被恰当地把握。这一实在界仅仅通过视角本身的自我粉碎，通过现象领域向一系列不可通约的视差的内部裂解而被触及；它是现实内部阻碍这个经验上可触及的内在性平面将其多重视角显现汇聚为一个自洽、统一的一-全的内在阻滞或障碍的名称。17

从古希腊思想家开始直至今日的哲学努力确立名为“时间”之物的“真正”本质的历史有力地表明，这一事物正是齐泽克式的实在界作为一个不可逆、无法修复的视差裂解的实例。一旦人们试图确定单数形式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即时间本身），或者甚至确定其各个部分作为孤立、独特的范畴等同于什么（即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就会发现所探讨的时间“客体”拒绝被确定下来；时间的各个时间反复分裂为多种且看似不可调和的模式/结构。例如，当被反思时，作为现在的现在分裂为（至少）充盈存在的永恒在场（即只有现在存在，过去和未来都不具有自身任何实际的本体论地位）对抗不断消失的虚无（即现在不过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短暂消逝的中介）。总体而言，人们可以提出，时间的三个维度中的每一个（即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自身内部都包含着这种相同的三分法：过去由过去的过去、现在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构成；现在由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构成；未来由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构成——而且这九个子范畴中的每一个在持续考察下都可能会进一步成倍增加（它们每一个都可以被解释为指认几种不同的现象）。齐泽克提出，拉康的实在界正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配置的：实在界分为实在的实在、象征的实在和想象的实在（正如象征界和想象界也都在自身内部折射这三个领域［实在、象征和想象］一样）。18 时间本身，作为隐藏在这些时间性的多重显现背后并奠定其基础的不可分割的本质X之物，并不存在。时间仅作为这些不可约简的不同视差平面的分层并置而存在。

此外，关于拉康的领域理论，人们可以主张不同形式的时间性对应于这三个领域中的每一个。存在着实在的时间、象征的时间和想象的时间。有趣的是，在对应于这三个拉康领域的每一种时间性内部都出现了一种类似的视差分裂；在每一种内部，都存在着一方面是重复性惯性或静止的无时间性，与另一方面是非重复性生成或演变的时间之间的二律背反分裂。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拉康不仅坚持认为完美的重复是不可能的，因为重复本身总是会产生差异——相应地但相反地，凭借其警句“有一”（Y a d’l’Un），19 他暗示了一个例外元素（即一）在不断流动的时间的差异化河流中反复重新浮现。换句话说，对拉康而言，既不存在没有时间差异的无时间重复，也不存在没有无时间重复的时间差异。这与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这三个领域有何关联？实在的时间同时是不考虑其他时间性模式的循环的（非）时间性，也是纯粹流动的绝对否定性。象征的时间同时是无休止可重复能指的静止不动，也是使这些相同的能指持续受到不断改变的历时动力学。想象的时间同时是自我的意象-格式塔的冻结、准不朽形象，也是由这些相同的镜像所展现的肉身终有一死身体的可见反映。在任何接近令人满意的程度上勾勒和探索这些拉康式的时间性，将是一项本身需要一部厚重专著的任务。

关于实在界的时间维度的某一个面向，在此已经结合齐泽克在主体化（即积极的某人）与主体（即消极的无人）之间的区分在黑格尔本体论的语境下被顺带提及：时间否定性，作为一种其效应通过服从于生成与毁灭循环的所有事物的暂存本质而显现的运动的无休止躁动，抗拒被凝固为确定表象的稳定形式。特别是，主体化涉及物化身份大厦的结晶，这些大厦是用惰性的、无生命的元素（即作为一元特质的精神之“骨头”，等等）建造起来的。在其本身的静态惰性中，这些主体化操作算子未能反映类似虚空的作为$的主体永恒运动的否定性。米勒关于拉康时间的反思在此再次是有价值的。谈到拉康经常重复的“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符号”这一命题，米勒提炼出了这一紧凑陈述中所包含的意涵：

黑格尔定义了时间的本质主体性。虽然空间被客体性地使用，但主体性在本质上是时间性的。这就是拉康所断言的。这是我们每天所处理的事情，只不过当我们说“主体处于能指之间，它处于间隔之中”时，我们是在空间上表象它。（Miller 2005, 38–39）

米勒继续说道：

但是，事实上，这里起作用的是能指链的时间顺序。为了简化起见，我会说：在过去的能指与未来的能指之间，在先前的能指与后来的能指之间，拉康意义上的被划杠主体汇聚了亚里士多德式现在的所有悖论。此外，人们无法通过写下$，并通过将这个主体描述为逃逸的、易逝的存在、正在消失的存在（这实际上完全是主体的时间地位），来更好地铭刻主体的否定性了……拉康所谓的主体是能指对子的时间化，它导致主体在能指链中被运送。（Miller 2005, 39）

接受宣告“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符号”这一公式，如何能够导向这样一种主体性理论：在其中主体是一个彻底时间化的功能-运动，是一个基于时间而非存在（或者人们可以说，基于作为时间的存在）的奇特、陌生的事件本体论的非实体性（非）实体？时间性与能指的主体有何关联？解释本身在这里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两个相互关联的索绪尔结构主义公理构成了拉康将能指定义为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符号的基础。首先，拉康强调能指既被卷入历时动力学中，也被卷入共时结构中；时间的分化以及空间的分化对于能指的地位至关重要。20 其次，拉康坚称能指以两个或更多能指的集合出现；共时与历时的分化都依赖于多于一个元素的存在，最小的能指聚合为𝑆₁和𝑆₂。21 正如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所解释的那样，拉康式的能指总是位于“链条”之中，即多个能指单元的历时性级联连接（其中每个单元通过差异性决定其所嵌入的链条内的其他单元，并反过来由其他单元决定）。22 同样，在第十六讲座中，拉康指出，拥有两个或更多能指的链条是主体生成的必要条件；必须存在从𝑆₁到𝑆₂的（时间-历时）运动，以便产生$的事件。23

保罗-洛朗·阿苏恩（Paul-Laurent Assoun）将公式“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符号”的首次出现精确定位在拉康1960年的文集论文《主体的覆灭与弗洛伊德无意识中欲望的辩证法》中。24 在其中拉康问道，“一旦在无意识中承认了语言的结构，我们能为它构想什么样的主体呢？”并开始参照作为语言转换词的能指“我”（以本维尼斯特的方式）展开他的回答。25 然而，关于这个“作为转换词的我”，他迅速告诫说“它指认了发话主体，但并不意指他”（Lacan 2006o, 677）。拉康在“指认”（designating）与“意指”（signifying）之间的这种区分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在他1960年代早期的教学时期，拉康在“发话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与“话语主体”（sujet du énoncé）之间建立了一种区分；前者是动词般说话的主体，它启动了历时展开的能指链条，而后者则是名词般被说出的主体，服从于被说出的能指链条的决定（或者，正如拉康后来在其1973年的论文《糊涂人》中所表述的那样，在发话的“述说”［dire］与话语的“所述”［dit］之间存在着差异26）。翻译为齐泽克黑格尔式拉康主义的更具哲学性的语言，发话的主体性是一个匿名的、无面容的主体，无法在主体化的话语层面上遭遇其自身的令人满意的表象反映——这是因为它就是时间否定性的非实体性，是一个永远运动在静态能指的相对缺乏流动性的象征秩序这一异化宇宙之中的空洞变量。

因此，作为语言转换词的“我”，即第一人称代词，是属于话语主体维度的能指要素，它“在发话主体目前正在说话的限度内指认他”（即作为在给定的当下时刻正在说话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发话主体）。27 应当顺带指出，“作为转换词的我”能够并且有时确实意指（而不仅仅是指认）发话主体，但并不必然在它所使用的所有实例中都是如此（有时它只是匿名地指认在时间t上的发话）。现在拉康继续结合法语语法中的“赘词ne”（ne explétif）现象，澄清发话主体被意指与被指认之间的差异。他声称许多语法学家错误地将这种语法手段斥为“纯粹的心血来潮”，28 斥为微不足道的语言多余装饰。相反，拉康在谨慎地区分了能指主体的两个侧面（即发话与话语）之后，坚称在一个句子中出现赘词ne标志着发话主体通过这个ne将自身带入视野的时刻，作为它如何相对于所发出的能指内容的意义来定位自身的微妙指标。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将法语的赘词ne与英语单词but的某些用法作了有益的比较（例如，“I can’t help but think that . . .”［我不由得想到……］或“I cannot deny but that . . .”［我不得不承认……］）。芬克认为，法语的ne和英语的but各自都是表达对所说出句子的有意义内容持矛盾心理态度（这种态度影响着发话主体的立场）的手段，而并没有因此破坏或否认句子本身作为以话语形式建立的意义的字面含义。29 菲利普·范·欧特（Philippe Van Haute）声称，赘词ne的出现造成了差异：在其缺席时，是一个简单断言句的“非人称”现象，在其中发话主体的意指意图与由此建立的话语主体的立场相吻合（或坍缩/消隐进其中）；而在其在场时，是表明通过ne在说话者（即发话）与说话者所说之物的意义（即话语）之间拉开情感距离的“人称”现象。30 能指ne或but在说出的句子中标记了发话者对其所说出之物的不安。因此，对拉康而言，当发话与话语之间没有显示出裂隙时，“我”是被“指认”的，而当发话与话语之间确实显示出裂隙时，“我”是被“意指”的。

在《主体的覆灭》的更后部分，拉康引入了他此后无休止重复的关于主体与能指关系的咒语。他指出：

我对能指的定义（没有其他定义）如下：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符号。因此，后一个能指就是所有其他能指为其代表主体的能指——这意味着如果缺少了这个能指，所有其他能指就什么都不代表。因为某物只能被代表给某者。（Lacan 2006b, 693–94）

拉康理论坚持认为，最小的能指结构是链条$S/S_1 
ightarrow S’/S_2。此外，这两个能指并不平等。正如拉康后来在第十七讲座中所定义的，S_1是主人能指（即能指链条的任意出发点），而S_2是代表负责可以说充实S_1的各种其他能指的数学符号。这些S_2在由S_1提供的（偶然）锚定基础上，致力于阐发一个内容网络（作为“知识”［<𝑒𝑚>𝑠𝑎𝑣𝑜𝑖𝑟</𝑒𝑚>］）。<𝑠𝑢𝑝>31</𝑠𝑢𝑝>在紧接着上面引用的段落中，“所有其他能指为其代表主体的能指”表面上似乎就是主人能指。人们在此期望这个主人能指将是作为一个句子的主词项的专有名词或人称代词。然而，参照句子从一个能指（S/S_1）到另一个能指（S’/S_2）从左到右的历时性运动，拉康指出，“后一个能指”（S’/S_2）正是以缝合点（<𝑒𝑚>𝑝𝑜𝑖𝑛𝑡𝑑𝑒𝑐𝑎𝑝𝑖𝑡𝑜𝑛</𝑒𝑚>）的模式将能指链条缝合在一起的东西。主人能指（S_1）仅仅是“为了”或“向”其他能指（S_2）代表，而这些其他能指可以说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些后来的能指，位于使给定的句子话语宣告结束的标点符号之处，决定了启动该话语的初始主词项（S_1）的有意义地位（这种决定在初始主词项被发出之后迅速发生）。一旦由两个或更多能指构成的作为句子话语的链条被“标点”（即宣告结束），话语主体就以牺牲发话主体为代价而被构成了（后者往往消失在前者外表的背后——用拉康第十一讲座的语言来说，发话者消隐进话语的异化媒介中<𝑠𝑢𝑝>32</𝑠𝑢𝑝>）。主体性的这一被说出维度是作为服从于能指的主体，拉康坚称这一维度（借助拉康1970年代教学中的一个新造词，即<𝑒𝑚>𝑑𝑖𝑡−𝑚𝑒𝑛𝑠𝑖𝑜𝑛</𝑒𝑚>［所述维度/述之维度］<𝑠𝑢𝑝>33</𝑠𝑢𝑝>）对于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性具有构成性。用齐泽克的行话来说，话语的标点式终结带来了主体化的效应，通过大量S_2对S_1（作为原则上空洞的作为严格指称词的专有名词或作为语言转换词的人称代词）的充实，将物化冻结进意义的凝结惰性之中。或者用齐泽克的黑格尔式语言来说，发话主体的“精神”发现自身面对着服从于话语之“骨头”的自身的外部奇观的他者性（多亏了这种裂隙鲜明的对比差异，发话与话语之间异化裂隙的这种体验将$的空洞虚空带入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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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提出将能指定义为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符号之后的几年里，拉康反复努力阐明这一公理化命题的含义和意涵（这一阐明努力主要在第九至第十一讲座［1961–1964］以及文集论文《无意识的位置》［一篇在1960年博讷瓦尔学术研讨会上口头发表、但在1964年重写并随后收录于1966年《文集》中的文本］中进行）。在第九讲座中，拉康将符号（sign）与能指进行了对比：符号为某人代表某物（即符号作为能指与所指的有意义组合，参与主体间的话语交流，在其中交流伙伴彼此理解），但能指并不为某人代表某物。43 为什么不呢？与符号的这种对比有两个原因：第一，发话主体既不是被代表的“某物”（即发话主体性是一种短暂、消逝的非实体性，而不是一个稳定的、物化的“某物”），而且（正如在此详尽解释的那样）它也没有被构成话语主体的能指所充分代表；第二，一个能指（𝑆₁）为其不充分代表主体的那个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𝑆₂），并不是一个“某人”，不是作为交流伙伴的另一个人，不是位于想象界中的拟人化改变自我（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或接收者是位于象征界的另一个能指结构化场所，属于大他者的秩序）。

拉康一年后在第十讲座中对符号与能指对比的重构暗示了关于能指所针对的他者性的后一点：“符号是为某人代表某物之物，而能指是为能指存在代表主体之物”（SX77）。能指为其代表主体的对象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对话者，而是一个“能指存在”（être signifiant）。正如他后来所表述的那样：

能指的定义是它不是为另一个主体，而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这是能指有别于符号的唯一可能定义。符号是为某人代表某物的东西，但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Lacan 1970, 194）

在第十一讲座中，拉康提供了一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他就想象界他者（即接收由作为其传达意义之主人的自我所发出的交流符号的主体间“某人”）与象征界大他者（即某些能指［𝑆₁］与之相联结以产生主体化效应的其他能指［𝑆₂］的跨主体“能指存在”）之间的这种对比所考虑的内容。他提到了类似于罗塞塔石碑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能指？我已经向你们灌输得足够久了，不需要在这里再次阐明。能指就是代表主体之物。为谁代表？——不是为另一个主体，而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为了说明这一公理，假设你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块刻满象形文字的石头。你丝毫不会怀疑在它们背后有一个写下它们的主体。但是，如果认为每一个能指都是针对你的，那就是一个错误——这一点通过你根本读不懂其中的任何内容而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你将它们定义为能指，是因为你确信这些能指中的每一个都与其他能指相关联。而这正是主体与他者领域之间关系的核心所在。（SXI 198–99）

这块沙漠之石的能指——遭遇这些尚未被破译的象形文字的个体必须将它们关联为能指而不是有意义的符号，因为他或她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并不仅仅是针对另一个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无论是谁遇到这块石头都应当能够把握其铭刻标记的含义）。为了成为这块石头能指的接收者，个体必须将他/她自身“顺从”于这些能指在其中占有位置的象征大他者；简单地说，他或她需要通过学习失落的密码以破译象形文字，从而转变成一种特定类型的能指存在（être signifiant）。唯有通过栖居在这个久远过去的象征秩序网络之中，人们才能获得理解这些无声、石质痕迹意义的途径。解码者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能指存在（与人类存在相对），并且由于置身于这个异己他者的能指星丛之中，从而能够与这个陌生沙漠客体所展现的能指保持一种关系。齐泽克提供了这一观念的另一个例证。借用医院的环境，他以与拉康上述引用的饰有象形文字的石头意象完全类似的方式，描述了贴在患者床尾的病历卡。这些病历卡所针对的医生，并不是作为单纯的人类存在或个体人（即作为想象界他者）被针对的，而是作为非人称的医学-科学知识主体的承载者、能指编码专业知识的跨主体母阵（即作为象征大他者的化身）被针对的。44

在1960年代早期拉康对主体与能指关系的勾勒中，这一漫长的迂回如何引回时间的主题？时间性在这种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到1964年，拉康开始阐明这一点。在第十一讲座中，谈到“作为……开启与闭合之物的无意识”，他指出，“主体正是这种涌现：在此之前，作为主体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刚一出现，就凝固为一个能指”（SXI 199）。他将这种同样的开启与闭合运动描述为一种“时间性搏动”，45 他也将其定性为无意识的“芝麻开门”（即在联想的历时展开过程中，存在着特殊时序的机会之窗，这些窗口迅速开启和闭合，以便窃听到被自我［moi］肤浅被说出的话语所窒息的客体［objet］的底层言语）。46 在《无意识的位置》中，拉康指出：

能指的领域建立在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是一切无意识构型（梦、口误和俏皮话）的结构。同样的结构解释了主体的原初分裂。在尚待定位的他者场所中产生的能指，从一个尚不能说话的存在中引出了一个主体，但代价是将他冻结。本应在那里的准备说话者——在法语未完成过去时“il y avait”的两种意义上，将准备说话者放置在前一瞬间（它曾在那里，但已不在），但也放置在后一瞬间（再多过片刻它本会在那里，因为它可以曾在那里）——消失了，不再是任何东西，而仅仅是一个能指。（Lacan 2006p, 713）

拉康在这段话中采用了一种几乎令人迷失方向的动词时态操纵，以暗示事后（après-coup，即将会曾是者）与先将来时（future anterior，即本应曾是者）之间复杂、动态的相互作用。这段话能够且应当通过回到早先阐述的拉康理论的某些概念/术语资源来加以阐明。拉康在此处所指的“准备说话”，可以被视为大致等同于发话主体，而随后被能指“凝固”或“冻结”的臣服状态，可以被视为大致等同于话语主体。可以说，话语主体包含着两条密不可分交织在一起的时间轨迹：第一，从𝑆/𝑆₁到𝑆’/𝑆₂的线性时序运动；第二，从𝑆’/𝑆₂回到𝑆/𝑆₁的向后追溯运动。随着这第二种运动的完成（即事后将通过后续𝑆₂所建立的意义“挂回”初始𝑆₁上），话语立即从进行中的时间动力学的不确定性（作为发话过程）过渡到已完成的去时间化静止的确定性（作为被说出的主体化产物）。用《无意识的位置》中所提出的术语来表达，发话的时间动力学“本应被”以话语形式动员起来的能指所实例化；然而，这些能指（正如拉康后来在《无线电通》中所表述的那样）将这种生成之存在“尸化”或“僵死化”，将其转变为一具毫无生气的骨架。47

此外，在《无意识的位置》的上述引文中，拉康指出在此需要警惕一种幻觉。并不是一个充分构成的发话主体先于其在构成话语主体的能指之中并经由这些能指的异化而存在。“本应曾有”一个确定的意指意图、随后被其转化为能指单元的有缺陷翻译所背叛和脱轨的观念，是一种事后（après-coup）的透视幻觉（尽管是一种有别于塑造话语主体的能指链条内部追溯时间的事后现象）。这个先将来时（“本应曾是”）的发话主体在一种未成形、不确定的“想说”被背叛/脱轨之前实际上并不在场，这种“想说”直到在它与其通过说出能指的不充分表象之间建立起对比之后，才获得一种自相关的明晰性。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表达，对拉康而言，个体唯有在未能充分说出无论“它”是什么之后，才搞清楚他们所渴望说的是什么（但只能被他们以一种不完整、局部的形式“半说”［midit］48）。这就是说（诉诸下文将详细解释的若干拉康算子），说出的能指通过在𝛥/𝑎与作为拉康象征为$S/S_1 
\rightarrow S’/S_2的话语结构自身之间建立起一道无法缝合的“切口”，追溯性地将一个非主体的X（即作为表达话语之前的预设状态的\Delta/a）转变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主体（<<<𝐸𝑆𝐶𝐴𝑃𝐸𝐷_{D}𝑂𝐿𝐿𝐴𝑅>>>）。$是\Delta/a与S/S_1 
\rightarrow S’/S_2之间的裂隙，这个裂隙在经由\Delta/a过渡到S/S_1 
\rightarrow S’/S_2而被生成的事实之后，欺骗性地使人觉得仿佛<<<𝐸𝑆𝐶𝐴𝑃𝐸𝐷_{D}𝑂𝐿𝐿𝐴𝑅>>>（即充分构成的发话主体的自相关否定性，而不是原初/非主体的𝛥/𝑎）向来就已经在那里，作为被实际说出的能指所不充分表达的先前意指意图。齐泽克关于黑格尔否定观念的告诫之一在此语境下是切题的。齐泽克指出，“我们所回归的精神，回归自身的精神，与先前在异化中丧失的精神并不相同”（Žižek 1996b, 123）。随后他继续将黑格尔的否定与拉康的象征阉割相比较（将后者解读为作为前象征“驱力实体”的“𝑆”进入大他者母阵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作为“否定性虚空”的$的结果——当然，算子S可以很容易地被\Delta/a所取代）。<𝑠𝑢𝑝>49</𝑠𝑢𝑝>正如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𝑒𝑚>𝐴𝑢𝑓ℎ𝑒𝑏𝑢𝑛𝑔</𝑒𝑚>）仅仅在精神被激进地转变成与其先前不同之物的限度内才保留先前被摧毁的精神状态一样，\Delta/a穿过S/S_1 
\rightarrow S’/S_2的“阉割式”路径，同样仅仅将这种由此被否定的\Delta/a保留为<<<𝐸𝑆𝐶𝐴𝑃𝐸𝐷_{D}𝑂𝐿𝐿𝐴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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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自由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轻

根据巴迪欧的说法，哲学始终在条件之下思考——也就是说，哲学化是一种由迫使其沿着特定真理轨迹前进的事件性冲击所驱动的活动。1 在《哲学宣言》中，巴迪欧坦言，当代资本主义特定情境的社会经济进程构成了他的纯粹无-一之多、作为存在的存在（l’être en tant qu’être）的无限之无限的本体论的一个内在可能性条件（作为一个“历史媒介”2）。永远流动的虚拟资本的疯狂赫拉克利特式流动，侵蚀着任何固定与稳定的坚固性，揭示了关于存在本身的根本之物。换句话说，当今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同时敞开了超出历史之本体论领域的本质面向。3 巴迪欧解释道：

如果人们将“虚无主义”理解为去神圣化，那么其行星统治毋庸置疑的资本——“技术”与“资本”仅在历史序列中配对，但在概念中并非如此——无疑是人类既成功成为其发明者又成为其猎物的唯一虚无主义力量。（Badiou 1999, 56）

他继续写道：

然而，对于马克思以及对于我们而言，去神圣化绝非虚无主义的，只要“虚无主义”必须意味着宣告通达存在与真理是不可能的。相反，去神圣化是敞开这样一种思想途径的必要条件。这显然是我们在资本之中能够且必须欢迎的唯一事物：它将纯粹的多暴露为呈现的基底；它将一的一切效应斥责为一种简单、脆弱的构型；它摒弃了纽带在其中寻得存在之假象的象征表象。这种剥夺在最彻底的野蛮中运作，绝不能掩盖其本真的本体论美德。（Badiou 1999, 56–57）

正如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所描述的，通过全球资本带来的“普遍解绑”4（仿照马克思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或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去领地化”），思想受到激发，将作为存在的存在设想为无-一之多的非实体性狂舞，而非封闭在静态愚钝之中自身封闭的致密、沉重物质性。资本主义设定了对实在界的这种（非）实体性进行激进重新考量的条件。

除了作为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诱因之外，资本的动力学还提供了把握和理解主体性本身的骨架结构之内在面向的契机（鉴于巴迪欧将主体性视为源于总是独特的事件以及它们以类似于质询时刻的方式主体化个体的力量——巴迪欧式的主体无一例外是特定事件性断裂的主体，而非存在着一种普遍主体性的单一形式5——他不会像这里所做的那样，选择利用资本主义来辨识和勾勒一般、非特定主体的总括性理论的轮廓）。在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的框架内，众多多元个体的集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即通过这些个体之间的横向、侧向互动）生成了一套最终获得自身生命的经济模式，可以说，这些模式逐渐超越了构成集合的个体，并获得了相对的自相关自主性——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的“异化”效应，即其运动与迁移不再受负责生成它的人们的利益所调控（用谢林式的术语来说，人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异化的这一面向描述为虚拟资本的存在从劳动的物质根据中升起并与之决裂）。在此，内在生成超越者的母题再次浮现（该母题已在本项目的先前部分结合谢林、黑格尔和模因论等参照点作了勾勒）。然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在社会经济关系的宏观层面上革命性地逆转这种异化的可能性，而一种受资本主义启发的微观层面主体性解释（该解释也深受拉康和齐泽克的启发）则要求通过坚持某些不可逆异化的存在（例如最显著的，能指的异化中介在主体之中并通过其构成主体的拉康观念6），以先验唯物主义来补充辩证唯物主义。

在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与先验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之前，首先提出先验唯物主义主体理论作为其答案/解决方案所针对的问题至关重要。在1958年的文集论文《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中，拉康宣告精神分析的对象（“我们的特殊主题”）是“反自然”（antiphysis）。7 几年后，在第二十四讲座的一次研讨中，拉康再次提到了“抗衡自然”（contre-nature），并在那里主张这是一个比术语“自然”（nature）所不明确指称的内容更容易理解的概念。8 精神分析处理的是自然之外的东西，是与通常被指认为自然的东西相对立或相抗衡的东西。在他教学的这一阶段（1950年代的准结构主义阶段），不难猜测拉康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鉴于作为精神分析所关注的特定人性的人类自然充斥着非自然的影响，分析家被限制在处理去自然化自然的表现形式上。9 当然，人性（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总是被去自然化的原因在于，个体从最初的开端就沉浸在图像和能指的世界之中。此外，拉康一再强调，大他者作为一种非自然的象征秩序，先于个体的诞生，在一个遵循不同于自然规律的规则的系统中提前为他或她准备了一个位置。由于这些表象中介及其在主体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拉康式主体作为一个与其肉体-物质基础相异化的（非）存在而存在。

但是，究竟是什么允许这些想象-象征结构首先扎根的？是什么允许它们殖民身体、重写个体的存在并由此使其自然去自然化？为什么这些往往涉及显然朝着与力比多经济预设的默认轨迹相反的方向发展的改变的结构，没有像器官移植失败那样被这种经济所排斥？在此涉及一个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元心理学直接相关的极其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主体生成的可能性条件本身，即位于反自然（antiphysis）平面上的存在者的个体发育式涌现。人们可能会试图通过坚持以下观点来回应这些问题：就弗洛伊德和拉康而言，来自他者的外在强加（无论这个他者是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家庭单元还是拉康式的象征秩序）独自负责从自然动物性中塑造出非自然的主体性，将一个具有本能和需要的有机存在者转化为一个具有驱力和欲望的言说存在者。根据这种回应，由社会结构性周围世界（Umwelt）所支配的（象征）“阉割”，是从别处降临到个体身上的变革性创伤打击。然而，人类自然在其内在本质上必须被构型为对这种打击及其后果具有接受性。换句话说，向主体化进程所涉及的去自然化动力学敞开并有能力承受这种动力学，必须属于这一特定自然的本质。一种受精神分析影响的主体理论如果未能提供关于作为主体生成之前提的人类自然的基本勾勒，就是缺乏根据的，无法解释其探究对象的一个奠基性维度。

在1970年代的后期讲座中，一系列颇为晦涩的言论证明了拉康意识到需要重新定义自然本身，以便解释为什么人类自然倾向于被社会-象征结构的去自然化中介所彻底改变。在第二十一和第二十四讲座中，拉康主张自然绝非完全自然的。10 然而，这不仅仅是对他在1950年代关于人类去自然化自然的言论的稍微换词的重申。拉康并没有通过诉诸外在强加的图像和能指的侵入作为主体化所涉及的去自然化的终极原因来为他在此时的主张奠基，而是采取了额外的一步，指出自然本身内部存在着某种将其推向自身泯灭方向的东西。在第二十三讲座中，拉康提出“自然以不为一来表征自身”（“la nature se spécifie de n’être pas une” [SXXIII 12]）。也就是说，自然（至少人类自然）不应当被设想为一个整合的有机整体性，一个根据永恒平衡的和谐法则相互关联的成分协调领域。

事实上，拉康同时期关于性关系（rapport sexuel）不存在的沉思11 与关于自然之本质的这些更广泛的反思直接相关。精神分析的基本教训之一是性绝不仅仅是性的。因此，性关系的概念与一系列涉及看似与男女之间肉体互动相去甚远的事物的母题和意涵联系在一起。正如拉康一再坚持的那样，（不存在的）性关系是在全局层面上为关于实在与物质存在之本质的根本概念化着色的弥漫性和谐与完整性主题的范式。12 “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除其他含义外还意味着，平衡的协调是缺失的，在人类存在领域内部的自然绝非一个和谐且完整的一-全（One-All）。正如拉康在第十七讲座中所表达的那样，自然并不“交配”以产生一个球形总体性的虚构、完善的统一体。13 物质存在的这个断裂领域是划杠实在界（barred Real）的一个面向（对应于拉康作为不一致、充满矛盾的象征秩序的划杠大他者）。

关于（人类）自然这种不和谐的“非-完整性”的反思有什么后果？更具体地说，这个划杠实在界如何与一种受精神分析启发的个体主体性理论相关？晚期拉康仅提供了少数线索。在某一处，他将“自由”（liberté）等同于“性关系的不存在”，14 鉴于上述讨论，这可以被理解为表明自主主体所享有的自由正是由缺乏一个作为该主体存在之奠基基础的整合有机根据所促成的。类似地，几年后，拉康谈到自然并非那么自然，因为其内部受到“腐烂”（pourriture）的困扰，文化（作为antiphysis）正是从这种腐朽或缺陷中沸腾冒泡（bouillonner）而出的。15 由此看来，人类自然在自然上注定要去自然化。换言之，超出物质的主体性从力比多-物质根据的功能失调中内在产生。

齐泽克对德国唯念论与拉康精神分析的创造性综合使得这样一种论点的提出成为可能：非主体的、他律的力比多-物质基础（作为人类自然的划杠实在界）的某些属性，构成了主体自主性（作为对这一“自然”基础的超越）的个体发生的根本可能性条件。这些属性是超验/先验主体-即-（𝑡𝑟𝑎𝑛𝑠𝑐𝑒𝑛𝑑𝑒𝑛𝑡(𝑎𝑙)𝑠𝑢𝑏𝑗𝑒𝑐𝑡−𝑎𝑠−）降临事件的元先验（meta-transcendental）条件。受德国唯念论启发的精神分析主体理论能够主张，尽管听起来很奇怪，自主性从他律中内在地涌现为一种无法重新铭刻回其生长所源自的本体论阶层的过剩或剩余。正如拉康在其后期讲座中所指出的，唯有当存在内在不完整且内部不一致、不对称并不与自身契合时，自主主体性的自由才有可能。

为了严格的清晰与精确，在这一关口必须追问：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贯穿整个项目所称的“先验唯物主义”（正如齐泽克对德国唯念论与拉康精神分析的综合所促成的先验唯物主义主体理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在此再次援引巴迪欧是有益的。在1977年2月7日的一场讲座中（收录于1982年的文本《主体理论》），巴迪欧提供了一张表格，简明地描绘了五种哲学范式之间的基本差异：主观形而上学唯念论、客观形而上学唯念论、辩证唯念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16 表格的两列延伸在这五种范式类型旁边：位于“思想”（pensée）标题下的一列与位于“自在存在”（être-en-soi）标题下的一列。在第一种类型（即主观形而上学唯念论）的行中，在“思想”标题下画了一个自身闭合的圆圈，而“自在存在”标题下的区域被划掉了（表明这种哲学类型代表了类似于贝克莱式唯我论的东西）。在第二种类型（即客观形而上学唯念论）的行中，在“思想”标题下画了一个自身闭合的圆圈，但有一条箭头将其连接到“自在存在”标题下的一个参照点（表明这种哲学类型代表了涉及主体认知的心理表象与客观现实的物质实体之间对应的模型）。在第三种类型（即辩证唯念论）的行中，一个自身闭合的圆圈从“思想”领域的一个点出发，穿过“自在存在”领域，并返回其在“思想”中的初始出发点（这种哲学类型显然描绘了黑格尔主义的正统教科书构想）。在第四种类型（即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行中，“思想”标题下的区域被划掉了，只有“自在存在”标题下的点之间的关系（表明这种哲学类型代表了严重还原的取消主义或机械论唯物主义的各种变体，在其中与主体性相关的一切存在要么被彻底否认，要么被贬低为单纯的副现象）。最后，巴迪欧表格中描绘了第五种哲学范式，即辩证唯物主义——其视觉图式是从“自在存在”中的一个点出发的螺旋在“自在存在”与“思想”之间来回循环。也就是说（借用经典德国唯念论的语言），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动力学是内在物质实在界的根据产生超越的超物质观念物（在拉康的术语中即想象-象征现实）的存在，而超越的超物质观念物进而发挥一种改变内在物质实在界的变革性影响——由此被改变的实在界接着改变了那改变了它的观念物，如此无限循环。简言之，以这种方式呈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假定了“思想”（即想象-象征主体）与“自在存在”（即非主体实在界）之间的振荡互动。通过这种假定的互动，它断言一个恒常、连续的相互修饰过程连接着不同的阶层/秩序。pensée的想象-象征主体与être-en-soi的非主体实在界始终相互拴结——主体性相对于其本体论底腹从未实现自相关的自主性。

关于巴迪欧的五种哲学范式，先验唯物主义将是第六种可能的位置。就他的两列表格而言，先验唯物主义将被描绘为从“自在存在”标题下的出发点移动并跨越进入“思想”标题下区域的箭头。但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循环回“自在存在”不同，这一离开内在物质实在界根据并进入超越的超物质观念物空间的轨迹并不返回其出发点所在的领域。没有回头路；这个生成过程是一条单行道（例如在语言习得的个体发育事件中——一旦习得，语言通常无法被去习得）。由于超物质主体脱离其物质起源而引发的决裂是无法修复的，打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间隙，一个不可辩证法化的视差分裂。主体理论的先验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是因为它主张主体思想的观念物产生自客观存在的实在界，尽管它同时也是先验的，因为它坚称这种由此生成的观念主体性此后摆脱了其物质来源的根据而实现独立，并由此开始作为与同盟于传统版本唯物主义的解释性话语不可还原的诸现实形式的一组可能性条件发挥作用。

然而，在进一步阐述之前，必须承认，尽管目前表面上看似相反，但就理论化主体性的本质与形成而言，辩证唯物主义与先验唯物主义并非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范式。（在1975年的文本《矛盾理论》中，巴迪欧将恰当构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一种学说，根据该学说，尽管公认物质在事物的秩序中通常占据主导的结构化地位，但存在着一种能够且确实反抗这种结构化物质性的否定性。17 先验唯物主义既肯定这种超物质否定性源于物质性，也肯定这种否定性一旦生成，随后至少在部分上与其物质基础/根据保持分离且不可还原。）尽管由主体思想的观念物与客观存在的实在界之间的破裂所造成的裂隙本身无法通过任何形式的和解式扬弃（Aufhebung）来愈合/缝合，但超物质主体性确实包含着与物质存在处于相互、振荡运动构型中的面向（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以及从该存在中减去自身并相对于该存在实现自主性的面向（正如先验唯物主义所主张的那样）。

在此勾勒的先验唯物主义主体理论，可以通过求助于（也许令人惊讶地）英美分析心灵哲学与当代认知科学的相互关联流派而得到进一步阐明。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在其开创性论文《心理事件》中，主张针对臭名昭著的身心问题采取一种他称之为“反常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神经精神分析”最著名的倡导者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支持戴维森的立场——索姆斯［及其合著者奥利弗·特恩布尔，Oliver Turnbull］将其称为“双面一元论”［dual-aspect monism］——以努力将神经科学与元心理学结合起来。）18 根据戴维森的反常一元论，心灵（主体）与身体（存在）在本体论上并非异质的种类；只存在一种实体（因此是“一元论”），而不是像笛卡尔那样主张思维实体（res cogitans）对立于广延实体（res extensa）。但是，戴维森坚持认为，他在此预设的一元论之“一”（One）必然将自身折射为两个完全截然不同且独立的认识论通达平面：一个可以用物理术语描述的平面（即严格遵循第三人称语言且不涉及第一人称内在心理状态的术语），以及一个可以用心理术语描述的平面（即涉及主体能动者第一人称信念、欲望、意图等的术语）。他主张，后一平面在描述上不能还原为前一平面。换句话说，心理的语言不能通过某种难以想象的翻译程序被物理的语言所取代（正如取消唯物主义及身心问题相关视角的幻想所设想的那样）。19 因此，尽管戴维森承认标准版本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即在基础本体论层面上只有物质而无其他），但他否认这种本体论上的承认能够且应当迫使在认识论层面上放弃身心二元论：“反常一元论在其主张所有事件都是物理事件方面类似于唯物主义，但拒绝了通常被认为对唯物主义必不可少的命题，即心理现象可以得到纯粹物理的解释”（Davidson 1980, 214）。

人们可以说，戴维森以静态分析的模式阐述了反常一元论。更具体地说，他将一元论之“一”折射分裂为二元论之“二”视为一种准事实性的既定之物，而没有追问这种分裂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是一种发生学的事物（即一种被生产出来而非仅仅被给定的突现现象）。不可否认，戴维森对这种给定性的默示假设确实得到了来自发展心理学某些领域的支持（例如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最近的著作《笛卡尔的婴儿》的核心论点是人类是“天生的笛卡尔主义者”，20 即“天生的二元论者”，21 他们出生时被抛入这个世界，在神经硬件上预装了一种自动、自发地将现实划分为物理身体与心理灵魂的倾向/癖好22）。然而，无论在精神分析上还是在哲学上，戴维森的隐式主张和布鲁姆的显式主张（即完全成熟的二元论向来已经就位）都存在着一系列重大问题。此外（姑且不论布鲁姆与发展心理学），戴维森默认否认了二元论之“二”的任何本体论地位，因为这种分裂被降级为一元论之“一”（欺骗性地）显现的方式；二元论之“二”似乎不过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必然幻觉。尤其受拉康和齐泽克启发的先验唯物主义主体性理论，挑战了二元论之“二”的静态给定性假设，以及该“二”仅仅是缺乏本体论地位之分量的认识论表象的观念。

在《突现的自我》中，威廉·哈斯克（William Hasker）提出并捍卫了一种他称之为“突现二元论”（emergent dualism）的解释。23 哈斯克的立场既规定大脑产生心灵（即心灵从大脑中突现），也规定大脑与心灵之间必须承认一种区分（即心灵从大脑中的突现建立了一种真正的二元性——由此称为“突现二元论”）。24 但是，哈斯克补充道，心灵一旦生成，能够且确实对它从中升起的大脑施加一种相互引导与变革性的影响：“因此，突现二元论赋予物质的力量归结为这一点：当被适当地构型时，它产生了一个意识场域……而意识场域反过来修饰并引导物理大脑的功能”（Hasker 1999, 195）。不仅大脑创造并塑造心灵；心灵还折叠回大脑自身，重塑自身的物质根据25（一种由心灵驱动的大脑重塑，人们可以推定，接着又会相应地改变执行该重塑的同一心灵）。在本质上，这相当于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灵模型。

沿着与当前讨论相关的相近思路，弗朗索瓦·安塞尔梅（François Ansermet）在一篇题为“Des neurosciences aux logosciences”的发人深省的论文中，强调了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可塑性这一生物学事实的关键、重大意涵（这种可塑性在哈斯克的突现二元论图式中正是允许从大脑突现的心灵塑造这同一大脑的可塑物理轮廓之物）。然而，安塞尔梅并没有使用“心灵”的术语——哈斯克所指的“心灵”仅仅是作为意识/觉知的意识场域——而是指涉“主体”（这种术语上的差异将证明绝不仅仅是词句之争）。他阐述道：

似乎在有机体的规律核心处，为主体——更精确地说，为主体的可能性本身——留出了一个位置。正是因此，神经科学不再具有使精神分析黯然失色的力量。可塑性现象使得必须在神经科学的领域内部思考主体。如果神经网络在其构造中包含着自身被修饰的可能性；如果主体……参与了该网络的形成与其实现；简言之，如果人们承认可塑性的概念——人们就不得不把独特性乃至多样性的问题引入神经科学领域。（Ansermet 2002, 377）

呼应哈斯克关于心灵对大脑的相互因果力量的论点，安塞尔梅强调“可塑性的事实”，提出“人们甚至设想出一种能够塑造有机体的心理因果性！”（Ansermet 2002, 377）。安塞尔梅的立场涉及两项关键主张。第一，当涉及构成神经装置的物质时（这种物质绝不构成一个被因果决定力量完全且穷尽饱和的紧密闭合场域），黑格尔的格言“实体即主体”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物质的可塑性内在蕴含着促进并承受现象学与结构性主体化进程的潜能，而这些进程创造了超出肉体的主体性形式。（此外，正如安塞尔梅接着敏锐指出的那样，鉴于可塑的大脑被自然设计为由教养所重新设计，只要人类在“基因上被决定为不被基因决定”，26 神经硬件上硬编码的“决定的缺席”就在粗糙物质层面上保证了为主观自主留出并保持敞开的空间27——亦见第13章）。第二，哈斯克与安塞尔梅都坚持认为心灵或主体不是副现象，二元论之“二”各部分之间的辩证互动是一个本真的本体论过程，而不仅仅是扭曲了潜在、未受扰动的一元论之“一”的持存存在的虚幻认识论表象。

在转向副现象论这一紧迫主题之前，必须阐明上文指出的哈斯克与安塞尔梅之间术语差异的意涵——哈斯克谈论“心灵”，而安塞尔梅谈论“主体”。看来哈斯克的突现论是一种模型：一旦创造出正确类型的物质身体（即具有在人类头颅内部发现的那种神经硬件的身体），作为意识场域的有知觉心灵就会自动升起（在这个意义上，哈斯克非常接近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所勾勒的身心关系解释）。或许人们可以称之为一种非发生学突现论，因为与精神分析关于各种心理结构在时间上延宕的个体发生涌现以创造一个成熟主体（一种不能简单等同于作为觉知的意识的主体性）的解释相比，作为意识场域的有知觉心灵在适当的肉体基础就位时便骤然跃入存在。这是安塞尔梅选择术语主体而非心灵之所以重要的主要原因之一：先验唯物主义主体形成模型中所提出的突现论——一种受康德和后康德德国唯念论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元心理学相结合所影响的模型——是发生学的，而非像哈斯克那样是瞬时的；这是因为与单纯的意识觉知相反，主体性涉及图像、词语、认同与去认同的复杂星丛。简言之，肉体大脑随着时间推移，且唯有通过在周围跨个体环境的想象-象征现实中运作的各种机制的干预，才成为主体的居所（一个跨越意识与无意识界线的主体）。正如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所解释的，“仅仅谈论神经与心理之间的平行、心理如何奠基于神经、每个心理过程如何必然有其神经对应物等等，是远远不够的”（Žižek 2006, 210–11）。相反，他坚称，“真正的疑问毋宁在于……心理的涌现/爆发如何在神经本身的层面上发生？”（Žižek 2006, 211）——也就是那个如今已耳熟能详的问题：超出物质的超越性如何从物质的内在性中升起。

关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精神分析进路，安德烈·格林（André Green）言之成理地警告说，指认在大脑中运作并由大脑支持的能指活动，并不允许人们将这些意指活动说成是包含在大脑内部并从大脑自身突现的。28 因此，尽管能指的拉康式主体在脑表面嬉戏——拉康将语言描述为像蜘蛛一样骑跨在大脑上29——但这些主体化能指是由外部象征秩序铭刻在神经物质之上的（而弗洛伊德-拉康将人类主体形成轨迹的个体发生起点描绘为弥漫着焦虑的早熟无助状态并伴随着冲突丛生的心理装置，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潜在可主体化的存在者确实接受了从外部铭刻于其上的这些中介、结构化要素的印记30——亦见第14章）。此外，这些能指在彼此之间享有自身结构化互动的动力学，这一动力学遵循的逻辑并非直接且完全受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网络所控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尤其是鉴于拉康坚持塑造心灵的能指链条的物质性——这一物质能指学说（亦见第7章）是能指中介主体性的拉康进路反对将分隔心灵/主体与大脑/身体的间隙仅仅视为去本体论化的认识论表象的原因之一31——能指作为观念表象（Vorstellungen）的杂多的互动运作，连接并重新连接着运行这些运作的神经网络。

对于哈斯克而言，突现二元论的心灵之所以不是副现象，正是由于在心灵与大脑之间流动的双向相互决定影响流的辩证唯物主义运动：“心灵不仅仅是大脑活动的被动、副现象产物；相反，心灵在受到大脑影响的同时积极地影响大脑”（Hasker 1999, 193）。然而，关于本项目所构建的先验唯物主义主体理论，还有另一个反对副现象论的论据绝对必须在此提及，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节中曾暗示过这一论据。在该节中，康德比较并对照了他的思辨/理论哲学（如同《纯粹理性批判》）与其微观/道德实践哲学。他在这一语境下面临的一个自创问题在于，先前确立的本体主体与现象主体之间的思辨/理论区分规定了后者阻断了通向前端的途径。更精确地说，由于自我意识始终且必然通过现象时空经验的母阵来导向，主体的本体维度仍然是一个不可知的物自身，一个无法通过反思亲熟而获得的X，因此无法作为主词项通过理论判断附加上特定、确定的谓词项（例如谓词项自主的与自由的）。现象主体深陷于“感性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完全处于严格因果律统治之下的缺乏自由的现实。32 因此，如果自我意识被限制在仅在现象层面上认识自身，那么它如何能确信自己在本体层面上是自主/自由的？鉴于该主体认识论上可通达的侧面位于感性世界的他律体制之中，凭什么赋予主体自主/自由？

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疑问，康德有若干回答。但与正在进行的涉及副现象论问题的分析相关，有一个康德式的回答格外引人注目。他提出，仅仅能够将自身构想为自由的这一事实——对康德而言，鉴于理性对可能性之逻辑与时间模态的不可磨灭的觉知，人们无法真正回避或否认作为能够实现事情不同于现状的各种可能性的自由能动者的理念——对于真正成为自由的而言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说：每一个不能不把自身置于自由的理念之下而行动的存在者，正因如此在实践的角度上就是真正自由的。这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存在者而言，所有与自由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法则都是有效的，就像如果这样一个存在者的意志可以出于对理论哲学有效的理由而被宣告为在自身中是自由的一样。（Kant 1993b, 50）

他为这些关键言论附加了一条脚注：

我采取这种方法，即假定自由仅仅作为理性存在者在行动中的一个理念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免除我也必须从理论角度证明自由的必然性。因为即使后一个问题未获解决，那些会约束一个真正自由的存在者的法则，对于一个不能不把自身置于自身自由的理念之下而行动的存在者而言，同样是有效的。由此我们能够卸下压在理论之上的负担。（Kant 1993b, 50）

当然，在同一文本的该节稍后部分以及随后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继续“从理论的角度证明自由”，论证确实存在着属于本体主体之本质的“先验自由”。33 但是，正如他在上述段落中指出的，这种证明对于“卸下……负担”（由《纯粹理性批判》中描绘的分裂主体肖像所造成的负担）并非必要；他所要求的全部，就是存在着一个自由的理念（作为一个空的范导性理想），仅仅是对自由的构想而无其他。为什么这是真的？

像许多唯物主义者那样，坚持认为心灵与主体性是作为彻底物理现实所分泌的无效、残余幻觉的副现象，就是忽视了在真正反思的片刻中变得极其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作为一个自主主体的理念是一种幻觉，它也是一种实际引导人们的认知与行为的幻觉——从而塑造并重塑人们的存在本身（包括人们自身物质构造的各个成分）。再次借用阿兰卡·祖潘契奇（见第4章）的观点，这等于承认幻觉中存在着某种实在界之物，承认成为自由的理念是实在的，即使它不能被呈现为一个通过指涉经验、现象现实而得以锚定的知性概念。34 简明扼要地说，相信自己是一个自主主体，至少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个拥有成为现实现象的奇异力量的虚拟副现象。本着这种精神，齐泽克提出“主体就是表象本身被带入其自身反思；它是唯有在其显现给自身时才存在的东西”（Žižek 2006, 206）。（随后他继续将这一提议与自由之谜联系起来，指出问题“自由行动如何可能？”等于询问“表象如何能够施加自身的因果性？”[Žižek 2006, 206]）。此外，用结合康德与拉康的术语来说，这种幻觉的实在界在双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它作为经验上可验证的确凿数据是不可能证明的，并且作为永远纠缠人类自我构想的幽灵是不可能决定性驱除的（而且，康德坚持认为，只要这个观念幽灵仍在徘徊——至多，这个幽灵可以被压抑但不能被消灭——个体就无法摆脱其先验自由的重负，因为一个幻影般的理念足以使自主性成真）。

在1946年的文集论文“论心理因果性”中，拉康不仅呼吁“重返笛卡尔”（见第5章），而且还对关于副现象概念的将观念论与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的典型、庸俗方式提出了批评。他宣告道：

当然，当我读到“对于二元论而言”（我推定仍然是笛卡尔式的）“心灵是没有存在的心灵”时，我有点退缩，因为我记得笛卡尔建立在思维对自身的意识之上的第一个确定性判断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判断：cogito ergo sum。当我遇到“根据唯物主义，心灵是一个副现象”的断言时，我也感到关切，因为我回想起那种内在存在于物质之中的心灵通过后者自身的运动得以实现的唯物主义形式。（Lacan 2006e, 129）

拉康断言，笛卡尔式我思（cogito）风格的观念主体性拥有一种确定的存在，而非一种不真实的、转瞬即逝的空灵性。随后他继续暗示了一种唯物主义（而非观念论）的变体，在其中这种主体在物质环境中内在地实现自身。

稍后在“论心理因果性”中，拉康评论道：“如果一个自以为是国王的人是个疯子，那么一个自以为是国王的国王也同样是个疯子”（Lacan 2006e, 139）。拉康在此的基本观点在于，无论一个人是自以为是国王的国王还是自以为是国王的疯子，主体在想象-象征现实层面（即图像与词语的世界）的认同都是虚构的、虚拟的建构，是非实体的理想，然而它们绝非单纯的副现象，因为这些理想蕴含着在个体多层存在的整体中回荡的结构化效应。关于主体化认同的这一论点证明了将拉康的警句（根据该警句真理具有虚构的结构35）颠倒过来是正当的。虚构具有真理的结构：超物质主体性并非虚假、虚构的副现象，因为它照字面意思（重）结构化了个体的存在本身。（正如拉康随后在这一1946年文本中所表达的，存在着一条“我们生成的法则”，命令人们“成为如你所是的存在”36——也就是说，虚假的虚拟认同通过虚构按照自身形象重塑真实存在而成为真实的现实身份。）拉康接着主张，一种亲密的关系将疯狂与自由连接在一起：疯狂与自由之所以都是人类存在者的可能性，是由于“在其本质中敞开的裂隙的永久虚拟性”。37 归功于心理个体在其中异化的图像与词语的中介母阵，他或她从与“所存在之物”的粗糙、原始直接性的直接指涉关系中脱落开来。在可以说虚拟与现实之间敞开的这道裂痕——镜像阶段是这道裂隙涌现的原初场景（同样地，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这始于感性确定性表达其经验的努力）——将个体心灵从对事物表面的奴隶般黏附中解放出来。然而，与此同时，这种从直接现实中的解放，这种使主体性本身成为可能的否定性，也使得极端形式的精神病性精神病理学现象所特有的现实彻底崩溃成为可能。

鉴于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反思在“论心理因果性”中所扮演的背景角色，如今很清楚关于观念论、唯物主义、副现象论、自由和疯狂的这些言论是如何契合在一起的：首先，人类有机体的物质构造促使该存在者接受并内化成套的外部图像和词语；其次，这些成套的外部图像和词语由此在人类有机体中打开了现实物质性与虚拟超物质性之间的裂隙之否定性；第三，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这一裂隙正是自由与疯狂的共同源泉。因此，拉康在此理解自己是在提出一个关于非副现象的、超物质的主体（类似于我思，然而与某种物质性相联结）的物质发生学模型。在其常被引用的关于“实在界的激情”的讨论中，巴迪欧引用拉康镜像阶段中的“误认”（méconnaissance）概念，提出存在着一种“误认的力量”（puissance de la méconnaissance），并且进一步提出“存在着一种误认的功能，它使得实在界的突兀性唯有在虚构、拼贴与面具中才发挥作用”（Badiou 2005c, 76–77），这一表述清晰地呼应了拉康关于真理被结构化为虚构的母题。这种“误认的力量”可以被解释为生成性地产生幻觉之实在界之物，使得支撑主体化进程的突现虚拟星丛不仅仅是由实体物理基底的诸要素所投射的幻象阴影的空洞剧场。在拉康理论中，人类有机体受到其“自然”构成的物质催化剂推动而拥抱的周围现实母阵的图像与词语，开始在彼此之间建立由其自身系统内部逻辑所决定的交叉共鸣模式（这更接近于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的突现属性观念，38 而非哈斯克的那种突现论变体）。当一个据称是“副现象”的场域的各个面向开始根据该场域自身内部特定的规律相互作用时，副现象就不再是副现象了。

在此节点上，本文所构想的先验唯物主义现在可以被精确地定义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动力学，它在物质与超物质之间不可辩证法化的二元论分裂涌现之后发挥作用，这种分裂对被辩证扬弃消除的抗拒最好通过反常/双面一元论的不可还原性约束来表达（然而，与反常/双面一元论的表面意涵相反，这种分裂并非副现象，因为物质与超物质之间对抗/不一致的双方都享有一副本体论份量）。到目前为止，这一关于先验唯物主义主体理论的勾勒（区别于标准辩证唯物主义、戴维森的反常一元论以及哈斯克的突现二元论），在齐泽克的术语中仅限于处理肉体-实在（corpo-Real）实体与想象-象征（Imaginary-Symbolic）主体化之间的区分，而尚未触及主体本身（根据齐泽克关于主体与主体化的区分——见第三部分）。在《主体的覆灭与弗洛伊德无意识中的欲望辩证法》中，拉康令人困惑地宣告，“正是因为欲望被言说表达，它才是不可言说的”（Lacan 2006o, 681）。同样，在1959–1960年同期的第七讲座中，他声称“欲望的本质维度”在于“它始终是二阶欲望，是对欲望的欲望”（SVII 14）。众所周知，拉康式的欲望是由能指的中介所结构化的（即它是“被言说表达的”）。而欲望在能指之中并通过能指被言说表达，正是打开无限自反倒退之可能性（以“我是否欲望去欲望我所欲望之物？”这种二阶及更高阶欲望的形式）的原因。因此，欲望作为能够以决定性、直截了当的终局性被陈述之物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其经由能指结构及其动态历时运动的言说表达本身（一种引入自反倒退的言说表达）清除了任何此类“责任到此为止”的终局性。在被能指言说表达的过程中，欲望变成了一种神秘、难以言表的情愫（je ne sais quoi），一个无法被锚定在作为稳定指涉物的特定被欲望客体内容之上的神秘X。

齐泽克最近在对自由本质的分析语境中对能指的拉康主体的描绘，与上述关于拉康所定义的欲望的评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齐泽克指出：

我们应当照字面意思理解拉康的术语“能指的主体”：当然，不存在保证“我”之统摄性的实体所指内容；在这一层面上，主体是多元的、散布的等等——其统摄性仅由自相关的象征行动所保证，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纯粹的施为性实体，它是那个说出“我”的人。这是由费希特所探索的主体“自我设定”之谜：当然，当我说“我”时，我并没有创造任何新内容，我仅仅是指称我自己，那个正在说出这句话的人。然而，这种自我指称产生（“设定”）了一个X，这个X并不是说出这句话的“真实的”血肉之躯，而是恰恰且仅仅是自我指称性指称的纯粹虚空（拉康的“发话主体”）：作为“我”，我并不直接等同于我的身体，甚至不直接等同于我的心灵内容；相反，“我”是那个将所有这些特征作为其属性的X。拉康式主体因此是“能指的主体”——并非在这个主体可还原为能指链条中的某个能指的意义上（“我”并不直接等同于能指“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台电脑或另一台写出“我”的机器都将是一个主体），而是在一个精确得多的意义上：当我说“我”时——当我将“我自己”指称为“我”时——这一能指行动本身向如此被指称的“真实的血肉之躯”（包括其心理状态、欲望、态度的内容）添加了某种东西，而主体就是通过其自我指称性指称的行动被添加到被指称内容之中的那个X。因此，说“我”的统摄性是“单纯的虚构”，在其下方隐藏着杂多的不一致心理过程，是具有误导性的：关键在于这种虚构产生了“在实在界中的效应”，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系列“真实的”行动的必然预设而起作用。（Žižek 2006, 244–45）

由“血肉之躯”的个体所说出的作为本维尼斯特式语言移位词的第一人称代词“我”以及作为克里普克式严格指称词的专名（见第14章），不仅建立了经验个人身份（即主体化类型）将被拼凑于其上的骨架结构——它们还正如齐泽克在此所指出的那样，在现实的织物中钻出了一个洞，掏出了一个空洞空间。与拉康的欲望一样，主体化的肯定性言说表达同时生成了一种不可言说表达的否定性，作为一个从自然（作为划杠实在界）和文化（作为划杠大他者）中脱钩并格格不入的X。此外，这个匿名的、无脸的不合群者（$）开始在想象-象征现实中四处游荡，弯曲并扭曲那些将其作为内部排除要素的场域。

齐泽克在紧接引述的段落中描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即-从作为主体化媒介的能指中升起——依赖于象征秩序中缺乏统摄性闭合，即大他者被划杠的事实，因为其自身的内部成分及其规律创造了可以说一个混乱、支离破碎的镜像大厅，在其中自反倒退潜在地延伸至无限。而在进入象征秩序能指库的隘口之前（这种进入同时创造了主体化与主体），一个划杠实在界（作为充满焦虑、受到冲突扰动的肉体−实在）将人类有机体推入了这同一个划杠大他者的怀抱。主体−即−是划杠实在界与划杠象征界的共同副产品。

然而，这与自主性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在纪录片《齐泽克！》中，齐泽克在提出了“什么是哲学？”这一永恒问题后宣告，哲学绝非提出关于带有大写T的绝对真理的无法回答的问题的荒谬尝试，“哲学是一门非常谦逊的学科。哲学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真正的哲学：哲学家如何探讨自由的问题？”齐泽克著述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他试图将成为主体的两种看似互不相容的意义结合在一起思考：一方面，主体是屈从/臣服的主体化的过度决定效应（无论如马克思主义所言是意识形态的受骗者，还是如精神分析所言是无意识的玩物）；另一方面，主体是不可预测的自由涌现（无论是由康德、谢林和黑格尔揭示的否定性力量，还是与拉康式行动和巴迪欧式事件相关的对应物）。齐泽克式主体的悖论性正反两面归结为这一点：个体通常对其真正的主体性处于无意识状态，同时比他们（想要）相信或知道的更加他律，也更加自主。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精神分析的无意识观念，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和演化心理学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物质自然日益积累的数据，如今看似都对任何希望捍卫某种自主主体性理念的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鉴于目前所知的在历史、心理和生物学层面上运作的决定论影响，是否还留有空间给一个在任何有意义的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的主体？齐泽克的工作独特地使得人们能够以审慎限定的“是”来回答这个问题。

成为自由的是一个暂时的事件，发生在历史、心理和生物学的事态进程崩溃的例外时刻，发生在自然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决定能力——这些系统从未真正是它们如此频繁地被错误显现的那种无懈可击决定的无缝网络（即大他者）——作为在这些多面、非-全的系统内部及之间产生的僵局与短路的结果而暂时悬置的时刻。个体能够利用由此生成的（或许是罕见的）自主性契机，归功于拥有一个充满冲突的构型（这就是齐泽克在将事件的维度描述为从驱力领域中爆炸出来时所指的内容39）。这一阐明自主主体性的哲学-精神分析联合理论的探索，引导齐泽克对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本身进行了深刻的重新考量——最终促成主体自由事件的是物质存在本身已经布满了不可还原的对抗与不一致。在齐泽克之后，这里所提出的内容将主体性描绘为一种转瞬即逝的超越性，它是由无他者的、被划杠的实在界的底层本体论促成的。这种任何一-全的缺席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轻盈存在，其负担可能比整个世界的僵化重负还要更难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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